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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前面的话


中国政法大学交叉学科培育与建设计划



“法证心理学”研究成果



前言

心理学取向的犯罪学旨在重新解释这一问题：个体及其经历是如何导致其犯罪行为的发生的？

本书提供了一个关于心理学取向的犯罪学理论的综合性研究：聚焦于对与生俱来的一些因素（如人类本性、遗传）的研究，会影响罪犯一生的因素的研究（如学习、发展），以及犯罪发生情境的因素的研究。本书更多强调不同分支路径间的联系，并提出由它们整合而成的、非竞争性的理论解释，这将提供一个与它们各行解释相比更为完整的画面。

全书的理论安排遵循时间顺序，按照从“末梢”到“主干”的逻辑来解释犯罪成因。这些解释跨越了十万年，从远古非洲大草原上的早期人类犯罪行为的进化之源，到如今具体犯罪行为的决策时刻。

全书的关键点包括：

1.理论焦点——“解释”犯罪与犯罪行为；

2.采用整合的理论路径；

3.为不熟悉心理学的研究者提供一条研究路径。

心理学取向的犯罪学强调心理学理论能够扩展犯罪学的学科范围。它将同时吸引来自犯罪学、法庭心理学两个领域的学生、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的兴趣。

理查德·沃特利（Richard Wortley）起初是一名监狱心理学家，并从事犯罪学教学工作多年。他现在是伦敦大学学院（UCL）教授，同时也是该学院吉尔·丹多安全与犯罪科学研究所（Jill Dando Institute of Security and Crime Science）研究院的负责人。


犯罪科学系列丛书（Crime Science Series）


理查德·沃特利（丛书编辑者）


犯罪科学是对社会上存在的犯罪现象与问题进行思考与回应的一条新路径，犯罪科学学科的独特本质就体现在其命名之中。

首先，犯罪科学是关于犯罪的。犯罪科学将传统犯罪学对犯罪人的关注转向了对犯罪事件的关注，从关注造成犯罪较远的原因——生物学构造、教育抚养、社会缺陷到关注犯罪形成的近因。犯罪科学研究者的兴趣在于为什么、在何处、在何时以及特别的犯罪行为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对犯罪行为发生的趋势、模式进行检验，以设计出独特有效的、可操作的策略去瓦解这些模式，从而遏制犯罪行为发生。

其次，犯罪科学是关于科学的。传统上多数对犯罪控制问题的研究是非系统化的、反应性的、平民主义取向的，时常建立在未经假设检验的基础上。相反，犯罪科学提供了一个以证据为基础的、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犯罪控制路径。犯罪科学家使用科学的工具，收集犯罪数据，形成对可观察到犯罪趋势的假设，修正关于犯罪干预的方法，并检验那些干预方法的充分性。

最后，犯罪科学是倾向于实用主义的，其学科基础也是多学科融合的。犯罪学家与一线的刑事司法从业人员保持密切的联系，通过使个人犯罪变得更困难以及使犯罪更容易被查处，来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犯罪科学同时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如犯罪学、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经济学、建筑学、工业设计、流行病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工程学和生物学。

以下介绍一些相关研究：

1.高速公路抢劫研究

Graeme R. Newman and Ronald V. Clarke

2.犯罪遏制与问题导向的监管

Edited by Karen Bullock and Nick Tilley

3.犯罪科学——防止犯罪的新路径

Edited by Melissa J. Smith and Nick Tilley

4.问题导向的监管与合作——犯罪遏制的证据基础

Karen Bullock，Rosie Erol and Nick Tilley

5.预防儿童性虐待

Stephen Smallbone，William L. Marshall and Richard Wortley

6.环境犯罪学与犯罪分析

Edited by Richard Wortley and Lorraine Mazerolle

7.防止酒吧中的攻击行为

Kathryn Graham and Ross Homel

8.有组织犯罪预防的环境遏制观点

Edited by Karen Bullock，Ronald V. Clarke and Nick Tilley

9.本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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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什么是心理学取向的犯罪学

心理学是对人类行为与精神过程的科学研究；犯罪学是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的科学研究。心理学取向的犯罪学可以被界定为通过对行为与精神过程的科学研究，增进对犯罪人及其犯罪心理的理解。

根据这一不加修饰的定义，本书的本质——心理学取向的犯罪学需要进一步详细阐述。一般而言，犯罪学并非仅仅是一个学科，而是一系列学科，每一个分支都会对犯罪进行不同的假设与解释。总体而言，社会学在犯罪学中占据传统支配地位，且大部分犯罪学理论实质上就是社会学的研究范畴。若缺乏进一步的界定，犯罪学一般会被认为是社会学取向的犯罪学。

社会学取向的犯罪学主要解决这一问题：社会对犯罪的影响是什么？社会又如何影响犯罪行为的分布？社会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中的阶层与群体，社会学家的关注重点更多在于基础社会结构对犯罪的生成作用，或者社会为何会选择特定的行为将其标签化为犯罪行为。例如，社会学的一个主题就是关注社会分层与犯罪的关系，类似地，为何吸烟不是违法行为而吸大麻就是违法行为？

相反，心理学取向的犯罪学主要解决这一问题：为何个体特定的经历会导致他们成为罪犯？心理学家更关注个体的生物学结构、人格、教育抚养方式、思维过程、所处情境等如何引发犯罪行为。一些心理学家分析检验了犯罪行为与人们的共同经历中常规因素间的关系。例如，每个人总是会承受一些来自同辈的压力，而这会导致一部分个体产生犯罪行为。其他心理学家聚焦于罪犯—非罪犯的差别，如有些研究或许检验了是否犯罪行为是由于一些独特的人格特质所导致的。

强奸案例可用来阐释社会水平与个体水平间的差异：一个强奸的社会学层面的分析会聚焦于诸如文化规范与性别尊重方面的因素，以及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差异等。我们有可能在研究中发现，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强奸是极其普遍的，如在一种违法犯罪的亚文化中。另外，心理学层面的分析主要在于检验实施强奸行为的个体的个体特征、所处的环境特征，如强奸者对女性是抱以敌视态度的吗？他们是否经历过一些童年创伤？是否存在证据表明心理障碍造成了性功能障碍？是否有其他因素造成了强奸行为，如酒精摄入？

这并不意味着心理学取向的犯罪学忽视了致使犯罪行为发生的社会环境因素，或者社会学取向的犯罪学忽视了罪犯的个体特征。心理学取向的犯罪学关注个体并不意味着其假设所有的犯罪成因均来自个体内部。如上述强奸举例，心理学家也许会对这样一件事情感兴趣——社会互动和亚文化经历是如何塑造犯罪人对女性的态度的。同样地，社会学家也许会关注社会组织如何强化男性对女性的态度，以及最终导致强奸行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视角是存在重叠范围的，尤其是社会影响对态度和行为的塑造。当然，社会学分析总是包含着整合层次（如集体态度），同时心理学总是回归个体层面（如集体中个体的态度）。

传统上，社会学家对心理学对犯罪的解释方法是持批判态度的，尤其在个体层面，心理学家忽视了诸如社会缺陷、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导致犯罪的根本原因，以取代进一步的污名化和群体衰落与无力。心理学家总是认为社会学理论忽视了导致犯罪的重要的个体层面的变异，且过分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非基于科学的证据。

阐述以上的目的并非要讨论心理学或者社会学取向的犯罪学各自之优劣。较之于将心理学、社会学视为对犯罪的竞争性解释，将它们视为互补的方法更有意义。可以将之类比为一个可显示微观视角的显微镜，显微镜可以帮助观察者将样本放大进行观察。有时采取微观视角将样本的局部放大显示细节特征是有意义的，另一些时候，采用更广的视角观察样本由几部分组成及其内部关联也是有意义的。故心理学与社会学理论对犯罪进行解释时，其实是解决了不同层面的问题。

由于它们的关注重点不同，社会学取向的犯罪学与心理学取向的犯罪学服务于不同的目标。社会学取向的犯罪学通常关注那些造成犯罪现象的社会系统结构的“大图景”，而心理学取向的犯罪学目标在于直接干预罪犯个体以及潜在的罪犯个体。心理学取向的干预主要包括两个目标：首先，心理学取向的犯罪学用于预测犯罪行为，如监狱心理学家被要求去对一个即将重返社区的罪犯进行再犯危险性评估；其次，心理学取向的犯罪学用于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这就需要试图在犯罪行为发生前阻止它，如减少未来可能导致犯罪的初期风险，或者改变可能造成犯罪发生的特定原因，或者对已知的罪犯进行处置以防再犯。

本书回顾了包含以预防、预测犯罪为目的的心理学取向的犯罪学理论。书名中（所指为本书英文书名Psychological Criminoloy）词语的顺序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虽然差别是很细微的，但是这样一种词序安排体现了心理学能够为犯罪学的综合学科做出贡献。本书的副标题为（所指为本书英文副书名An Integrative Approach）中讲到的“integrative”并不是指心理学与社会学的整合（并不意味着要贬低社会学理论分支），而是在心理学内部的整合。与其将不同的心理学视角视为一系列分散的竞争性解释，不如将其视为一条整合路径，能够为解释犯罪行为提供一个完整的视角。本章介绍了心理学取向的犯罪学这一分支的基本原理：首先，解决了界定犯罪、犯罪行为的问题取向；其次，探讨了关于犯罪、犯罪行为的本质的问题；最后，对本书涉及的理论进行综述，主要介绍各理论分支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整合起来共同完成解释犯罪这一总体任务。本章的中心论点是，犯罪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现象，犯罪成因因罪犯个体类型的差异而不同。整合的心理学路径能够更好地帮助理解罪犯的差异性。

第二节 定义犯罪与犯罪人

为检验关于犯罪、犯罪行为的各种理论解释，首先要去做的就是界定这些术语，并对其进行分类，以确保将哪些内容纳入分析、哪些内容不纳入分析。这一任务非常复杂。进行此项工作，很容易就落入将犯罪视为一种静态、统一的现象的陷阱，好像犯罪人是由一套共同的异常特征所规定的亚类型的人。事实上犯罪是一个涵盖多种行为的不稳定概念，且犯罪人并非一个与其他群体区分明确的或者高度同质化的亚群体。


对犯罪定义的转换


首先应当注意的一个明显而关键的要点是，犯罪是需要刑法来定义的。当一个行为被认定为犯罪时，必须由特定的正式颁布的制定法进行描述。有许多例子可以表明，由于时间不同、社会类型不同，对犯罪的界定也有很大差别。例如，在当代英国，任何与16岁以下女孩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均被认定为性侵犯；但是在维多利亚时期，与10岁的女孩发生性关系都是合法的。在世界范围内，女孩表示同意以阻却性侵犯犯罪认定的有效年龄段从12岁到21岁不等，甚至存在多元司法的澳大利亚、美国，不同地区的规定也有所不同。这样，判断一个人是否犯强奸罪要看他住在哪里，什么时候实施了这一行为。

这意味着只要简单地将其去犯罪化，任何犯罪现象均可立即被消除。我们已经在多种环境下见过这种情况：遗弃、同性恋、卖淫等行为就是近年来在多个地区被部分乃至全部去犯罪化的行为。此外，我们看到许多其他领域的一些变化也正在进行着，如将对儿童实施性虐待的行为犯罪化。社会学取向的犯罪学提供了一个视角——冲突理论——独特地关注了社会如何决定哪个行为是犯罪行为，并提出，犯罪行为的界定是无差别地由当局的兴趣所决定的。

动态的犯罪行为的定义，给那些关注罪犯—非罪犯之间差异的心理学理论带来困难。对犯罪人的心理学刻画不可受制于具有任意性的法律建构。如果某个体的某行为，今天被认定为犯罪行为而明天又不被认定为犯罪行为，那么对于犯罪本质的讨论还有什么意义？认识到这一问题后，一些研究人员指出，在跨时间、跨文化的不同犯罪定义间存在一些限制，如埃利斯和沃尔什（Ellis and Walsh， 2000）指出，尽管在罪犯群体的边界上会存在多样性，但是在普遍受到谴责的罪行中是存在一些稳定的内核的，包括对其他成员的故意侵犯，具体行为诸如谋杀、盗窃、强奸、故意毁坏财物等。每个社会个体，在涉嫌这些行为时，都可能受到社会制裁。若聚焦于这些稳定的、核心的犯罪行为和故意侵犯他人的观念，“犯罪”“犯罪人”对于心理学的分析而言就成为稳定的、有意义的实体。

有些学者更进一步认为要完全取消法律层面的定义，如用反社会行为的概念来取代犯罪的概念。反社会行为是一个临床概念，它指涉的行为是违反社会规范或者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稳定地、持续地表现出反社会行为者通常会被评估为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APD）。根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V-TR，美国精神医学学会，2000年），APD的典型症状有：欺骗性、冲动性、无责任感、缺乏懊悔、忽视他人福利、多次未能遵守社会规范。需要注意，一些反社会人格的个体，可能笼统看上去与精神病患者相似，但是反社会人格者并非完全等同于精神病患者，而且当前有许多研究是探讨两者间的关系的[黑尔（Hare），1993]。不过由于反社会行为、反社会人格障碍、精神障碍均属于心理学的界定，所以它们均应当适用心理学的理论进行讨论。尽管反社会行为与犯罪行为是有重叠的，但是它们之间也并非完全相同的。并非每一个犯罪人都会表现出反社会人格，做出反社会行为，比如，一个人是由于政见不同而被逮捕，他可能会声称自己的行为是亲社会行为。同样，并非所有的反社会行为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并非所有的反社会者都是犯罪人。有的人终其一生无情地利用、迫害他人，然而可能并没有违反法律。


作为一种连续的统一体的犯罪行为


尽管我们认可一系列行为均可以被认定为犯罪行为，但是在罪与非罪之间并非那么清晰。如同许多个人属性——智力、焦虑、自信等，犯罪行为在概念上也应当被视为一种连续体，同样，如同其他属性一样，犯罪行为也服从正态分布。这意味着大部分人是集中在中间部分的，同时也有极少数者处于极端位置（极度守法的或极常实施犯罪行为的）。这样，几乎所有人都可能在某些情境下、某些时间段中实施违法行为（反社会行为）。他们可能会进行税务欺诈、虚报差旅费、将办公用品拿回家中、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从店员处取得更多的找零、占有遗失物、闯红灯等。显然，这些行为均是琐碎的且在偶然情况下个体才会实施的。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并不把这些个体视为真正的罪犯，当一个人的犯罪行为更严重、更频繁时，他的犯罪行为等级会上升。但是这也不能清晰地表明谁是犯罪人，毫无疑问，研究者与临床工作者应当确定这一边界。


罪犯的种类


最后，我们在结果上可能会达成共识，认为谁是“真正的”罪犯，但是我们会质疑这样一个假设——这些罪犯组成了一个同质的、单一的群体。罪犯这一标签可被用于多样化的个体，且促使研究者们发展出类型学并将不同群体的罪犯分为多个种类。

更为显著的是，不同罪犯实施了不同的犯罪行为。实施谋杀与实施偷税漏税者均被认定为罪犯，但是他们的相似之处少之又少。有时根据其具体所犯罪的种类，或者至少在宽泛的大类型上区分犯罪行为会更有意义，如暴力犯罪、财产犯罪，但是这一路径也不总是成功的。有证据显示，很多罪犯并不仅仅专注于一种类型的犯罪，这也体现了犯罪的多面性，如斯莫尔本（Smallbone）和沃特利（2004a）发现，对于监狱中对儿童实施性虐待的362个服刑人员样本，假设他们是专门实施某一特定类型的犯罪行为程度较高者，但是发现他们在先前的所有犯罪行为中，做出非性犯罪比性犯罪的次数还多。在历史数据中，澳大利亚所做的16次官方统计最具有代表性，包括盗窃罪（30%）、交通肇事罪（24%）、性犯罪（22%）、人身伤害犯罪（19%）和毒品犯罪（13%）。性犯罪（22%）并非最普遍的犯罪类型。实施多种犯罪行为的罪犯，按照他们的行为对他们进行清晰的划分是很困难的。

除了犯罪类型，罪犯在实施犯罪行为的频率、坚持程度上也有显著性的差异。已经达成共识的是，存在一个稳定的小团体，这些罪犯需要对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犯罪行为负责［沃尔夫冈（Wolfgang）等，1972］。犯罪学家将其称为“二八原则”：80%的犯罪行为，由20%的人实施（这一比例并不一定是准确的，只是一种共识，也适用于其他现象，如受害者比例等）。这一观察造成一种重要的类型区分：一些犯罪学家提出了“终生持续的”（LCP）罪犯与“仅限于青少年时期的”（AL）罪犯［莫菲特（Moffitt），1993］。终生持续的罪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经常性地实施犯罪，在这些罪犯的青少年时期，反社会行为标志也非常明显，很多个体被临床评估为有精神障碍，尤其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相反，对于仅限于青少年时期的罪犯，涉入犯罪行为仅仅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通常与特定的年龄阶段与生活事件有关。尤其17岁左右是犯罪的高峰期，之后则快速下降，年龄与犯罪行为发生频率间的关系如图1.1所示。年龄—犯罪行为曲线是一个犯罪学中重要的发现，它表明很多犯罪行为的发展变化与青少年的特定生活经历是相关的。事实上，一些研究表明，很多青年男性都曾经触碰到法律边界，而那些没有做出任何形式违法的人反而是例外［法林顿（Farrington）等，1986］。整体而言，这些个体大部分并无固定的实施犯罪的倾向，且通常随着自身日趋成熟或者环境改变脱离了犯罪。

个体的犯罪模式通常涉及其犯罪生涯，有一种观点认为，罪犯是存在犯罪生涯的——与传统上的符合社会规范、习俗的生涯并行，这为犯罪学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类推。生涯有开始和结束，当生涯环境发生改变时，个体能够走入、走出特定的生涯。犯罪生涯研究者更感兴趣的是，何时、在什么情况下、以怎样的方式，罪犯会涉入犯罪行为；其所犯罪的类型，怎样从一种类型转向另一种类型，犯罪行为发生的频率如何以及如何脱离犯罪行为？上面所描述的“双轨生涯模式”（终生持续的—仅限于青少年时期的），仅仅是建立在犯罪行为轨迹分析基础上的罪犯类型学研究。其他研究者还提出了存在三种乃至更多的明显的罪犯生涯轨迹［迪拉拉和戈特斯曼（DiLalla and Gottesman），1989；昂格尔（D’Unger）等，1998；纳金和兰德（Nagin and Land），1993；特蕾西（Tracy）， 1990］。无论有多少种，从我们的目的来看，从犯罪生涯的角度看待犯罪行为，相比于简单两分法能够更加清晰化地体现出细微视角的差异。它使我们知道，罪犯是一个异质性的群体，且罪犯的属性是动态的，可能会在个体的一生中不断变化。当思考犯罪的成因时，需要考虑到这种多样性，对不同种类的罪犯给予不同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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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基于假设数据集的年龄—犯罪行为曲线



第三节 关于犯罪与犯罪行为的本质的解释

在心理学理论中，存在很多与犯罪、犯罪行为有关的理论，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对“人是怎么行动的”这一基本假设的差异。在我们考虑会有多少种理论可以被纳入整合模型的理论前，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它们之间的不同。这里涉及五种关于犯罪、犯罪行为的本质的讨论，其中涵盖了五项潜在的基本原则：

1.罪犯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实施犯罪，还是他们的行为受到他们所不能控制的因素作用；

2.犯罪的诱因存在于个体的遗传中，还是存在于成长中环境中；

3.罪犯是正常的还是表现出了与其他人相区别的病理性；

4.罪犯是需要获得犯罪动机以驱使他们实施犯罪，还是本就和我们一样，只是未控制犯罪冲动；

5.犯罪出现是由罪犯的特征决定，还是由特定环境中的机会、压力所致。


自由意志与决定论


大部分人凭直觉认为存在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意志，相信其能帮助我们做出随意的选择并达到目的。同样地，对于犯罪的解释，传统上将犯罪行为视为个体自由地选择了越轨行为的道路。起初，自由意志由宗教规范框架所描述，犯罪等同于违反教规的道德沦丧。随后，在18世纪晚期，犯罪学的先驱者们，他们被称为古典学院派的成员，包括切萨雷·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和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自由意志是一个过程，即个体衡量所感知到的花费成本与行为收益之后，选择最有利的途径。

然而，大多数现代心理学理论都是基于决定论的假设。这些理论假设所有行为最终都是由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造成的。坚持威慑理论的理论家试图将“硬科学”中使用的同样的科学原则和法律应用于人类行为问题。地震学家绝不会说雪崩是因为岩石选择下山而发生的，同样，心理学家也不应该说行为仅仅是因为人选择了去做。根据确定性逻辑，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可以追溯到某种先前的生物或环境因素。因此，当一个人“选择”做一件事时，我们需要问他们为什么选择做这件事（以及是什么导致了这件事的发生等）。自由意志被认为只是一种幻觉。虽然我们有做出选择的主观经验，但有人认为，我们有意识的想法只是对我们已经下意识决定的事后评论。正如一些人所说，在我们思考之前，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的想法？

当提出决定论的概念时，人们通常的反应是断然拒绝无法控制的期望。存在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决定性力量是一个不吸引人的、令人相当不安的想法，更重要的是，这似乎不符合我们做出选择的主观经验。事实是，我们可以快乐地生活下去，继续相信我们拥有自由意志，不管这是否属实。然而，在理论层面上，正是对决定论的坚持驱使研究人员揭示犯罪原因并建立理论。毕竟如果罪犯只是随意表达自由意志而犯罪，那就没有什么可解释的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心理学家忽视了罪犯的思维过程和决策策略。许多决定论心理学家认为认知在行为的成因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一些认知心理学家更进一步提出了“软决定”的概念。软决定论者认为，因为人类能够进行概念性思考，所以他们做出选择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某种控制的能力是有限的。

事实上，尽管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哲学分歧，但从两者出发往往会得出类似的结论。大多数信奉自由意志的人都会同意人们总是会“选择”看起来给他们带来最大好处的行为，这种其实类似于说一个人的行为是由感知到的行为结果“决定”的。此外，在实践中，当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时，心理学家常常“好像”有自由意志，如告诉患者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事件其实并不是一种特别有用的治疗策略！

同样，我们的法律和裁判机构仍然深深信奉古典学派的自由意志和个人罪责观念。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果行为是由罪犯无法控制的因素决定的，那么惩罚他们的罪行在道德上就是没有道理的。然而，找出犯罪行为的原因并不等于开脱罪责。所有行为都有结果，犯罪行为应该受到法律制裁，这完全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事实上，如果不是这样，那才是不合理的。决定论有时也与行为是被预先安排并以宿命论的方式固定下来的观点相混淆。事实上，决定论认为行为是动态的，对因果影响的变化总是敏感的。决定论不仅仅关注一个人的生物学构成，它同样关注环境因素对行为的影响。因此，惩罚罪犯的一个预期结果是帮助他们改变犯罪行为。


天性与教养


在行为被确定的范围内，天性与教养的辩论是指行为的决定因素是生物学的（天性）还是环境的（教养）。生物学的解释探索遗传学、心理生理学、生化过程、神经因素和身体创伤在犯罪行为中的作用。环境学的解释着眼于育儿行为、家庭动态、学校经历、同伴群体影响等的行为影响作用。近年来，天性和后天培养对行为的解释已经过时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生物因素，尽管通常被粗略地概念化，却是行为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事实上，犯罪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始于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关于“天生犯罪人”的伪达尔文理论。20世纪上半叶，弗洛伊德精神动力学理论和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理论的发展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为解释犯罪行为转向环境解释提供了理论基础。心理动力学理论强调童年经历和创伤在心理障碍中的作用，而条件反射理论认为所有的学习都是个人环境经历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巩固环境观点的主导地位，因为人们反对支持种族灭绝和强迫绝育做法的纳粹种族优越论，甚至考虑犯罪的生物学基础在政治上也变得不正确。在20世纪末，生物学解释开始卷土重来，尤其是受到基因技术进步的刺激。

然而，犯罪的生物学解释在犯罪学更广泛的学科中仍然不受欢迎。例如，埃利斯和霍夫曼（Hoffman） （1990）报告，只有20%的犯罪学家同意基因可能在犯罪行为中扮演重要角色。大多数当代心理学理论都承认行为是生物和环境因素结合作用的结果。这被称为生物社会学观点。如今，没有一个有名望的科学家会认为有“天生犯罪人”。相反，他们认为生物学因素是诱发因素，考虑到恰当的环境影响，生物学因素的存在会增加犯罪行为发生的机会，但不能保证犯罪行为会发生。因此，对于大多数心理学家来说，天性或后天的争论不再是犯罪是由于生物学作用还是环境作用，而是这两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性质。一个问题是生物学因素和环境因素各自扮演的角色如何因犯罪者而异。例如，有人认为终生惯犯比仅限于青少年时期的惯犯更有可能从小就表现出反社会的特征，这可能与生物学过程有关。此外，青少年罪犯更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如同龄人的压力。另一个问题涉及生物学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当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对同一环境做出反应时，先天—后天的互动就会发生。这就提出了一种观点，即一些人在生物学上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而犯罪。

请注意，从生物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天性与教养争论的一种常见方式是，在解释个人犯罪行为时，哪一个因素更重要？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两种因素，任何行为都不可能存在。这种争论方式被比作询问长度或宽度在确定矩形面积时哪一个更重要［科斯米德斯和图比（Cosmides and Tooby），1997］。


正常的与病理性的


一个相关的（虽然不同的）争论是罪犯是正常的还是病态的。对犯罪有许多理论上的解释，这些解释假设罪犯含有某种形式的生理、心理或行为机能障碍，正是这些障碍将他们与非罪犯区分开来。这也可以解释为一种医学模型：犯罪行为被认为是“疾病”的结果，为了恢复健康，必须让“疾病”被“治愈”。还有一些心理学解释认为犯罪和罪犯是正常的。这并不是说这些理论家认为会有大多数人实施强奸和抢劫银行的行为，或者强奸和抢劫银行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可以被接受的或者无害的行为。相反，它们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对这些行为进行特殊的心理学解释。犯罪行为的学习过程被认为和其他行为的学习过程一样，这些行为都受到相同的基本需求的激励。例如，小偷学会了偷钱，就像其他人学会了技能挣钱一样。此外，小偷对金钱的渴望是完全合理的（获得方式是错的），并不依赖于隐藏或不正当的动机。小偷的行为是对他的特殊生活经历的正常反应。这可能很糟糕，但并不疯狂。

这一主题的争论与天性还是教养的争论重叠，因为罪犯和非罪犯之间的生物学差异可以被用作“罪犯是病态的”一个论点。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犯罪生物学理论都假设有病理学。例如，一些生物学理论家提出，使得个人容易犯罪的基因已经进化成正常的——实际上是适应性的人类特征。另外，一些病理学模型并不依赖于生物学解释。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心理动力学理论可能是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根据这些理论家的观点，犯罪源于个人内心深处的无意识心理冲突，犯罪者很少知道他们犯罪的真正原因。罪犯被视为心理疾病，而不是生理疾病。

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病态不仅仅意味着不寻常、社会不可接受，甚至是不适应。犯罪可能是以上状态中的任何一个，但是没有一个条件足以证明病理学的标签是正确的。红发或智商高的人在统计学上并不常见，但他们并不病态。同样，在餐桌上打嗝可能违反社会规范，但不是病态的表现，而同性恋曾经被认为是社会越轨和病态的，现在几乎不再被认为是病态的。吸烟的人可能会对自己和他人造成身体伤害，而害羞可能是大多数人在某个时候或其他时候经历的一种虚弱的状况，然而两者都不能算作病理学状态。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V-TR）中，美国精神病学学会（2000）试图克服单一病理学定义的不足，规定了个人符合精神疾病诊断所必须满足的条件组合。它将精神障碍定义为：


临床上显著的行为或心理综合征或模式，发生在个体中，与当前的痛苦（如疼痛症状）或残疾（即一个或多个功能区的损伤）相关，或者与遭受死亡、疼痛、残疾或严重丧失自由的风险显著相关。此外，这种综合征或模式不能仅仅是对某一特定事件的预期和文化认可的反应，如爱人的死亡。无论其最初的原因是什么，它目前都必须被认为是个人行为、心理或生物机能障碍的表现。如上所述，除非异常行为或冲突是个人机能障碍的症状，否则主要在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异常行为（如政治的、宗教的或性的）或冲突都不是精神障碍。


根据DSM的定义，犯罪行为的表现本身并不足以作为病理的证据。然而，该定义允许部分罪犯可能由于病态而犯罪。因此，对于许多研究人员来说，正常或病态的争论涉及确定哪些特定的罪犯是病态的，他们有哪些特定的精神疾病。根据我们到目前为止的讨论，那些被诊断为反社会人格障碍或终生惯犯的罪犯最有可能被认定为病态。然而，病理学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关于这个标签的有效性和有用性还有争论［马达克斯（Maddux）等，2005］。例如，正常的行为在什么时候会变得病态？

将罪犯视为病态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可以塑造临床医生、刑事司法从业人员、决策者和公众对犯罪问题的反应方式。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正常或病理逻辑辩论更多的是关于术语，而不是实质。关于天性与教养的辩论描述了对行为原因的真正意见分歧。相比之下，两位研究人员有可能就犯罪的原因达成一致。比如说，一组特定的发展经历，甚至一些独特的生物特征的存在，但是对于这些原因应该被贴上病理学标签，他们不同意。可以说，关于罪犯是正常的还是病态的决定既是一种科学判断，也是一种价值判断，无论如何，这一决定都不需要干扰对犯罪和犯罪原因的调查。


驱动力与约束力


大多数犯罪心理学理论都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是如何犯罪的？这些理论始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人类天生是犯罪中立的，因此必须获得驱使他们犯罪的动机和行为。然而，一些理论家已经改变了这个问题：是什么阻止了一个人犯罪？这些理论家研究控制犯罪冲动的个人、社会和身体约束因素［戈特弗雷德森和赫斯基（Gottfredson and Hirschi），1990；赫斯基，1969；马茨阿（Matza）， 1964］。所谓的控制视角假设犯罪动机的获取不需要解释。人类的行为自然是基于自身利益和最大化快乐的愿望。反过来，犯罪行为本质上是有回报的，对专业技能要求很低。因此，如果没有限制，人们会犯罪，这是理所当然的。控制理论家要求你想象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行为限制的极端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成长为一个自私、冲动的人，他会不加区别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从控制的角度来看，罪犯并没有学会犯罪，相反，他们也没有学会不犯罪。

这种区别听起来可能仅仅是语义上的区别，但事实上，其含义相当深刻。根据控制视角，犯罪的可能性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每个人在某个时候都对他们见过或观察到的人有性幻想。然而，大多数人意识到这些幻想不能立即付诸行动。他们的性冲动受到道德标准、对法律和社会后果的恐惧以及实施这种行为的逻辑困难的制约。实施强奸的人和不实施强奸的人之间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性动机的性质，而在于他们对性动机的控制程度。罪犯被定义为那些经常对犯罪冲动自我控制不好的人。有时，通常的犯罪控制也会失效，平常守法的人会犯下他们本来不会犯的罪行。因此，强奸经常发生在混乱和匿名化的战争地区，由士兵实施，而他们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永远不会实施这种行为。

一般来说，强调获得犯罪行为的理论表明，罪犯至少会在某种程度上专注于他们的犯罪，因为每种类型犯罪所需要的动机和技能必须独立获得。另外，对犯罪的控制观点表明，许多罪犯可能不只会进行一种类型的犯罪，也就是说，导致他们偷窃的控制力缺乏也会导致他们违反交通规则、吸毒、进行强奸等，因为机会出现了。犯罪多样性的含义是，几个独立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的犯罪类型。


人与情境


正如上述讨论中强奸的例子所示，个人是否犯罪取决于当时的特殊情况。直接的环境可能是控制行为的一个因素。这引出了我们最后的讨论，即犯罪行为的发生原因在个体自身还是行为发生的情境。这也称为跨情境一致性讨论。大量心理学理论和研究致力于研究内部结构：人格、态度、信仰。具备以上几点，一个人的心理属性就会被认为或多或少是固定的。每个人都可以用他们特有的个性特征来描述，在此基础上，可以可靠地预测他们在新情况下的行为。是人的心理构成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方式。然而，这一观点并非没有受到质疑。米舍尔（Mischel，1968）不认为稳定的行为模型可以预测人格的一致性和持续性。相反，他认为行为是高度情境化的，个体的行为在不同情境下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行为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异。例如，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总体上是自信的，但也认识到有时我们不自信。同样，当我们在新的环境中遇到他人时，我们有时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行为发生了变化（例如，第一次拜访朋友或同事的家时）。

请注意，关于人和情境的讨论在概念上不同于关于天性和教养的讨论。虽然它们都是关于环境作用的讨论，但天性或教养讨论的重点是远因（即有助于塑造个人的人格或行为习惯的长期因素），而在个人或情境的讨论中，重点是近因（即行为发生时的因素）。

遵循更普遍的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偏见，大多数犯罪心理学理论试图从罪犯的特征来解释犯罪行为，而很少关注犯罪发生的情境。然而，从情境角度来看，犯罪现场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下，犯罪活动正在进行，而这一背景在引起和塑造犯罪行为中发挥着根本性作用。很多犯罪都是冲动的、机会主义的或是对环境压力的反应。个体可能会在某个时刻变得暴力，屈服于偷窃的诱惑；在酒精的影响下犯罪；或者感到有压力从而和行为不端的朋友一起进行犯罪。此外，即使是最容易犯罪的罪犯也不会随意犯罪。相反，他们的违法行为相对不那么频繁，并且是对直接情境的反应。例如，专业窃贼并不盗窃他们看到的每一栋房子，而是仔细选择目标，使他们的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对犯罪发生的确切情况的了解对于全面理解犯罪行为至关重要，而传统理论只致力于解释犯罪的发展是一个固定的属性，却缺少一个关键要素。


综述：一些指导原则


本书的目的是发展出一个整合了一系列犯罪心理学理论的模型。这些理论在基本前提上的差异越大，这项工作就越困难。然而，虽然本节中讨论的五种争论是以两极对立的方式提出的，但两极之间有共同点，坚持极端立场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不明智的。与其说哪一极是正确的，不如说应该把重点放在哪一极。以下是关于五种争论的命题，这些争论将指导本书的理论选择，并形成一个将这些理论联系在一起的综合模型。

1.将犯罪行为视为某种原因的产物，而不是邪恶或反复无常的异想天开的表现，是最有成效的。这并不排除对罪犯思维模式和决策过程的研究，也不意味着罪犯不应对其行为负责。

2.犯罪和所有行为一样，是生物社会化过程的产物，也就是说，生物倾向和环境体验相结合。然而，特定生物学和环境因素的相对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性质，在不同的罪犯之间有所不同。

3.并非所有罪犯都具有明显的生物学、心理学或行为学特征，并符合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如反社会人格障碍。然而，无论这类罪犯是否被贴上病理标签，都涉及定性判断，这不会对科学研究他们行为的原因产生实质性影响。

4.犯罪行为是后天的越轨动机和行为，以及未能抑制自然犯罪冲动的结果。人类出于自身利益采取行动的固有趋势有助于解释一般人群中犯罪行为的潜在倾向，以及许多罪犯的犯罪行为多样性。

5.所有犯罪行为都是性格因素和情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犯罪概率根据个人的犯罪特征和直接犯罪环境的性质而变化。

第四节 有关犯罪和犯罪行为的心理学理论：一个整合模型

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个整合模型的心理学理论。在社会学取向的犯罪学中，理论通常是专门为解释犯罪和犯罪行为而发展的。相比之下，心理学中很少有明确的犯罪学理论。相反，犯罪行为被视为另一种人类反应，遵循更普遍的心理学规则，因此可以用主流心理学理论来解释。反过来看，个体心理学的理论往往有狭隘的焦点，强调某些特定心理因素或过程的作用。本书涵盖了八个理论领域，每个领域都是一章的主题。这八个领域可以按从远因到近因的顺序排列。一些理论关注个体出生时即存在的因素，一些理论关注影响罪犯一生的因素，还有一些理论关注犯罪现场的因素。八个理论领域之间的关系如图1.2所示，每个领域简要描述如下。


人性


人性是指一系列心理特征和行为倾向，是人类独有的特征。进化论解释了人性，近年来，遗传学领域的进步和进化心理学分支学科的发展给进化论又注入了活力。进化心理学的前提是，正如人类进化了适应性身体特征——由基因携带——以响应自然选择一样，他们也进化了适应性行为模式——也由基因携带——同样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繁衍成功的可能性。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一些进化的行为趋势会增加犯罪行为的可能性。例如，遗传基因的进化压力是性吸引和求爱行为的基础，也是强奸行为的基本动机。进化心理学阐述了人类行为的广泛参数和犯罪冲动的生物社会学基础的起源。


遗传


进化理论研究基因在整个人类群体中的分布，而遗传则更具体地关注基因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一个古老的观察发现，犯罪经常发生在家庭中。然而，仅仅根据这一观察，还不能将基因的贡献和家庭中的环境影响区分开来。对双胞胎和被收养者的研究结果深刻说明了代际犯罪的遗传基础。请注意，虽然人类天性和遗传都在图1.2中显示为出生时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基因预先决定了行为。基因对潜在行为负责，但并没有对精确的行为储备进行编程。一个人是否成为罪犯将取决于其寿命和环境因素。


大脑


基因通过指导大脑中神经元网络的构建来创造行为倾向。在图1.2中，大脑没有被归入从出生开始即存在的第一类因素中，这可能起初被认为是奇怪的。事实上，大脑的关键特点在于它具有实质上的可塑性。在基因构建的基本结构上，随着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新的神经元网络就会建立起来。大脑的物理结构是生物—社会作用的产物。神经过程包括与唤醒（如心率）、生化过程（如激素分泌）和神经功能（如脑电波模式）有关的自主功能。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了大脑结构和功能与犯罪行为的相关属性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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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犯罪行为的整合模型




人格


大脑结构和功能为个性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这些发展是由个人独特的成长经历塑造的。人格是定义一个人的一组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它包括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情绪反应，这些都被认为是稳定的心理特征，无论时间和情境是否变化。人格通常被概括为一系列特征——攻击性、害羞、自信等——这些特征可以用来描述一个人，并区分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在犯罪学中，研究人员对罪犯和非罪犯之间的个体差异很感兴趣，这些差异可以帮助识别和预测犯罪人的人格特征。


发展


研究社会发展的心理学家对人类行为的发展和随时间变化的方式感兴趣。他们研究儿童与其父母或主要照顾者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儿童如何学习社会的规则和期望，以及他们如何学习作为自主个体的行为。图1.2并不是说基因在社会化发展中没有起到重要作用，也不意味着社会化发展与生命中关键的、生物决定的时期没有密切联系。这里的重点是成长经验对社会化发展的影响，包括育儿和训练方法、儿童期被忽视和虐待、家庭变故、同伴关系和教育经验。就犯罪和犯罪行为而言，社会化发展研究尤其提供了犯罪生涯的视角，该视角考察了犯罪深入随时间变化的变化。


学习


学习视角关注的是环境经历导致的行为的持久变化。有三种主要的学习模式：经典条件反射、操作性条件反射和社会学习。前两种模式（经典和操作性条件反射）排除了看不见的内在心理过程（思想、态度、个性等），并且只关注行为和有形强化（奖励和惩罚）之间可观察到的联系。第三种模式（社会学习）呈现出不那么极端的观点。根据社会学习理论，许多人类行为是通过社会互动（如观察和模仿）学习的，不需要有形的奖励或惩罚。对于犯罪的习得方法，童年经历对于犯罪行为及模式的习得须得到重视。然而，学习理论也认为，要在任何特定的场合产生学习行为，都需要通过适当的环境刺激。因此，如图1.2所示，学习方法明确结合了情境因素的作用。


认知


认知是指涉及诸如感知、信息处理、记忆、推理、解决问题和决策等隐蔽功能的思维过程。在传统行为主义中，认知被视为一种不必要的、无法被证实的建构。然而，社会学习理论将心理过程的作用引入了学习视角，并随后被重新命名为社会认知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外部环境不以客观的方式作用于我们，而是由我们的认知过程来调节——感知和解释。通过认知，我们的“自言自语”和想象使我们可以产生一种对世界的内在表达，这种表达能够以类似于实际经验的方式作用于我们（惩罚和刺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回到一种不受约束的自由意志状态。就像计算机虽然是高效的信息处理的载体，但是它也需要外界的信息输入才可以进行工作。而对于犯罪行为，认知的侧重点在于人发觉了犯罪机会，而是否犯罪取决于他如何做出决定。


情境


学习和认知方法都考虑到罪犯在犯罪时如何处理环境信息。除了这些方法，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情境式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详细解释犯罪情境是如何“鼓励”犯罪的。主要有两种观点可以借鉴。一些理论家把罪犯利用的情境看作犯罪的机会。根据这种观点，罪犯进入犯罪现场是为了犯罪，前提是犯罪行为易于实施，且预期回报很高，被发现的机会也很低。其他理论家强调了直接环境在产生犯罪动机中的作用。根据这种观点，一些情境因素——同伴压力、权威人物、环境压力、挑衅等——可以积极诱导个人犯罪，而这是他们当时可能没有想到的。当然，情境理论家并不认为所有的罪犯都是情境的不幸受害者。犯罪是人与情境的互动作用导致的，而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感受到情境诱惑和压力。


综述


一个人是否犯罪以及犯罪行为的形式都是生物学因素、成长因素和环境因素复杂作用的产物。寄希望于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充分准确地涵盖可能导致犯罪的全部因素是不现实的。本节和在随后章节中阐述的模型旨在为理解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解释犯罪和罪犯的变化提供一个通用的和灵活的框架。


第二章 人类本性

人性是一个在日常交谈中被广泛使用和理解的术语。大多数人都有一种常识性的信念，认为人类有一些普遍的特征和可预测的行为方式。然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都强烈反对有关人性的观点。其他动物可能能够跟随本能的驱使，狗表现得像狗，猫表现得像猫，但是人类被认为是能够超越这一基本影响的。我们被认为能够通过社会、文化和其他环境因素，在个人生活中获得所有的心理特征。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些心理学家已经开始探索进化论的行为含义，以创建进化心理学的子学科，并为人性概念提供科学基础。

本章中研究了为犯罪行为提供基础的那些普遍的人性特征。根据进化心理学家的说法，人类不仅进化出了能够适应生存的身体特征，而且进化出了能够适应生存的行为模式。现代犯罪行为是我们遥远的祖先用来解决他们作为游牧狩猎采集者所面临的日常问题的策略的回声。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与之非常不同的世界，但是这些古老的行为反应在我们的心理—逻辑构成中仍然根深蒂固。除非了解这些进化起源，否则人类今天的行为是无法被完全理解的。然而，在详细研究进化心理学对犯罪行为的解释之前，先要概述一下进化理论的基本原理，并讨论进化心理学的理论假设及其理论前身——社会生物学。

第一节 进化的原则

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人类看待自己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他于1859年发表《关于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之前，关于地球上生命的科学思维是由创世论主导的——创世论认为上帝创造了今天出现的不同物种，并且每个物种都是不变的，与其他物种无关。人类被视为上帝创造的巅峰，与“野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相比之下，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描绘了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物种产生和灭绝的渐进变化过程。所有的生命都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连续体，每个物种的发展都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形态。人类只是另一种动物，不同于其他物种的只是进化程度不同，并且通过共同的祖先与其他生物联系在一起。


自然选择


推动进化是自然选择。达尔文认为，在任何物种中，个体都有不同的属性，而适应性有助于他们在环境压力下生存和繁衍。环境的一些特征，也许是新的捕食者的到来或者气候的变化，对一个物种构成了挑战。一些变异特征，如更长的喙或更厚的皮毛，允许一些群体中的个体更好地利用新的环境条件。拥有这些有利属性的个体将比该物种的其他成员产生更多的后代，并且，只要这些变异是可遗传的，他们的后代也将拥有这种竞争优势。通过这一自然选择的过程，经过几代的努力，这些适应性将在整个种群中传播，最终物种本身也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一个物种携带的任何特征都有可能出现，因为它赋予了这个物种的祖先一些繁衍优势。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自然选择一方面不是随机的，另一方面也不是有目的的。人们经常错误地断言进化是偶然发生的。进化论的批评者抓住了这个误解，试图支持智能选择的观点。例如，他们认为复杂生命的进化不同于一架喷气式飞机被吹过垃圾场的旋风组装起来，或者是猴子敲打打字机才产生了莎士比亚的作品［理查德·道金斯（Dawkins），2006a］。进化并不是一个随机的过程。正如术语“自然选择”明确指出的那样，一个物种的特征是由该物种所处的环境以精确的方式积极塑造的。北极熊有白色的皮毛似乎是为了在白雪中有效地伪装自己，这不是一个随意的杜撰，这是事实。

还有一种观点是，进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无情地将物种推向越来越复杂和精细的程度。当想到人类自己的进化过程时，我们特别容易犯这个错误，我们倾向于把现在视为进化的顶峰。当我们回顾我们的进化历程时，通过各种“原始”形式的原始人以及现代人，我们会认为自己似乎是一个预定发展轨迹的顶点。但是这种观点被道金斯（2004）称为“事后诸葛亮”。进化没有什么可遵循的设计，在我们进化的任何阶段，我们都没有注定要采取我们现在的形式，我们也没有比其他物种进化得更快。像所有物种一样，人类是通过自然选择塑造的，以应对环境挑战，并利用碰巧出现的环境优势。

达尔文对进化和犯罪做了一些推测性的评论。在他的《人类的后裔》一书（1871，第173页）中，他提出，人类的一些“最糟糕的倾向”是对早期原始状态的逆转，“我们几代人都没有从这些状态中移除”。然而，五年后，龙勃罗梭出版了第一部从进化角度解释犯罪的作品（龙勃罗梭，1876）。


天生犯罪人：进化的死胡同


龙勃罗梭认为犯罪是退行行为，或者说是返祖行为，并提出罪犯是进化上的倒退，是一个野蛮的人类亚种类，他称之为天生犯罪人。事实上，罪犯被认为是活着的“穴居人”，他们没有充分发展智人的文明和优雅特征。除了原始行为，他们还可以通过他们原始的身体特征被识别：大鼻子和耳朵、突出的下巴和颧骨、不对称的面部特征、突出的嘴唇等。龙勃罗梭用对达尔文主义的粗略解释来概括这些。例如，他赞同进化是一种进步的观点，欧洲成年男性是进化发展的最高形式；其他种族被认为是在欧洲人之前进化的，因此进化规模较低；而女性，因为长得像没有胡子的年轻人，被认为是停留在一个孩童般的发展阶段。

就像物种一样，理论也在进化，那些不能随条件变化而更新的理论便消失了。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概念便是如此。值得称赞的是，龙勃罗梭实际上通过测量罪犯的头骨，并与非罪犯的士兵的测量结果进行比较，开始对他的理论进行实证检验。虽然龙勃罗梭声称在罪犯中发现了更多的身体异常情况，但查尔斯·戈林（Charles Goring，1913）后来更严谨的研究没有重现这一发现，龙勃罗梭的理论很快就没有了说服力。龙勃罗梭的理论仅仅是一个历史上的奇怪现象，看到如此多的犯罪学文本仍然呈现它，好像它代表了当前对进化和犯罪的思考，令人失望。自从龙勃罗梭以来，犯罪的进化理论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这一发展至关重要的是基因的发现。


基于基因的进化理论


当达尔文阐述他的进化论时，他对遗传学还一无所知。1865年，他的同时代人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展示了遗传特征的基本原则，但直到20世纪初，孟德尔这一独特发现的重要性才被人们所认识。这证明了达尔文的天才性，随后的基因研究广泛肯定了他的原始见解，同时完善和丰富了进化论。


什么是基因


基因是遗传的基本单位，包含与生物体结构的某些方面有关的信息，并负责将特征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自古以来，人们就知道后代继承了父母的特征，但是直到19世纪中叶孟德尔对豌豆的著名研究（孟德尔，1865年），这一理论才得以确立。孟德尔发现，每一个遗传特征都包含一对遗传单位——现在称为基因——从每一个父母身上随机抽取一个单位。最重要的是，孟德尔证明了遗传不是通常认为的混合过程，而是基因在后代中复制了自己。通过这种方式，基因被重组，并通过一代一代完整地传递下去，这种传递可能是永恒的。因此，物种在基因构成中携带着它们的进化历史。遗传学可以用来检验物种之间的关系，以帮助解开他们共同的进化祖先之谜。例如，人类有大约98%的基因与黑猩猩相同，证明它们是我们最亲密的“近亲”。遗传学在后文中会有更详细的介绍。


遗传突变


只有具有遗传基础的特征才能进化。然而，如果一个生物每次有后代时，基因都完美复制自己，那么物种的变化程度将会受到严重限制。某些现有的特征可能会随着当地条件的变化在亚群体中扩大或缩小（例如，人类种族群体间肤色的差异）。进化依赖于将新基因引入基因库，这些基因是通过基因突变产生的。在繁殖过程中，复制过程中不时会出现随机错误，基因会在后代身上复制出有缺陷的自身。大多数时候，这些基因突变对受体来说无关紧要，但有时是有害的，当然也会消失。然而，一些突变会产生有益的适应。遵循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则，如果拥有有益突变基因的生物比没有突变基因的生物在繁衍上更成功，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物种成员将拥有该基因。请注意，虽然突变是随机的，但突变是否发生和扩大却不是随机的。


自私的基因


所有基因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必须无情地进行复制。道金斯创造了“自私的基因”一词（道金斯，2006b），表达了一种观点，即进化必须从对基因“有益”的角度来理解。对于道金斯来说，生物体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基因复制（而不是相反），生物体为了保有自己的基因而自私行事。生物体只是基因的一次性“生存机器”。携带基因的个体不可避免地会死亡，但是如果基因被成功地复制，它们就会世代相传。当然，道金斯并没有暗示基因是有意识和有策略地来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被复制的机会，但是擅长复制的基因会被自然选择所青睐，因为他们擅长复制。

这种进化观点，即基因选择，颠覆了传统的群体选择理论。群体选择是一种观念，认为是物种的生存推动了进化，个体也会对威胁物种生存的事物采取行动。正如道金斯所指出的，群体选择包含一个基本矛盾——为物种的利益而行动的趋势需要基因编码才能被遗传，而一个有机体越强烈地拥有这种特性，这个有机体就越有可能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让这个物种的其他成员活下去。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福利漠不关心，所以他们不太可能积极地繁衍。这样一来，任何群体选择的基因都应该通过自然选择最终灭绝。

化石和遗传证据显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进行了物理进化，这是压倒性的观点，很少有知名科学家对这一过程的本质机制提出质疑。然而，正如达尔文所认识到的，自私基因的概念加强了，生物体不仅进化出适应性的物理特征，而且行为方式也使基因的代际传递达到最大化。这一主张——行为有进化的基础，因此也有遗传基础——已经被认为更有争议，尤其是当它应用于人类时。

第二节 进化和行为

20世纪60年代，由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动物学家组成的跨学科科学家小组开始认真系统地运用进化原理来理解人类行为。最近，一种对人性的明确的心理解释——进化心理学——已经成为理解进化行为含义的替代方法。


社会生物学


根据社会生物学家的说法，所有社会行为的原因最终可以追溯到有机体为“健康”而奋斗的过程［亚历山大（Alexander），1979；汉密尔顿（Hamilton），1964；特里弗斯（Trivers）, 1971、 1972；威尔逊（Wilson），1975］。源自“适者生存”的进化概念，适应性是生物体在下一代基因库中最大化其基因份额的能力。最具适应性的生物是那些在传递基因方面最成功的生物。社会生物学家认为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社会行为基本一致。人类的社交网络、权力等级、家庭纽带、求爱仪式、交配模式和性禁忌在动物王国中都有相似之处，并且都和其他动物一样为我们服务——提高适应性水平。对于理解犯罪行为特别重要的两种适应性的跨物种行为模式是利他主义和父母投资。


利他主义


从表面上看，自私的基因的概念描绘了人性的黯淡图景。它似乎描绘了一个自私的世界，人们只关心自己。然而，很明显这种形象与我们的许多日常经历相冲突。人类是群居动物，已经建立了凝聚力强的社会，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当灾难和悲剧发生时，我们看到人们对需要帮助的陌生人表现出无私的英雄主义和慷慨。在较小的范围内，我们都是日常生活中善良、友谊和合作行为的提供者和接受者。如果进化论确实塑造了人类的行为，那么它必须能够解释这种自我牺牲行为，即利他主义。过去，利他主义被视为群体选择的证据，在群体选择中，个体被设计成将物种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如前所述，这个论点在基因上是不可持续的。然而，矛盾的是，利他主义可以用自私的基因的概念来解释。已经有两种这样的解释——亲属选择和互惠利他主义，包含了利他主义发生的两种不同条件。

亲属选择是生物体为了遗传亲属的利益而采取利他行为（汉密尔顿，1964）。亲属选择在父母为子女做出的自我牺牲行为中最为明显，但也可能延伸到其他亲属中。在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亲密家庭关系中，我们经历了亲属选择的影响。社会生物学家从“包容性健康”的角度看待亲属选择。换句话说，当“考虑”遗传基因的前景时，生物体会考虑（包括）它与亲戚共享的基因。在某些情况下，从基因的角度来看，一个有机体帮助一个亲戚的繁衍增加机会是有战略意义的，即使这危及了它自己的繁衍成功。总的来说，遗传关系越密切，生物体愿意表现出的利他主义水平就越高。当然，生物体并不真正“考虑”近亲选择。亲属选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实行这种选择的生物比不实行这种选择的生物更成功地传递了他们的基因，包括亲属选择的基因。

生物体也可以利他地对待与它们没有遗传关系的其他生物体，有时甚至可以利他地对待来自不同物种的生物体。从自私的基因的角度来看，如果预期帮助行为在未来可能会得到回报，人们就有可能实施帮助行为，比如“你抓我的背，我抓你的”（特里弗斯， 1971）。互惠利他主义的基因是如何基于自身利益随时间演变的，这一点已经通过博弈论得到了解释［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1984；道金斯，2006a、2006b］。博弈论包括研究人们在某些情况下做出的策略选择。一个代表性游戏是囚徒困境。两个玩家扮演被警察逮捕的嫌疑人，警察将嫌疑人分开，并秘密向每一个人提出以下交易：如果一名嫌疑人作出对另一名嫌疑人不利的供述，而另一名嫌疑人保持沉默，则作出不利供述的这名嫌疑人将得到自由，而另一名嫌疑人将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如果他们都保持沉默，他们都会被关押六个月；如果他们都作出供述，他们都会被判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游戏只玩一次，那么每个玩家最好的自私策略就是作出供述——不管另一名嫌疑人做什么，他们都会得到减刑。然而，如果每个玩家都可以确定他们的对手会合作，那么保持沉默对双方都有利。如果游戏连续使用相同的玩家进行（迭代版本），那么每个玩家都有机会检查对手的策略。在涉及迭代游戏的比赛的计算机模拟中，最有效的游戏策略是“针锋相对”：在第一次迭代中保持沉默，然后模仿对手的行为。因此，如果对手回应了最初的沉默，那么双方都进入合作模式；如果对手不还手，那么“第一名球员”会在下一轮作出供述时惩罚他。从长远来看，针锋相对的球员战胜了不合作的球员，将他们从锦标赛中淘汰。不管对手做了什么，总是合作的玩家也被淘汰，因为他们让自己变得容易被不合作的玩家利用。同样，一种针锋相对的行为策略——互惠利他主义——的基因可以主导基因库。

利他主义使人类社会成为可能。我们已经通过进化能够进行“理解”，如果每个人想什么时候做什么就什么时候做，那么从长远来看，我们个人只会更糟。然而，正如稍后将会更详细讨论的，人们并不总是利他的。犯罪行为的存在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父母投资


为了传递基因，一个生物体必须进行繁衍，所以有效的繁衍策略是所有生物体关注的核心。生物体采用的繁衍方法被认为是一个连续体［麦克阿瑟（MacArthur）和威尔逊，1967］。连续体的一端是大量繁殖的生物体，很少或根本不关心它们的后代。这些后代中的许多人可能会死亡，但是基于繁衍数量的基数，还是会有很多后代能够存活下来并继续繁衍后代。以这种方式快速繁衍的生物被称为R策略者（或量的繁殖者）。在连续体的另一端是几乎没有后代的生物，他们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养育后代（亲缘选择的一个例子）。虽然后代较少，但是父母的照顾增加了每个人存活的机会。这些生物被称为K策略者（或质的繁殖者）。当然，人类是极端的K策略者。

就一个有机体对其后代的投资而言，这种投资通常不会由父母双方平等贡献。在大多数物种中，雌性被要求做出最大的牺牲，即使雌性已经承担了孕育未出生的后代这样的责任。根据特里弗斯（1972）的父母投资和性选择理论，计划对后代投资更多的父母在选择配偶时会更加挑剔，而计划对后代投资较少的父母在性接触方面会更有竞争力。例如，在人类中，女性一生中能够生育的后代数量有限，而且她们不仅要孕育每个孩子10个月，还必须花很多年时间来抚养孩子,帮助他们独立生活。因此，女性将会寻找一个能够为她提供必要资源的伴侣，并且可以依赖他长期致力于帮助抚养孩子。而男性可以生育很多孩子，并且至少只需要贡献一次交配行为。男性在性选择上不如女性有“功利性”，并且更有可能寻找多个伴侣。然而，由于雌性是挑剔的，雄性必须与其他雄性竞争才能够让自己被选中并获得交配权。正如本章后面会介绍的，这种父母责任在人类中的划分被视为男女之间基本心理差异的根源，包括他们各自犯罪倾向的差异。


进化心理学


社会生物学在社会科学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批评者反对将人类行为描述为个人传播基因的压力的直接后果，以及人类和动物社会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相似性的相关假设。部分由于对社会生物学的批评，进化心理学发展成为一种将进化理论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概念化的替代方式。进化心理学与社会生物学之间有许多相同的理论概念，但在许多方面也有所不同。

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对“适应”作用的看待。进化心理学家拒绝接受社会生物学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人类在以下过程中是被盲目驱使的，那就是在庞大的基因库中使自己的基因表现最大化。正如巴斯（Buss，1995，第10页）所指出的，“如果男性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适应，那么为什么他们不排队向精子银行进行捐赠呢？”社会生物学家直接从基因走向社会行为。而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这样的做法忽略了链条中的一个关键中间环节，这就是行为的心理层面。基因不会产生行为，但是它们负责大脑的构建。进化决定了人脑的路径和功能，这是进化心理学的焦点。

进化心理学家关注进化的心理机制，这种机制是人类特有的，有助于人类在特定环境下形成行为反应（巴斯，1995；科斯米德斯和图比, 1997；尼科尔森（Nicholson）, 1997；科斯米德斯和图比， 2005］。心理机制是特定的认知程序，源于更普遍的适应性行为模式。社会生物学家确定的广泛行为策略是进化心理学家的起点（而不是终点）。例如，特里弗斯（1972）关于父母投资和性选择的理论可以扩展到解释一系列相关的行为，如为什么人类总是认为某些身体特征是性需求的。举例来说，所有文化中的男性都喜欢女性臀部比腰部宽，平均比为0.7 ［辛格（Singh），1993］。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这种偏好起源于女性臀部宽与健康和生育能力相关。偏爱嬉皮士女性的男性比其他男性更倾向于生育更多的孩子，因此这种偏好的基因占据了基因库。通过选择，流行的偏好已经变得根深蒂固，并且仍然影响着当今男性对女性魅力的判断。有许多类似的进化心理机制支撑着人类的普遍属性，如人类对某些食物的偏好、对特定情况或物体的共同恐惧、好奇心和对新奇事物的吸引力、在可预测的情况下变得好斗的倾向、对性嫉妒的倾向等（巴斯，1995；科斯米德斯和图比，1997）。这些心理机制共同构成人性。

这种心理机制的存在意味着大脑结构是分成特定区域的。换句话说，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大脑不是通用的解决问题的机器。相反，它包括一组专门的神经元电路—模块来处理专门的适应性问题。例如，从现有的无限选择中决定吃什么食物的问题——草、粪、石头、动物的肉——不能通过任何一般的推理过程来解决。进化的机制引导我们更喜欢能在胃里加工的高热量、无毒的食物。在这种观点下，大脑被比作瑞士军刀——大脑包含一组专门的工具，每个工具都有特定的功能，等待在需要时运用。关于进化心理学有几个要点需要澄清。

第一，进化的心理机制最初的适应目的不必仍然有效。进化心理学的核心观点是，人类今天的行为起源于祖先的环境。现代人被认为是在十万年以前进化的，从那以后人的生理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人类被设计成生活在非洲稀树草原上的猎人和采集者，或者，正如科斯米德斯和图比所说，“我们现代的头骨里有石器时代的大脑”（1997，第11页）。我们作为一个物种而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小型游牧群体中，所需的技能集中在寻找食物、协商直接的社会关系以及保护群体免受攻击和其他危险。令人称奇的是，我们最初的构造如何能够成功地帮助我们应对现代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的古代祖先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与此同时，有一些行为模式，包括许多我们现在称之为犯罪的行为，曾经是必要的，但现在已经不再有用了。所有心理机制的发展都是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适应生存，但是它们现在可能没有任何优势（生殖方面的），甚至在现代世界中可能还是有害的。例如，我们对高脂肪食物的喜爱曾经确保了人类充分利用稀缺的高热量食物，但现在高热量食物导致了广泛的肥胖和心脏病发生。就臀部与腰部的比例而言，它是否仍然是生育率的良好预测因素并不重要，但它仍然会影响异性对吸引力的判断。

第二，进化的心理机制不在有意识的层面上运作。大脑是像计算机一样的信息处理机器，人类的所有行为——每一次想法和每一次眨眼——都可以追溯到大脑内部的化学反应。就像电脑一样，大脑执行的复杂计算发生在“电路”的深处，人类感知到的只是已经发生的神经元活动的一小部分。我们的意识欺骗了我们，让我们相信行为很简单，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有很大的理性控制力。然而，即使是“简单”的任务，如接球，也需要复杂的分析和计算，这些分析和计算过程会自动低于我们的意识水平。因此，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我们行为的原因。人类不会去计算传递基因的最有效方式，即使他们的行为方式经常符合这个总体目标。例如，没有人建议男性更喜欢臀部较宽的女性，因为他们不会故意判断她们健康且是否有生育能力，他们只是喜欢宽臀部。


第三，进化的心理机制没有为人类提供一套行为反应模式，这些模式在出生时就被固定下来，并使个体沿着预定的路径前进。相反，心理机制是灵活的认知程序，能够对个别条件和环境输入做出反应。人们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的类型可能会因所讨论的人是男性还是女性、年轻还是年老、富有还是贫穷而有所不同。因此，适应性解决方案也因人而异。此外，进化心理学是一种生物社会行为模式，从根本上取决于发展经验、社会背景和情境突发事件的作用。心理机制定义了人性的大致轮廓，但人们认识到，我们表达的行为仍会有很大差异。回到臀部与腰部的比例，在精确的偏好系数上存在个体差异，在不同文化中也有差异，在不同文化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审美也在变化。

虽然一些进化心理学家已经明确地将自己与社会生物学家拉开距离（例如，巴斯，1995；科斯米德斯和图比，1997），但在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之间仍有明显的重叠，在实践中，通常很难清楚地区分二者。本章的其余部分将从这两个角度来审视犯罪行为，但为了方便起见，进化心理学的新术语将被用作集合标签。进化心理学家的任务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解释犯罪行为——一种方向是解释为什么某些罪行会发生，另一种方向是解释为什么某些人更有可能犯罪。

第三节 犯罪研究的进化方法

进化心理学家的基本论点是，犯罪行为是在我们进化历史的某个时刻，通过赋予那些实施犯罪行为的人生殖优势而做出的适应性反应。尽管这些反应现在是非法的，并且在现代社会中被认为是不适应的，进化的起源仍然编码在人类的心理构成中。为了验证这一论点，我们将研究暴力犯罪、财产犯罪和性犯罪的具体案例。


暴力犯罪


为了强调客观思考人性的必要性，威尔逊建议，应该由“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动物学家完成地球上的社会物种目录”（1975，第547页）。当然，如果真的编纂了这样的目录，外星动物学家会记录的关于人类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对同类造成死亡和伤害的非凡能力。虽然物种内暴力甚至杀戮远非人类独有，但我们非常擅长。有化石证据表明我们的祖先曾互相攻击屠戮。即使粗略地查看有记录的人类历史，也能发现群体之间的战争以及群体内部的凶杀和袭击的现象。跨文化研究进一步揭示，暴力在当代社会很普遍，传统部落群体的暴力发生率有时高于工业化国家。正如巴斯和沙克尔福德（Shackelford）（1997）所指出的，人类暴力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社会中的普遍存在，不能仅仅用通常的犯罪逻辑来解释，这些解释受到了现代因素的影响，如城市化的压力、大众媒体对暴力的描述以及西方价值观的下降。毫无疑问，暴力的潜能是人性的一部分。

人类天生就有暴力倾向，这本身并不能证明进化的作用。进化心理学并不认为人类暴力是一种笼统的攻击性冲动。问题是，今天在人类族群中发生暴力的情况是否表明，暴力的根源在于一种适应性战略，这种战略增加了生殖成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进化心理学家从多个角度研究了人类暴力。


权力和地位


暴力的进化基础在于人类的性选择策略，这种策略促进了女性的选择，并将男性视为性竞争对手。大多数攻击和谋杀都涉及男性犯罪者和受害者。不需要多少想象力就能看出，在小规模等级社会群体的祖先群体中，暴力和恐吓是如何通过给予犯罪者相对于其他男性的竞争优势而产生的。好斗的人可能会从弱者手中夺走重要的资源，如食物和领土，他们可以更成功地保护自己免受攻击；通过他们增加的权力和地位，他们可以吸引和留住更多的性伴侣（巴斯和沙克尔福德， 1997）。如今，男性暴力往往与在同龄人群体中维护地位和魔鬼般的强硬态度有关，或者与在一些被感知的侮辱或挑战后恢复荣誉和声誉有关（巴斯和沙克尔福德，1997；戴利和威尔逊，1997）。从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来看，这种男性姿态会导致严重的伤害和死亡。

坎贝尔（Campbell，2009）指出，女性也可能犯下与身份相关的暴力行为。她认为，在一夫一妻制社会中，对伴侣的竞争是双向的。如果男性要向一个伴侣承诺，那么他们也会选择。通常，女性之间的竞争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的，如通过使用化妆品和其他美容工具来增加性吸引力。然而，在缺乏男性的经济贫困地区（可能由高死亡率和监禁率导致），或者在经济资源集中在少数有权势的男性手中的情况下，女性之间争夺配偶的竞争可能会特别激烈。在这些情况下，竞争行为可能从攻击对手的外表或声誉开始，并逐渐升级为人身暴力［伯班克（Burbank），1987；马伦斯（Mullens）等，2004］。


性资源


在男性已经有性伴侣的情况下，暴力行为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努力留住她，并确保她不与其他人交配。根据进化心理学，男性已经进化成为配偶的主人。与女性不同，男性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已经生下了属于自己的后代，因此他们在遗传上因配偶不忠所遭受的损失最大。男性有可能成为“绿帽子”的受害者，也就是说，毫无疑虑地抚养着另一名男性的后代。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浪费精力的行为。因此，男性是嫉妒暴力的主要行为者，这种模式已经在跨文化和跨物种中被观察到（威尔逊和戴利，1993）。

与进化心理学的预测一致，杀害妻子和攻击配偶的最常见原因是丈夫怀疑受害者不忠或她已经决定离开婚姻（威尔逊和戴利，1993）。另外，妻子杀害丈夫的最常见原因是为了报复男性暴力（坎贝尔， 2009；威尔逊和戴利，1988）。因此，男性嫉妒是男性和女性配偶暴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此外，男性对配偶的暴力行为与受害者的年龄呈负相关，也就是说，暴力行为最有可能发生在女性年轻和生育的时候——这强化了一种观点，即所有权与控制生育的企图是相关联的（戴利和威尔逊，1988；威尔逊等，1993）。

要使配偶攻击演变成一种适应性策略，在某个时候，它一定能有效地提高施暴者的繁衍成功率。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创伤性的亲密关系——许多被殴打的妻子倾向于和虐待她们的丈夫待在一起——是对配偶攻击行为者的回应的证据［达顿（Dutton），1995；埃利斯和沃尔什，1997］。动物研究还假设了妇女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可能是因为骚扰、生育率降低和流产率升高。如果这种模式适用于人类，即表明配偶攻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展成为对抗可能的“绿帽子”的策略（埃利斯和沃尔什，1997）。


遗传关联性


进化心理学的预测之一是，个体的行为方式会增加近亲基因的复制概率。因此，如果人们杀死或严重伤害近亲，相同或相似的基因将不会再被复制下去。戴利和威尔逊（1997）指出，许多犯罪学研究强调暴力受害者和施暴者的关联性。然而，由于大多数研究人员并不是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待遗传关联性的重要性，因此研究受害者与罪犯之间的关系通常不会区分遗传亲属和非遗传亲属（如配偶、继子、姻亲）。通过更仔细地研究现有的数据，戴利和威尔逊发现，家庭内凶杀案涉及非遗传关系的可能性是遗传亲属的11倍。最常见的家庭暴力形式是配偶之间的暴力，正如上文所讨论的，这种暴力的大部分可以用男性的专有特征来解释。

对虐待儿童和杀害婴儿数据的研究显示了类似的情况。研究一直表明，被收养的儿童和继子女比起由亲生父母抚养的儿童，更容易常成为虐待和被忽视的受害者［戴利和威尔逊，1985；1988、1997；莱特卡普（Lightcap)等，1982］。例如，戴利和威尔逊（1985）发现，与一方是继父母的家庭生活在一起的学龄前儿童遭受虐待的可能性是与双亲生活在一起的儿童的40倍。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抚养没有遗传关系的后代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存在着减少父母投资的进化压力。其他物种中也有相关行为。例如，在哺乳动物中，一个新的雄性接管一群能够繁殖的雌性并杀死与他没有繁殖关系的后代的现象并不罕见［埃本斯伯格（Ebensperger），1998］。与此同时，虐待非遗传相关的后代并非不可避免。心理机制可能在范围上超越了它们狭隘的进化起源。在一些动物物种中，雌性会收养孤儿，这与亲属选择规则“格格不入”（道金斯，2006，第101页）。同样，在人类中，成年人通常对与自己不相关的孩子有父母的感觉，而虐待继子的概率可能会受到文化因素的显著影响［特姆林（Temrin）等，2000］。


财产犯罪


男性财产犯罪的进化解释是权力和地位在暴力犯罪中作用的延伸。偷窃被视为一种策略，旨在让犯罪者积累资源，以便让自己在选择性伴侣时与其他男性相比更具竞争力。女性选择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她估计准配偶可以为她和她的后代提供物质上必要的生存条件。沙克尔福德等（2005）调查了37种文化中近10000名参与者对伴侣属性的偏好。与男性相比，在评估未来伴侣时，世界各地的女性更看重男性的地位和资源，而不那么看重其美貌和健康。同样，其他研究也发现，较富裕的男性比较贫穷的男性有更多的性伴侣［金泽（Kanazawa），2003］。

当然，女性也偷东西，但她们偷的数量更少，频率更低，原因也不同于男性。根据金泽的研究（2009，第96页），“女人偷她们需要的东西，男人偷东西部分是为了炫耀”。然而，近年来，因财产犯罪被捕的女性人数稳步增加。虽然这种增长通常归因于女性因更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而增加了犯罪机会（解放的副产品），但事实上，这些犯罪大多是失业女性所为，涉及福利欺诈、信用卡欺诈、商店盗窃等（坎贝尔，1999、2009）。更有可能的解释是，女性财产犯罪的增加是由于离婚率上升和未婚母亲增多，女性户主家庭的比例上升。坎贝尔认为，女性盗窃通常是由经济困难引起的，通常与父母承担养家糊口的投资义务有关。


性犯罪


进化心理学的核心是这样一种假设，即一种行为一旦能够增加繁殖成功率，这种行为将被自然选择所青睐。当然，与生殖最直接相关的行为是性行为。毫无疑问，今天的人类性行为，包括性犯罪，被认为受到了进化的心理机制的深刻影响。这一部分内容是对强奸、儿童性虐待和乱伦的研究。


强奸


强奸是一种几乎完全由男性实施的行为，除了人类之外，在许多动物物种中都有发生［麦吉本（McKibben）等，2008；桑希尔和桑希尔（Thornhill and Thornhill），1992］。进化心理学表明，性攻击是一种男性繁衍策略，被我们的祖先成功运用，并且一直影响着人类的性行为，直到今天。根据特里弗斯（1972）的父母投资理论，性攻击在父母对子女投资较少的性行为中最为有利。因为男性不会孕育后代，所以他们可以自由拥有多个性伴侣，并且让尽可能多的女性怀孕符合他们的遗传利益。另外，因为女性对后代进行了大量投资，所以她们会强烈抵制被任何非自己选择的人性交怀孕的企图。能够克服女性抵抗的男性，包括通过使用攻击手段，能够比其他男性有更多的后代，他们的“强势”基因在基因库中得以传播。

如果增加生育的目的是强奸的原始依据，那么男性会选择对生育年龄适合的女性进行性侵犯。统计数据始终显示，所有社会中都是如此（桑希尔和桑希尔，1987）。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心理机制不是有意识的策略，也不一定能实现“适应”最大化的最初目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超过了生育能力的年龄，夫妻们可以继续进行自愿性行为。进化的心理机制是对性的渴望，而不是传递基因的计算需要。


儿童性虐待


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女性从青春期开始就很有可能成为性侵受害者。因为儿童的法律定义是基于规定的年龄，所以在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女性被定义为儿童，但在生物学上具有生育能力。进化理论预测，大多数儿童性虐待应该发生在这个时期。事实上，西蒙和兹戈巴（Simon and Zgoba，2006）发现，12~17岁年龄组在所有（儿童和成人）女性性犯罪受害者中占比例最大，为43%，而17岁以上的受害者占31%。

这表明大约仍有四分之一的女性性犯罪受害者年龄在12岁以下，可能是青春期前。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心理机制在目标确定时不需要完全有选择性。男性倾向于年轻性伴侣的机制可能会与其他因素结合，将受害者的年龄推到青春期以下。最近提出的一个论点是，儿童性虐待可能是人类养育（照料）和依恋（寻求照料）行为的副产品（斯莫尔本等，2008）。养育和依恋是建立亲子关系的关键心理机制［鲍尔比（Bowlby），1969］。然而，这两种机制在成年人的性行为中也很重要，它们有着共同的生物化学和神经元基础。成年人浪漫的性吸引力与照顾和被性伙伴照顾的感觉有关。斯莫尔本和沃特利（2000）发现，许多儿童性虐待事件发生在日常护理的背景下，如给儿童洗澡或把他们放到床上。有人认为，当成年人和孩子一起进行护理活动时，他们有时会经历非自愿的性唤起。


乱伦


进化心理学不仅试图解释谁是性受害者，也试图解释谁不是。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性禁忌之一是乱伦［利伯曼（Lieberman）等，2003］。近亲之间的繁殖会产生遗传异常和缺陷问题发生率更高的后代。19世纪后期，韦斯特马克（Westermark，1889）提出，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人类有一种阻止乱伦的进化机制。韦斯特马克效应指出，在儿童早期发育过程中，儿童间早期持续的身体和情感上的密切接触会抑制这些儿童以后的性吸引力。有很多证据证明了这一效应。研究发现，在幼年时感情亲密的兄弟姐妹之间的乱伦程度低于感情疏远或空间较远的兄弟姐妹［贝夫和西尔弗曼（Bevc and Silverman），2000］。其他研究报告称，小时候在一起抚养的夫妇（如一起生活在集体农场的孩子）比起其他夫妇更容易发生性功能障碍［麦凯布（McCabe），1983；沃尔夫，1995］。最后，父亲和女儿乱伦的发生率在父亲与孩子很小时候就分离的情况下更高［帕克和帕克（Parker and Parker），1986；威廉斯和芬克尔霍（Williams and Finkelhor），1995］。请注意，韦斯特马克效应依赖于对进化心理机制的互动观点，因为乱伦禁忌必须通过某些环境体验来“开启”。

第四节 罪犯研究的进化方法

进化心理学主要关注我们所有人共有的属性。然而，犯罪人显然不是在全体人口中均匀分布的，有些人犯罪比其他人多。进化理论有两种方法来解释个体在攻击方面的差异。第一种方法是将各种违法行为与人口和环境因素联系起来。在这种分析中，假定罪犯和非罪犯的基本心理机制是相同的，但是一些机制的运作方式使某些人面临更大的犯罪风险。第二种方法是将犯罪行为作为一种替代策略。替代策略是对进化选择的适应性问题的反应变化，因此有遗传基础［罗（Rowe）等，1997］。在这项分析中，罪犯和非罪犯之间存在基因差异。


犯罪的人口学解释


犯罪学中三个最稳定的发现是，男性比女性犯罪多得多，个体在十多岁和二十多岁时犯罪率最高，被定罪的罪犯主要来自社区的贫困阶层。另外，进化心理学从进化心理机制的自然运作角度解释了这些变化。人们面临着不同的适应问题，这取决于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因此心理机制为他们提供了适合他们情况的行为反应。


性别


在世界各地，男性通常在犯罪行为中占比80%甚至更多［艾尔斯和穆拉依（Ayres and Murray），2005；海登松（Heidensohn），2002；斯特芬斯密尔（Steffensmeier）和阿兰（Allan），1996］。尽管社会科学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从男性和女性社会化差异的角度来解释这一性别差异，但忽视生物因素的作用已经不再合理。从前面对具体犯罪的讨论中可以明显看出，基于生物学的行为模式不同的假设是大多数犯罪进化解释的出发点。当进化心理学家谈到人性的普遍性时，在许多情况下，这意味着两性之间的一致性。人性的许多特征是特定于性别的，是男性和女性在各自的育儿角色和性选择策略上存在差异的直接结果。生殖任务给男性和女性带来了不同的适应性问题，因此他们进化出了不同的适应性解决方案。男性竞相选择配偶，而女性则首先承担着抚养孩子的责任。因此，为了更好地应对确保交配权的挑战，男性变得更加鲁莽、好斗和性自信。这些属性也与犯罪相关。另外，女性则更加谨慎、克制和恐惧。这些是保护后代免受危险的重要属性，也降低了女性犯罪的可能性（坎贝尔，2009；坎贝尔等，2001）。在女性确实犯罪的情况下，进化出的性别差异也表现在男性和女性犯罪的不同类型中。妇女在诸如抢劫等对抗性犯罪中的表现尤其不足（坎贝尔，2009）。坎贝尔认为，抢劫是一种犯罪，是一种支配受害者的兴奋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抢劫的妇女人数相对较少可能是因为她们的体格不够强壮，但是正如坎贝尔所指出的，抢劫经常涉及多个攻击者和使用武器，而且是针对弱势受害者（妇女、儿童和老人）。对于非对抗性的不诚实犯罪，如伪造、欺诈、贪污、盗窃，性别差异相对较小（尽管犯罪率仍然很大）。如前所述，这些犯罪通常是需要养家糊口的贫穷妇女所为。总结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犯罪模式，坎贝尔将性别角色与祖先狩猎—采集社会中的性别角色相提并论——男性犯罪涉及狩猎，女性犯罪涉及采集。


年龄


与犯罪率的性别差异几乎同样显著的是男性年龄—犯罪行为曲线［戴利和威尔逊，1997；戈特弗雷德森和赫斯基, 1990；赫斯基和戈特弗雷德森, 1983；金泽和斯蒂尔（Still），2000］。犯罪通常在青春期后开始，在进入稳定下降阶段之前，犯罪率在青少年后期急剧上升到顶峰（见图1.1）。到了三十多岁，大多数罪犯都已经不再犯罪了。同样，有人试图用社会学的术语解释年龄—犯罪行为曲线，而不依赖于生物因素。例如，青春期被视为一个人一生中最无组织的时期，介于摆脱父母的直接监督和承担成人责任之间，如婚姻和抵押贷款。犯罪最有可能发生在这个相对不受环境控制的时期（赫斯基，1969）。

另外，进化理论为年龄—犯罪行为曲线提供了生物社会解释。戴利和威尔逊（1997）认为，年轻男性在发展阶段变得更加专注于当下接受风险，这与他们必须开始竞争配偶的年龄相吻合。因此，正是在这个关键时期，他们更有可能打死对手，窃取资源，如果这些策略失败，就会实施强奸。心理机制的这种延迟激活类似于生命后期发展的某些生理特征，如幼儿时期牙齿的出现或青春期发展的第二性征出现。

然而，由于男性能够繁衍，犯罪随年龄的下降必须用另一个过程来解释。这里的论点是，随着男性年龄的增长，竞争的相对成本会增加（同上；金泽，2009）。一旦开始生育孩子，男性会因严重受伤或失去生命而失去更多，他们的精力会更有成效地转移到确保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进而繁衍后代上。因此，冒险倾向被设计成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此外，戴利和威尔逊推断，除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冒险行为普遍减少，冒险倾向也应该对社会暗示做出反应。例如，婚姻或孩子的出生应该会加速犯罪率的下降。许多研究发现，婚姻确实对降低犯罪率有影响，与年龄无关（戴利和威尔逊，1990；金泽，2003）。补充这一发现的是生化研究，据报告，男性结婚后睾丸素会下降［梅热和米查莱克（Mazur and Michalek），1998］。


社会经济地位


虽然一些犯罪学家认为，穷人在刑事司法系统中的比例过高是系统性偏见的结果，但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和自我报告研究，穷人比社区其他社会经济阶层的人犯罪更多，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疑问［布雷斯韦特（Braithwaite），1979；卡迈克尔和沃德（Carmichael and Ward），2000；沙佛（Shover），1991；韦瑟伯恩和林德（Weatherburn and Lind），2001］。穷人中犯罪更为普遍，这是一个完全符合进化心理学的发现，原因现在读者已经很熟悉了——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犯罪是无意识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增加他们对潜在伴侣的吸引力。至关重要的是，支撑这种行为的心理—逻辑机制在男性中是普遍存在的，犯罪的变化取决于环境因素。富人和穷人都渴望地位，但是穷人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没有多少选择，因此他们更有可能诉诸犯罪。

然而，环境因素的作用更加复杂。社会经济地位低下与一系列发展经历有关，这进一步增加了犯罪风险。来自低社会经济环境的儿童更有可能来自大家庭，由单亲抚养，受到严厉和与其他孩子不一致的惩罚，并成为身体和情感忽视的受害者［巴伯（Barber）， 2000、2002、2008］。反过来，这些经历更容易培养出好斗、情绪僵化和自我关注的孩子，他们因此也会犯罪。巴伯 （2008）认为，在一些低社会经济水平的家庭中，看似严厉和麻木不仁的育儿策略实际上是进化选择的，目的是让孩子在充满挑战的社会环境中为生存做好准备。要在社会底层取得成功，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对自我的自私关怀是宝贵的财富。尽管这些属性也可能增加犯罪，但考虑到其设计的环境条件，它们仍是适应性的。


犯罪作为一种选择性策略


到目前为止，本章对犯罪行为的解释强调了罪犯和非罪犯之间的潜在相似性。犯罪行为被解释为我们共有的心理机制的产物，至少在我们自己的性别因素中是如此。考虑到个体心理机制的灵活性和环境条件的不同，犯罪过程中出现个体的差异得到了强调。然而，一些进化理论家（特别是那些具有社会生物学研究倾向的人）提出，犯罪的个体差异也可以用群体中的遗传变异来解释。有时在进化研究中，两个或更多的成功方案用来解决同一个适应性问题。具体来说，有人提出犯罪行为已经演变为利他主义的一种基于基因的替代性策略。

只要每个人都公平地参与其中，并互惠互利，利他主义就符合群体的共同利益。但是，如果有些人试图通过接受他人的帮助而不进行回报，那会怎么样呢？回想一下，在囚徒困境的计算机模拟中，接受策略的玩家战胜了不合作的玩家。在这些模拟中，接受策略，或者说互惠利他主义是一种进化稳定策略，即推动所有竞争策略走向灭绝，并成为一个群体内的普遍策略。在此基础上，不互惠——欺骗——似乎不是一个可行的策略。

但是模拟并没有捕捉到现实的所有方面，在现实世界中，重复的利他主义并不是进化稳定策略［雷恩（Raine），1993］。在某些情况下，针锋相对的惩罚后果是可以避免的，允许骗子在人群中为自己开辟一条缝隙。在模拟中，玩家总是扮演同一个玩家，因此作弊的不可靠性很快变得明显。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每当骗子的不可靠性暴露出来时，他们就会从一个受害者变成另一个受害者。通过这种方式，骗子可以生存下去，只要他们继续行骗。因此，欺骗策略特别适合于居住在大量人口中的个人，因为他们的匿名程度很高；对于生活在小型紧密社区的个人来说，这种策略不太成功。此外，在任何人群中，骗子都应该占少数。骗子不能从其他骗子那里发财，他们需要一群利他主义者，他们会给他们带来疑问的好处，即使只是一次。

上述理论证明了个人容易作弊（犯罪行为）的基因是如何在一个由合作（守法）行为的基因主导的群体中生存的。当然，作弊者和利他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像上面描述的那样黑白分明。事实上，作弊和利他主义是连续的，个人只是表现出两种行为的不同组合。大多数人有时会作弊，有些人大部分时间会作弊。作弊行为的极端是那些可能被描述为有反社会人格障碍或表现出终生持续违规反规则的人。请注意，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虽然他们可能有遗传差异，但反社会的个体并不是病态的。相反，他们所采取的行为已经演变成这样一种行为，这种行为能够解决每个人面临的同样的适应性问题。作弊的倾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作弊在进化上是一种成功的策略。

公然作弊很容易被识别和防范。为了增加不被发现的机会，作弊者需要发展更微妙的策略。一个策略是模仿非作弊者的行为。因此，精神变态的诊断标准之一是一种表面魅力，它能让精神变态者给陌生人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这一特征被称为“理智的面具”。模仿的一个具体例子发生在父母投资领域，由“无赖和爸爸”理论描述（埃利斯和沃尔什，1997）。不幸的是，对于女性来说，在许多K策略者中，男性并不总是履行他们养育孩子的义务。根据“无赖和爸爸”理论，由于女性已经因自然选择影响来选择配偶，选择那些能对家庭和子女进行高投入的男性，而“无赖和爸爸”两种类型的男性都已经进化。“爸爸”是真正的满足女性期望并对其后代进行高额投资的人，而无赖则通过提供高额投资的承诺赢得女性信赖，但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他们已经发展了模仿父亲行为的能力，以诱使女性与之交配。实际上，他们是R策略者，试图让尽可能多的不同女性怀孕，同时避免所有的养育责任。进化论者已经将这种作弊形式与犯罪行为相提并论（同上；雷恩，1993）。有人认为，采用无赖策略的趋势是更广泛的一部分反社会综合征。除了欺骗女性，无赖在他们生活的其他领域更具欺骗性，因此比“爸爸”更有可能犯下犯罪行为。

在类似于军备竞赛的进化过程中，人类进化出了作弊检测机制，可以通过面部表情、肢体语言、声调等方式来解读他人的意图，从而部署反作弊策略（特里弗斯，1985；沃尔什，2000）。大多数人类道德戒律都是基于遵守互惠利他主义的规则（就像圣经中的命令“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怎样对待你”），我们也同样进化成对那些试图通过违反规则来搭便车的人感到愤怒。进化论者认为，制定法律来定义犯罪行为，以及构建刑事司法系统来抓捕和惩罚罪犯，是作弊检测机制的制度延伸，也是人类强制实施利他主义的意愿［邓特利（Duntley）和沙克尔福德，2008；沃尔什，2000］。正是法律的进化基础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同文化中定义为犯罪的行为有着基本的一致性。

第五节 结论和评价

据说犯罪学始于19世纪晚期，以龙勃罗梭的犯罪进化理论为标志。而现在，进化心理学是犯罪学的最新观点。然而，当代解释犯罪的进化方法与龙勃罗梭截然不同。龙勃罗梭认为罪犯是病态的进化倒退，当代进化理论将犯罪行为——甚至是由坚决反社会的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视为人性的正常结果。我们现在称之为犯罪的行为并不是从犯罪开始的。它们是适应性行为，在它们最初进化的环境中，它们提供给了那些在繁衍过程中表现出它们的人竞争优势。犯罪行为是为了从另一个时间解决问题而设计的反应，甚至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犯罪行为仍然是适应性的。当然，犯罪对社会来说代价很高，对犯罪的个人来说——如果他们被抓到——后果肯定是不愉快的。然而，现代城市景观可能非常适合掠夺性犯罪者，为他们提供了大量寻找受害者的机会，也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匿名性，以减少他们被发现的机会。

然而，进化的观点在社会学取向的犯罪学中仍然非常不流行，在心理学取向的犯罪学中更是如此。这种被拒绝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龙勃罗梭最初将进化原则引入犯罪学的努力的粗糙遗留。更普遍地说，科斯米德斯和图比 （1997）认为人性的概念对社会科学家没有吸引力，因为它挑战了人类行为受理性支配的观念。进化心理学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命题，即人类做许多事情是为了隐藏自己且是无意识控制的。然而，相反的观点认为，人类——独立于地球上的其他动物物种——出生时没有任何固有的、普遍的行为倾向来定义他们的本性，这似乎越来越荒谬。

进化心理学对心理学取向的犯罪学的独特贡献是解释动机的起源和功能，这些动机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正如巴斯（1995）所说，不考虑人性，大多数心理学理论只不过是对他们试图解释的现象的描述。犯罪控制理论认为人类天生自私，但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如此。类似地，攻击理论可能会识别出显著的情境触发因素，如感到侮辱，但并不能解释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的作用。举例来说，说攻击是为了恢复攻击者的荣誉，这回避了为什么恢复荣誉对人类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所有心理学理论的出发点必须是对科斯米德斯和图比所说的“我们普遍的心理构造”的一些基本理解（1997，第3页）。因此，巴斯断言进化心理学具有“深刻而革命性的意义……为心理学各个分支提供核心的概念基础”（1995，第16页）。同样，根据科斯米德斯和图比的说法，进化心理学“不是一个研究领域，而是一种心理学思维方式，可以应用于其中的任何主题”（1997，第1页，原文的重点）。

当然，这种观点的必然结果是，进化心理学本身不能提供对犯罪的完整解释，支持者也不会假装可以。虽然进化心理学为其他理论提供了基础，但反过来它也需要这些理论来帮助对人性表达差异化的解释。其他理论在阐述犯罪和犯罪原因方面的作用是以下章节的重点。第三章采纳了一些进化理论家提出的观点，即犯罪行为的变化与基因构成的变化有关。


第三章 遗传

关于人类本性，前一章介绍了基因在犯罪行为中的作用，本章将聚焦遗传的问题。如果人性是基因在进化历史过程中世代相传的产物，那么本章将问题范围缩小到基因在家庭中仅一代或两代的遗传。此外，对人性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关注人类物种之间基因构成的相似性，而这里的重点是特定群体中的基因变异和个体差异。这两种方法其实是完全一致的。关于人类有一个普遍的、基于遗传的心理结构的观点并不排斥个体拥有某些变异性特征，事实上，进化取决于一个物种内部的遗传变异程度。

本章的目的是研究犯罪在多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家族遗传影响。研究基因遗传和这些基因以情感、行为、情绪和人格的形式进行心理表达之间的关系的领域，被称为行为遗传学。本章首先简要概述什么是行为遗传学，然后再研究犯罪的遗传性证据。

第一节 行为遗传学入门

行为遗传学是一个连接生物学和心理学的专业并复杂的领域，我们在这里并不赘述。重要的是要理解遗传的一些基本原理，以便评估它在犯罪中的作用。表3.1是一些关键遗传术语的描述，图3.1显示了制造基因的DNA图。


表3.1 遗传学关键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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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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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双螺旋结构的脱氧核糖核酸分子




遗传规律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遗传规律最早是在1865年由孟德尔证明的。孟德尔表明，生物体的每一个遗传方面都包含两个基因，它们是各自从其中一个亲本中随机抽取的。每个基因的替代形式被称为等位基因，是后代的竞争性状承载基因。孟德尔通过对豌豆的实验发现了这一点，研究了当表现出某一特定方面的替代版本的植物杂交时会发生什么。比如，一些豌豆有紫色的花，一些有白色的花。孟德尔实验方法的关键是，在豌豆植物的某些遗传方面，一种选择是显性的，另一种是隐性的，在花色方面，紫色比白色占优势。当两个基因都是显性基因时，以及在有一个显性基因和一个隐性基因的杂合子中，显性特征就会显现出来。只有当两个基因都是隐性基因时，才会显示隐性特征。构成生物体可观察特征的基因模式称为基因型，可观察特征本身称为表达型。对于豌豆花的颜色，有三种可能的基因型和两种表达型：一些开紫色花的植物有两种紫色花基因（紫色同基因型）；一些开紫色花的植物有一个紫色花基因和一个白色花基因（杂合基因型）；所有白花植物都有两个白花基因（白色纯基因型）。

图3.2显示了当这三种基因型的植物以所有六种可能的方式杂交时会发生什么。比如，如果两株紫色杂合植物杂交（图3.2，iv），就表达型而言，75%的后代将是紫色的，25%将是白色的。然而，就基因型而言，25%将有两个紫花基因，50%将有一个紫花基因和一个白花基因，25%将有两个白花基因。因此，一半的花在显示显性紫色性状的同时，携带隐性白花基因，这种基因可能会在以后的世代中再次出现。请注意，因为基因是从上一代那里随机抽取的，所以图3.2所示的概率是平均值。理论上，一对特定的杂合豌豆植物有可能（尽管统计上不太可能）产生所有纯合的白花后代。

孟德尔研究的主要意义是建立基因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的模式。一些基因的显性和隐性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次要问题。在孟德尔的实验中，显性基因很重要，因为它允许他准确地追踪后代的基因型。事实上，显性和隐性版本的特征相对较少。在大多数存在杂合基因型的情况下，该表达型是涉及中间设计的折中方案。然而，这种融合的外观并不涉及基因本身的融合——它们保持离散的“包装”，不变地传递给后代（除非有突变）。此外，孟德尔得到了豌豆花颜色是一个单基因性状的启示，也就是说，它只受一个基因控制。在人类中，大多数特征（如身高、肤色、智力）都是多基因控制的，涉及许多基因的复杂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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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不同亲本基因型组合的显性紫色和隐性白色基因的遗传比例




遗传关联性


一个后代一半的基因来自父母之一这一点，允许计算不同亲属的遗传相关度（共享基因的比例）。相关度由公式r = 0.5n发现，其中n是世代链接的数量。因此，父母/孩子的关系是0.5。每隔一代人，相应的亲密度就会降低（减半）——祖父母/孙辈的亲密度是0.25，曾祖父母/曾孙辈的亲密度是0.125，依此类推。还可以计算间接或间接关系的相关度。同父异母兄弟姐妹之间的亲缘关系是0.25，表亲兄弟姐妹之间的亲缘关系是0.125。请注意，同卵双胞胎是一种特殊情况。当一个卵子被精子受精后分裂成两个时，就形成了同卵双胞胎。因此，同卵双胞胎拥有100%相同的基因——亲缘关系是1。当两个卵子几乎同时被两个不同的精子受精时，就形成了不相同的异卵双胞胎，因此亲缘关系和正常的兄弟姐妹一样。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不同程度的亲缘关系对基因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随着代际联系的增加，亲缘关系迅速减弱，这限制了遗传的范围。许多澳大利亚人现在对他们祖先的“犯罪遗产”感兴趣，能够宣称第一舰队的成员是自己的祖先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然而，如果我们假设自1788年澳大利亚成为英国殖民地以来，已经有9个世代，那么今天的直系后代将与他们被定罪的祖先分享不到千分之一的基因（后代可能会觉得这令人失望或欣慰，这取决于他们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每一代人的基因都会迅速分散在整个人群中。据估计（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每一个生活在今天的英国人只需要追溯23代人（大约550年），就能和其他所有活着的英国人找到一个共同的祖先（道金斯，2004）。

同样，除了父母—孩子和同卵双胞胎的关系，相关系数是平均值。在从父母中随机选择基因的过程中，一个人可能会继承大量来自祖母或祖父的基因。同样，兄弟姐妹可能或多或少地相似，这取决于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确切基因。

关于共有基因百分比的各种说法可能会引起一些混乱。举例来说，人类98%的基因与黑猩猩有共同之处，但与父母其中之一只分享50%的基因？答案在于固定基因和分离基因之间的区别。大约99.9%的基因是固定的（即基因只有一种形式，所以种群中没有差异），且编码一个物种的普遍物理结构［普罗明（Plomin）等， 2002］。所有的人都有这些基因，许多人也与其他物种共享这些基因。剩下的0.1%的基因是分离基因，对个体差异负责。虽然人们确实从父母之一那里继承了50%的基因，但这些基因绝大多数都是固定的， 50%的分离基因对亲缘关系至关重要。


基因和行为


人们从父母那里继承身体特征是很正常的，他们也可能继承父母的气质、人格特征和行为模式，这是犯罪学中激烈争论的问题之一。多年来，人们在动物的选择性繁殖项目中利用了行为特征的遗传特性。例如，人们普遍认为，不同品种的狗有不同的性情，有时甚至有个性行为。以同样的原则可能适用于人类为出发点似乎是合理的。

基因影响行为的理论基础是基因影响身体特征的过程的延伸。基因的作用是控制蛋白质的制造，蛋白质是身体物理结构的基础。基因的变化导致蛋白质的变化，进而导致个体物理属性的变化。大脑是一个包含数十亿蛋白质的物理实体，据估计，多达60%的基因参与了大脑的构建［肖尔（Shore），1997］。像进化心理学家一样，行为遗传学家认为所有行为在大脑中都有生化关联。特定行为倾向的基因指导相关蛋白质的制造，这些蛋白质被用于构建负责该行为的大脑特定区域（雷恩，2008）。

请记住，性状可以是单基因的，也可以是多基因的。这种区别对基因—行为关系有重要影响［巴泽特（Bazzett），2008；普罗明等， 2002；斯蒂恩（Steen），1996］。单基因的性状本质上是定性的。因为它只涉及一个基因，所以定性的特征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正如孟德尔遗传定律所规定的（如果等位基因不是显性和隐性的，还会有第三个中间版本）。因此，就性状而言，人们属于不同的类别，就像孟德尔的豌豆不是紫色就是白色，而不是各种深浅不一的淡紫色。就行为而言，定性特征有时可能与特定的遗传疾病相关，如亨廷顿舞蹈症，这种疾病会导致身体出现不稳定的运动。

大多数行为特征是多基因的。多基因性状在本质上是定量的，因为一个人拥有该性状的强度取决于他们所接受的基因的确切组合。从一个个体到下一个个体，许多基因以不同的组合参与、存在和缺失，这一事实允许变异发生。因此，定量属性通常呈连续状态分布。大多数关于定量行为特征的研究依赖于观察、推理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根据人们的遗传相似程度和他们所处环境的相似性来比较他们的行为。这一行为被称为行为遗传学，将是我们本章讨论的重点。识别遗传影响的最有效方法包括对双胞胎和被收养者的研究。本章稍后将简要介绍双胞胎和领养研究是如何设计的。

因为犯罪是一个连续体，所以任何可遗传的成分几乎肯定是多基因的。此外，正如我们将在后文中更深入讨论的，“犯罪”本身不是一个一维的结构。相反，“犯罪”有许多数量属性——冒险、冲动、攻击、麻木不仁——每一个都可能增加犯罪的可能性。其结果是，寻找一种“犯罪基因”将罪犯和非罪犯区分开来是徒劳的。如果与犯罪倾向相关的属性是可遗传的，那么许多基因将会参与进来，并且个人的这些属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遗传可能性


遗传性状的表达受到环境的显著影响，基因—行为关系的复杂性便随之增加，尤其在多基因性状的情况下。对植物高度的研究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种植在肥沃土地上的种子会比种植在贫瘠土地上的基因相同的种子生长得更旺盛。和人类一样，一个人可能会从父母那里继承身高基因，但是这个人的实际身高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天环境因素，如营养、锻炼、污染、气候和生活水平。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今天的人们普遍比中世纪高得多，甚至比一两个世纪前还要高。

给定性状的变异被遗传的程度称为遗传可能性。遗传可能性表示为一个系数，它反映了一个群体的变异来源。例如，特定样本中人类身高的遗传可能性估计为0.8［维舍尔（Visscher）等，2006］。这意味着，当考虑到个体之间的身高差异时，80%可归因于基因，其余20%归因于环境因素。在人类中，遗传可能性通常是通过双胞胎和收养研究来估计的，这些研究旨在厘清遗传和环境因素的相对贡献。然而，用于计算遗传可能性系数的精确方法可能涉及复杂的多元统计模型，这里我们就不赘述了。（那些希望跟踪遗传可能性系数基本统计数据的读者可以参见沃尔什的基本计算，2009，第34页。）

遗传可能性是一个经常被误解的术语，因此澄清一些问题很重要。首先，遗传可能性不是基因对属性贡献程度的度量，而是基因对该属性变化的贡献的度量。例如，基因完全负责个体的自主功能，如心跳，但由于每个人都有心跳（即没有变异性），遗传系数为零。因此，说人类80%的身高是由基因塑造的，或者说基因在决定身高方面比环境更重要，这并没有什么意义。对于任何生物社会特征来说，基因和环境从定义上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与遗传系数无关。其次，遗传可能性不是固定的，可能因群体而异。关于身高，营养水平统一高的国家，其身高遗传率也可能高于营养水平分布不均的国家（例如，一半人口营养充足，一半人口营养不良）。这是因为在营养水平统一高的国家，身高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基因差异造成的（因为每个人的营养水平都相似），而在营养水平分布不均的国家，身高的变化更有可能是由饮食的不同造成的。最后，遗传可能性测量仅适用于群体，不适用于个人。遗传可能性是平均值。每个人的情况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无法确定个别情况下遗传和环境的相对影响。

我们现在来详细研究犯罪的遗传性。分析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遗传性和犯罪之间的总体关系。第二部分是对遗传性—犯罪关系变化的更细致的分析。

第二节 犯罪的遗传性

对犯罪和反社会行为的家庭研究一直表明，犯罪经常发生在家庭中（法林顿等，2001、2009；罗和法林顿，1997），任何警察都会轻易证实这一事实。然而，仅仅从这类家庭数据中很难推断出犯罪的遗传基础。父母不仅将他们的基因贡献给孩子，他们还可能对孩子的社会性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家庭研究还无法解开遗传和环境对儿童的影响之谜。双胞胎和领养研究试图通过保持一个因素不变同时测量另一个因素的影响来解答这个问题。重要的是，通过梳理遗传和环境对犯罪的影响，我们可以知道环境因素的作用和遗传的作用其实一样多。

MZ对
 DZ双胞胎


最常见的遗传可能性研究方法是比较单卵（MZ）双胞胎和双卵（DZ）双胞胎中给定性状的相似性。这种设计的基本原理在于MZ和DZ双胞胎的亲缘关系不同，MZ双胞胎共享100%的基因，DZ双胞胎共享50%的基因。这种设计被认为是为了控制环境影响，因为一对双胞胎中的每一个都应该和另一个经历相同的成长过程。如果基因在行为中起作用，那么MZ双胞胎之间的性状表达会比DZ双胞胎之间的相似性更高，反映出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差异。根据MZ和DZ双胞胎相似度的差异，可以计算出一个遗传可能性系数。

目前对MZ和DZ双胞胎的研究已经有几十份，这些研究涵盖了犯罪和相关概念的各个方面。许多研究利用了已建立的大型双胞胎数据库，如丹麦双胞胎登记处和明尼苏达州双胞胎登记处。这些发表的研究通常是更广泛的、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犯罪只是其研究的遗传性问题之一。双胞胎的融合度通常通过问卷调查（95%以上的准确率）、血液测试（99%的准确率） ［李和沃尔德曼（Rhee and Waldman），2002］和最近的DNA测试［如贝克（Baker）等， 2007］获得。


刑事定罪


20世纪30年代进行了关于犯罪的第一例双生子研究，参考了官方犯罪记录（表3.2）。当因变量分为有犯罪记录和无犯罪记录时，双胞胎之间通常会表现出一致性。如果一对双胞胎中的一个显示出给定的特征，那么另一个也会显示出相同的特征。表3.2中的每项研究都显示MZ双胞胎的一致率比DZ双胞胎更高——平均是DZ双胞胎的两倍多，表明基因在犯罪中起着重要作用。


表3.2  根据刑事定罪数据显示MZ和DZ双胞胎行为一致率的双胞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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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引自雷恩（1993）



表3.2中显示的研究在方法的严谨性上有所不同，这导致许多犯罪学家质疑这些成果（达加德和克林格伦，1976）。早期的几项研究样本量很小，一致性的测定是基于对双胞胎相似程度的主观判断。两项德国研究的有效性（克兰兹，1936；施通普夫，1936）受到了进一步的质疑，因为研究是在纳粹时代进行的，引起了人们对它们可能受到意识形态污染的怀疑。后来的研究更加严谨，MZ双胞胎和DZ双胞胎的一致性之间的差异虽然比较微弱，但相对来说仍然很大。克洛宁格和戈特斯曼的研究（1987）是一项持续了近二十年的该研究项目的高潮，发表了一系列进展报告［克里斯琴森（Christiansen）， 1970、1977a、1977b；克洛宁格等，1978；戈特斯曼等，1983］。最终的数据集包括来自丹麦双胞胎登记处的4175对双胞胎（通过问卷调查确定其融合度）。MZ男性双胞胎的一致率几乎是DZ男性双胞胎的两倍，女性MZ双胞胎的一致率几乎是DZ女性双胞胎的三倍。将一致率转换为遗传可能性系数，大概为0.54。也就是说，样本中犯罪率的54%可以归因于遗传因素。


报告的反社会行为


刑事定罪数据的一个明显问题是，人们可能会犯罪而不会被抓住。另一种研究策略是要求受访者或其他线人提供非法和反社会行为的报告。这些研究采用标准化的行为清单或个性量表，这些清单或个性量表产生连续的测量结果（即它们随程度而变化），而不是像定罪数据那样采用分类的测量结果。MZ双胞胎和DZ双胞胎中各自的相似性在转换成遗传可能性系数之前被表达为相关性而非一致率。样本中双胞胎的成长阶段（儿童、青少年和成人）、获取信息的来源（自我报告、父母报告、教师报告）、收集数据的方法（面对面访谈、电话互见、邮寄调查）、因变量的性质（实际行为、个性特征、临床诊断）以及所检查的心理领域（反社会个性、犯罪、攻击性、冲动性、行为障碍等）存在很大差异。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研究始终得出0.3~0.5范围内的遗传可能性系数［贝克等，2007；布洛尼根（Blonigen）等，2003；可卡罗（Coccaro）等，1993、1997；埃德尔布罗克（Edelbrock）等，1995；希克斯（Hicks）等，2004；雅各布森（Jacobson）等，2000~2002；罗，1985、1986；西尔伯格（Silberg）等， 1996；斯卢茨克（Slutske）等，1997；泰勒（Taylor）等，2003］。

对最近一项研究的简要描述将会给这一系列研究增添一份色彩。布洛尼根等（2003）研究了明尼苏达州双胞胎登记处的89对MZ和47对DZ成年男性双胞胎（出生于1961年至1964年），研究通过血液测试来确定他们的融合性。参与者填写了邮寄给他们的精神变态人格问卷（PPI），并以同样的方式返回。PPI包含163个自我报告项目，分为八个分量表：马基雅维利自我中心（自恋和自我中心）、社会效力（魅力和操纵他人的能力）、无畏（冒险）、冷酷（冷酷和情感超然）、冲动性不合规（鲁莽和叛逆）、责备外在化（理性化和避免内疚）、无计划性（冲动）和压力免疫（缺乏焦虑）。对于MZ双胞胎，所有分量表的相关性都很显著，从马基雅维利式自我中心的低0.28到责备外在化的高0.57，总量表相关性为0.46；对于DZ双胞胎，没有一个相关性是显著的（请记住，相关性与遗传可能性系数不同，换句话说，尽管MZ双胞胎在测量的每个维度上倾向于彼此相似，但DZ双胞胎却没有这种趋势。子量表的遗传可能性系数从马基雅维利自我中心主义的0.24到非外部化的0.56不等，总量表遗传性为0.4）。

尽管发现MZ双胞胎之间的相似性比DZ双胞胎之间的相似性更大，MZ/DZ研究还是继续招致外界对方法学基础的批评。尤其是，批评者质疑MZ/DZ设计有效控制环境影响的假设。有人认为，因为MZ双胞胎在身体上更相似，所以他们受到的对待也比DZ双胞胎更相似。这种批评也许有些道理。例如，凯里（Carey， 1992）发现MZ双胞胎比DZ双胞胎更能相互模仿，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 MZ双胞胎之间的相似性源于环境因素。其他研究者认为，也可能发生相反的过程，MZ双胞胎可能会有意识地努力使自己与众不同［沙克特和斯通（Schachter and Stone），1985］。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研究分开抚养的MZ双胞胎的行为。

MZ双胞胎分开抚养


MZ/DZ设计试图保持环境影响不变，同时检查参与者基因组成的变化。对分开抚养的MZ双胞胎进行研究的结果正好相反——他们保持参与者的基因组成不变，研究不同环境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试图反驳关于MZ双胞胎比DZ双胞胎共享一个更普遍的环境的批评。不幸的是，符合纳入此类研究条件的参与者相对较少，因此相关研究相对较少，样本也较少。因为研究很少，所以可以简单描述主要的研究。

只有一项MZ双胞胎分开抚养研究将刑事定罪作为因变量。克里斯琴森（1977b）研究了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MZA）成人后的八个案例，其中至少有一个双胞胎有犯罪记录，可从丹麦双胞胎登记处查阅。在这些案件中，有四对双胞胎都是罪犯。除了样本量小之外，本研究的一个方法上的弱点是没有分开抚养的DZ双胞胎的比较组（DZA）。然而，MZ双胞胎的行为一致率（50%）高于大多数一起抚养的DZ双胞胎（DZT）研究中发现的一致率，类似于一起抚养的MZ双胞胎（MZT）研究中发现的一致率，因此可以假设也高于DZA。

其余的研究采用了各种自我报告措施。特勒根（Tellegen）等（1988）研究了明尼苏达州双胞胎登记处的44对MZA、27对DZA、217对MZT和114对DZT成人双胞胎。双胞胎接受了多维人格问卷（MPQ）的测试、问卷，包括11个分量表：幸福、社会潜能、成就、社会亲密度、压力反应、疏离、攻击、控制、避免伤害、传统主义和专注。另外还有三个高阶因素：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约束。虽然这些量表中的许多内容没有直接验证反社会行为，但是它们确实测量了相关概念，并且类似于前面描述的心理变态人格量表。MZA之间的相关性从0.29 （社会亲密度）到0.61 （压力反应和专注）不等，中间相关性为0.49，比DZA （中值相关性0.18 ）和DZT （中值相关性0.23 ）强得多，但与MZT （中值相关性0.52 ）相似。遗传可能性系数从0.39（成就）到0.58（约束），中值为0.45。

研究也吸引了明尼苏达州双胞胎登记处的参与者，格罗夫（Grove）等（1990）使用诊断访谈时间表评估了32对MZA成人双胞胎，该时间表验证了精神障碍和反社会人格的存在。很少有参与者符合临床诊断标准，但是每个参与者都在四个方面获得了分数：酒精相关问题、药物相关问题、儿童反社会行为和成人反社会行为。只有酒精相关的问题显示没有遗传性的证据。其他遗传可能性估计为，与毒品相关的问题为0.45，儿童反社会行为为0.41，成人反社会行为为0.28。

最后，可卡罗等（1993）研究了来自瑞典一个双胞胎登记处的74对MZA、152对DZA、117对MZT和157对DZT成年双胞胎。参与者完成了一份含有223个项目的量表，其中的项目来自9个现有的量表，旨在衡量两个因素：自信/攻击性和易怒/冲动。MZA、MZT、DZA和DZT的对内相关系数分别为0.21、0.26、0.08和0.16，系数2为0.41、0.42、0.10和0.18。与前面讨论的趋势一致，MZA与MZT比DZA或DZT更相似。因子1的遗传可能性估计为0.17，因子2的遗传可能性估计为0.41。


收养研究


收养研究为克服MZ/DZ设计的局限性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法。在整个模型中，收养研究系统地改变了2×2设计中的遗传和环境因素。这是通过验证交叉抚养被收养儿童的案例来实现的。亲生父母和养父母可以是罪犯，也可以是非罪犯。这意味着被收养的孩子可能在四种条件下成长——他们可能有犯罪的亲生父母和犯罪的养父母、犯罪的亲生父母和非犯罪的养父母、非犯罪的亲生父母和犯罪的养父母以及非犯罪的亲生父母和非犯罪的养父母。通过比较这些条件下被收养者的犯罪行为，可以推断出犯罪影响的来源。如同双胞胎研究一样，由于建立收养研究的逻辑困难，大多数研究依赖于通过一个主要的数据库访问参与者，如丹麦、瑞典和美国艾奥瓦州的收养登记处。


刑事定罪


被最广泛引用的犯罪收养研究是由梅德尼克（Mednick）等进行的（1984）并涉及上述完整的2×2交叉抚养设计。梅德尼克等人审查了丹麦14427名被收养者的法庭记录，以及他们的亲生父母和养父母的记录。被收养者中刑事定罪率最高（24.5%）发生在亲生父母和养父母都被刑事定罪的情况下。第二个危险的情况是，亲生父母被判有罪，而养父母没有被判有罪（20%）。当亲生父母没有被刑事定罪时，被收养者的被定罪率在养父母被定罪时为14.7%，在养父母没有被定罪时为13.3%。据统计，只有亲生父母的身份会增加被收养者犯罪的可能性。研究还发现，亲生父母的被刑事定罪数量与被收养人的被定罪数量密切相关，但这仅适用于财产犯罪，不适用于暴力犯罪。后来对丹麦样本的分析发现，遗传和环境因素都是财产犯罪的重要原因（贝克，1986；贝克等，1989）。

研究定罪数据的另一系列重要研究来源于瑞典收养登记处。这些研究［博曼（Bohman），1978］没有发现被收养者在拥有犯罪记录的亲生父母的情况下自身的犯罪率会增加。然而，后来对862名被收养者的分析发现，轻微犯罪现象具有生物学效应［博曼等，1982；克洛宁格等，1982；西格瓦尔德松（Sigvardsson）等， 1982］，这一发现与丹麦的研究一致。此外，克洛宁格等（1982）发现了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就像梅德尼克等（1984）的研究，这项研究采用了2×2设计。然而，不是仅仅根据有无刑事定罪来对亲生父母和养父母进行分类，而是使用关于刑事定罪、酗酒、职业、社会地位和病史的数据来计算“轻微犯罪倾向”的综合衡量标准。特别是，这种设计提供了对被收养者成长的家庭环境质量的更全面的衡量。先天（亲生父母的影响）和后天（养父母的影响）背景都被归类为低风险和高风险。当先天性和产后易感性条件都很高时，被收养者的犯罪率（40%）是合并高先天性和产后易感性因素的单独影响时的两倍多（18.8%）（见表3.3）。换句话说，研究结果表明，基因和环境的影响不仅仅是相加的——当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同时存在时，它们会相互作用，加强彼此的影响。基因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这种方式强调了生物社会观点的复杂性。


报告的反社会行为


卡多雷（Cadoret）和他的同事利用艾奥瓦收养登记处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研究了交叉收养的被收养者中反社会人格/行为的遗传性［卡多雷，1978；卡多雷和凯恩（Cain），1980；卡多雷等，1983、1985、1987、1990、1994、1995］。卡多雷等（1995）比较了被收养者（95名男性和102名女性），他们至少有一名亲生父母被诊断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或有酗酒史，以及一组匹配的对照组被收养者，他们的亲生父母都没有精神疾病诊断史。有关亲生父母的信息是从机构记录中收集的，而针对所有被收养者和他们的养父母，研究都用了标准化的诊断时间表对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观察，最终获得了四个被收养者的结果变量：儿童攻击、青少年攻击、行为障碍和成人反社会行为。通过收集有关养父母婚姻、法律、物质滥用和精神健康问题的证据，评估了被收养者的抚养质量。研究发现，亲生父母的反社会背景预示着被收养者中青少年攻击性、行为障碍和成人反社会行为概率的增加。此外，被收养者在不利的家庭环境中被独立抚养，这预示着成年人的反社会行为。此外，青少年攻击和行为障碍也有交互作用。也就是说，生物倾向的影响是由不利环境条件的增加引起的，但是不利环境条件本身对这些结果没有显著影响。


表3.3 因先天和后天犯罪倾向而被定罪的被收养人百分比

[image: ]
资料来源：引自克洛宁格（1982）




荟萃分析


荟萃分析是综合多项可比较研究结果的一种方法，分析中只包括符合方法严谨性特定选择标准的研究。分析中使用各种统计方法，汇总调查结果，并计算各种影响的总体统计显著性。通过以这种方式进行结合研究，统计作用得到最大化，可以得出一些关于研究领域中确定的主导趋势的一般性结论。

有三个主要的荟萃分析验证犯罪行为的遗传基础和相关的结构。沃尔特斯（Walters，1992）分析了38项家庭、双胞胎和领养研究。犯罪被定义为包括刑事定罪或反社会人格的诊断。迈尔斯（Miles）和凯里（1997）专注于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的人格测量，研究了24项双胞胎和领养研究。根据所使用的统计模型，遗传可能性估计高达0.5。最后，李和沃尔德曼 （2002年）分析了51项双胞胎和领养研究，其中依赖的衡量标准是刑事定罪、临床诊断、报告的聚集或报告的反社会人格，遗传可能性为0.41。

荟萃分析证实了本章回顾的文献所暗示的，即研究证据支持基因在犯罪行为中的作用。对这种作用程度的估计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遗传因素对犯罪的差异性影响似乎不到一半，其余的差异是由环境因素造成的。

第三节 犯罪遗传程度的变化

犯罪学中常见的问题只是问基因是否在犯罪中起作用，然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以验证不同类别的罪犯的遗传程度是否不同。这一部分根据罪犯的性别、犯罪年龄和犯罪持久性来研究遗传因素对犯罪是否有不同的影响。


男性犯罪与女性犯罪


前文已经说过，男性犯罪比女性犯罪多得多。然而，男性罪犯还是女性罪犯具有更强的继承性犯罪倾向是另一个问题。事实上，有人提出，正因为女性犯罪相对较少，所以这很可能是比男性更具遗传性的结果［威德姆和埃姆斯（Widom and Ames），1988］。这个论点的逻辑如下：女性比男性面临更大的社会压力和期望，因此她们要以亲社会的方式行事。这些社会压力对许多原本可能犯罪的女性产生了抑制犯罪的效果。所以，女性跨越犯罪门槛更高。而克服这些社会压力并继续犯罪的女性相对较少，她们在这方面具有特别强的遗传倾向。

有一些证据支持女性犯罪具有更强的遗传性，尽管这些发现往往是有附加条件的，并且取决于犯罪类型和罪犯的年龄。在对瑞典被收养者的研究中，西格瓦尔德松等（1982）报告说，与犯有轻微罪行的被收养男性相比，犯有轻微罪行的被收养女性至少有一个有犯罪记录的亲生父母的可能性要高一倍以上（21%对50%）。此外，女性罪犯的亲生父母的被定罪数量平均是男性罪犯的亲生父母的近三倍（3.6∶1.4）。贝克等（1989）在他们对丹麦被收养者的研究中，报告了类似的财产犯罪发现。伊利（Eley）等（1999）比较了MZ双胞胎和DZ双胞胎儿童和青少年，发现女性非攻击性反社会行为的遗传率高于男性，但是他们发现攻击性反社会行为的遗传率没有性别差异。雅各布森等（2002）的双胞胎研究发现，女性在童年时期的反社会行为比男性的反社会行为具有更大的遗传性，但是这些差异在女性青春期和成年期消失了。然而，许多研究未能发现遗传可能性的性别差异（卡多雷和凯恩，1980；希克斯等，2004；雅各布森等， 2002），一些研究者发现男性犯罪的遗传率更高（卡多雷等，1985）。

那么，问题出现在哪里呢？两项荟萃分析检验了男性和女性反社会行为的遗传可能性。迈尔斯和凯里（1997）研究了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的心理测量标准，得出了与研究定罪数据相反的结论，男性的遗传可能性略强于女性，尽管两者都具有遗传性。李和沃尔德曼（2002）研究了反社会行为的更广泛的衡量标准，发现当荟萃分析中的所有研究都包括在内时，女性犯罪的遗传性更强。然而，作者认为，纳入只对男性罪犯进行检查的研究可能会歪曲调查结果，因为这些研究通常对犯罪使用不太严格的标准，从而降低了遗传性水平。当采用了更严格的选择规则，并且只对包括男性和女性的研究进行检查时，发现遗传可能性没有显著差异。最简洁的结论似乎是，女性犯罪的更大遗传性仍有待证明。


暴力犯罪与财产犯罪


研究这个问题时，大多数研究要么发现财产和“轻微”犯罪的遗传性，要么发现暴力犯罪的遗传性（贝克，1986；博曼等，1982；克洛宁格等，1982；梅德尼克等，1984；西格瓦尔德松等，1982），或者财产犯罪比暴力犯罪有更强的遗传性（克洛宁格和戈特斯曼， 1987）。这些发现使研究人员感到困惑。反过来，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暴力犯罪似乎更有可能是心理缺陷的结果，而财产犯罪更有可能是社会学习和同龄人影响的结果。因此，暴力犯罪似乎更有可能被遗传。

一个意外发现的理论解释可能是成年人谨慎犯罪和轻率犯罪之间的区别［桑顿（Thornton），1987］。谨慎犯罪是指犯罪人计算自己犯罪的优势，并在充分了解了可能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和痛苦的情况下继续犯罪。因此，盗窃和其他获取性犯罪本质上通常是谨慎的。另外，轻率的冒犯或多或少是自发发生的，没有什么计划或精心策划的意图。可以说，许多袭击甚至谋杀都属于这一类。桑顿和里德（Reid）（1982）发现，谨慎的罪犯表现出比轻率的罪犯更高水平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工具性道德推理特质。重要的是，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定义强调了对他人困境的无情漠视。“欺骗”是作为一种基于基因的替代利他主义的守法行为而提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财产犯罪的遗传性比暴力犯罪更强也许并不令人惊讶。

然而，一些研究人员指出了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以解释暴力犯罪的低遗传可能性。暴力犯罪不像财产犯罪那样频繁，有研究者认为，当定罪被用作从属衡量标准时，低基准率可能会降低用来说明遗传效果统计数据的效力（雷恩，1993）。当使用自我报告或线人报告的形式为衡量标准时，攻击的遗传性证据效果通常更强［伯特（Burt），2009；可卡罗等，1997；伊利等，1999；特勒根等，1988］。这些手段可以应用于暴力事件研究，否则这些事件不会被发现，因此可以说研究它们比研究定罪率会更敏感。此外，自我报告和心理测量可以更好地识别一贯和工具性地以暴力反社会方式行事的个人，而不是那些可能因孤立的轻率暴力行为而被定罪的人。正如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的，将特定基因与暴力行为联系起来，可以说明未能发现暴力犯罪的遗传性是一种方法上的伪现象。


青少年犯罪与成人犯罪


研究普遍发现成人犯罪的遗传性比青少年犯罪强得多。雷恩（1993）研究回顾了7个关于青少年犯罪的双胞胎研究，计算出MZ双胞胎的整体符合率为84%，DZ双胞胎为69%。虽然这表明MZ双胞胎之间的相似性比DZ双胞胎之间的相似性更大，因此遗传因素的影响也更大，但与成年人的差异性相比，差异相对较小（见表3.2）。同样，收养研究通常发现青少年犯罪的遗传性证据相对较弱（博曼，1972；卡多雷，1978；卡多雷等，1983）。与暴力犯罪的调查结果一样，当使用自我报告和线人报告的方法而不是定罪数据时，犯罪显示的遗传性往往更强（贝克等，2007；埃德尔布罗克等， 1995；格罗夫等，1990；雅各布森等，2000；西尔伯格等，1996；斯卢茨克等，1997）。

有三个主要的原因可以解释青少年犯罪的遗传性较弱。第一种论点是，犯罪背后的遗传因素直到青春期后期才会“打开”（雷恩， 1993）。根据这一论点，遗传倾向的全部影响取决于成熟的大脑结构是否到位，对于大脑的某些关键部分，如前额叶区域，这种情况直到成年早期才会发展完善（见第四章）。第二种论点是，社会因素在青少年犯罪中的作用大于成年人。青少年犯罪通常发生在群体中，年轻人尤其容易受到同龄人的影响。对于青少年犯罪来说，群体压力的作用大于遗传因素。第三种论点是，低平均遗传可能性系数掩盖了违法人群中遗传可能性的重要变化。也就是说，虽然一些少年犯对犯罪有很强的遗传性，但大多数人没有，除非这两个群体被分开考虑，否则总体的发现将是弱遗传性的。下面将更全面地讨论这一论点。


仅限于青少年时期的（
 AL）犯罪与终生持续的（
 LCP）犯罪


仅限于青少年时期的罪犯在青春期开始犯罪，成年早期不再犯罪；终生持续的罪犯在童年时表现出行为失常的早期迹象，并在成年后继续犯罪。有研究者认为这两类罪犯有不同的行为发生原因。AL犯罪与青春期特有的正常发育变化和社会因素有关；LCP犯罪是反社会倾向的结果，这种倾向在犯罪人很小的时候就很明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是稳定的。因此，LCP犯罪比AL犯罪的遗传可能性更高（伊利等，1999；迈尔斯和凯里，1997；李和沃尔德曼，2002）。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了LCP犯罪的遗传性。儿童行为障碍被证明具有很强的遗传性（贝克等，2007；埃德尔布罗克等，1995；格罗夫等， 1990）。此外，儿童的行为和情感问题是青少年和成人犯罪的良好预测因素［卡斯皮（Caspi）等，1995；格罗夫等，1990；朗本（Langbehn）等，1998］。然而，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研究直接验证LCP犯罪和AL犯罪之间的遗传性假设差异。为此，有必要进行一项纵向研究，跟踪双胞胎或被收养者从童年到成年的成长轨迹，并比较LCP犯罪和AL犯罪的分组罪犯。

一项研究部分满足了这一要求。泰勒等（2000）研究了反社会行为的遗传度与初始年龄的关系，早发被认为是LCP犯罪的预测因素。研究人员研究了三组男孩：36名初犯（LCP犯罪）、86名初犯（AL犯罪）和25名非初犯。每个参与者都是双胞胎之一。参与者在11岁时首先接受测试，在14岁和17岁时再次接受测试。早发者被定义为在11岁时就已经表现出反社会行为的男孩，迟发者是11岁时没有表现出反社会行为的男孩，但在14岁或17岁重新测试时确实表现出了反社会行为的迹象。在这三个测试时期中，没有犯罪的人都没有表现出反社会行为的迹象。泰勒等发现，与迟发者和非违法者相比，早发者表现出更高的精神病理学（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对立违抗障碍）特征和在人格测试中发现控制缺陷（冲动、消极情绪和缺乏约束）。虽然早发者报告的反社会同伴也比其他两组多，但迟发者报告的反社会同伴在他们开始反社会行为之前有所增加，这种模式与AL犯罪相一致。就双胞胎分析而言，对于早发者来说，MZ双胞胎的符合率为55%，DZ双胞胎为29%，两者之间的差异表明反社会行为的遗传率很高。对于迟发者来说，MZ双胞胎的符合率为43%，DZ双胞胎为39%，差异相对较小，表明遗传率低。这些结果表明，早发者有更强的反社会行为倾向，这些倾向更有可能有遗传基础，且比迟发者更为明显。泰勒等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参与者没有追随过去的青春期。因此，虽然这项研究能够检验行为的出现模式，但没有研究行为的停止模式。

然而，根据现有证据，LCP犯罪似乎比AL犯罪有更强的遗传性，这一发现强化了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罪犯是一个异类群体。当引用犯罪的可遗传预测时，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都是平均值，而且不同罪犯的犯罪倾向会有很大的不同。尽管有犯罪遗传性的总体证据，但与普通人口相比，对许多被定罪的罪犯来说，遗传性犯罪倾向可能没有显著提高。

第四节 超越行为遗传学：分子遗传学

本章回顾了通过行为遗传学技术，间接研究基因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行为和基因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推断出来，基因本身没有被检查。然而，近年来，人类基因组计划刺激了基因技术的巨大进步。人类基因组的定位包括对30亿个碱基对进行测序，这些碱基对构成了完整的人类DNA集合。每个基因在特定染色体上占据特定的位置，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任务是确定每个基因的位置。然而，识别基因并不等同于确定这些基因的作用。研究人员现在正忙于将特定基因与特定功能进行匹配——以这种方式直接验证DNA结构和基因表达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学科被称为分子遗传学。（此时，读者应该熟悉表3.1的内容。）

如前所述，大多数基因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它们只有一个种类，所以每个人都没有不同。不管你的父母是谁，你都会从他们每个人身上继承相同的基因副本。如果基因库中至少有两种不同版本的基因——等位基因，那么根据孟德尔遗传定律，人类之间可能会发生变异。一个基因含有不同的基因型被称为遗传多态性。例如，遗传多态性可能导致了一些人拥有蓝色眼睛，而另一些人拥有棕色眼睛。多态性有三种类型［比弗（Beaver），2009］，最常见的变异（约占所有多态性的90%）被称为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在SNP中，一个等位基因与另一个等位基因的区别在于定义该基因的一个碱基对的变异。例如，在一个等位基因中发现碱基序列ATTGGGACC，另一个等位基因中可能具有ATTAGGACC序列。第二种多态性称为“微卫星”，也称为短串联重复序列。在这种变异中，等位基因的长度不同，也就是说，一个具有比另一个更多的碱基对。当基因的小片段——通常多达四个连续碱基对——被重复多次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例如，一个等位基因可以包括ATTGGAGGACC序列（两个重复的GGA），而另一个等位基因具有ATTGGAGGAGGAGGACC序列（四个重复的GGA）。第三种多态性称为“小卫星”，也称为可变数目串联重复序列（VNTP）。“小卫星”与“微卫星”相似，除了有更多的连续碱基对被重复（超过二十个），它们可能被重复多次。

通过比较来自不同人群的特定染色体位置的DNA序列，分子遗传学家试图将遗传多态性与表达型变异联系起来。换句话说，他们检查特定基因的不同基因型是否产生了不同的可观察结果。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特定基因与人的行为、个性特征和心理障碍有关。在许多情况下，单个基因具有多效性，也就是说，它对许多表达型结果负有责任，这表明不同的行为问题可能有共同的遗传基础（比弗，2009）。大多数与行为相关的研究都是针对负责调节大脑生化物质的基因进行的，这些研究反过来又有助于调节行为（将在下一章进行更详细的讨论）。这些基因的多态性被认为在冲动、暴力、上瘾和反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增加中起了作用［比弗，2009；卡登（Cardon）， 2002；卡斯皮等，2002；普罗明等，2002］。

一个吸引了大量研究的基因叫作D4DR，位于11号染色体上（比弗，2009）。D4DR的工作是帮助调节多巴胺的功能，多巴胺是大脑中一种与愉悦和欣快感相关的化学物质。D4DR是多态的，有许多基因型。多基因多态性是包含48个碱基对序列的“小卫星”，根据等位基因重复2次到11次。具有七重复序列的等位基因导致多巴胺的可用性降低。因为多巴胺与快乐感有关，减少多巴胺的使用会增加个人追求快乐的倾向，以弥补这种减少。低水平的多巴胺与寻求新奇事物的个性特征有关，并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行为障碍和病态赌博的风险增加有关［诺布尔（Noble）等，1998；罗等，2001］。应该注意的是，D4DR估计只占寻求新奇差异的4%［本杰明（Benjamin）等，1996］。这一发现强化了数量性状的多基因特性——D4DR可能只是促成感觉寻求的众多基因之一。

在令人兴奋的研究发展过程中，基因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G×E）也在分子水平上被观察到。卡斯皮等（2002）研究了儿童虐待与位于X染色体上的单胺氧化酶A（MAOA）基因之间的关系。MAOA是一种有助于分解其他生化物质（包括多巴胺）的酶。研究人员发现行为障碍和MAOA基因的“小卫星”多态性之间存在关系，这导致了酶的低可用性［布伦纳（Brunner）等，1993；马努克（Manuck）等，2000］。然而，卡斯皮等（2002）随后发现，低活性基因的个体反社会行为的增加只有在他们小时候也受到虐待时才会发生。等位基因本身没有导致直接的犯罪效应。研究人员对基因和环境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含义越来越感兴趣［德利西（Delisi）等， 2008；莫菲特，2005］，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再次讨论这个问题。

第五节 结论和评价

现在有大量的研究检验了犯罪的遗传性。研究采用了不同的研究策略（MZ双胞胎对DZ双胞胎、分开抚养的MZ双胞胎和交叉抚养的被收养者），研究人员对来自不同国家（尤其是丹麦、瑞典和美国）的大量样本进行了研究。研究的突出成果是犯罪行为有一个重要的遗传成分，相关性可能为0.3到0.5。

这个结论在犯罪学中没有被广泛接受。批评者用基因研究的方法批评反驳了犯罪具有遗传性的说法。当然，有方法上的限制需要考虑。融合性，尤其是在早期研究中，并不总是被可靠地评估。但是，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错配的合子最有可能减少而不是增加MZ双胞胎和DZ双胞胎之间观察到的差异。MZ双胞胎暴露在比DZ双胞胎更相似的环境中也可能是真的，导致了对遗传效应的高估。然而，对分开抚养和交叉抚养的MZ双胞胎的研究克服了这个问题，并报告了与传统双胞胎研究类似的发现。毫无疑问，个人研究也可能会被关注并检验，以发现设计和执行中的特殊弱点。然而，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方法上的偏差可以完全解释来自一百多项不同研究的所有关于遗传性的积极发现。我们的研究很难逃脱这样的结论：基因在犯罪中起作用（许多犯罪学家根本不想相信）。

迄今为止，对犯罪遗传基础的大多数研究都在行为遗传学领域，这也是我们本章的重点。研究根据个体之间行为的相似性推断遗传效应，而基因本身实际上并没有被研究。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基因技术有了巨大的进步，分子遗传学领域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理解行为。暴力和反社会行为中已经隐含了一些特定的基因。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更接近于找到犯罪基因——因为没有这种基因——但这表明基因研究将留在犯罪学领域，注定会变得更加重要。

尽管如此，重要的是对研究结果进行综合看待。犯罪学家不应该被基因研究吓倒，因为这项研究最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基因表达是如何依赖于环境影响的。总体而言，在解释犯罪的差异性方面，环境因素被发现至少和遗传因素一样强，并且可能比遗传因素更强，占到差异的0.5%到0.7%。基因研究不能被解释为支持“天生犯罪人”的观点。

遗传系数也掩盖了罪犯群体中的重要差异。虽然对一些罪犯来说，犯罪的遗传性很强，但许多罪犯可能没有特定的犯罪遗传倾向。本章探讨的一种可能性是LCP犯罪比AL犯罪有更强的遗传性。但是除了像这样广泛的分类，必须记住的是，遗传系数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个别罪犯的信息。每个罪犯的情况都是复杂和独特的，在个别情况下，无法分配遗传和环境影响的比例。

一个特别重要的发现是G×E相互作用的证据。收养后不利条件的增加对有反社会行为遗传倾向的被收养者的影响相对大于对没有反社会行为遗传倾向的被收养者的影响（卡多雷等， 1985；克洛宁格等，1982）。在分子遗传水平上也发现了G×E相互作用的证据（卡斯皮等，2002）。G×E相互作用的发现超越了基因和环境在犯罪中独立起重要作用的结论；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意味着同一环境的影响因个体而异，这取决于个体的基因构成。而环境风险因素没有得到同等的验证，有些人在遗传上更容易受犯罪环境的影响，有些人则更灵活。换句话说，负责犯罪倾向的基因可能会保持休眠状态，除非它们受到特定环境条件的激活。

本章仅限于确定罪犯是否具有遗传性，很少讨论基因是如何影响行为的。从基因到犯罪，通过大脑的生物途径实现是第四章的重点。


注意


大多数现代遗传可能性研究进一步将环境影响分为两个部分：共享和非共享。共享环境是指个人与家庭其他成员的共同经历，而非共享环境是指个人的独特经历。我们将在第六章讨论这个问题。


第四章 大脑

基因可能会对某些行为倾向产生影响，但它们本身并不直接指导行为的产生。基因的行为表达并非直接发生的。基因指导大脑的构建，大脑对行为和其他心理过程的开始、表现和维持负责。大脑负责基因所不能之处。同时，大脑并不是一个完全由基因决定的器官。基因决定了大脑的基本结构，并决定了一定量的“硬链接”。但是大脑不可能预先编程并以此处理个人一生中会出现的所有突发事件和挑战。大脑是具有适应性的，每一次经历都会导致大脑内部的生物变化。因此，你现在拥有的大脑与你出生时拥有的大脑在生理上有很大不同。大脑的可塑性是行为生物社会性的基础。

本章研究的是大脑在犯罪行为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因为大脑在内部生物输入和外部环境输入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与大脑结构和功能相关的心理学领域是神经心理学。神经心理学家研究大脑中构成人类行为、情感和思想基础的生物事件，包括与犯罪行为相关的事件。他们既关注正常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也关注大脑损伤后的行为。我们首先概述神经心理学的一般领域，然后开始更为具体的神经心理学的相关因素和犯罪行为的解释。

第一节 大脑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神经心理学和行为遗传学一样，是一个专业领域，本书在这里不赘述。接下来是对大脑基本结构和功能的简单描述，这些结构和功能与犯罪的神经心理学解释非常相关。


神经系统


大脑是神经系统的一部分，负责所有心理、行为和生理的神经细胞网络活动。神经元的基本功能是传递信息。神经元有多种形状，组成神经元的各结构有不同的功能，大多数神经元由四种主要结构组成。神经元的主体被称为体细胞，包含着细胞的基本组织。从体细胞延伸出来的是树状纤维——数百甚至数千根——称为树突，其受体负责接收来自其他神经元的信息。从躯体延伸出来的还有一根细长的管，叫作轴突，负责发送信息。轴突发出分支，分支的末端是发送信息的神经末梢。神经元的简图如图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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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神经元



神经系统分为两部分：中枢神经系统（CNS）和周围神经系统（PNS）（见图4.2）。中枢神经系统包括大脑和脊髓，是身体的“指挥中心”。大脑接收和处理来自身体内外的刺激，解释和存储信息，并发送信息以启动反应。脊髓与大脑底部相连，主要作为大脑和颈部以下身体其他部分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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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神经系统图谱



顾名思义，PNS包括CNS外的神经元网络，并延伸到身体的四肢。PNS的功能是向CNS发送信息，并从CNS接收信息。感觉神经元向CNS提供从内部和外部感觉器官收集的关于身体和外部世界的信息；运动神经元从中枢神经系统向肌肉、腺体和器官传递指令，以控制运动和身体机能的表现。

PNS进一步分为两部分：躯体神经系统和自主神经系统。躯体神经系统与骨骼肌相连，控制着自主行动。阅读本书所涉及的行为——舒适地坐着、专注于字词、翻页，就是你身体神经系统作用的产物。自主神经系统（ANS）控制身体的非自主功能，如心跳、呼吸、消化、瞳孔缩小、出汗等。这些过程是自动发生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完全）不受个人控制。

最后，ANS包括两部分：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这两个系统一起工作，但作用相反。交感神经系统通常用于增强自主功能，并负责所谓的逃跑或战斗反应。当面对压力时，身体会自动做好准备，通过提高心率、加快呼吸、将血液转移到肌肉等方式，以最大效率做出反应。副交感神经系统起到减缓自主功能和恢复平衡的作用，让身体“休息和消化”。研究已经发现一些罪犯在ANS的功能上与非罪犯有明显不同。


生化信使


所有的行为都可以最终追溯到化学物质在大脑和身体内传递信息的行为。这种生化物质有两大类：神经递质和激素。神经递质负责信息神经元之间的快速传递；激素运行作用较慢，通过血流传播。


神经递质


神经元之间没有物理上的联系，因此任何一个神经元都可以和成千上万的其他神经元联系起来。两个神经元之间跨越微小间隙的沟通，即通过突触间隙进行沟通，包括电和生化活动的结合。当神经元受到刺激时，它会产生微小的电压。这导致一小团神经递质从神经元的神经末梢释放出来，并穿过突触间隙到达另一个神经元的树突，在那里它改变了接收神经元的电荷。两个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称为突触。一旦两个神经元之间出现突触，这些神经元就更容易接受交流，这一过程被称为长时程增强。正是通过这种具有重复活动的神经元之间联系的加强，神经元回路得以建立，学习得以进行。

至少存在75种神经递质，每种都只与特定的受体位点结合，确保信息传递到正确的神经元。反过来，不同的神经元可能与特定的心理功能相关，相关神经递质水平过高或不足会产生有害影响。神经递质水平可能受到遗传和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许多特定的遗传多态性与神经递质发生的变化有关，而相应的水平也随着情绪紧张和其他生活事件而波动（比弗，2009；卡斯皮等，2002）。科学家利用神经递质的作用来开发治疗某些疾病的药物。比如，低水平的神经递质5-羟色胺与严重抑郁症有关，因此一些治疗抑郁症的药物（如百忧解）被设计来刺激5-羟色胺活性。请注意，神经递质的作用与其说取决于其结合的受体类型，不如说取决于其化学成分本身，因此同一种神经递质可能会因其去向不同而产生多重作用。表4.1呈现了一些与心理功能相关的主要神经递质。


表4.1 神经递质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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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荷尔蒙）


激素是由内分泌系统产生的，内分泌系统是位于全身的腺体的集合。内分泌腺体包括肾上腺、甲状腺、脑垂体和性腺（卵巢和睾丸）。化学上，激素与神经递质相似，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完全相同。比如，激素去甲肾上腺素（由肾上腺产生）与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相同，两者都有相似的作用（引发生理唤醒）。激素分泌到血液中，并直接传递到身体中的器官、肌肉和其他腺体。与神经递质相比，激素的作用相对较慢。

像神经递质一样，不同的激素与不同的功能有关。犯罪学家特别感兴趣的是性腺分泌的激素。主要的性激素是雌性激素和雄性激素。这两种激素在男性和女性中都存在，但是数量相差很大。大多数男性每天产生6~8毫克睾丸素（一种雄性激素）；相比之下，大多数女性每天只产生0.5毫克睾丸素。雌性激素也存在于男性和女性中，但女性体内的雌性激素含量更高。性激素既有组织作用，也有激活作用。组织作用指的是个人成长过程中发生的永久性身体变化，如青春期的第二性征（如女性乳房发育，男性长胡须）；激活作用是指身体和心理机能的暂时变化，包括精子的产生、排卵和性唤起。


大脑解剖学


18世纪后期，弗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 Gall）发展了颅相学理论，提出可以通过研究一个人头部的隆起来评估其个性，这些隆起被认为与大脑过度发育的部分相对应。虽然加尔的颅相学原理很奇特，很快被科学界所摒弃，但大脑不同部分对不同功能负责的基本观点是现代神经心理学的理论基础。

大脑通常被分为后脑、中脑和前脑，每一个都包含几个亚区。后脑勺位于脊椎的顶端，从进化上来说是大脑中最古老的部分，与其他动物的大脑结构相似。后脑的各个部分共同调节呼吸和血液循环等身体重要功能，并协调运动活动、平衡和睡眠模式。中脑位于后脑上方，是连接前脑和脊髓的脑干的一部分。它是大脑的最小部分——大约两厘米长——主要与传递听觉和视觉信息有关。前脑是大脑的最上部，是最大的，也是最新进化的结构。它涉及复杂的感官、情感、认知和行为功能。大脑结构如图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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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大脑截面部分



前脑的最大和最复杂的亚结构是大脑皮层，占大脑总质量的80%。大脑皮层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智力优越的原因。它包括一层覆盖整个前脑的细胞，通常被称为灰质。大脑皮层被物理分成左右两个半球，由一组称为胼胝体的神经纤维连接。每个半球的功能都有一些划分，或者说偏侧化，但两个半球之间也有相当大的重叠。右半球倾向于负责创造力和空间感知控制，而左半球倾向于负责语言和推理。对于某些功能，如知觉和运动行为，每个半球则管理身体的另一侧活动。

每个半球可以进一步分为四个叶——顶叶、枕叶、颞叶和额叶。因此，每个叶有“两个版本”——“左版本”和“右版本”。实际上，四个叶并不是由清晰的物理边界来定义的，它们的功能往往相互融合（见图4.4）。顶叶位于头顶，与运动、定向、感知、识别刺激及感觉体验有关。枕叶位于脑后，参与视觉信息的处理。颞叶位于太阳穴周围的头部一侧，与听觉和言语有关。最后，额叶位于前额后面的头部前方，与运动行为、抽象思维、推理、计划、冲动控制、解决问题、情绪和社交技能有关。总的来说，额叶的复杂认知过程被称为执行功能，尤其与被称为前额叶皮层的前部区域相关。从上面的简短描述中可以明显看出，额叶尤其与维持适合社会的行为的能力相关的属性和行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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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大脑皮层叶侧视图




大脑发育与环境


人的大脑出生时重约350克，成年后会增长到1400克左右。虽然人生来就拥有所有的神经元——事实上，神经元从人出生就开始死亡——但神经元之间的大多数联系仍有待发展。大脑的增长是突触和神经元回路不断增长的产物。轴突和树突的长度和复杂性随着它们与其他神经元的联系而增长，最终建立起来的数万亿神经元连接是根据每个人与其周围环境的独特互动而发展起来的。这些神经元连接又控制着个体对新环境的反应。

大脑最快速的增长发生在人出生后的最初几年，到3岁时，大脑的主要结构已经形成，为人未来的认知和行为发展奠定了基础。大脑功能的定位从出生开始，但是在最初的几年里，大脑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大脑皮层的许多区域并不致力于特定的功能，年轻的大脑有能力重组其结构，如果原始部位受损，也可以利用其他位置。童年时期神经元回路的数量持续增加，但是10岁以后，薄弱或未被充分利用的连接开始被修剪，为更重要和更持久的连接腾出空间。结果是，到了成年早期，大脑的适应能力不如童年时期，但比童年时期更有效率和更有力量。随着额叶的最终发育，大脑的成熟持续到二十多岁［安德森（Anderson），2002；斯腾伯格（Steinberg）， 2005］。因为大脑结构是随着时间发展的，所以在生命的特定阶段，认知功能受到生物学上的限制。儿童和青少年根本没有认知机制来做出成年人可以做出的一些复杂的道德决策。

研究人员区分了两种将环境体验融入大脑结构的方式：经验期待机制和经验依赖机制［布莱克（Black），格里诺（Greenough）， 1997］。经验期待机制包括引导物种典型功能发展的环境信息输入，相关的大脑结构在遗传上是硬链接的，并进化为能够帮助物种成员准备好应对他们可能会遇到的环境。然而，这些结构依赖于个体接受特定环境刺激来促使它们形成，比如，为了正常发育，大脑皮层中与视觉相关的部分若要良好发育，就要求个体暴露于光下。另外，依赖于经验的机制涉及环境输入，这些环境输入根据个体基因构成的差异和个体的特殊经历而产生新的神经元连接。依赖经验的突触贯穿整个生命周期，使得个人能够学习新技能，适应日常生活不断变化的需求。学习弹钢琴就是一个依赖经验的过程，学会弹钢琴的人的大脑和没有学会弹钢琴的人的大脑在生理上是有差异的。经验期待机制和经验依赖机制共同为前几章提出的生物社会方法提供了神经学基础。大脑发育包括物种典型性和个体遗传性的结合，它们都是由特定的环境经历塑造和建立的。

关键发育阶段缺乏适当的刺激会对个体的认知能力和社会行为产生不可弥补的影响。在对恒河猴的一系列经典研究中，哈洛和哈洛（Harlow and Harlow，1962）发现，在婴儿时期失去与母亲接触机会的猴子会发展出严重和永久性的行为病态，尤其是无法与其他猴子形成情感联系。探索这些行为效应的有关神经基础研究发现，缺乏刺激的猴子大脑皮层的突触联系不那么复杂［克雷默（Kraemer），1992］。当然不可能在儿童身上进行类似的实验，但有时情况提供了进行自然实验的机会，以检验刺激剥夺对大脑发育的有害影响。拉特（Rutter）等（2004）研究了罗马尼亚孤儿院中的孤儿。在孤儿院里，孩子们被长时间遗忘在各自的小床上，没有成人的陪伴。其中许多孩子后来被英国的家庭收养。那些在六个月前被收养的孩子在新环境中表现出了显著的认知和社会功能进步。然而，那些在这个年龄之后被收养的孩子有严重且持续的认知和社会缺陷，并伴随低于平均水平的身高。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研究将神经心理过程与犯罪、暴力和反社会行为联系起来。这些结论检验了心理生理学、生物化学、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环境与犯罪的关联。

第二节 心理生理学与犯罪

心理生理学广泛关注心理过程和神经系统之间的联系。心理学家和犯罪学家特别感兴趣的是ANS的功能。ANS控制着非自主的生理过程，如呼吸、心率和出汗。这些过程又与情绪唤起和调节有关。心理压力通过交感神经系统增强了自主功能。这些生理反应可以通过非侵入性技术容易被观察到，如通过测量心率或皮肤电活动。文献报告了三种不同的实验条件下的觉醒：（1）休息（在没有明显应激源的情况下）；（2）任务（在预期中或存在实验压力的情况下，如给出令人厌恶的噪声）；（3）反应性（从休息到任务的变化）。已经发现，许多罪犯的ANS反应比非罪犯慢，对令人厌恶的环境刺激的反应更少。


心率


评估自主功能最常见的方法是测定心率，通常使用心电图（ECG）来测量，尽管有时只是手动测量脉搏。方便的是，已经有许多荟萃分析研究了心率和犯罪之间的关系。奥尔蒂斯（Ortiz）和雷恩（2004）检验了40项研究，这些研究检验了犯罪和反社会的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率。这些研究包括45项单独的分析。在这些分析中， 29个支持青少年犯罪与低静息心率相关的假设，另有13个则不显著，有9项研究也测量了有压力源时个体的心率。除了1个，其他研究都发现了青少年犯罪和低心率之间的显著关系。

洛伯（Lorber，2004）研究了95项涉及表现出攻击性、精神变态或行为问题的青少年或成年人，测量了他们休息时、完成任务时和做出反应时的心率。显著性的结果是混杂的，且取决于心率测量的条件、样本的年龄以及问题行为的性质。对于青少年和成年人来说，低静息心率与攻击性和行为问题的增加有关，在做任务状态下的结果并不显著。而在反应性状态，低心率与成人问题行为的增加有关。洛伯的结论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低心率与反社会行为相关联，但是这种关系的复杂性有一些方面需要更深入的探讨。


低静息皮肤电反应


ANS功能的波动会引起汗液的变化，而且由于汗液中含有盐，皮肤导电的程度也会随之变化。可以将电极连接到皮肤上（通常是指尖），用皮肤电反应（GSR）仪测量这些微小的电活动变化。压力的增加导致电导率的增加。洛伯（2004）将GSR研究纳入上述荟萃分析，得出静息心率下的低GSR与精神疾病显著相关，任务状态下的低GSR与精神变态和行为问题显著相关，反应状态下的低GSR仅与成年人的攻击性和精神变态有关。与心率相比，GSR与攻击和行为问题之间的关联较弱，但与精神变态的关联更强。

第三节 生物化学与犯罪

生化信使经常牵涉情绪和唤起的改变，他们可能在犯罪行为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在冲动和暴力犯罪行为中。从犯罪生涯的角度来看，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生化活动的变化有助于解释他们犯罪活动水平的相应变化。本节回顾了对于三种重要生化物质的研究——多巴胺、5-羟色胺和性激素睾丸素。


多巴胺和
 5-羟色胺


尽管许多神经递质与犯罪和反社会行为有关，多巴胺和5-羟色胺可能是研究最广泛的两种。如前文所述，近年来的研究已经超越了简单地建立特定神经递质和行为之间的经验联系，随着分子遗传学的进步，研究越来越注重追踪与不同神经递质相关的特定基因。

多巴胺的释放与快乐的感觉有关，这种快乐的感觉能适应饮食和性交等各种活动。因此，多巴胺具有奖励作用，鼓励行为的重复。多巴胺水平过高和不足都是有问题的。多巴胺水平高于正常水平与攻击性和暴力行为增加有关［尼霍夫（Niehoff），1999］，而水平偏低则可能会促进补偿性的自我奖励行为，如寻求新奇事物、赌博和物质滥用（比弗，2009）。

5-羟色胺与冲动控制有关。5-羟色胺的释放降低了神经元的活性，同时也降低了攻击性和其他冲动行为的倾向。低水平的5-羟色胺被认为会通过减弱对惩罚线索的敏感性来增加反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在荟萃分析中，摩尔（Moore）等（2002）回顾了16项研究，涉及20项单独的分析，研究了5-羟色胺与各种犯罪和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降低5-羟色胺水平对反社会行为有中等程度的影响（-0.45）。

许多基因被认为在调节神经递质方面发挥了作用。一些基因——被称为受体基因——帮助促进神经递质和神经受体的结合。其他基因——被称为转运基因——负责通过神经突触传递后神经递质的再摄取吸收（比弗，2009）。就多巴胺而言，受体基因DRD2、DRD4及转运基因DAT1的多态性与暴力、成瘾和反社会行为有关。DRD4和DAT1的多态性属于“小卫星”，而DRD2是单核苷酸多态性（见第3章）。同样，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5-HTTLPR的多态性被发现与反社会行为的增加有关［贝奇曼（Beitchman）等，2006；哈伯斯德（Haberstick）等，2006］。当然，这些基因只是众多基因中的一部分，它们以复杂的排列方式组合在一起，影响着与犯罪倾向相关的特征。

多巴胺、5-羟色胺及其他神经递质的产生水平在个体的整个生命过程中是波动的。某些神经递质水平的变化可能有助于解释年龄—犯罪行为曲线。如前文所述，在所有社会中，17岁左右的青少年犯罪率都有大幅上升，而在24岁左右逐渐下降。研究发现，5-羟色胺水平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而多巴胺受体在开始衰退之前，多巴胺的水平在青春期达到峰值［研究回顾见科林斯（Collins）， 2004，斯皮尔（Spear），2003］。随着时间的推移，神经递质水平的这些变化对应于个体攻击性和寻求感觉行为的增加和减少，并且符合第一章讨论的进化理论的假设。


睾丸素


许多物种中的雄性通常比雌性更具攻击性（包括人类），这一事实导致了对男性性激素睾丸素在攻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的猜测。然而，虽然动物研究中有很好的证据表明睾丸素的变化与攻击行为的变化相关，但是针对人类研究中的证据更为复杂［阿彻（Archer）， 1991］。有研究者从睾丸素的组织和激活作用两个方面研究了暴力行为。

对组织效应的研究已经检验了在关键的发育阶段，个体异常暴露于雄性激素如睾丸素是否会导致暴力倾向的永久性增加。有研究已经检验了孕妇产前接触雄性激素对腹中女孩的长期影响。已经发现，虽然这类女孩可能会发展出更多的“假小子”特征，但几乎没有一致的证据表明做出侵犯行为的风险会增加［贝伦鲍姆（Berenbaum）等，2000；埃拉法特（Ehrhardt）和迈耶-巴赫伯格（Meyer-Bahlburg），1981］。

关于激活效应的研究已经检验了睾丸素水平是否与同时发生的暴力行为水平相关。在荟萃分析中，布克（Book）等（2001）检验了45项研究，涉及54项独立分析。大约83%的分析显示睾丸素和攻击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加权平均相关系数为0.14。因此，尽管有证据表明睾丸素与攻击性有关，但总体效果并不明显。布克等在进行仔细研究后，确定了影响睾丸素和攻击性之间关系强度的两个调节变量。第一个变量是年龄：男性的睾丸素水平在青春期激增，不足为奇的是，睾丸素对13~20岁男性的攻击性影响最大，随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这一发现反映了神经递质的情况，并且与年龄—犯罪行为曲线的进化解释相一致。第二个变量是研究人员进行睾丸素测试的时间。布克等强调睾丸素会以喷射的方式释放到血液中，并且释放水平在白天会有很大波动。大多数研究人员只进行一次测量，通常是在早上激素水平最不稳定的时候进行的。睾丸素测量结果的不可靠性，可能是睾丸素对人类攻击性影响的不完整发现的一个原因。有趣的是，性别并没有产生调节效应。虽然女性的睾丸素比男性少，总体来说攻击性也较低，但攻击性和睾丸素之间的关系对男性和女性来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和男性一样，攻击性女性的睾丸素水平高于非攻击性女性。

有两种模型可以将睾丸素和攻击性之间的关系概念化——基础模型和互惠模型［梅热和布斯（Booth），1998］。基础模型提出了一种直接的单向关系——睾丸素的增加会导致攻击性的增加。然而，大多数研究人员赞同睾酮素和攻击性被视为相互依存的互惠关系模式。也就是说，睾丸素不仅促进攻击性，而且攻击性（或对攻击性的预期）也会增加睾丸素水平。在这项分析中，睾丸素的产生是一种进化适应性反应，旨在帮助个人应对环境威胁。例如，梅热和布斯报告说，男性睾丸素在与其他男性竞争之前会上升。梅热和布斯认为睾丸素可能与支配地位有关，而不是攻击性本身，攻击性行为是试图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副产品。


神经解剖学与犯罪


神经心理学家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是，对照外在行为绘制大脑结构和功能图，而不会对被研究的个体造成伤害。为了完成这项任务，研究人员目前已经开发了许多技术，包括脑电图、脑成像和神经心理学评估。


脑电图学


脑电图仪（EEGs）测量由大脑中神经元放电产生的电脉冲，并通过附着在头皮上的电极传递。有四种主要的脑电波模式，它们的频率不同，并且与不同的大脑功能有关［马丁（Martin），2006］。δ波是最慢的（频率为4 Hz），见于婴儿和深度睡眠的成年人；θ波（4Hz~7Hz）见于幼儿和昏昏欲睡的成人；α波（8Hz~12Hz）与成年人的放松状态有关；β波（12Hz~30Hz）与注意力集中有关。

五十多年来，研究者对脑电波和反社会行为相关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大量的研究显示，罪犯和反社会人群中有明显的脑电波异常。最一致的发现是，在休息的条件下，许多反社会人格者脑电波呈高水平的慢波活动，即α波的活动变慢［费恩（Finn）等， 2000；林伯格（Linberg）等，2005；梅德尼克等，1981］，以及出现相对丰富的低频θ波和δ波［皮尔曼（Pillmann）等，1999］。此外，研究发现这些异常尤其发生在大脑的额叶区域（费恩等，2000）和左半球［德克尔（Deckel）等，1996；皮尔曼等，1999］。回想一下，额叶与高水平执行功能相关，而左半球与语言和语言推理功能相关。

已有两个主要假设来解释罪犯大脑活动缓慢的原因。第一个假设是，由于慢脑电波是儿童的特征，成年人的慢脑电波活动可能反映出其神经发育迟缓。然而，纵向研究并不支持这种解释（梅德尼克等，1981）。第二个也是更广泛被接受的假设是，慢脑电波是产生早期报告的慢ANS反应的同一病态表现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缓慢的脑电波有助于解释一些潜在罪犯没有被唤醒的原因（雷恩， 2002a）。

另一项脑电图研究检验了脑电波模式，称为事件相关电位（ERP），它是对内部或外部刺激的反应。大多数研究检验了一种叫作P300的ERP（表示在刺激出现后300毫秒是一个正峰值），这种ERP是通过给被试提供一种需要他们注意的新刺激（如区分两种听觉音调）来激发的。典型的发现是，与非临床样本相比，反社会人格和物质依赖的个体会产生较低幅度的ERP波和较长的反应延迟（潜伏期）［参见高（Gao）和雷恩，2009年的荟萃分析综述］。P300振幅被认为是心理处理能力的量度，而等待时间是处理速度的量度［波利奇（Polich），2007］。因此，低振幅和长延迟被认为反映了注意力、记忆和认知加工的缺陷。波利奇在额叶、颞叶和顶叶脑结构中进行了这项研究。

虽然脑电图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现异常脑电波模式检测到的功能障碍，但脑电图并不理想地适合于绘制大脑结构和功能图的任务。一个EEG电极接收来自数百万个神经元的信号，其中许多神经元可能离电极有些距离。近年来，大脑成像技术已经成为研究大脑结构和功能的首选方法，可以帮助研究人员直接观察大脑异常区域。


脑成像


有几种不同的脑成像研究方法（马丁，2006）。一些技术提供了大脑的静态三维结构图像，计算机断层摄影（CT）通过分析以180度旋转通过大脑的X射线来实现这一点，磁共振成像（MRI）检测磁场通过大脑时原子粒子的变化，其他技术提供了正在进行的大脑活动的图像。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基于大脑中葡萄糖代谢和氧消耗的测量显示神经元活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摄影（SPECT）跟踪注入血流的放射性化学物质的流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测量氧浓度对血液磁性的影响。

就大脑结构而言，研究表明反社会人格和暴力个体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神经特征。CT研究显示，更多右半球颞叶的异常［赫克（Hucker）等，1988］和更小的左侧颞叶和额叶［怀特（Wright）等，1990］的特征在暴力性犯罪者中比在非暴力对照组中更容易被发现，尽管其他研究没有重复这些发现［朗之万（Langevin）等，1989］。磁共振成像的发现与之更倾向一致。多兰（Dolan）等（2002）比较了18名人格障碍罪犯和21名对照组成员，发现人格障碍的罪犯样本中颞叶体积比对照组小20%。类似地，许布纳（Huebner）等（2008）发现患有品行障碍的男孩的大脑灰质平均体积减小了6%，尤其表现在左侧额叶和两个颞叶的灰质中。

对大脑活动的研究加强和扩展了反社会个体生理结构异常的发现。使用PET，沃科夫和谭克雷迪（Volkow and Tancredi，1987）发现暴力犯罪者的前额和左侧颞叶在休息时葡萄糖代谢减少。同样，PET研究在执行任务的代谢活动中报告了反社会个体前额叶和颞叶的异常［戈耶（Goyer）等，1994；雷恩等，1997］。SPECT研究报告显示，反社会个体大脑前额叶皮层、颞叶皮层和大脑皮层下前脑结构中的血流量减少，这种结构与被称为海马体结构的记忆功能有关［桑德斯特罗姆（Sondrestrom）等，2000；翁（Wong）等， 1997］。最后，fMRI研究报告了反社会个体神经活动的减少，主要是额叶、颞叶和边缘系统（大脑皮层下前脑结构的集合，包括海马体和杏仁核，与学习、记忆和情感相关联）［比尔鲍默（Birbaumer）等，2005；基尔（Kiehl）等, 2004；穆勒（Müller）等, 2003；沃尔姆（Vollm）等, 2004］。比尔鲍默等（2005）对10名精神变态者和10名非精神变态者进行了对照研究，给他们呈现了表现痛苦压力的人脸照片，该程序旨在验证条件性恐惧的获得和维持。比尔鲍默等发现非精神变态者在边缘—前额叶回路中表现出显著的激活，而精神变态者则没有。他们得出结论，精神变态者在处理情绪和预测痛苦事件方面存在神经缺陷。

总之，脑部成像研究发现，反社会人格和暴力罪犯存在一系列结构和功能上的神经缺陷。虽然这些发现有一些不一致之处，但总的来说，结构成像已经识别出颞叶的异常，功能成像已经识别出前额叶皮质的异常。关于反社会人格的大脑成像研究的更详细的评论，参见巴萨拉斯（Bassarath）（2001）、布夫金和勒特雷尔（Buffkin and Luttrell，2005）以及杨（Yang）等（2008）的研究。


神经心理学仪器


虽然脑成像技术提供了脑功能位置的准确信息，但对脑功能的日常心理评估通常使用一系列认知测试来进行。通过向被试展示不同的认知任务，可以得出关于大脑中那些被认为参与执行这些任务的区域的功能的结论。

评估认知功能最常见的工具是一般智力的测量表。罪犯的智商平均比正常人低8~10分（100分满分），这是犯罪学中较有影响力的发现之一，研究可以追溯到近一个世纪前［多尔（Doll），1920；赫斯基和辛德朗（Hindelang），1977；莫菲特等，1981；韦斯特（West）和法林顿，1977］。当其他可能的混淆因素，如父母犯罪、社会经济地位水平及罪犯是否被抓得到控制时，智商对犯罪的影响仍然存在。学前儿童智商低可能预示了以后的犯罪［利普西特（Lipsitt）等，1990］，被释放囚犯的低智商是再犯的独立假设因素［甘德鲁（Gendreau）等，1996］。正如假设的那样，终生持续的罪犯的智商得分低于仅限于青少年时期的罪犯［唐纳伦（Donnellan）等，2000；莫菲特，1993］。

然而，对智力的测量很少提供大脑不同部分如何运作的信息。一些测试将智力分解成不同的能力。例如，韦氏成人智力量表（WAIS-III）的最新版本包括14个子量表，在口头任务（如定义单词的含义）和表现任务（如组装块）上进行了广泛的划分。罪犯的典型特征是在口头任务上得分特别低，严重、顽固的罪犯的得分只有12分［安德鲁（Andrew），1977；宾德（Binder）, 1988；科内尔（Cornell）和威尔逊, 1992；赫斯基和欣德朗（Hindelang）, 1977；莫菲特，1993］。口头任务被认为提供了一种抽象推理和社会性判断的量度，低分数通常被解释为左半球功能存在障碍。

还有许多其他单独的测试被设计来测量特定的认知能力。集中注意水平被用来测量执行能力。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执行能力指的是面向目标行为的规划和执行中涉及的认知过程。这些过程包括推理、解决问题和认知灵活性，由额叶负责，更具体地说，由前额叶皮层负责［摩根和利林费尔德（Morgan and Lilienfeld），2000；罗亚尔（Royall）等，2002］。有关执行能力的常见测试包括迷津测试（PMT），要求被试从迷宫中走出，以及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试（WCST），要求被试根据特定规则对包含不同数字、颜色和形状的卡片进行分类。测试用来捕捉执行能力的复杂特性。在一项荟萃分析中，摩根和利林费尔德（2000）回顾了39项研究，涉及6项执行能力检验测试中的至少一项。他们发现反社会个体的执行能力存在显著缺陷。在另一项荟萃分析中，奥格尔维（Ogilvie）、斯图尔特（Stewart）、陈（Chan）和岑（Shum）检验了摩根和利林费尔德研究发表后的42项研究，这些研究涉及15项有效测试中的至少一项。他们同样发现反社会个体的执行能力受损的现象。

关于认知缺陷对犯罪的影响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仍有争论［麦格朗（McGdoin）等，2004；沃德和蒂特尔（Tittle），1994］。前者认为，认知能力较差的人更容易犯罪，因为他们的决策能力、社会判断力和冲动控制能力受到损害。后者认为，由于这些认知缺陷存在，这些人在学校和其他对社会发展很重要的生活领域表现不佳，这增加了他们犯罪的风险。认知缺陷对犯罪的影响很有可能包括直接的生物影响和间接的环境影响［奎伊（Quay），1987］。下面讨论的生物社会方法的另一个方面是，环境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认知缺陷。


神经环境因素与犯罪


每一种环境经历都会对大脑结构产生影响，这是大脑正常发育的一部分。然而，本节更狭隘地关注其对神经功能的影响及其随后在犯罪中的作用。这些环境因素可能包括围产期创伤、儿童期被虐待和忽视、饮食不良、接触毒素和物质滥用。


围产期创伤


围产期因素指的是个体出生前后的事件，时间包括出生前和出生后的第一周。对婴儿的不良事件包括母亲在怀孕期间吸烟、吸毒和酗酒，以及婴儿的出生并发症，如缺氧、依靠产钳分娩和出生体重轻。

现在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如果母亲在怀孕期间吸烟，孩子在童年期和成年期出现问题行为的风险就会增加［布伦南（Brennan）等，1999；惠吉布里特（Huijbregts）等，2007；琳内特（Linnet）等， 2003；莫恩（Maughan）等，2004；尼格（Nigg）和布雷斯洛（Breslau），2007］。香烟中的两种成分——尼古丁和一氧化碳，被认为是罪魁祸首，因为它们对神经递质系统的发展产生了有害影响［欧尔斯（Ols）， 1997］。在一项研究中，布伦南（1999）发现，与不吸烟者的后代相比，每天吸烟20支的母亲的后代中成年期暴力犯罪的比例是不吸烟母亲后代的两倍。后代暴力犯罪的程度随着母亲吸烟量的增加而增加。此外，当胎儿暴露于吸烟环境中，且出现上述出生并发症时，二者会相互影响，二者的同时出现导致孩子成人期犯罪增加了五倍。最后，母亲吸烟的影响只适用于终生持续的罪犯，而不适用于青少年罪犯。

母亲在怀孕期间饮酒也会对孩子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在极端的情况下，孩子可能会发展成胎儿酒精综合征，导致严重的发育迟缓、身体异常和神经功能障碍［奥利里（O’Leary）， 2004］。琳内特等（2003）检验了9项研究，内容关于产妇饮酒和儿童行为结果。他们发现饮酒与注意缺陷障碍（ADHD）发病率的增加和类似的行为如注意力不集中、冲动存在关联。

关于出生并发症长期影响的研究结果更为复杂，通常涉及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雷恩等（1997）在对4269名男性进行抽样调查后，发现出生并发症与母亲排斥反应相结合，预示成人暴力犯罪，但不预示财产犯罪，且仅适用于早发犯罪。同样，皮奎罗和蒂贝茨（Piquero and Tibbetts，1999）在对867名男性的预期纵向研究中发现，出生并发症与不利于成长的家庭环境相互作用，增加了成年人做出暴力行为的风险。


儿童期被虐待和忽视


正如前文关于罗马尼亚孤儿的讨论所表明的，不利的童年经历对儿童大脑发育有潜在的重大影响。然而，很少有人研究儿童被虐待和忽视、大脑功能和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雷恩等（2001）使用fMRI检查了四组人的大脑功能：（1）童年期经历过严重虐待但没有暴力史的人；（2）童年期经历过严重虐待并有过暴力经历的人；（3）童年没有虐待经历但有暴力历史的人；（4）童年期没有经历虐待，也没有暴力历史的对照组。与未受过虐待的被试相比，受过虐待的被试（不管他们遭受的暴力状况如何）大脑皮层活动减少，特别是在左半球。然而，与经历过虐待的非暴力个体相比，经历过虐待的暴力罪犯表现出右半球功能减弱。总的来说，研究结果表明，童年期的虐待经历会导致大脑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建立在现有的右半球功能障碍的基础上，从而增加了暴力行为的风险。

然而，雷恩等（1998）早先的一项研究没有发现与虐待相关的大脑功能障碍增加。雷恩等检验了被定罪为杀人犯的罪犯前额叶功能，样本分为两组，一组是贫困的人，另一组则来自条件相对较好的家庭。研究人员发现来自一个较好家庭的杀人犯的前额叶功能损伤程度更大。研究人员解释了这一发现，认为来自贫困背景的罪犯参与犯罪主要是由于环境因素；然而，来自较好家庭的罪犯尽管有相对的环境优势，却实施了犯罪行为，那么，他们很可能天生就有生物性缺陷。很可能是儿童期被虐待和忽视的程度很严重，才会产生脑功能障碍，这可以用当前的脑成像技术观察到。


饮食不良


对饮食不良和反社会行为之间联系的研究已经证实了某些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多不饱和脂肪酸不足、对特定食品或食品添加剂不耐受和食用糖及其他精制食品存在影响。本顿（Benton）（2007）的一系列荟萃分析研究了这些因素对暴力和反社会行为的不同影响。

微量营养元素缺乏可能会干扰神经化学物质如5-羟色胺的产生，从而影响行为。有三项研究来说明了维生素补充对不当行为的影响：在第一项研究中，被试是被监禁的青少年；在第二项研究中，被试是被监禁的成年人；在第三项研究中，被试是有违纪记录的在校儿童。这三项研究发现，在被试服用补充剂后，违反规则的行为显著减少了28%至47%。

大脑是一个脂肪器官，特别是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它们必须通过饮食获得（即它们不是由身体制造的）。本顿研究了多不饱和脂肪酸补充剂对儿童ADHD和成人攻击性的影响。他没有发现任何可靠的证据证明这些补充剂能改善多动症。然而，就成年人而言，一项涉及八项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补充一些物质后，个体的暴力行为显著减少。

对某些食物的不耐受会导致吸收不良或其他不良反应，尽管这种情况影响行为的机制尚不清楚。大多数研究已经检验了食物不耐受对儿童多动症的影响。有五项研究检验了系统地从饮食中消除问题食品的功效。所有研究都报告了干预后行为的改善。本顿的结论是，有证据表明，一些食物——尤其是小麦、奶制品和巧克力——会加剧ADHD的症状。然而，食物和治疗的效果因人而异。

最后，糖的消耗会影响血糖水平，进而影响大脑功能。摄入过多的糖被认为会刺激胰岛素的产生，导致摄入后2~4个小时血液中的糖含量降低，这种情况在极端情况下会出现低血糖。人们普遍认为摄入糖会增加攻击性。本顿发现摄入糖和暴力之间有联系的证据很弱。在正常成人中，血糖下降到发生低血糖的程度是罕见的。然而，一些人容易受到低葡萄糖水平的影响，因此他们可能变得更加暴力和易怒。


接触毒素


重金属如铅和锰毒性很高，如果它们进入血液，会严重影响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比如，铅会影响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功能，而锰会影响5-羟色胺的水平［马斯特斯（Masters），1998］。环境污染可能会导致毒素暴露，一些重金属可能会进入食物循环。

一项研究涉及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马斯特斯（1998）研究了铅和锰暴露对犯罪率的影响。他比较了1165个美国县的铅和锰污染数据与犯罪率，覆盖人口超过1.3亿。他控制了广泛的社会人口因素，发现这两种金属对犯罪率都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内文（Nevin， 2007）采用纵向设计，研究了9个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芬兰、意大利、德国和新西兰）学龄前儿童血铅水平与随后全国成人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血铅水平可以预测青少年犯罪、财产犯罪、暴力犯罪和重复犯罪的发生率。

其他研究检查了较小的目标样本。尼德尔曼（Needleman）等（1996）测量了301名男生骨骼中的铅含量。血铅水平与教师和家长对攻击性和违法行为的评价相关。戈特尔沙克（Gottschalk）等（1991）发现与对照组相比，暴力罪犯头发中的锰含量更高。在一项涉及250名儿童的预测性纵向研究中，怀特等（2008）对孕妇血铅浓度进行了产前测量，随后在接下来的6.5年里对儿童进行了定期测量。母亲和孩子的血铅水平都预测了孩子成年后会有更高的被捕率。


物质滥用


关于物质滥用和犯罪之间关系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暴力上。研究一直表明，物质滥用在暴力犯罪中所占比例很高。例如，澳大利亚［迪尔登和佩恩（Dearden and Payne），2009］、英格兰和威尔士［克肖（Kershaw）等，2008］以及美国（美国司法部， 2009）的统计数据表明，在所有暴力犯罪中，大约一半的犯罪行为人在犯罪时使用了酒精，而在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案件中，犯罪行为人使用了某种其他类型的毒品。物质滥用的药理学作用直接导致的暴力必须与非法毒品交易中的纠纷或使用者为获取金钱购买毒品的活动相关的暴力区别开来。物质滥用的药理作用可能是心理功能短期改变或大脑结构长期受损的结果。物质滥用影响行为的神经机制因物质而异，但一般来说，都包括多巴胺和5-羟色胺在内的各种神经递质水平发生变化，前额叶功能受损［博尔斯和米奥托（Boles and Miotto），2003；菲什拜因（Fishbein）, 2000；唐科拉和塔特（Giancola and Tarter）, 1999］。

物质滥用根植于文化、社会和情境环境中，将药理学作用与其他因素隔离开来已被证明是研究者面临的挑战。在对文献的回顾中，博尔斯和米奥托（2003）得出结论：酗酒与物质滥用和暴力直接相关的证据最强。然而，酒精对攻击性的影响在那些对暴力有预先存在倾向的人身上最为明显。此外，关于酒精诱导的去抑制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神经系统的现象，或者是一种基于心理的现象，这种现象与酒精消费的预期效果有更大的关系，也有争论。一些暴力罪犯可能会用酒精作为他们行为的理由。

有关其他类型的物质，博尔斯和米奥托发现，暴力行为与苯二氮卓类、安非他命、可卡因和苯环利定（PCP）的药理学作用有关。他们没有发现大麻、鸦片和致幻剂与暴力行为有关联的证据，尽管致幻剂可能会引发预先存在精神病理的个体的暴力发作。

第四节 综合分析：犯罪的神经心理学理论

前几节的重点是报告关于犯罪与大脑关系的研究结果，将这些发现组织成连贯的犯罪解释模型是本小节的任务。本章回顾的研究结果对神经因素在犯罪中的作用给出了一个复杂的、有时似乎矛盾的描述。四种解释——低唤醒、奖励支配、前额叶功能障碍和脑半球功能得到了描述。

每一项都解释了不同方面。这些解释不是相互排斥的，每个解释都可以描述一组特定的犯罪模式或罪犯类型。


低唤醒


反社会行为最一致的神经关联之一是低唤醒。实验表明，ECG和GSR测量的ANS功能和EEG测量的皮层脑电波活动显示出反社会个体的低唤醒特征。反社会的个体已经被证明具有较低的静息唤醒水平，并且对厌恶的刺激反应较少。导致低唤醒的神经过程被认为与网状结构有关［艾森克（Eysenck），1967；利肯（Lykken）， 1957］。网状结构是一种后脑结构，具有进入边缘系统和额叶皮质的神经通路。低唤醒被认为是网状结构无法有效激活皮层功能所致。

反社会个体的低唤醒被认为以两种方式增加了犯罪倾向。首先有人认为，大脑皮层唤醒水平较低的个体将寻求通过外部唤醒水平的提高来弥补（埃利斯和沃尔什，2000；艾森克，1997；雷恩， 2002b、2002c；沃尔什，2009）。根据这一推理，人类有一个他们认为舒适的最佳唤醒水平。低水平的内在唤醒被个人视为无聊。因此，低唤醒的个体倾向于寻求刺激，以将觉醒提高到最佳水平，缓解无聊。因为寻求感觉的人没有被充分唤醒，利他林，一种旨在提高多巴胺水平的兴奋剂，被用来治疗ADHD。然而，追求轰动效应的一个后果是，个体参与激动人心的危险活动的可能性增加，其中可能包括非法行为。除了有形的奖励，对于许多犯罪的罪犯来说，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如偷车和破门而入，可能是其中的刺激。此外，低ANS唤醒与对厌恶性刺激相对不敏感有关（埃利斯和沃尔什，2000；雷恩，2002b、2002c）。如果疼痛感受不那么强烈，有人认为个体会不那么压抑，会更无畏，因此更容易冲动和鲁莽。参加战斗需要一定程度的韧性和无视受伤的可能性。此外，对疼痛的不敏感性使得个人对纠正性环境反馈的反应更少。低唤醒的人更难管教，也更难从经验中学习，因为有害后果对他们的影响较小。

应该指出的是，与低唤醒相关的属性并不一定不好。正是这种追求刺激的效应驱使人们攀登珠穆朗玛峰或者独自环游世界。正是无畏让战争英雄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他的同伴。低唤醒的支持者认识到，社会发展和其他环境体验在塑造寻求感觉和冒险行为的表现方式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奖励支配


一些研究人员［福尔斯（Fowles），1988；格雷（Gray），1982］提出了大脑中存在两个对立但独立的调节系统来控制自愿行为的表现。行为激活系统（BAS）通过处理奖励线索来鼓励行为；行为抑制系统（BIS）通过处理惩罚线索来阻止行为。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两种系统的强度大致相当。然而，拥有主导BAS的个人更容易冲动；BIS占主导地位的人更容易焦虑。有人认为，在罪犯中，BAS的影响比BIS更大。因此，罪犯对奖励的预期比对惩罚的威胁更加敏感，他们的行为会倾向冲动，会弄巧成拙。

在结构上，连接边缘系统和左侧额叶的神经元已经被确定为BIS/BAS功能的位置（格雷，1982）。边缘系统的功能之一是调节恐惧，这在学习某些行为与其不愉快后果之间的关联的能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额叶和边缘系统的相互作用与精神病患者在条件性恐惧实验中在这些区域神经活动减少的发现一致（比尔鲍默等，2005）。

有关BIS/BAS调节作用的行为研究，包括个体在负面反馈任务中行为的持久性。一个常见的研究设计是将玩电脑游戏时的反社会策略和行为紊乱的个体与对照组进行比较［马西斯（Matthys）等， 1998； 奥布里恩（O’Brien）和弗里克（Frick）, 1996］。这些游戏在最初会提供一些轻松的胜利，然后逐渐增加损失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损失越来越大，反社会和行为紊乱的参与者比对照组更有可能坚持玩下去。这种对短期奖励的关注和相应的对惩罚的忽视不仅是犯罪行为的原因，也解释了罪犯样本中赌博成瘾和物质滥用的高发生率（埃利斯和沃尔什，2000）。


前额叶功能障碍


虽然大脑的许多结构在某个时候与反社会行为有关，但最一致的发现是额叶功能障碍，尤其是负责执行功能的前额叶皮质的功能障碍。反社会和暴力个体前额叶异常的发现来自使用脑电图、大脑成像和神经心理学仪器的研究。与对照组相比，罪犯样本在前额叶皮层显示出较少的神经活动，并且执行与前额叶结构相关的认知任务的能力较低。

执行功能和犯罪之间的概念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执行功能涉及计划、情绪控制、移情和道德推理等任务（雷恩等，2000；雷恩和杨，2006）。正是前额叶皮层的复杂性使人类大脑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大脑有很大的不同。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与前额叶皮层相关的技能对于个体在社会群体中合作生活的能力至关重要。前额叶皮质的损伤与冲动、决策障碍、麻木不仁和缺乏同情心的发展有关［贝哈拉（Bechara）等，1997；达马西奥（Damasio）等，1994］。

执行功能是最后一个需要发展的认知过程，其最终的成熟直到个体20岁出头时才出现（斯腾伯格，2005）。执行功能的规范发展有助于解释仅限于青少年时期的犯罪和年龄—犯罪行为曲线。在病理发展的情况下，执行功能的损害可能是大脑结构遗传缺陷和不利发展经历的共同结果。


脑半球功能


罪犯样本中大脑异常的偏侧化现象也被发现，其中左半球功能障碍是最常被报告的。左半球在语言和推理等分析性的功能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右半球专门合成信息，因此更大程度上参与需要整体分析的任务，如空间感知任务。与对照组相比，反社会个体的左半球脑电波活动缓慢和结构体积减小的现象比右半球更为普遍。此外，神经心理学测试始终显示，与任务相比，罪犯在语言上表现不佳，这种差异被认为反映了其左半球功能低下。

有人认为，左半球功能障碍导致基于语言的推理能力不足，使个体更难理解和遵循社会规则［埃利斯和沃尔什，2000；弗洛-亨利（Flor-Henry），1989］。除了左半球的缺陷，研究人员认为个体大脑右半球的相应能力也有问题。右半球主要与负面情绪和冲动行为的增加有关（埃利斯和沃尔什，2000）。

应该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研究人员都赞成左半球功能失调的解释。雷恩等认为，一些罪犯，特别是那些被指控犯有暴力罪的罪犯，其特征是右半球异常。正如右半球与消极情绪的表达相关，它也参与了对他人情绪的识别。

第五节 结论和评价

大脑在最终导致犯罪的一连串事件中占据中心位置。它的作用是接收和处理生物和环境数据，并发起和管理可能包括犯罪行为的应对措施。就犯罪行为有遗传基础而言，基因的作用是通过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来实现的。就犯罪行为是由环境造成的而言，环境经历导致的学习必须编码在大脑的神经元回路中。就天性或教养的争论而言，所有行为，包括所有犯罪行为，都不可避免的是生物社会性的。大脑的物理结构是由生物和环境因素共同决定的。

正常的大脑发育和病态的大脑发育在犯罪中扮演的角色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正常的大脑发育指的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成熟过程。大脑结构和功能随时间发展的正常模式有助于解释不同年龄的一般犯罪风险的变化。冲动、冒险和寻求感觉的程度，以及道德推理的能力，在整个生命过程中都会发生变化。男性尤其会在青春期早期经历睾丸素的激增和神经递质活动的变化，在这个年龄，青少年犯罪也开始普遍存在。额叶和执行功能的最终成熟要等到20岁出头，那时大多数罪犯开始不再犯罪。

病理性大脑发育是指罪犯和非罪犯在大脑结构和功能上的差异。有强有力和一致的证据表明，许多罪犯有神经缺陷，这是他们犯罪活动的基础。这些缺陷包括自主功能缓慢、生化活动中断、大脑结构异常和大脑功能受损。这些缺陷的影响是使个人倾向于发展出冲动、冒险、冷酷，有时甚至是暴力行为。

本章回顾的研究结果可以在犯罪生涯框架的多途径模型中得到最好的理解。需要强调的是，在本章回顾的大多数研究中，实验样本包括持续的反社会、心理变态和暴力个体，即犯罪严重程度最高的罪犯。在对终生持续性犯罪和仅限于青少年时期的犯罪进行直接比较的研究中，仅在终生持续性样本中发现了功能障碍的证据（布伦南等，1999；唐纳伦等, 2000；莫菲特, 1993；莫斯特和卡斯皮, 2001；雷恩等，1997）。对于青少年罪犯来说，正常大脑发育的影响最为显著。虽然大脑在所有犯罪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并非所有罪犯都有神经损伤。

本章重点讨论了各种属性的神经基础——寻求感觉、冒险、无畏、冲动——这些属性可能使个人容易犯罪。如何将这些属性组织成一个连贯的人格模型是第五章的主题。


第五章 人格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研究了犯罪的生物社会学基础。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强调的是犯罪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没有一种基因或神经方面的特征可以区分罪犯和非罪犯，犯罪也不能用单一的罪犯属性来定义。相反，犯罪倾向可能涉及各种不同的个人特征。已经有一些讨论是关于这些属性都包括什么特征。比如，在前一章中，感觉寻求、冒险和冲动都被认为是犯罪行为的潜在促发因素。在这一章中，我们以更系统的方式揭示了可能增加个人犯罪可能性的个人属性。

对人的属性的研究属于人格心理学的领域。人格可以广义地定义为一个人一贯和持久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情感反应。本章对人格的关注标志着我们转向了对犯罪行为更加开放的心理学观点。基因和神经元是物理实体，而人格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涉及思想、感情和行为。虽然我们对人格的分析仍然坚定地站在生物社会性的角度，但我们的出发点是生物过程的心理表达，而不是生物过程本身。本章首先对人格特征的概念进行了研究，然后回顾了犯罪和人格各方面之间的关系，最后对反社会人格障碍以及这种结构对理解犯罪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第一节 人格的特质方法

在解释人格方面有多种方式。事实上，大多数心理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人格理论。然而，在这一章中，我们特别关注那些将人格理解为被称为特质的亚单元的、有组织的理论。


什么是人格特质


每天，我们都用特质描述来概括自己和他人的个人属性。根据我们对某人行为的观察，我们可以将他描述为自信的、懒惰的、慷慨的、随遇而安的、无条理的等。我们可以通过限定这个人拥有这些属性的程度来完善我们的描述，比如，他可能非常自信，但只是稍稍懒惰。无论如何，我们假设这些标签反映了个人的一些基本情况，并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这个人在现在和将来的各种不同情况下都可能非常自信以及有一点懒惰。采用人格特质进行分析，是我们处理信息和理解社会及世界的有效方式。

同样，对人格特质感兴趣的心理学家试图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降低到可管理的分析单位，以便建立解释和预测模型。特质论者试图以允许对人格进行实证研究的方式来定义和修正人格的组成部分。尽管对特质的确切定义存在争议，但大多数理论家都同意，不同的个体会拥有不同的特质，而且强度不同。一个一贯表现出攻击性行为的人被认为比一个不一贯表现出攻击性行为的人具有更强的攻击性。特质研究的目标是识别和衡量个体之间的差异。

也许特质论者之间最大的分歧涉及因果关系的问题。对一些理论家来说，特质只是行为的描述性总结。只有当一个人被观察到足够频繁地采取攻击性行为，表明他的行为有一种趋势时，他才会被描述为攻击性的。这些理论家只对人格结构感兴趣——没有对因果关系做出假设。然而，其他理论家认为，特质是内在的倾向——主要指驱动力和欲望——有助于引起行为。因此，一个人表现出攻击性行为的部分原因是他有攻击性特质。与此同时，对于这些理论研究者来说，外在行为的表达并不是特质存在的必要条件。一个人可能不会攻击别人——也许当他们数到“十”他也不会——但是他仍然有潜在的攻击能力。对于我们的分析而言，前面几章的明确结论是，许多特质在生物社会结构和过程中有其基础。因此，这些特质可以被认为不仅仅是描述性的标签，它们在行为中至少有着某种因果作用。


关于稳定性的争论


特质的一个必要特征是它描述了一致的行为模式。围绕特质理论的一个主要争论点是行为模式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一致性标准。一致性特征有两种表现形式：历时稳定性和跨情境稳定性。


历时稳定性


历时稳定性是指行为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个人一生中固定或改变的程度。特质论者假设，现在好斗的人长大后会好斗，将来也会好斗。另一种观点是，性格会随着个人的身体、社会性和智力成熟，随不断变化的环境、社会角色和积累的生活经验而产生波动。一个好斗的年轻人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柔和，回头看他以前的好斗行为，就好像是别人干的一样。

总的来说，纵向研究支持持久特质的观点，尽管有一些局限性。首先，一致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卡斯皮等，2005；麦克雷盖尔（McCrae）, 2002；罗伯茨（Roberts）和德尔韦奇奥（Del Vecchio），2000］。儿童和青少年正在建立他们个人身份认同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比成年人更多的行为差异。然而，到了30岁，大多数行为模式已经牢固确立。其次，特质被认为有生物学基础的特征——如前一章讨论的感觉寻求和冲动——比被认为对社会和环境影响更敏感的属性——如态度、观点和信仰——表现出更大的一致性［康利（Conley），1984］。再次，潜在的特征可能是一致的，但是它们的表现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童年的脾气暴躁在成年后可能会变本加厉，但两者都是不愉快的性格特征的产物（卡斯皮等， 1987）。最后，一个人拥有一种特质的力量可能相对于其他人保持稳定，但是绝对强度可能会发生改变［科斯塔（Costa）和麦克雷盖尔， 1994］。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讨论的，风险承担行为随着成熟度的提高而普遍下降。然而，那些在青春期表现出相比他们的年龄来说高风险行为的人，在以后的生活中也可能表现出相比他们的年龄来说高风险的行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格的稳定性对犯罪生涯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第三章指出的，儿童行为障碍是青少年和成人犯罪的良好预测因素，尤其是在终生持续犯罪的情况下（卡斯皮等，1995；格罗夫等，1990；朗本，1998）。我们将在下一章更详细地研究犯罪的发展方面。


跨情境稳定性


跨情境稳定性是指个体在不同情况下以相同或不同的方式行事的程度。特质论者认为，因为特质反映了普遍的行为倾向，所以任何特定特质的表现都会出现在一个人生活的不同领域中。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特质总是会出现，也不意味着它的表达总是一样的。一个好斗的人在葬礼上不太可能好斗（当然不是他们自己的），他的好斗形式在工作中可能与在运动中不同。然而，有人认为，当行为在一系列情况下聚集时，会出现一种持续的攻击性趋势。此外，情境主义者认为行为是高度可变的，是对不同需求和期望的具体反应。一个人在一个环境中可能会有攻击性，而在另一个环境中不会，这取决于环境。这种可变性使得特质的概念不可持续。

人格特质的测量和人的相关行为之间的相关性通常被发现在0.4左右［尼斯比特（Nisbett），1980］，这是一个可以被描述为中等的关联强度。争论双方都声称这个数字支持他们各自的立场。特质论者认为，显著的相关性表明行为模式围绕稳定的核心发展；情境学家指出，无法解释的差异程度很高，这证明了情境的作用。个人/情境争论的解决方法与天性/教养争论的解决方法相似。正如行为特征的获得被最好地理解为包括生物和环境因素一样，行为的表现也被最好地理解为包括性格和情境因素。此外，我们同样可以期待人格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对相同的情况做出反应。考虑两个朋友的情况，一个有高水平的消极攻击性，另一个有低水平的攻击性。当他们被一个喝醉的顾客搭讪时，他们正在酒吧里平静地与别人聊着天。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这种挑衅做出公然攻击性反应的概率，有攻击性的朋友比无攻击性的朋友要高。无攻击性的朋友也可能会在某个时候被诱导产生报复行为，但这需要更大的情境压力。与此同时，在挑衅之前，这两个朋友的行为没有什么外在差异。互动论者对特质运行方式的解释现在被理论家广泛接受，并产生了人格的特异性模型。根据特异性模型，虽然人们确实拥有特质，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特质差异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有意义。此外，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情况可能非常具体，只是偶尔会遇到。在上面的例子中，这位好斗的朋友可能对在公共场合受到侮辱特别敏感，但对其他形式的挑衅相对宽容。正如后文将会提到的，特异性模型对于人们为什么犯罪有着至关重要的启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犯罪倾向的人并不总是犯罪，以及为什么有的人有时会犯下明显不符合其人格特征的罪行。


识别关键特质


特质论者的两个核心问题是，什么是最重要的特质？特质之间有什么关系？描述一个人的人格有很多方法，术语之间往往有细微的差别。事实上，在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中，阿尔伯特和奥伯特（Odbert）（1936）仔细查阅了字典，并确定了大约4500个稳定的特质描述词汇。此后，研究人员的任务一直是将许多可重叠使用的特质减少到可管理数量的有意义和独立的概念。

目前已经使用了两种主要的方法：第一种是词汇方法，通过采用这种方法，特质描述被分组到概念相似的类簇中。比如，一个类簇可能包括敌对、头脑发热、好斗和脾气暴躁。构成给定类簇的同义词的数量被认为是对该概念文化重要性的衡量。在不同文化中对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有一致认可之处，人们认为它代表了一种与普遍性相关的人类特征。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是，人类会发明许多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就像因纽特人对雪有一百多个词语的重复描述，显然有时夸大）。使用词语方法，卡特尔（Cattell，1943）将阿尔伯特和奥伯特的描述词汇列表减少到35个类簇。

第二种是使用统计技术，如因子分析来获得类簇。大样本的人在一系列人格维度上评价自己,因子分析法揭示了哪些描述词汇倾向于汇聚在一起，哪些是不相关的。比如，那些容易产生敌意倾向的人可能会认为自己脾气暴躁，也可能不认为自己害羞。因此，敌意和暴躁会成为一个因素，害羞的属性会成为另一个因素。例如，“外向”与“害羞”呈负相关，因此两者会进入相同的因素群（“外向程度”），但处于相反的两极。当卡特尔（1946）用因子分析方法重新分析阿尔伯特和奥伯特的作品时，他进一步将类簇减少到16个人格因子。

正如上面的讨论所表明的，特质存在于不同的普遍性水平上。特质研究人员试图找到最少数量的特质来充分解释人类个性的广度。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们也意识到，随着个性变得更加包容，个性的重要细微差别可能会消失。这个问题是通过将特质组织成等级来解决的。对卡特尔16种人格因子的进一步因素分析导致了五种“高阶”因素的分离（卡特尔，1957）。这些新的高阶属性包括几个主要属性，这些属性似乎经常在个体中同时出现。例如，冲动的人也经常被发现善于交际，所以这两种特质（和其他一些特质）都有助于形成外向的高维属性。然而，这些高维属性并没有取代最初的16个因素，而是处于高于它们的水平。因此，这16个人格因子在一个层面上是独立的，在另一个层面上，它们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包含从属属性的更全面的衡量标准。

最近被广泛研究的等级人格理论是五因素或大五模型。五因素与卡特尔最初的五个高维属性不相同，但它们是词汇和因素分析研究同一系列的产物。图珀斯和克里斯托（Tupes and Christal， 1961）首次发现了与他们现在的形式相似的五个因素，并且基本的五个因素结构随后被其他研究人员重复验证［科斯塔和麦克雷盖尔，1992a、1992b；诺曼（Norman），1963］。该模式的支持者声称：这五个因素是个性的基本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少有的和包容的［戈德堡（Goldberg），1993；麦克雷盖尔和约翰（John），1992］。五个因素是开放性、责任心、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简称OCEAN。表5.1描述了这五个因素及其主要贡献特征。


表5.1 大五人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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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科斯塔和麦克雷盖尔（1992C）




测量特质


测量人格特质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但最常见的是陈述，如“我对长辈总是彬彬有礼”——被调查者表示同意或不同意。有时选择是两分法的（即“是”或“否”），但更常见的是，受访者在多维利克特量表（multi-point Likert scale）上找到一个代表他们的相对程度的位置（例如，“强烈同意”到“强烈不同意”）。对任何给定特质的测量都涉及许多陈述，这些陈述考察了特质表达的不同方面。试着用几个项目来衡量个性，就像是用两个项目的选择题来评估学生在一个学期的课程中的表现。由于情境的特殊性，重要的是要包含一系列全面的项目，以便全面了解情况，消除各种情境之间的差异。只要这些陈述都是对同一特质的测量，那么这些项目就可以求和以产生对个体特质强度的总体测量。

特质的测量从来都不是完美的，错误可能来自多个原因。一项测试可能没有足够的项目来捕捉这种特性，或者这些项目可能并不是在一起的。受访者的心理状态和动机也会导致错误。他们的反应可能会因情绪不同而有所不同，或者他们可能会故意伪造测试，罪犯有充分的理由试图给人留下好印象。测试的准确性被称为可靠性，由0 （完全不可靠）到1 （完全可靠）之间的可靠性系数给出。大多数已发表的测试具有介于0.7和0.9之间的可靠性系数。

一些测试工具被设计用来测量一个单一的特征，而另一些测试工具测量许多以高维特质组织的特征。研究者是使用单一特质还是高维特质工具取决于他试图回答什么问题。在单一特质方法中，研究者对与特定特质相关的行为类型感兴趣。在高维特质方法中，研究者感兴趣的是哪些特质对特定行为的解释最为重要［丰德（Funder），2007］。这两种方法都被用来研究犯罪。

第二节 单一特质方法与犯罪

单一特质研究从一个特定的兴趣特征开始，并检验它在犯罪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特质的选择是基于犯罪行为的基础特质的理论。回顾前几章，许多关键的人格维度在犯罪中被认为在理论上是重要的，包括利他主义、共情、感觉寻求和冲动性。


利他主义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许多罪行可以被定义为利他主义的失败。利他主义是一种在他人帮助下表现出自我牺牲行为的倾向。利他主义允许人类作为社会人发挥作用。进化心理学家的一个假设是利他主义基因和欺骗基因在基因库中互相争夺优势。虽然利他主义是人类的主导特征，但总会有一部分人是骗子，并试图利用利他主义，而欺骗者比利他者更有可能犯下犯罪行为。

出人意料的是，关于利他主义作为一种人格结构的研究很少，主要研究工具是自我报告利他主义（SRA）量表［拉什顿（Rushton）等， 1981］。SRA量表包括20个衡量利他行为的项目，如慷慨、帮助和志愿服务（如“我给了一个需要钱的陌生人钱”）。少数研究考察利他主义和反社会行为的结果好坏参半。拉什顿等（1986）对双胞胎的群体样本进行了SRA量表和攻击性测量。正如预测的那样，研究者发现两个指标之间存在负相关（-0.23）。此外，利他性的遗传程度为0.56，表明其有很强的遗传基础。然而，克鲁格（Krueger）等（2001）也使用了双胞胎的群体样本，发现利他主义和自我报告的反社会行为水平之间没有关联。他们还发现利他主义的遗传性证据很少，大多数差异是由环境因素造成的。克鲁格解释了他们的发现，质疑SRA量表中利他主义的概念是否足够宽泛，足以捕捉这种特质的全部本质。在另一项研究中，布克和昆西（Quinsey）（2004）发现，被监禁的精神变态罪犯、被监禁的非精神变态罪犯和非罪犯之间的利他性没有显著差异。

在概念上与利他主义—欺骗者维度相一致的其他量表中，已经有了更加持续的成功案例。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自检表［克里斯蒂和盖斯（Christie and Geis），1968］是一个包含20项内容的量表，重点关注受访者在与他人打交道时采取狡猾、操纵和肆无忌惮的方式的程度（如“与人打交道的最佳方式是告诉他们他们想听的话”）。克鲁格等（1981）发现SRA量表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自检表之间存在着反相关。在社区样本中发现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自检表与自我报告的精神变态相关［麦克霍斯基（McHoskey）等，1998；麦克霍斯基，2001；保卢斯（Paulhus）和威廉斯，2002；威廉斯和保卢斯，2003），与监狱囚犯精神变态的临床和心理测量有关［威迪格（Widiger）等，1996］。


共情


另一个属于人际交往广泛领域的特点是共情，共情是理解和分享他人情感状态的能力。这个定义确定了共情的两个组成部分：理解他人情感状态的认知能力和分享他人情感状态的情感能力。神经心理学研究发现与共情相关的结构和功能处于大脑前额叶皮层。共情能力被认为是执行功能的产物。缺乏共情者可能会做出对他人冷酷无情的行为，因此其犯罪风险会增加。

有许多共情测量，最突出的是Hogan共情量表（HES）［霍根（Hogan），1969］、情感共情问卷测量（QMEE）［梅拉比安和爱泼斯坦（Mehrabian and Epstein），1972］和人际反应指数（IRI）［戴维斯（Davis），1980］。IRI的一个示例问题是“我经常对不如我幸运的人有温柔、关心的感觉”。乔利夫（Jolliffe）和法林顿 （2004）使用这三种量表或其衍生工具，对调查共情和犯罪行为的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分析中只包括研究报告或官方刑事犯罪的研究。最后的样本包括35项研究，21项研究认知移情（涉及HES和IRI的一个分量表），14项研究情感共情（涉及QMEE和IRI的一个不同分量表）。所有研究的加权平均效应大小为-0.28，表明共情和犯罪行为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负相关（即低共情和高犯罪可能性相关）。关于认知共情，10项研究报告称，罪犯的共情能力低于非罪犯，而11项研究发现两组之间没有差异，产生的加权平均效应大小为-0.48（中等）。对于情感研究，4项研究发现罪犯之间的共情能力较低，9项研究没有发现差异，还有一项发现罪犯的共情能力高于非罪犯，产生的加权平均效果大小为-0.11（小）。

进一步分析这些研究，乔利夫和法林顿发现了一些影响效应大小的因素。对暴力罪犯而言，缺乏共情与犯罪之间的关系比性罪犯强，对年轻罪犯而言，这种关系比年长罪犯强。他们还发现共情作用与个体的智力和社会经济地位（SES）相关，并得出结论：对这些变量的控制失败会夸大效应大小。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罪犯和非罪犯之间的差异是由智力和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异而不是由共情能力来解释的。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多种解释。例如，就智力而言，低智力可能会独立地导致冒犯和低共情；智力低下可能导致共情能力低下，从而导致犯罪；或者低共情、低智力和犯罪可能是执行功能缺陷的附带产物。总之，虽然低共情和犯罪是相关的，但这种关系的性质是复杂的，可能是间接的。


感觉寻求


感觉寻求被定义为“寻求各种新颖、复杂和强烈的感觉和体验，并愿意为了这种体验承担身体、社会、法律和财务方面的风险”［祖克曼（Zuckerman），1994，第7页］。虽然感觉寻求和冒险是相关的，但是冒险是感觉寻求的可能结果，不是必要条件。唤醒理论和奖励支配理论为感觉寻求提供了替代解释。根据唤醒理论，内部刺激水平低的人通过寻找外部刺激来补偿，因此他们可能会从事危险行为，包括犯罪。根据奖励支配理论，当BAS比BIS更强时，个体更容易进行感觉寻求。

有两种主要的感觉寻求量表，40项感觉寻求量表（SSS-V）（祖克曼，1994）和20项Arnett感觉寻求量表（AISS）［阿内特（Arnett）， 1994］。AISS中的一个典型项目是“我可以看到在战争期间参加战斗是多么令人兴奋”。男性和年轻的受访者在感觉寻求方面的得分始终高于女性和年长的受访者（祖克曼，1994）。据研究报告，感觉寻求和一系列问题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包括自我报告的犯罪行为［盖茨克-科普（Gatzke-Kopp）等，2002；汉森（Hansen）和布雷维克（Breivik）, 2001；莫德基（Modecki）, 2009；纽科姆（Newcomb）和麦吉（McGee）, 1991；斯莫（Simó）和皮尔兹（Pérez）, 1991；怀特等，1987］、药品滥用［马丁等，2002；斯蒂芬森（Stephenson）等， 2002］、酒精使用［安德鲁和克罗宁（Cronin）, 1996；里德（Read）等， 2003］、危险驾驶［艾弗森和伦德莫（Iversen and Rundmo），2002］和赌博［布雷斯林（Breslin）等，1999］。与此同时，研究还发现感觉寻求和许多积极冒险行为之间存在关联，如参加体育运动［马尔金和拉比诺维茨（Malkin and Rabinowitz），1998］、追求刺激的职业［拜尔斯纳和拉罗科（Biersner and LaRocco），1983］，以及从事户外冒险活动［汉森和布雷维克（Breivik），2001］。这一点以前已经说过，但值得进行重复：人格特质可能会带来行为倾向，但环境在塑造个性表达方式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冲动性


冲动是指对短期而不是长期后果的预期行为表现。冲动性在理论上和生物学上与感觉寻求有关［赫尔和布沙尔（Hur and Bouchard），1997］，但是更特别地关注个人抑制或延迟自我满足欲望的能力。

冲动性的两个最常见的衡量标准是30项Barrett冲动性量表（BIS，此处不要与行为抑制系统混淆）［巴勒特（Barratt），1985］和54项艾森克冲动性量表（EIS）（艾森克和艾森克，1975）。EIS中的一个例子是，“你通常会不假思索地做事和说话吗？”在单一的特质测量中，冲动性吸引了最多的研究，也产生了最一致的积极发现，表明冲动性在犯罪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特质。在男性中，被定罪的罪犯比非罪犯更容易冲动［巴勒特等，1997； 卡罗尔（Carroll）等，2006］，女性犯罪同理［科马罗夫斯卡亚（Komarovskaya)等，2007］；高攻击性罪犯比低攻击性罪犯更容易冲动［爱德华兹（Edwards)等，2003；科马罗夫斯卡亚等，2007］；早发罪犯比晚发罪犯更容易冲动（卡罗尔等，2006）；在非正态的样本中，冲动性与自我报告的犯罪行为和违法行为的测量是正相关［卢恩格（Luengo）等，1994；怀特等，1994］。

也有证据表明情境对攻击性的特异性。莱纳姆（Lynam）等（2000）发现，冲动性和犯罪之间的关系在贫困社区比富裕社区更显著，但是在贫困社区和富裕社区的非冲动性青少年之间的犯罪中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冲动性和不利的情境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当两者都存在时，犯罪尤其可能发生。


单一特质方法的评价


总的来说，单一特质方法的研究证据表明，许多罪犯具有独特的人格特质，尽管交互作用的强度有时很弱，而且趋势也不总是一致的。单一特质方法的优点在于，它可以检验关于某些特质和犯罪之间关系的非常具体的、理论驱动的问题；缺点是，这种特殊性也可能导致罪犯人格的支离破碎。通常，不同的特质——如感觉寻求和冲动——可能会衡量同一概念的不同方面。单一特质方法所缺乏的是一个完整的人格模型，它能厘清特质之间的关系，而这种方法就是高维特质方法。

第三节 高维特质方法：艾森克的犯罪三要素理论

使用高维特质工具的研究从一个全面的人格模型开始，目的是确定这个模型在整体上对犯罪的解释程度。通过同时检验许多特质，可以检验特质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根据罪犯具有不同特质的程度来了解人格概况。此外，罪犯在人格模式上的测量差异可以发展出区分不同类型罪犯的类型学。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专门关注艾森克的三要素理论。艾森克是特质心理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们有很多理由选择他的方法，而不是其他可用的模型。首先，艾森克的理论详细描述了特质假设方面的原因，这些解释是基于遗传、神经、心理生理和环境因素的综合。大多数其他特质论者，包括那些对“大五”负责的人，对特质来自何处没有任何假设——他们的目的仅仅是描述人格的结构框架。其次，在犯罪技术方面，使用艾森克理论有着悠久的传统，艾森克本人对犯罪和反社会行为问题非常感兴趣。虽然犯罪学研究人员也使用了其他模型，但相比之下，有更多与艾森克相关的研究可供我们回顾。最后，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任何情况下，艾森克的三要素和其他理论家所确定的高维特质之间都有相当大的重叠。因此，专注于艾森克的三个要素不会有什么损失。


三个要素


艾森克的人格模型包括三个正交维度：精神质（P）、外向性（E）和神经质（N），缩写为PEN。每个维度都是一个高维特质，每个维度下面都有一些更具体、更主要的特质。这三个高维特质的等级性质如图5.1所示。比较表5.1和图5.1，“大五”和艾森克的三个要素之间的重叠显而易见。艾森克的E和N维度在大五模型中几乎完全相同，而P是低亲和力和低责任心的结合（克拉克和华生，1999；科斯塔和麦克雷盖，1995）。“大五”模型的剩余部分——开放性——与艾森克模型没有明显的匹配。然而，开放性与犯罪的概念关系最弱。这也是大五模型中争议最大的一点［德拉德（De Raad）等，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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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艾森克三个高维特质的层次结构图

资料来源：艾森克等（1992）



外向性和神经质是艾森克（1956、1970）确定的前两个高维特质。艾森克对外向性的定义扩展了对这个词的通常理解。除通常的社交和外向特征外，在更极端的情况下，艾森克的外向性还包括鲁莽的、不可靠的、脾气暴躁的、容易受到攻击的。在维度的另一端，内向性表现为胆小、矜持和谨慎。艾森克对外向—内向的解释涉及我们在上一章中遇到的皮层唤醒的概念。外向的人大脑刺激不足，要寻求积极的环境刺激（兴奋）来缓解无聊。艾森克通过因子分析研究发现的外向相关特征群——优势、社交能力、自信等——都有这种共同的神经根源，源自对外部刺激的相同基本需求。预计刺激的需要会增加犯罪行为的风险，增加冒险和削弱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

神经质涉及消极的情绪。神经质者是喜怒无常、焦虑和紧张的，易患抑郁症、恐惧症和其他身心疾病，如头痛和消化问题。另外，情绪稳定的人则是冷静的、平和的。根据艾森克的说法，神经质的生物学基础是自主神经系统的唤醒。回想前一章，交感神经系统增强生理功能，即“战斗或逃跑”反应，而副交感神经系统恢复生理平衡。具有高神经质的个体被假设具有相对快速反应的交感神经系统和缓慢反应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因此，神经症对负面环境刺激（压力）有更容易引起、更强烈和更持久的不良反应。根据艾森克的说法，犯罪与高度神经质有关，他认为神经质是行为的驱动力。在压力下，个人不太可能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更可能诉诸习惯性的应对方式。因此，情绪上的不稳定会加剧一个人先前存在的任何反社会的倾向。

外向性和神经质的生物学机制被认为是相互独立的。尽管两者都与唤醒和环境刺激有关，外向者感受到皮层唤醒令人愉快，而神经症患者感受到ANS唤醒令人不愉快。艾森克认为外向性和神经质（E-N）是交叉维度，产生了四种人格类型：稳定外向、不稳定外向、稳定内向和不稳定内向（见图5.2）。这四种性格与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描述的四种性格相似：多血质、胆汁质、黏液质和抑郁质。作为行为驱动因素，情绪不稳定会带来外向—内向维度中最糟糕的表现。因此，稳定外向的人（乐观的人）具有许多令人满意的品质，如社交能力强、外向性和随和，而不稳定外向的人（易怒的人）则具有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兴奋性、躁动性和攻击性。同样，性格稳定的内向者（性格冷漠的人）冷静、平和、深思熟虑，而性格不稳定的内向者（性格忧郁的人）喜怒无常、悲观、不爱交际。从这些描述中可以明显看出，高外向性和高神经质的结合会产生特别高的犯罪行为风险。

艾森克的第三个维度——精神质，是后来增加的，旨在填补E-N模型中的感知差距（艾森克和艾森克，1976）。精神质并不指精神病患者表现出的行为——妄想、幻觉等，相反，它描述了更接近反社会个体特征的行为。精神质高的表现出冷漠、残忍、冲动和麻木不仁，而精神质低的人则热情温柔。显然，犯罪被认为与高度精神质有关。艾森克认为精神质与高水平的睾丸素、低水平的5-羟色胺和单胺氧化酶（MOA）有关（艾森克，1992、1996）。他还认为，同外向性一样，这也可能与大脑皮层的唤醒不足有关［艾森克和古德松（Gudjonsson），1989］。在一张平面纸上用视觉表示三维是困难的，但是读者可以想象第三条线垂直穿过图5.2中横轴和纵轴的交点。第三个轴的增加使可能的人格类型增加了一倍，达到了八种，尽管这些人格类型的特征还没有被阐明。然而，当涉及犯罪行为时，高度精神质、高度外向和高度神经质的结合被认为是最有问题的特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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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神经质和外向性的关系



PEN与犯罪


艾森克构建了一个心理测量工具——艾森克人格问卷（EPQ），以测试他对PEN的预测。该工具的最新版本（EPQ-R；艾森克等， 1985）包含100个“是/否”问题：32个P问题（如“你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会停止思考吗”），23个E问题 （如“你是个健谈的人吗”），24个N问题 （如“你的情绪经常上下波动吗”），还有21个被列为“谎言量表”（如“你所有的习惯都好吗”）来试图找出那些过度关注创造良好印象的受访者。

从经验上看，对艾森克模型的支持情况比较复杂。凯尔（Cale） （2006）对研究进行了最新的荟萃分析，这些研究用PEN的方法检验了罪犯和反社会样本。大部分纳入的研究使用了EPQ，但是凯尔也采用了一些类似的量表。根据早先的统计分析［谢尔和特鲁尔（Sher and Trull），1994］，E包括社交能力的测量，N包括消极情绪的测量，P包括冲动性的测量。反社会样本通过自我报告或已知的反社会团体的成员（如监狱囚犯）来识别。然而，该分析仅检验了采用一般反社会行为测量方法的研究——那些检验特定罪犯类型和被诊断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个人的研究被排除在外。于是最终检验了52项研究，涉及97个独立样本。

凯尔的发现与以前的观点一致。她发现P与反社会行为有着最强的关联，98%的样本产生了正效果，加权效果大小为0.39（中等）；N与84%产生正效果的样本的关联度次之，加权效果大小为0.19 （小）；E与73%的样本产生正效果的关联最弱，加权效果大小为0.09 （弱）。


罪犯类型


虽然艾森克提出的三个因素提供了犯罪的一般理论，但他也认识到并非所有的罪犯都会在各方面得分很高。他认为罪犯群体的异质性可能有助于解释EPQ报告的一些薄弱的经验发现（艾森克和艾森克，1970；艾森克和古德松，1989；艾森克等，1977）。艾森克理论认为有两种广泛的罪犯类型：（1）高P、高E和高N；（2）高P、低E和高N。第一种在所有三个维度上都有经典的峰值，是主动犯罪者类型的峰值；第二种是低E，描述了不充足的罪犯类型。主动型被预测为“典型”罪犯——年轻、吵闹、智商低于平均水平、酗酒、容易暴力，并可能与同龄人一起犯罪。不充足的类型包括年龄较大、神经质、内向、可能有精神问题、社交关系和人际关系不佳，并且通常会在一时冲动之下冒犯他人。

研究支持了艾森克的类型学概念，但据报告，更多的PEN排列是存在的，而且并非所有可能性都可以在他的理论中得到解释［麦克尤恩（McEwan），1983；麦克尔（McGurk）和麦克杜格尔（McDougall），1981；万戴蒙（van Dam）等，2007］。万戴蒙等（2007）在被监禁的罪犯样本中确定了三组：（1）低P、高E和低N（63%）；（2）高P、低E和高N （29%）；（3）高P、高E和高N （8%）。万戴蒙等发现了艾森克发现的两种犯罪类型，但是它们只占样本的1/3。这些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典型的罪犯是一个稳定的外向者，且精神质水平较低。虽然这一发现显然与艾森克的理论相矛盾，但它与终生持续或仅限于青少年时期的犯罪的区别预测是一致的。在两个亚组（第2组和第3组）中发现的高P值可能是识别具有既定犯罪倾向的终生持续罪犯。伴随着高E和低N的低P分数（第1组）可能会识别青少年罪犯——基本上正常，如果是外向的，则没有特别强烈犯罪倾向的年轻人。


对艾森克理论的评价


面对各种各样的研究结果，人们一直在争论艾森克的高维特质是否可以用来解释犯罪，以及假定的生物学基础。在这三个因素中，模型的最新补充——P，与犯罪的关联性最大。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这个量表是特意为挖掘行为问题而设计的，它包含了攻击性、冷漠、反社会、冲动等特征，从表面上看，这些特质显然与犯罪有关。因此，大多数批评都保留在最初的E和N的维度上。

研究人员普遍认为E不是反社会行为的可靠预测因子，艾森克关于E值可能高或低的观点似乎承认了这一点。然而，这一结论造成了一个两难境地：被认为对E负责的机制是大脑皮层唤醒不足，E的弱点似乎使这一假设受到质疑。与此同时，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有很好的证据表明，许多反社会的人确实像艾森克预测的那样，大脑被唤醒。一个关键的问题似乎是高维特质结构中冲动的位置。在前面提到的单一特征研究中，冲动被发现是与反社会行为最一致的特征。最初，艾森克将冲动定位在E中，作为寻求感觉的伴侣，但后来他决定把冲动归于P （艾森克，1992；艾森克和艾森克，1978）。没有冲动，E包括许多与社交有关的项目（如“你有很多朋友吗”）。许多反社会的人在衡量积极的社会关系时得分不高，这也许并不奇怪。可能是冲动性是罪犯大脑皮层唤醒不足的关键关联。如果是这样，考虑到冲动在EPQ中的位置，那么皮层唤醒理论可能可以比E更好地解释P （凯尔，2006）。

有更好的证据表明N与犯罪有关，但是ANS唤醒的作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艾森克提出，高ANS唤醒会激发反社会倾向，从而增加犯罪的可能性。然而，应该注意的是，艾森克的理论与前一章得出的结论背道而驰。在前一章中，行动迟缓的ANS与反社会行为有关。有人认为，对压力的抵抗——而不是对压力的敏感性——通过让个人更加无畏，增加了犯罪的可能性。当艾森克将皮层唤醒和ANS唤醒视为彼此独立时，其他研究人员倾向于将它们视为同一唤醒现象的标记（埃利斯和沃尔什，2000；雷恩，2002b、2002c）。斯卡帕（Scarpa）和雷恩（1997）提出，ANS唤醒的作用因罪犯类型而异。增强的ANS对压力的反应（从而提高神经质）可能与“情绪”犯罪有关，而情绪超然的罪犯（如精神病患者）更有可能有反应缓慢的ANS （低神经质）。

总之，艾森克的理论提出了一种理解犯罪和反社会行为的综合特征方法。艾森克不仅提出了关键特质是什么，他还对这些特质的来源进行了解释。然而，他的人格模型及其与犯罪的关系在经验和理论上受到质疑。毫无疑问，不是所有的艾森克的预测都可以得到证据的支持。尽管如此，他的工作依然是开创性的，在第一个版本问世五十多年后，他的模型仍然吸引了研究人员积极的研究兴趣。

第四节 反社会人格障碍（APD）

正如第一章所指出的，许多研究人员使用反社会行为的概念，而不是犯罪作为他们研究的对象。反社会行为的定义独立于任何特定的法律体系，因此不受法律随时间和不同司法管辖区变化的影响。因此，在这一章和前几章中引用的许多研究都使用了根据反社会行为表现分类的个人样本。我们也曾在不同的时候提到有持续性反社会表现的人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APD），有时还被称为精神变态。在本节中，我们将更详细地研究APD及相关概念。我们追踪APD概念的变化以及用于描述APD的术语，也研究APD和犯罪之间的关系，并概述导致该疾病的关键人格特质。

APD的定义和相关术语


多年来，一系列令人困惑的标签——包括精神障碍、社会障碍、社交障碍和反社会人格障碍——被用来描述一系列被认为与反社会行为相关的行为和特征。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通过追踪反社会个体研究的学术史和临床兴趣来厘清这些术语之间的区别。

虽然历史上已经承认了一类特别肆无忌惮的人的存在，但是皮内尔（Philippe Pinel）在19世纪早期识别出极端反社会行为的一种“疯狂”典型。当时，所有的疾病都被认为是由推理障碍引起的。皮内尔指出，一些人行为不稳定、自我挫败，尽管他们从智力上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他创造了“manie sans dé lire”这个术语——没有谵妄的精神错乱——来表示疾病可能涉及除“心智”以外的其他能力。“道德错乱”一词成了皮内尔概念的英国化版本，更明确地强调了这种综合征涉及性格缺陷。到19世纪末，“精神变态”一词已经出现，以回应道德错乱的价值观念，最终，“精神变态人格”一词被广泛采用。

克莱克利（Cleckley， 1941）及他的名著《理智的面具》，对阐明我们今天所知的精神变态的经典特征产生了影响。克莱克利是一名执业精神病学家，他的书包含了二十多个他曾经接触过的精神病患者的案例研究。克莱克利提到的精神病患者和普通罪犯差别甚大。虽然许多人不可避免地与法律发生了冲突，但还有其他人没有，有些人甚至在他们选择的职业生涯中取得了成功。典型的心理路径不是电影中流行的嗜血连环杀手（尽管这样的人可能是精神病患者的极端例子），而是更常见的骗子、重婚者和冒名顶替者。克莱克利感兴趣的地方——反映在他的书的标题中——精神病患者带有一种很有能力又很擅长社交的气场，但这气场里其实是空虚的内核。精神病患者外表迷人、放松、看起来聪明，通常能给人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然而，面具很快就掉落了，他们精神上的不可靠、不真诚、自私和麻木不仁变得显而易见。精神病患者不仅给别人造成悲痛，而且往往也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他们无法维持对任何行动的长期承诺，经常通过鲁莽和冲动的行为从胜利的手中抢走失败。


表5.2 APD DSM-IV-TR（美国精神病学学会，2000）标准与 精神疾病克莱克利（1941）和黑尔（1991）标准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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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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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反社会者”一词与精神障碍患者一起使用。从一开始，精神疾病就被认为是一种器质性缺陷。另外，社会障碍一词强调了反社会行为的社会原因。利肯（1957、1998）提出精神障碍和社会障碍是不同的综合征。反社会者与精神障碍患者有许多性格缺陷——冲动、冷漠、欺骗——但缺乏暗示性和表面魅力。他们本质上是没有社交能力的人，是贫穷、忽视和粗糙而不合逻辑的纪律的结果。从数字上看，反社会者比精神障碍患者更普遍。

然而，在实践中，“精神障碍患者”一词被越来越宽松地应用于几乎所有犯罪的人。为了给定义带来一些明确性，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些精神变态亚型［黑尔， 1970； 赫维（Hervé）, 2007；米伦和截维斯（Millon and Davis）, 1998；波伊恩雷斯（Poythress）等，2006］。最常见的区别是原发性、继发性和孤僻性精神障碍患者之间的区别（黑尔，1970）。原发性或继发性精神障碍狭义地指典型的器质型综合征，其定义标准类似于克莱克利概述的标准。继发性精神变态者的特征是严重的神经质症状。他们的犯罪是内心情绪波动导致的行为表现。孤僻性精神障碍患者与反社会者类似，是不正常成长的结果。

为了诊断原发性精神障碍，黑尔改进了克莱克利的标准，制定了精神障碍清单（PCL，1980）和后来的修订版（PCL-R；黑尔， 1991）（见表5.2）。PCL-R包括一个结构化的评分过程，并为每个标准分配分数，最后生成一个精神变态总分。PCL-R的因素分析表明，它包括三个核心因素：（1）人际关系缺陷（操纵性、圆滑性、欺骗性等）；（2）情感缺陷（缺乏悔恨、缺乏焦虑、没有恐惧感、冷漠等）；（3）行为缺陷（冲动、需要刺激、缺乏计划性、不负责任等）［库克和米基（Cooke and Michie）, 2001］。

作为结束对定义的混淆和对该术语的滥用的另一种尝试，《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DSM-III，美国精神病学学会， 1980）完全取消了“精神变态”的标签，代之以APD。同样，另一个主要分类系统，国际疾病分类（ICD-10）（世界卫生组织，1992）采用了“社会失调性人格障碍”（dys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一词。DSM-III和ICD-10不仅改变了疾病的名称，还对诊断标准做出了重大改变。特别是，这些分类系统将重点从假设的性格因素转移到客观的行为标准上，并根据这些标准进行诊断。在DSM（DSM-IV-TR）中，APD被定义为“一种普遍的无视和侵犯他人权利的模式，这种模式始于童年或青少年早期，一直持续到成年”（美国精神病学学会， 2000，第701页）。要得到APD诊断，个人必须年满18岁，有儿童期行为障碍史，并且至少满足表5.2中列出的七项标准中的三项。

然而，DSM做出的改变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些研究人员认为，APD的现代定义过于注重行为，没有涵盖早期精神病定义中描述的核心特质缺陷。最值得注意的是，黑尔批评DSM过度诊断APD的标准，认为它只描述了惯常的犯罪行为［黑尔，1996；哈特（Hart）和黑尔，1989］。虽然APD和精神疾病这两个标签经常互换使用，黑尔认为真正的精神变态者是APD诊断者的一个子集：所有的精神变态者都有APD，但并非所有被诊断为APD的个体都是精神变态者。在本书中，APD被用作包括精神变态在内的一般术语，而精神变态则被专门用来指那些同样符合更严格的克莱克利或黑尔标准的反社会个体。

APD与犯罪


估计患有APD的罪犯比例取决于对该综合征的定义。一般来说，当使用DSM标准时，这个比例比使用精神病标准时要大。法泽尔和丹尼什（Fazel and Danesh，2002）对来自12个国家的28项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研究了监狱囚犯中的APD数量。总体而言， 47%的男性囚犯和21%的女性囚犯被诊断患有APD。另外，黑尔（1996）估计有可能成为精神变态者的囚犯比例在15%至25%之间，而西格莫德和霍格（Simourd and Hoge，2000）将这一数字降得更低，为11%。

患有APD的人不一定会犯罪，但是可能会表现出独特的犯罪模式。反社会的个人对不合比例的犯罪负有责任（法林顿等、莫菲特，1993）将APD和终生持续犯罪等同起来。就精神病患者而言，当他们犯下严重罪行时，这些罪行往往特别野蛮。精神病患者缺乏同情心意味着他们的行为不会因受害者的痛苦而收敛。精神变态者杀人比非精神变态者更有可能是工具性的（计算）而不是反应性的（情感），并涉及无端和过度的暴力［波特和波特（Porter and Porter），2007；伍德沃斯和波特（Woodworth and Porter）， 2002］。

最后，患有APD的罪犯以高犯罪率而闻名。希斯科克（Hiscoke）等（2003）发现，与其他罪犯相比，根据DSM或ICD-10标准被诊断为反社会/社交障碍的罪犯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是其他罪犯的4.8倍，再次进行暴力性犯罪的可能性是其他罪犯的3.7倍。当样本按照精神变态进行分类时，也有报告称其累犯率很高［亨普希尔（Hemphill）和黑尔，2004；昆西等，1995；色林（Serin）和阿莫斯（Amos）， 1995］。哈里斯（Harris）等（1991）直接比较了APD和精神病患者的暴力累犯率发现，当诊断基于DSM标准时，相关性为0.26，当诊断基于PCL-R时，相关性为0.56。

APD与特质理论


APD是一种多方面的综合征，包括多种适应不良的人格特质。然而，APD的概念在两个重要方面背离了特质理论。首先，APD是作为一种分类结构来运作的［特鲁尔和达雷特(Durrett)，2005；威迪格等，2009］。患有APD的个体被认为与没有患有APD的个体有质的不同。特质理论以人格特质是数量变数为前提。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人在从正常到不正常的转变过程中，变化是一点一点发生的。其次，APD是一种异质结构（威迪格，2005；威迪格等，2009）。在特质理论中，人格结构是由特质相互联结形成的。相比之下，构成APD的特质来自临床观察，它们并不一定以任何概念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此外，一个人不必要满足所有的标准才能被诊断，因此两个都被诊断为APD的人，可能并没有共同的特质。这意味着，即使APD被概念化为一个维度结构，而不是范畴结构，也依然没有一个单一的“反社会”连续系统用来排列。

近年来，许多研究人员试图用传统的特质理论来理解APD，如大五模型（莱纳姆等，2005；莱纳姆和迪尔芬科，2006a、2006b；莱纳姆和威迪格，2001、2007；米勒等，2001；特鲁尔和达雷特， 2005；威迪格，2005；威迪格和莱纳姆，1998）。一种将APD诊断转换为大五模型语言的研究方法是基于专家评分。莱纳姆和威迪格 （2001）向一个专家小组对一个APD案例进行了原型描述。专家们被要求以大五模型每个因素的六个方面对案例进行评估（见表5.1）。米勒等（2001）采用了类似的研究方法，但是这次评估是由精神病专家进行的，调查结果见表5.3，仅显示了案例评估特别高或特别低的那些方面。可以看出，对APD和精神变态的描述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这表明至少在专家看来，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模糊的。宜人性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所有六个方面都被评为低。神经质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很高的认可，该因素的六个方面有的被评为高、有的被评为低。外向性和责任心被认为是中等重要的，开放性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

找到这五个因素与APD之间关系的另一种方法是检查确诊的APD个体的人格特征。衡量“大五”最常见的工具是大五人格测验修订版（NEO-PI-R）。莱纳姆和迪尔芬科 （2006b）进行了一项荟萃分析，涉及11项研究，根据大五标准对精神病患者进行了检查。加权结果为宜人性为-0.52，责任心为-0.38，神经质为-0.16，开放性为-0.10，外向性为-0.03。不幸的是，分析未能检验每个因素的具体方面。然而，在因子水平上，这些发现与上述专家的预测非常吻合。低亲和力和低责任心是关键的鉴别因素。与克莱克利的研究矛盾的是，精神病患者是一定程度的神经症患者。然而，考虑到专家的评分，精神病患者在某些神经质方面得分很高，而在其他方面得分很低。开放性和外向性并不是精神病的有力预测因素，尽管专家们再次指出，这些因素可能包括小方面的低和高分数。

总之，研究支持APD是极端人格特质的集合，从数量上而非质量上来说，它不同于描述反社会行为亚临床水平的特征。将APD和精神疾病诊断标准转换为持续的特征测量有望为研究和临床实践领域带来更大的清晰度和精确度，这个领域的定义和术语非常混乱。


表5.3 根据大五模型对APD和精神障碍的专家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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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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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结论和评价

对于罪犯人格特质的研究有很多。可以公平地说，许多犯罪学家——不仅是社会学家，也包括心理学家——对累积的研究结果并不感兴趣。那些希望这些研究能揭示一系列人格特质且这些人格特质总是预示着犯罪行为的人肯定失望了。正如本章所揭示的那样，这些研究的特点是效果不一，研究的结果无法达成一致，这有时是令人沮丧的。

然而，未能发现人格特质和犯罪行为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不令人惊讶，也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对人格和犯罪的研究。本章报告的特质—犯罪关系的强度与其他行为领域报告的特质—行为关系的强度相当。人格理论家早就放弃了特质是行为的独立和直接预测因素的看法。相反，特质是根据特异性原则运作的。他们描述了个体以某种方式行事的普遍趋势，但是任何特定场合的行为都是人格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拥有犯罪特质会增加个人犯罪的风险，但这种风险只有在个人遇到有利的环境条件时才会意识到。同样，当犯罪特征和犯罪情境一致时，个体的犯罪风险就会成倍增加。

事实上，罪犯所具有的物质的力量各不相同，这也使情况变得复杂。衡量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愤世嫉俗和咄咄逼人的人际风格——高马基雅维利主义、高P和低认同度——成为犯罪和反社会行为的最强预测因素。然而，万戴蒙等（2007）对EPQ的聚类分析表明，许多青少年罪犯在这些品质上得分不高。类似地，罪犯抑制冲动的能力——最直接地用单变量冲动性量表来衡量，也是艾森克P因素测量和大五人格测验修订版的责任心和神经质因素测量的一部分——随着他们犯罪的严重性和持续性而增加。最后，消极情绪的测量——主要是艾森克人格问卷和大五人格测验修订版中的N——与犯罪和反社会行为有一定的关联，但是一些精神变态的罪犯以缺乏焦虑和无畏感著称。总之，这些发现加强了本书中采用的一般观点，即罪犯是一个异质群体，不能用单一的人格特质来描述。所有这些发现在终生犯罪和仅限于青少年时期的犯罪中可以得到广泛的解释。

特质的获得是生物—社会过程的产物。然而，尽管强调了环境因素的重要性，迄今为止的分析重点仍然是遗传和神经心理学过程在创造犯罪倾向方面的作用。现在是时候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详细研究环境在将这些倾向转化为犯罪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了。我们从下一章开始，看看成长经验的作用。


注意


本章所讲系数不应与第三章中报告的遗传力系数相混淆。环境在两个阶段影响人格：基因和发育环境结合起来创造人格特质，然后这些特质与周围环境结合起来产生行为。


第六章 发展

虽然本书一直强调犯罪的生物社会基础，但迄今为止，很少有人注意到导致犯罪的确切环境事件。在这一章和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目光转向更明确、更详细地研究教养问题。本章首先从发展的角度出发，审视导致犯罪的重大生活事件。从发展经验的角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个人何时和为何开始犯罪，何时和为何停止犯罪，以及为什么这些模式存在个体差异。

本章以发展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为基础。发展心理学是研究人类随时间的变化而有哪些变化，有哪些不变。发展心理学家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进行研究，具有有序变化性和连续性，这三个方面是身体发展、认知发展和心理社会发展。关于发展心理学的一个常见误解是，它是儿童心理学。虽然发展心理学的很多注意力确实放在了童年的关键早期，但发展是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从个体在子宫中到进入坟墓。许多理论家认为，一个人的未来并不是由其童年经历所决定的。相反，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关键的转折点可以引导一个人走上这条或那条道路。本章首先阐述了发展的生物和环境基础，接下来是对增加或减少个人犯罪风险的关键发展因素的回顾。然后讨论了与犯罪学特别相关的三个特定心理领域的发展——依恋、道德推理和自我控制。最后，介绍犯罪生涯的观点，并考察了犯罪模式在个体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变化。

第一节 人类发展的生物和环境基础

本节的重点是基因和环境如何结合起来塑造个体的发展过程。需要指出的关键一点是，生物社会过程产生了一系列的发展可能性，这有助于解释犯罪模式的个体差异。这一分析的第一项任务是确定对发展产生影响的来源是什么。


重新审视遗传力：共享和非共享环境


正如第三章所讨论的，遗传力研究可以预测一个特质的变异部分，一方面归因于遗传因素，另一方面归因于环境因素。这些研究表明，总体而言，特质变异的0.3~0.5归因于遗传因素，而0.5~0.7归因于环境因素。然而，在大多数现代遗传力研究中，环境因素被进一步细分为共享（或共同）环境和非共享（独特）环境（普罗明等，2001；普罗明和丹尼尔斯，1987）。共享环境是指同一家庭中的所有孩子都经历过的环境因素，相同的成长环境会让孩子们变得相似。共同的环境影响包括养育方式、家庭规模、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父母的宗教、社会和道德价值观等因素。非共享环境是指同一个家庭中的孩子受到不同的环境因素影响，孩子们因此变得不一样。许多不共享的经历发生在家庭之外。比如，同一个家庭的孩子会有不同的老师，与不同的同龄人交往，并可能在不同的文化时代中长大。然而，兄弟姐妹在家庭中也可能有不共享的经历。比如，最大的孩子与最小的或中间的孩子会有不同的发展经历。父母也会区别对待个别孩子，如表现出对一个孩子的偏爱。

在考虑环境因素在发展中的作用时，社会科学家传统上注重分享家庭经验。人们普遍认为，就环境对发展的重要性而言，在同一个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会有相似的行为特征。然而，通过研究双胞胎和领养，非共享环境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考虑同卵双胞胎一起长大的情况，因为他们在基因上是相同的，如果他们的环境经验也是相同的，那么我们预计他们的特征会百分之百地一致。但是同卵双胞胎从来没有相同的人格。因此，是他们所处的一些环境使他们彼此不同。这些经历构成了他们的非共享环境。有许多不同的方法来估计共享和非共享的环境影响，其中大多数涉及复杂的多元统计模型。就我们的目的而言，知道这些技术将环境因素造成的差异分成共享和非共享的部分就足够了。

令许多社会科学家惊讶的是，双胞胎和领养研究的一致发现在于，非共享环境比共享环境导致更多的特质差异。在人格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约40%的特质差异是由遗传因素造成的，35%是由非共享环境造成的，5%是由共享环境造成的，其余20%是由测量误差造成的［邓恩（Dunn）和普罗明，1990］。对共享和非共享环境与犯罪的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是这些研究的结果报告了类似的趋势。例如，李和沃尔德曼的荟萃分析（2002）报告说：环境因素占反社会行为差异的59%，共享环境占16%，非共享环境占43%。总之，就同一家庭中的人的相似性而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基因相似；环境很重要，但它的主要作用是让人们与众不同，而不是让他们相似。

请注意，共享和非共享环境有时被相互伪装成家庭内外的意义，一些人得出结论，家庭无关紧要。这是过度简化。如上所述，非共享环境可以包括许多家庭内部体验。关于共享和非共享环境的研究意义在于解决一个重要但被忽视的问题，即为什么来自同一个家庭的孩子会有不同的发展结果。


基因
 —环境相互作用


识别影响发展的来源只是解释技能、特征和行为的部分途径。基因和环境不是分开运作的，而是在所谓的基因—环境（G×E）相互作用中，它们彼此协同工作。G×E相互作用有两大类型：相互影响和相互关联。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提到了G×E相互影响。当相同的环境以不同的方式影响遗传上不同的个体时，G×E相互作用就会发生。比如，高感觉寻求的孩子对父母管教的反应可能不如低感觉寻求的孩子，这意味着相同的养育策略对一些孩子比对其他孩子更有效。同样，一个易患神经质的孩子可能会比神经质低的兄弟姐妹经历更具创伤性的离婚——不那么有韧性。因此，虽然兄弟姐妹可能有相同的共享环境，但他们共享经历的影响可能会因各自的基因构成而异。

当遗传上不同的个体不同程度地暴露在不同的环境中时，G×E就会发生关联。相互关联有三种形式：被动的、反应的和主动的（普罗明，1990；普罗明等，1977）。当一个孩子同时拥有协调的基因和环境时，被动关联就会发生。比如，一个孩子可能从他的父母那里继承了寻求高度快感的基因。因为父母也很热衷于追求轰动效应，所以家庭环境很可能会让孩子有很多机会参与激动人心的活动。同样，继承高智商基因的孩子也可能有一个强化学业的家庭环境。这些例子中的相关性是被动的，因为基因和环境都是提供给孩子的，他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当基因不同的个体唤起不同的环境反应时，就会产生反应性关联。因为高感觉追求的孩子可能比低感觉追求的孩子更吵闹和要求更高，所以他可能会引起更多负面的父母反应，如更严厉的纪律和不太亲密的身体接触。根据同样的原则，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有吸引力的人往往比没有吸引力的个人得到更好的待遇。个人经历的环境的性质取决于他从别人那里引起的反应。

当基因不同的个体选择或创造特定的环境时，就会产生积极的关联。高感觉追求的孩子可能会比低感觉追求的孩子追求更刺激、更冒险的经历；而缺乏寻求感觉的孩子不太可能逃学，更可能完成家庭作业。积极的关联也被称为“niche-picking”［斯卡尔和麦卡特尼盖尔（Scarr and McCartney），1983］。个人不一定是环境因素的被动接受者，他可以主动控制环境的某些方面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实验遗传学


实验遗传学为基因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另一层复杂性。G×E的相互作用关注的是基因在环境影响个人的方式中的作用，而实验遗传学关注的是环境在基因表达方式中的作用。实验遗传学一词（epigenetics）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含义已经改变了。字面上，实验遗传学的意思是“在基因的外面”或“旁边”，最初用于描述在发育过程中影响基因表达的所有非遗传机制。这个词是为了强调基因—环境关系的双向性而发明的。例如，青春期的开始受实验遗传过程的控制，影响青春期的基因在出生时就已经存在，但是这些基因何时开启部分取决于环境因素，如营养和压力（埃利斯，2004）。

自20世纪90年代分子遗传学的时代到来以来，实验遗传学的定义越来越狭窄，它意味着“对基因表达中不改变DNA序列的可遗传变化的研究”［沃尔夫和马茨克（Wolffe and Matzke），1999，第481页］。研究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在分子水平上解释基因对环境信号的响应过程［尚帕涅和马舒赫（Champagne and Mashoodh）, 2009；哈珀（Harper）, 2005；马斯特帕斯基（Masterpasqua）, 2009；苏菲林-罗伯茨（Suffrein-Roberts）等，2008; 沃尔什， 2009］。

已经确定了两种主要的实验遗传学机制：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简言之，DNA甲基化涉及与鸟嘌呤—胞嘧啶（C-G）碱基对相连的分子（见表3.1），并使它们静默。组蛋白修饰会影响DNA分子在每个细胞中的包裹方式（环绕的蛋白质被称为组蛋白）；DNA序列包裹得越紧，基因表达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些实验遗传学过程涉及DNA的可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一代传到下一代，但不涉及DNA碱基对序列的任何改变。DNA的变化表明基因组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塑性，类似于大脑的可塑性（但不太明显）。

影响实验遗传学机制的相关环境因素包括饮食、父母照料质量、荷尔蒙活动以及接触毒品和毒素（马斯特帕斯基，2009；苏菲林-罗伯茨等，2008）。迄今为止，大多数对实验遗传学机制的研究都涉及动物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允许严格控制相关变量。例如，韦弗（Weaver）等（2004）研究了母亲护理对啮齿类动物实验遗传学调控的影响。他们发现，接受高水平母亲护理的啮齿类动物幼崽比接受低水平母亲护理的幼崽更能抵抗压力。研究人员检查了抑制过度压力反应的基因，发现低水平母亲护理组幼崽的DNA甲基化水平高于高水平母亲护理组。也就是说，那些可以帮助低水平护理组幼崽应对压力的基因已经被“关闭”。这些变化一直持续到其成年，但是如果幼崽和一位高护理水平母亲一起生活，这些变化就会逆转。

弗拉加（Fraga）等（2005）表示，人类基因组的实验遗传学变化也发生了。他们研究了一些年龄在3岁到74岁之间的同卵双胞胎的样本，发现对于50岁的双胞胎来说，在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的分布上，两对双胞胎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在3岁时，两对双胞胎之间没有差异。换句话说，基因组的遗传变化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积累。基因组中这些变化的存在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对同卵双胞胎可以发展出不同的基因型——包括对精神分裂症等遗传性疾病的不同易感性——尽管他们拥有100%相同的基因。


整个生命周期的发展


发展心理学家通常将寿命分为几个阶段（见表6.1）。这些划分基于实际年龄和个体的生理、认知和心理社会发展情况，但它们也被认为是社会建构。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中，发展的概念有很大的不同。例如，今天西方的青春期概念主要是20世纪的发明［凯勒（Keller），1999］。同样，与表6.1中描述的划分不同，在一些东非部落中，男性被划分为年轻人、年轻战士、资深战士、年轻长者、资深长者和退休长者［基思（Keith），1985］。

不同的发展理论对个体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发展过程的描述不同。强调生物过程至上的理论通常把发展看作预先规划的基因蓝图的实现。人们看到每个人都遵循同样的发展道路，从一个发展阶段到下一个发展阶段，都与其他人步调一致。这些阶段包括离散的发展轨迹，随着基因的作用，发展会发生突变，产生类似楼梯状的发展轨迹。强调环境至上的理论通常认为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特殊的环境和个体经历而进行。根据每个人独特的环境和生活经历，发展道路是无限变化的，没有离散的阶段。相反，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涉及新技能和行为的稳步和渐进的获取。


表6.1 主要的生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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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和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表明了上述两种情况之间的折中。整合这两种观点的一种方式是由一个被统称为寿命心理学的发展观点集合提供的［巴尔特斯（Baltes），1987；巴尔特斯等，1999；史密斯（Smith）和巴尔特斯，1999；施陶丁格和林登伯格（Staudinger and Lindenberger），2003］。寿命心理学是一种元理论方法，强调发展是一个受多重因果影响的终生过程。发展被认为是一系列性质上不同的阶段，在不同阶段出现新的技能和能力，这些技能和能力不断得到巩固和锻炼。虽然各个阶段在生物学上是协调的，但每个新阶段的出现都是由环境因素介导的。发展的特点是终生可塑性，根据每个人独特的生物构成和持续的环境体验，发展可能会经历许多不同的过程。

第二节 犯罪的发展风险和保护性因素

在研究犯罪的发展风险和保护性因素时，心理学家传统上一直关注早期经历作为未来犯罪预测因素的作用。然而，正如寿命观点所暗示的，这种方法有局限性。生命早期的风险因素不一定会使一个人陷入犯罪，早期的保护性因素也不保证能够预防犯罪。风险和保护性因素可以是远侧的（发生在早期形成期），也可以是近侧的（发生在犯罪行为近期）。本节研究的因素包括家庭结构、儿童虐待、父母管教方式、学校教育、同伴和婚姻。


家庭结构


总的来说，研究表明，在由亲生父母组成的完整家庭中长大，与在替代家庭结构中长大相比，青少年的犯罪率更低［阿佩尔和考基宁（Apel and Kaukinen，2008；布拉泽伊（Blazei），等，2008；布拉泽伊等，2008；德穆思和布朗（Demuth and Brown），2004；哈珀和麦克拉纳汉（McLanahan）, 2004；赫克（Heck）和沃尔什，2000］。例如，基尔库斯和休伊特（Kierkus and Hewitt，2009）研究了四种类型的犯罪——一般犯罪、暴力犯罪、财产犯罪和物质滥用——和四种家庭结构——两个亲生父母（“传统型”）、单亲、单亲加继父母以及单亲加其他亲属——之间的关系。来自三个替代家庭结构的儿童的各种类型的犯罪比例均高于来自传统家庭的儿童。这些发现与性别、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无关。

研究人员对家庭结构的作用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发现了一些调节效应。一般来说，母亲的缺席比父亲的缺席具有更有害的影响［德穆思和布朗，2004； 哈斯（Haas）等，2004］，尽管没有父亲对男孩的影响大于对女孩的影响［拉姆和霍（Ram and Hou），2005；施瓦兹（Schwartz），2008］。然而，德穆思和布朗（2004）发现，当父母的参与程度得到控制时，单亲家庭和单亲家庭之间的最初差异消失了。同样，如果母亲和孩子之间有着爱和温暖的联系，生活在单亲家庭中的负面影响可以减轻［哈斯等，2004；麦克（Mack）等， 2007］。就父亲而言，他们在家庭中的积极影响取决于他们反社会的程度［布拉泽伊等，2008；贾菲（Jaffee）等，2003］。对于反社会行为水平低的父亲来说，他们离开孩子的时间越长，孩子出现行为问题的风险就越大；对于反社会行为水平高的父亲来说，他们和孩子一起生活的时间越长，孩子出现行为问题的风险就越大。家庭内部实际发生的事情可能比家庭结构本身更重要。


儿童虐待


儿童虐待可能涉及身体虐待、忽视、性虐待和心理虐待［基纳德（Kinard），1994］。基纳德指出，不同类型虐待定义的重叠，以及儿童可能遭受多种形式虐待的事实，使得很难将不同的虐待后果分开。出于这个原因，大多数实验采取了对两种或两种以上虐待的综合研究。有大量研究表明，经历各种虐待组合的儿童在控制了其他风险因素，如社会经济地位之后，犯罪和成人期犯罪的风险显著增加［赫克和沃尔什，2000；麦考德，1983；洛伯等，1986；默斯基和托比茨（Mersky and Topitzes），2009；史密斯和索恩伯里（Thornberry），1995；赖安和特斯塔（Ryan and Testa），2005；斯图尔特（Stewart）等，2008；提吉（Teague）等，2008；韦瑟伯恩和林德，1997；威德姆，1989、2003；威德姆和马克斯菲尔德（Maxfield）， 2001；津格拉夫（Zingraff），1993］。

虐待的后果可能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受虐待的男性如果拥有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与兄弟姐妹关系密切、参加运动队等——暴力犯罪的发生率与没有这些条件的受虐待男性相比会更低。津格拉夫等（1993）发现在学校的良好表现——好成绩、低旷课率、良好的行为记录——也降低了被虐待和忽视的儿童日后犯罪的风险。如果被虐待的孩子被转移到寄养机构，而不是留在家里，那么其犯罪的程度会更高（赖安和特斯塔，2005）。最后，斯图尔特等人（2008）发现，与青春期前停止的虐待相比，延伸到青春期的虐待——也就是说，如果虐待更接近犯罪开始的典型年龄——则与更高的犯罪率有关。


父母管教方式


鲍姆林德（Baumrind，1991）指出了三种类型的父母教养方式：独裁型、宽容型和权威型。在独裁风格中，父母以预先确定的、不灵活的一套规则来设定他们的孩子达到的行为标准。父母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孩子遵守这些规则——很少强调与孩子谈判或解释这些规则所依据的理由。孩子违反规则会受到惩罚，包括体罚。在宽容的风格中，父母不在孩子的社交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他们很少给孩子提供坚定的行为准则，对孩子的行为，包括表现出的行为，采取宽容的态度；孩子在决定何时上床睡觉、看多长时间电视、何时和与谁交往方面有很大的自由。权威风格的特点是维护坚定但公平的纪律，重点是围绕公开交流和理性讨论为孩子提供指导；行为标准是根据年龄确定的，虽然独立和个性受到重视，但家庭规则是通过一致和平衡地运用社会控制来实现的。

独裁［法林顿等，2009；格罗根-凯勒（Grogan-Kaylor），2005；维罗纳（Verona）等， 2005；维罗纳和萨克斯-埃里克森（Sachs-Ericsson），2005］和宽容的［贝克和肖，2005；弗里克（Frick）， 2006；谢弗（Schaffer）等，2009；沃尔（Warr），2005］父母教养方式被发现与青少年和成年人的犯罪行为相关。有人认为，独裁风格会使儿童产生敌意和不信任，并且无助于学习支撑这一规则的原则。宽容的风格有别于忽视［麦科比（Maccoby)和马丁，1983］，但两者可能会有相同的结果。从短期来看，放任和忽视都可能导致反社会行为，因为儿童的活动没有得到充分的监管；从长期来看，因为儿童没有学习适当的行为界限和自我控制，因此可能出现反社会行为。

一项特别的研究集中在体罚对随后的反社会行为的影响上，体罚很可能是独裁育儿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体罚不同于身体虐待，它被定义为“为了纠正或控制儿童的行为，使用身体力量来使儿童遭受痛苦，而不是伤害”［施特劳斯（Straus），1994，第4页］。戈尔谢夫（Gershoff，2002）进行了一项涉及88项研究的荟萃分析。体罚唯一可取的结果是增加了立即的顺从性，其影响系数为1.13。不良结果包括儿童攻击性增加（影响大小为0.36）、儿童犯罪和反社会行为增加（影响大小为0.42）、成人期攻击性增加（影响大小为0.57）、成人期犯罪和反社会行为增加（影响大小为0.42 ）、亲子关系质量下降（影响大小为0.58）和道德内化减少（影响大小为0.33）。


学校教育


学习表现不佳一直被发现与反社会行为的发展有关［道奇和佩蒂特（Dodge and Pettit），2003；哈洛，2003；亨利等，1999；洛伯等，1998；洛克纳和莫雷蒂（Lochner and Moretti），2004；梅尔泽（Meltzer）等，1984］。人们发现，8岁的儿童在学校表现不佳可能会使未来的犯罪风险加倍（洛伯等，1998）。在每个年龄段，非犯罪儿童在所有学习领域的表现都优于犯罪儿童（梅尔泽等，1984）。违法行为与在校时间长短呈负相关（哈洛，2003；亨利等，1999；洛克纳和莫雷蒂，2004）。

在学校表现不佳对犯罪的影响有几个可能的原因：首先，糟糕的教育降低了个体的就业能力和潜在收入，使犯罪行为成为相对更有吸引力的选择［佩特拉斯（Petras）等，2004］。其次，反复的学校经验失败可能会导致个体自我形象受损，从而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产生失败的预期［扎莫拉（Zamora），2005］。最后，学校的负面经历阻碍了个体社会纽带的发展，以及对更广泛的社会机构的依恋，正是这些机构将个人束缚在亲社会的生活方式中［亨利等，1990；斯普罗特（Sprott），2004］。


同伴


有犯罪的朋友被发现是一个人犯罪的有力预测因素，并且可能是犯罪发生的最重要的近因。研究发现，个体的犯罪随着犯罪朋友的数量的增加［埃克斯（Akers）等，1979；松田（Matsueda）， 1982；米尔斯（Mears），1998］、犯罪朋友所占的比例的增加［海尼（Haynie），2002］，个体与犯罪朋友的关系强度的增加［阿拉里德（Alarid）等，2000；佩恩和康韦尔（Cornwell），2007］，与犯罪朋友交往的持续时间的增加［埃克斯（Akers）等，1979）和与犯罪朋友交往的频率的增加［埃克斯等，1979；埃克斯和李，1996；海恩（Haynie）和奥斯古德（Osgood），2005］而增加。

传统上，对于“过失友谊”和违法犯罪之间的联系，人们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犯罪同伴施加了不良影响，鼓励个体参与他们原本可能没有考虑过的犯罪。第二，倾向于犯罪的人在“niche-picking”中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因此犯罪和犯罪朋友之间的联系仅仅是相关的，而不是因果关系的。后来的纵向研究表明了还有第三种解释，这种解释涉及犯罪同伴和犯罪之间的相互关系［阿塞尔坦（Aseltine），1995；松田和安德森，1998］。松田和安德森（1998）研究了四年来三次收集的1725名青少年的自我报告犯罪数据。他们发现，个体的罪犯倾向于被其他罪犯吸引。与此同时，与其他犯罪分子的交往增加了个体现有的犯罪倾向。犯罪既影响个人选择朋友也受个人选择朋友的影响。


婚姻


到目前为止，研究的变量与犯罪的开始有关。而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加强对犯罪的抑制。这些因素中研究最广泛的是婚姻［比弗等，2008； 贝尔萨尼（Bersani）等，2009；法林顿和韦斯特，1995；金（King）等，2007；毛姆（Maume）等，2005；桑普森（Sampson）等，2006；萨尔莱宁（Savolainen），2009；沃尔，1998］。在一项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中，桑普森等（2006）重新研究了格卢克和格卢克（Glueck and Glueck）收集的纵向数据（1950、1968）。这些数据包括犯罪记录、个人访谈以及对500名从青春期到32岁的高风险男性的个人和家庭背景测量。桑普森等（2006）然后追踪了52名参与者的分层样本，年龄最大的为70岁。他们发现婚姻可以减少35%的犯罪，稳定同居也减少了犯罪。

关于婚姻的保护性作用，有许多限制性条件。首先，随着个人走出青春期，婚姻不同于青春期的浪漫关系。对青少年来说，浪漫的参与通常会增加现有的犯罪倾向，尤其是对女孩来说［卡帕尔迪（Capaldi）等，2008；科夫曼（Cauffman）等，2008；埃克隆（Eklund）等，2009］。其次，关系的质量很重要。为了使婚姻具有保护性作用，婚姻必须以稳定和真正的依恋为特征（桑普森等，2006）。相关地，如果伴侣也有反社会行为，婚姻可能是犯罪的危险因素（卡帕尔迪等，2008；桑普森等，2006）。最后，婚姻对男性的好处往往大于对女性的好处［金等，2007；莱文兹（Leverentz），2006］。男性通常会娶比自己有更少离经叛道行为历史的伴侣，但女性则相反。

社会对终止婚姻的解释提出了婚姻对犯罪的间接或直接影响。间接的论点是婚姻改变了与犯罪朋友的互动模式以及犯罪的相对机会［乔达诺（Giordano）等，2003年；毛姆等，2005年；沃尔， 1998年］。犯罪不再是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主张直接影响的人提出，婚姻通过加强人们的社会纽带和对更传统的社会价值观的承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劳布（Laub）和桑普森，2001年；毛姆等， 2005年］。婚姻成为罪犯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给他们提供了重新开始的机会。

很少有研究人员考虑过“停止”的生物社会基础。然而，最近比弗等（2008）研究了许多与“停止”直接相关的遗传多态性——具体来说包括DRD2、DRD4、DAT1和MAOA。从第四章中可以知道，这些多态性与多巴胺的可用性有关。多巴胺是一种与情绪唤醒有关的神经递质，青春期后多巴胺水平通常会急剧下降。更重要的是，比弗等发现，对于男性，三种多态性（DRD2、DRD4和MAOA）存在G×E相互作用。婚姻对“停止”的影响取决于一个人拥有这三种基因的哪个类型。虽然互动效应的确切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比弗的研究结果从分子水平上突出了为什么婚姻可能导致一个人的“停止”行为，而不是另一个人的“停止”行为。

第三节 心理社会发展与犯罪

上一节确定了与犯罪行为发展相关的主要环境因素。这一部分讲述了这些环境因素运作的一些中介心理机制。与反社会行为特别相关的三个心理社会发展领域是依恋、道德发展和自我控制。


依恋


依恋是指人与人之间牢固而持久的联系。依恋模式在婴儿时期就建立在孩子和他的主要照顾者之间，这些模式可能会影响到个体日后人际关系的性质。无法与他人建立紧密的联系对后来反社会行为的发展有潜在的重要影响。


鲍尔比的依恋理论


依恋的需求被认为是天生的，是进化的产物，旨在确保后代得到照顾。在哈洛等人著名的实验［哈洛和齐默尔曼（Zimmermann）， 1959］中，被剥夺了与母亲接触机会的小猴子为了寻求安慰，会紧紧抓住一个并不会为它提供食物的软布娃娃，而不是一个可以提供食物的金属丝娃娃。基于行为学和精神分析思想，鲍尔比（1969）提出了一种依恋理论来解释人类亲子关系的发展。鲍尔比认为，虽然婴儿天生就喜欢依恋，但是在出生的最初几年，由于孩子和看护者之间存在互动，他们之间的关系会得到发展。在规范发展中，童年依恋分为四个阶段。在依恋前阶段（0~2个月），婴儿不会对成年人区别看待，也不会对任何人表现出特别的偏好。在“附加”阶段（2~6个月），婴儿对他的主要照顾者表现出明显的偏好，但是当与他们分开时，不会提出抗议。在“明确”的依恋阶段（6个月~2岁），婴儿在离开主要照顾者时表现出分离焦虑。2岁以后，当孩子开始理解和预测照顾者的离开和接近时，他开始与主要照顾者形成互惠关系。

并非所有儿童都遵循规范的发展路径。安思沃斯（Ainsworth， 1973）根据孩子在依恋阶段对母亲离开和返回的反应，确定了四种依恋类型。在安全的依恋风格中，当母亲离开时，孩子可能会哭，但当她回来时，孩子会欢迎她。看护者是安全的支点。在回避型的依恋风格中，当母亲离开时，孩子不会哭，当她回来时，孩子会避开她。在矛盾型（或焦虑型）的依恋风格中，当母亲离开时，孩子变得非常沮丧，但当她回来时，他拒绝与她接触。最后，在混乱型的依恋风格中，孩子会表现出矛盾的、无效的和不可预测的行为，也许会采取摇摆行为，或者不看母亲一眼就接近她。

依恋风格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照料机会的数量、照料的质量、儿童的特点和家庭环境的特点。如前几章所述，当儿童在生命早期被剥夺密切的人类接触时——就像罗马尼亚孤儿一样（拉特等，2004）——他们在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方面持续存在困难。就照料质量而言，安全的依恋关系到爱、接受、专注、同情和理解照料者的行为，而不安全的依恋风格可能是由不一致、反应迟钝、照料者的拒绝和虐待行为造成的。照料者行为的质量又可能受到儿童行为的影响，情感反应迟钝或难以管理的儿童可能会在反应性相关的例子中引起照料者的负面反应。最后，照料者的行为会受到家庭压力的影响，如经济困难和婚姻不和。

根据依恋理论，童年依恋对人际行为和与他人建立密切关系的能力有长期影响。与主要照料者的依恋经历使个人对他人的可靠性和自我价值的评估产生了期望。安全的依恋有助于塑造一种以自信、合作和移情为特征的人际风格，而不安全的依恋风格会导致这些人际行为领域的缺陷［汤普森（Thompson）等，2003］。


依恋和犯罪行为


鲍尔比最初关于依恋的理论是基于他对44名少年偷窃者背景的临床分析（鲍尔比，1944）。他的结论是，14个样本显示出偷窃者对其他人明显缺乏爱和温暖，这种状况可以追溯到他们早期家庭环境的缺陷和父母与孩子的联系薄弱。研究随后证实，罪犯中不安全的童年依恋程度高于非罪犯［安德森等，1999；雷伯（Leiber）等，2009；麦克等，2007；兰金和克恩（Rankin and Kern），1994；斯莫尔本和达兹(Dadds)，2000］。兰金和克恩（1994）报告：与只与父母一方有牢固联系的儿童相比，与父母双方均有牢固联系的儿童自我报告的违法行为较少。斯莫尔本和达兹 （2000）发现，自我报告的反社会行为与避免父亲依恋关系最为密切，这表明与父亲的关系在决定一个人是否犯罪方面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麦克等（2007）发现，母亲依恋水平比孩子来自双亲家庭还是单亲家庭更能预测犯罪。

人们对依恋风格和性侵犯之间的关系特别感兴趣。这是因为由于社交技能的缺陷和不安全的依恋损害了个人以社会上适当的方式与成年人取得亲密关系的能力，因此犯罪者寻求与儿童的补偿性亲密关系［马歇尔（Marshall），1989］。性犯罪者与非性犯罪者和非罪犯相比，更多拥有不安全的依恋风格，但是依恋风格不能可靠地区分不同类型的性犯罪者［林恩和伯顿（Lyn and Burton），2004］。


道德发展


道德发展关注的是个体对道德问题和社会规则做出判断的方式。道德发展理论在犯罪学中的应用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道德推理的缺陷会影响个体辨别是非和充分理解他人权利和感情的能力。道德发展与柯尔伯格（1958、1969）的工作联系最为紧密。


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


柯尔伯格对获得越来越复杂的道德推理水平的阐述是发展阶段理论的一个例子，它承认环境因素在帮助个体在不同阶段之间转换方面的作用。基于皮亚杰（1932）在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的开创性工作，柯尔伯格提出道德发展包括六个顺序的、质量不同的阶段，分为三个水平：前传统、传统和后传统（见表6.2）。


表6.2 柯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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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传统推理水平上，道德决策的基础被认为在个体之外。在第一阶段（4~8岁），道德决策是基于服从强大的他人和避免外部强加的制裁。某些行为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会导致惩罚。在第二阶段，遵守规则的理由转移到奖惩的相对平衡上。个体对这个世界有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看法，并追求能增进自身利益的行为。如果回报大于成本，不当行为是合理的。然而，其他人的动机也会被考虑在内，从而做出可能互惠互利的决定。

在传统的推理水平，个体已经内化了社会的规则和期望。在第三阶段，个体将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并将其嵌入由家人和朋友组成的社交网络中。其他人的需求被考虑在内，道德决策基于维持重要的关系。在第四阶段，人们认识到维护社会机构的重要性。这些社会机构被认为是社会公平和持续运作的基础，如果能促进这些目标，行为是有道理的。

最后，在后传统推理水平，个体采取基于从一套普遍道德原则中选择的个人价值观的道德立场。在第五阶段，个人理解道德涉及调和相互竞争的利益和价值观。道德决定不是基于一套严格的规则，而是可能涉及妥协，以“为最大数量的人带来最大的利益”。在第六阶段，个人在抽象推理和内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行动，有责任对抗不公正的法律。柯尔伯格认识到，很少有人能够实际践行第六个阶段，许多研究人员已经从等级体系中省略了这一点。然而，柯尔伯格赞成将其保留为层次结构的逻辑终点。

道德发展与更普遍的基于年龄的认知发展阶段相关联，这种认知发展对道德成熟程度施加了严格的限制。举例来说，青少年不可能像成年人一样理性。这些阶段是分级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严格连续地经历这些阶段——不允许跳过或回溯——尽管在任何时候，一个人都可以利用相邻阶段的推理策略。然而，一个人不需要进入所有阶段，事实上，与犯罪学相关的是，罪犯通常被认为在等级体系中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柯尔伯格认为，个人有一种自然倾向，倾向于在推理的较高阶段而不是较低阶段进行行动。然而，他们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过程是由他们个人的发展经历促成或限制的。具体来说，通过让个体暴露于比他们目前操作的推理阶段更高的推理阶段，可以推进发展。而这被认为造成了“认知失衡”。为了解决这种内部冲突状态，个体需要吸收和容纳挑战现有思维方式的道德争论［莱斯特（Rest），1973；沃克（Wark），1983］。积极的社会互动是创造不平衡和刺激道德发展的关键。父母采用归纳性纪律策略，包括解释规则的理由——权威纪律风格的一个例子——导致儿童道德推理水平更高［博伊斯和艾伦（Boyes and Allen），1993；詹森斯和德科维奇（Janssens and Deković），1997］。同样地，支持性和民主性的家庭氛围会鼓励公开讨论道德问题，这也与更高层次的道德推理具有相关性［帕默和霍林（Palmer and Hollin）, 1996、1997；鲍尔斯（Powers）, 1988；斯彭彻-杜宾（Speicher-Dubin）, 1982；沃克（Walker）和泰勒，1991］。当然，问题的另一面是，当缺乏失衡的机会时，道德发展可能会受到阻碍。


道德发展和犯罪行为


理论上，如表6.2所示，犯罪行为在任何道德阶段都是“合理”的——决定推理水平的是道德判断的理由，而不是判断本身。然而，在实践中，大多数犯罪并不致力于实现抽象的伦理原则，而是通常涉及自身利益。因此，道德发展理论预测，大多数罪犯都是在传统推理的基础上行为的。出于经验目的，道德发展通常是通过引发对描述各种道德困境的情景的反应来衡量的。这些年来，已经有过几次检验和荟萃分析，研究了犯罪和对这些措施的反应之间的关系。在最近的荟萃分析中，斯塔姆斯（Stams）等（2006）审查了50项关于道德推理和犯罪关系的研究，其中包括一些早期的研究。研究发现整体影响大小为0.76（大），表明在柯尔伯格的等级制度中，犯罪分子的等级明显低于非犯罪分子。研究确定了一些重要的调节变量，即影响低水平道德推理和犯罪之间关系强度的因素：对男性罪犯的影响程度大于女性罪犯，对青少年晚期的罪犯的影响比对青少年早期的罪犯大，对精神变态的罪犯的影响比对非精神变态的罪犯大，对智力较低的罪犯的影响比对智力一般的罪犯大，对被监禁的罪犯的影响比对非监禁的罪犯大，并且对被监禁18个月或更长时间的罪犯的影响比对被监禁6个月或更短时间的罪犯大。道德推理和犯罪之间的关系没有被社会经济地位（下层或下层中产阶级）、犯罪类型（轻微犯罪，暴力/严重犯罪，或合并）或文化背景（白人或其他）所影响。总体结果表明，犯罪和低水平道德推理之间存在着牢固的关系，在控制了社会阶层、文化背景、性别、年龄和智力因素之后，这种关系仍然很重要。


自我控制


自我控制是指个人抵抗诱惑和延迟满足的能力。缺乏自我控制在概念上与冲动性有关。虽然自我控制是一种心理结构，但是犯罪学家戈特弗雷德森和赫斯基（1990）在其犯罪的一般理论中提出了关于自我控制和犯罪之间关系的最全面的理论。


戈特弗雷德森和赫斯基的一般犯罪理论


犯罪的一般理论是犯罪学中控制理论的一个例子。前文提到，控制理论将焦点从解释犯罪倾向是如何获得的转移到解释为什么守法倾向没有获得。假设个人天生就有犯罪的自然动机，就犯罪而言，环境的主要作用是抑制或不抑制这些动机。我们已经在本书中讲到了控制观点的元素。进化心理学强调，以犯罪方式行事的潜力是人性的一个普遍方面，而行为遗传学、神经心理学和许多特质观点表明，某些人天生就有可能进行犯罪。一个人是否犯罪取决于环境在控制预先存在的犯罪潜力的表达方面有多成功。

根据戈特弗雷德森和赫斯基（1990）的观点，所有犯罪行为的原因都可以归结为个人无法自我控制。虽然他们没有推测其起源的确切性质，但是戈特弗雷德森和赫斯基认为不良的自我控制是一种基于生物学的现象。人们不用学习“冲动、不敏感、冒险、短视和非语言”，他们天生就有这些特点。然而，与艾森克和其他特质论者不同，戈特弗雷德森和赫斯基强烈反对在自我控制中包含任何天生的个体差异。每个人都应被认为具有同样的犯罪倾向。

控制观点的必然结果是犯罪的多功能性。低自制力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包括过度饮酒和赌博等非犯罪行为（因不同法律而异）。所有犯罪的动机都是相同的基本愿望——满足一个人眼前的愿望和冲动——并且是由同样的拒绝或延迟自我满足的能力造成的。强奸的原因与盗窃的原因基本相同。因此，罪犯倾向于犯各种各样的罪行，而不是专门从事任何特定类型的犯罪。因此，没有必要建立不同的理论来解释不同类型的犯罪——所有这些都可以用一个通用的理论来解释。

至于控制犯罪冲动的能力，戈特弗雷德森和赫斯基认为这纯粹是社交最初几年（大约8岁）学到的技能。自我控制是通过有效的育儿实践灌输的，这些实践建立在儿童和照顾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有效的父母监督、对越轨行为的有分寸和持续的惩罚以及父母对亲社会行为的模仿之上。具体来说，孩子们需要吸取教训，即犯罪行为会带来痛苦和消极的后果，或者，实现有价值的长期目标需要延迟即时回报。自控能力的差异取决于这些经验在家庭中的学习程度。根据戈特弗雷德森和赫斯基的说法，一旦建立起来，自我控制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保持稳定，尽管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现。与家庭的关键和持久作用相比，学校等其他社会机构影响犯罪或实施犯罪的能力有限。因此，一个人的犯罪轨迹可以在童年时得到可靠的预测。


自我控制和犯罪行为


戈特弗雷德森和赫斯基的一般犯罪理论是犯罪学中相当有影响力和被广泛引用的理论之一。由于罪犯自制力低，因此在犯罪方面有多种表现的看法得到了大量的经验支持。格拉斯米克（Grasmick）等（1993）根据戈特弗雷德森和赫斯基的理论构建了一个24项自我控制量表。在对使用这一量表的研究进行的荟萃分析中，普拉特和卡伦（Pratt and Cullen，2000，第952页）报告了相关系数为0.26，他们声称“自我控制能力是已知的最强的犯罪相关因素”。此外，不同类型犯罪的影响大小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低自制力是犯罪的一个普遍原因。毫无疑问，自我控制的构建是对犯罪行为解释的一大贡献。

然而，戈特弗雷德森和赫斯基对自我控制的理论描述有争议，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否认自我控制中基于生物学的个体差异，这与本书采用的生物社会方法不一致。此外，他们坚持认为一个人的犯罪轨迹是在童年时期设定的，这是有争议的，这显然与寿命心理学中的观点相矛盾，即在整个生命过程的任何阶段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犯罪生涯观点提供了一种解释犯罪发展的方法，这种方法更符合这些替代性解释。

第四节 犯罪生涯

犯罪生涯的观点有犯罪学而不是心理学的痕迹，并且已经朝着不同于（有时是反对着）发展心理学的方向发展。然而，寿命心理学和犯罪生涯观点之间有许多重叠。犯罪生涯研究人员的主要关注点是了解个体整个生命过程中的犯罪模式。他们的研究起点是我们熟悉的年龄—犯罪行为曲线（见图1.1）。犯罪生涯的观点建立在多重年龄的可能性上——犯罪轨迹，以解释不同的发展经历或不同类型的罪犯。罪犯的犯罪模式可能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罪犯可能会因他们初次犯罪的年龄、犯罪的频率、犯罪的严重性、犯罪的持续时间以及他们停止犯罪的年龄而有所不同。传统上，青少年阶段以后总犯罪率下降的原因是所有罪犯的犯罪频率发生了变化；罪犯人数相同，但他们都不太经常犯罪（戈特弗雷德森和赫斯基，1990）。犯罪生涯观点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即总犯罪率掩盖了不同的犯罪参与模式（开始、持续时间和停止）。总犯罪率下降是因为一些罪犯停止了犯罪。

也许犯罪生涯模式之间最常见的区别，也是本书已经提到过的区别，即仅限于青少年时期的犯罪罪犯和终生持续型罪犯之间的区别（莫菲特，1993）。AL罪犯有短暂的犯罪生涯，涉及相对较晚的发作和较早的停止，而LCP罪犯在其一生中继续以相同的高犯罪率犯罪。AL和LCP罪犯各自的年龄—犯罪行为曲线如图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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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一个假设的刑事罪犯年龄分布，该数据集将终生持续型罪犯和仅限于青少年时期的犯罪罪犯分开




终生持续型罪犯


犯罪生涯观点的起源是观察到罪犯之间的犯罪率高度失衡。少数罪犯构成了大量犯罪。例如，法林顿等（1986）发现，5%的罪犯犯下了所有罪行的50%。犯罪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这一发现感兴趣，因为它表明，通过选择性地使这些“职业罪犯”丧失能力，可以大幅降低犯罪率［布鲁姆斯坦（Blumstein）等，1986］。莫菲特（1993）将这一群罪犯贴上LCP标签。

LCP罪犯的特点是犯罪的纵向一致性。虽然他们的反社会行为的性质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但他们的行为背后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反社会倾向。麻烦的行为可能始于行为障碍的幼儿时期，在青春期转变为犯罪行为，并在成年后达到严重犯罪的顶点。因此，他们潜在的犯罪行为可以从很小的时候就被预测。他们的反社会性质在不同情况下也是一致的。他们犯下各种各样的罪行，并在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表现出反社会的特征。除他们的正式犯罪记录外，他们还可能有不良的工作习惯、物质成瘾和不良的人际关系史。

LCP罪犯的特征和他们行为的起源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讨论过了。LCP罪犯是最有可能继承犯罪倾向的罪犯，显示出神经心理缺陷，吸引对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诊断。然而，莫菲特明确排除了LCP罪犯犯罪的纯生物学解释。她认为LCP罪犯违反了各种形式的G×E相互作用。互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反应性关联。LCP罪犯通常会引起他人的负面反应，这加剧了他们的反社会倾向并使其永久化。他们是难缠的婴儿，即使是足智多谋和慈爱的父母也面临挑战。一旦LCP罪犯个人在一开始就走错了路，每一次随之而来的负面经历则有累积的后果，失败堆积在失败之上。当他们搬到学校时，他们继续从老师和同龄人那里得到破坏性的回应。LCP罪犯也可能进行“niche-picking”，倾向于选择其他反社会的个人，与他们一起共同强化彼此的偏差。LCP罪犯的犯罪持续性是由他们通过G×E相关性持续暴露于负面体验、成长中的贫困导致的社会技能缺乏以及从一开始就存在的潜在犯罪特征共同造成的。


仅限于青少年时期的犯罪罪犯


AL犯罪是典型的年龄—犯罪模式。不仅绝大多数罪犯是仅限于青少年时期的，而且大多数青少年——高达80%——在青少年时期都与警方有过正式接触（法林顿等，1986）。青少年时期的犯罪是“正常”的。根据莫菲特（1993）的观点，AL犯罪的特点是不连续。AL罪犯的犯罪行为在时间和表现上都不稳定。任何特定的生物因素或发展经历都无法可靠地预测青少年犯罪的未来。他们以前没有行为问题的历史。犯罪可能会突然开始，持续一小段时间，然后突然结束。犯罪本身可能是不完整的，在某些情况下会发生，而在其他情况下不会发生，这是由环境决定的，并且是对现有回报的合理考虑。

莫菲特认为，现代西方文化中的青少年处于“成熟差距”中。随着现代化，生物成熟度已经与社会成熟度不同步。营养的改善意味着青少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早熟。与此同时，他们进入成人社交世界的时间越来越晚。他们没有在青春期结束后马上开始工作和结婚，而是留在学校或大学，在父母的照顾下住在家里，推迟结婚和为人父母的时间。在生活中的许多领域，法律禁止青少年承担成人行为和责任。法律规定了他们可以找到工作、开车、做爱、结婚、投票、喝酒等的年龄。AL犯罪发生在这个“角色真空”的窗口，因为青少年试图解决他们在被剥夺成年战利品时所经历的挫折。犯罪是由青少年社交网络煽动和维持的。特别是，AL罪犯模仿LCP罪犯的行为，他们扮演着榜样的角色。LCP罪犯的相对财富、性经历和自由给AL罪犯留下了深刻印象，AL罪犯将犯罪视为获得有价值的财产、提高他们在同龄人中的社会地位以及维护他们不受家庭控制的独立性的一种方式。关于后一点，父母和其他权威人士认为犯罪行为是不正常的，这是他们吸引力的一部分。从事危险的违法行为是前工业化社会中通行的仪式的替代品。AL罪犯犯下的罪行反映了这些动机，主要包括盗窃——为了获取资源——和破坏他人财产、吸毒和公共秩序的罪行——以引起人们的承认。与LCP罪犯的罪行相比，AL罪犯的罪行通常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共同犯罪，并得到同伴的支持。

当青少年走出成熟的鸿沟时，就不再犯罪了。随着AL罪犯获得合法的成人特权，以前奖励罪犯的行为会失去其显著性。与此同时，犯罪的感知成本也在增加。例如，逮捕记录现在被认为对就业有严重影响。莫菲特提出AL罪犯犯罪活动的减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取决于青少年承担成人责任的速度。婚姻、就业和人生过程中的其他过渡事件给他们提供了“退出的机会”。


对犯罪生涯观点的评估


对犯罪生涯模式的调查需要前瞻性的纵向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跟踪罪犯。莫菲特最初的观察基于所谓的达尼丁（Dunedin）
[1]

 研究，该研究跟踪了1972~1973年出生的1037名新西兰人［席尔瓦（Silva），1990］。莫菲特发现了一小群男孩，他们在两年的数据收集点中的每一个点上都表现出反社会的特征。随后对达尼丁纵向的分析继续支持犯罪的早期发生与一系列不利的心理、社会结果有关（莫菲特和卡斯皮，2000；莫菲特等，1996；莫菲特等，2002）。其他纵向研究也报道了类似的发现［法林顿，1995；法林顿等，1998；休斯曼（Huesmann）等，2009］。

然而，应该强调的是，AL和LCP罪犯并不代表整齐、严格定义的二分法。它们是广泛的原型，在每个类别中，罪犯特征和犯罪模式可能存在差异。此外，类型生涯模式在继续发展。莫菲特等（2002）发现，与一组对照的非罪犯（尽管仍然低于LCP罪犯的比率）相比，许多AL罪犯继续犯罪到二十多岁，并且暴露出更多的问题特征（冲动、精神健康问题、物质依赖等）。莫菲特等认为这种长期的青少年模式可能是由于个人在担任成人角色时不断经历的成熟差距越来越大导致的。莫菲特等还发现了第三类罪犯的证据，这些罪犯在童年时表现出问题行为，但随后表现出低水平的慢性犯罪，其犯罪率不值得归类为LCP犯罪。其他研究人员已经独立提出了四条甚至五条犯罪轨迹。

对犯罪生涯方法的理论批评来自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方面，具有更传统的犯罪观的研究人员反对这种方法受生物和心理概念的影响太大。这些批评中最突出的来自劳布和桑普森的研究（劳布和桑普森，2001、2003；2003、2005），他们没有发现区别不同罪犯群体的证据。他们认为罪犯之间没有明显的生理或心理差异，对犯罪的最大影响因素是家庭、同龄人和学校。此外，所有罪犯——不管他们有多活跃——最终都会屈服于年龄—犯罪行为曲线，他们的犯罪频率会减少。然而，桑普森和劳布（2003）认为，在犯罪轨迹上存在个体差异，这是幼年因素无法预估的。虽然不良的教养是一个缺点，但是一个人并没有永远被它束缚。相反，所有罪犯不再犯罪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活方式的同时变化——如结婚和找工作——提供了更强的结构和社会控制。随着暴露在这些温和的社会条件下的程度不同，放弃的年龄也不同。

另一方面，布洛尼根（2010）最近评论了犯罪生涯研究人员未能将发展心理学的重要发现纳入他们的模型。他特别指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该观点对规范的生物和心理变化缺乏关注。前几章已经提到了其中的一些因素。进化心理学家认为，男性尤其被设计成在青春期最具竞争力、冲动、冒险和攻击性，以便最大限度地增加他们获得配偶的机会。神经心理学家指出，青春期的特点是性激素的产生激增，行为调节中涉及某些神经递质波动，而管理执行功能的重要大脑结构直到20岁出头才成熟。人格理论家发现，人格特征的最大变化发生在向成年人的转变过程中，并且直到30岁左右才会变得相对固定。这些不同心理学领域的趋同观点是，青春期的特点是心理变化和不稳定，这有可能增加犯罪倾向。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些内在的发展因素，犯罪生涯研究人员假设犯罪倾向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保持不变，因此他们被迫仅仅依靠社会环境的变化来解释犯罪的开始和终止（例如，在开始的情况下因素是犯罪同伴，在停止的情况下因素是婚姻）。布洛尼根认为，必须从环境因素与正常成熟过程的相互作用中来理解环境因素。青少年时期个体犯罪增加，因为在这个发展阶段，个体在心理上更容易受到犯罪成因的影响。同样，青少年时期后，犯罪率下降至少部分是因为个体心理变得更加成熟，这一过程可以通过稳定生活事件如婚姻来加速。

第五节 结论和评价

本章研究了犯罪在整个生命过程中的发展，确定了犯罪的风险和保护因素，并提出了理论解释来解释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在这些研究中，出现了两场关键的争论。

第一场争论涉及早期和同时发展的经验的相对重要性。与更直接的生活事件相比，犯罪是在生命的最初几年确定的（如戈特弗雷德森和赫斯基，1990），还是儿童期风险因素在个体后来的犯罪中扮演了次要角色（如桑普森和劳布，2003）？寿命心理学试图解决这个争论。从寿命的角度来看，人生旅程既有变化，也有连续性。不能仅仅根据个人的早期生活经历来预测行为，这些早期经历也与后来行为的表现无关。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给一个人带来了新的挑战和经历，这些都是变化的转折点。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也有一定程度的纵向可预测性。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所吸收的经验不会在个人进入新阶段时消失。相反，个人随身携带着他们的发展历史。经验作为生物编码的记忆和特征积累起来，可以继续对未来的行为产生影响。人生早期的负面经历可以为以后的失败打下基础。

第二场争论涉及生物因素在心理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是人们熟悉的天性/教养的争论。本书一直提倡生物社会的观点，这也是生命全程心理学的立场。然而，本章中讨论的一些理论家坚决反对将犯罪发展中的作用归于生物因素。他们的反对分为两个层次。首先，他们反对这样的观点，即罪犯和非罪犯之间或者不同类型的罪犯之间存在遗传的个体差异。其次，他们拒绝了规范的生物学发展在形成整个生命过程中的犯罪开始和停止模式方面发挥作用的说法。这场关于生物因素作用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学科标准的冲突。本章汇集了心理学和犯罪学的发展观点，与发展心理学不同，发展犯罪学中有一种传统的厌恶，即许多理论家公开对行为的生物学和心理学进行解释。社会学犯罪学的本质是把社会和环境力量的作用放在首位。

然而，不应该认为所有心理学家都赞同犯罪的生物社会的观点。在第七章中，我们将考察学习理论家提出的激进的环境学说。




[1]. 达尼丁（Dunedin）：新西兰城市。——编者注



第七章 学习

在前一章中，我们开始关注环境对犯罪的影响。我们特别关注在个人一生中增加或预防犯罪行为发展的环境因素。在这一章中，我们继续研究环境因素。我们在这里特别关注的是心理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环境体验转化为犯罪行为。例如，我们从第六章中知道，虐待儿童会大大增加其日后犯罪的风险。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犯罪行为模式是通过什么机制获得、触发和维持的？简言之，罪犯是如何学会犯罪的？

与行为机制相关的心理学领域是学习理论，更常见的是行为主义。虽然行为主义有不同的模式，但所有人都认为行为是由环境中的刺激所塑造的。学习是生物体对其所遇到的环境事件的适应性反应，这些事件会导致行为的相对永久的改变。行为主义者的目的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揭示支配学习的规律，许多规律适用于所有复杂的有机体，因此，行为学家所采用的科学方法的实验可能包括对老鼠、鸽子甚至蠕虫的研究。对于行为主义者来说，罪犯或他们的行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犯罪只是另一种行为，必须像所有其他行为一样学习。本章开始时，我们将研究行为主义背后的哲学原则，这些哲学原则将这一方法与大多数其他心理学领域区分开来。然后，我们研究了三种学习模式——经典条件反射、操作性条件反射和社会学习——以及每种模式对犯罪行为的解释。

第一节 行为科学

所有科学领域——物理、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和心理学——都有哲学根源。例如，古希腊人对化学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的研究方法只涉及思考物质的组成，而不是对化学现象进行仔细和系统的观察。大约从16世纪开始，科学学科一个接一个地脱离哲学，开始建立基于观察的、有计划的、实验可测试的规律。心理学的这种转变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从20世纪初起，行为主义者成为推动心理学研究的科学严谨程度与其他科学水平等同的主要倡导者。本节通过20世纪三位主要行为理论家华生（John Watson）、斯金纳（B. F. Skinner）和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贡献来研究行为主义的关键概念。


关注可观察到的事件


行为主义一词是华生在1913年发表了他的文章《在行为主义者看来的心理学》后发明的。当时，心理学主要关注的是心灵。研究大脑的方法是通过内省——观察大脑内部，试图检查有意识的想法、情绪和其他内在体验。华生指出，自省是主观的、不可靠的，没有办法检验研究人员发现的有效性。他认为，为了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变量必须是可观察的。就心理学而言，只有两个可观察到的变量——行为和它发生的环境。心里发生的事情终究是不可知的，但也是无关紧要的。华生认为内部事件，如思想和感情，只是行为的副产品。关于内部事件的猜测是不必要的。所有行为都可以通过仔细分析导致这种行为的环境事件得到充分的解释。

行为主义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多年来，不同的行为模式已经从华生最初的表述中发展出来。虽然随后的模型也强调了环境和行为的关键作用，但它们在处理内部事件方面不同于华生。和华生一样，斯金纳（1953）认为内部事件是一种“解释性的虚构”，与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但是与华生不同，他并没有将它们视为附带现象。相反，他认为思想和感情是另一种行为，它们是对环境的内部、隐蔽的反应，就像我们的公开行为是对环境的外部反应一样；感觉和想法与它们相关的可观察到的行为同时发生。想象一个人在穿过森林时突然遇到一只危险动物的情景，按照惯例，我们会说这个人看到了动物，变得很害怕，然后逃跑了。根据斯金纳的说法，事情的顺序是，这个人看到了动物，然后人和动物都变得害怕并逃跑了。没有必要用恐惧来解释跑步；隐藏的恐惧和公开的奔跑都是由危险动物的存在来解释的。然而，恐惧和其他内部反应是真实的现象。

斯金纳对内部事件采取的立场被称为激进行为主义，因为他毫不妥协地坚持只检验可观察到的事件。这也被称为黑箱心理学，因为支持者认为在人体内发生的事情无法进行科学研究。然而，一些行为方法确实检查了内部现象。在行为主义的中介模型中，内部事件被视为因果链中介于环境输入和行为输出之间的中介变量。班杜拉（1977）提出，环境事件不以客观的方式作用于个人，而是必须在认知加工的过程中被感知和解释。人们对环境刺激的感知做出反应，而不是对刺激本身做出反应。进入一个完整的循环，认知过程现在被许多行为学家认为是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合理观点。


环境决定论


决定论有时被错误地认为只适用于行为的生物学解释。生物决定论认为一个人的命运是由基因决定的。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发现的，今天很少有生物学家会提出这个命题。相反，最初的生物状态与环境相互作用，它们的影响在个体一生中具有相当大的可塑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决定论的理念已经被抛弃。决定论同样适用于行为的环境原因。根据决定论，所有事件都服从因果定律。行为主义者断言：一个有机体能够自我产生行为是不合逻辑的。所有行动都必须有一个事先的原因，这个原因存在于人的外部和环境中。与生物决定论不同，环境决定论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行为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罪犯改造方案是基于环境决定论的假设，这些方案的目标是查明导致犯罪行为的环境因素，并以促进守法行为的环境因素取而代之。

对大多数人来说，环境决定论和生物决定论一样没有吸引力。华生尤其把人类描绘成被动的机器人，这是由他们的成长行为造成的，只是对他们偶然遇到的环境刺激做出反应。斯金纳（1971）是一位坚定的环境决定论者，他在《超越自由和尊严》一书中试图反驳这种对环境决定论的负面看法。斯金纳认为，正是自由意志的信念，而不是决定论，限制了人类幸福和自我实现的潜力。对自由意志的信仰导致了对个人不幸的指责，并鼓励人们采取惩罚手段来控制行为。斯金纳指出，虽然环境塑造行为，但人类有能力塑造自己的环境。如果人类采用“一种更有效的行为技术”，那么他们就可以学会设计环境和社会系统来改善人类的集体状况，而不需要诉诸强制、威胁和惩罚。

班杜拉（1977、1978）认为，个人可以进一步改变他们的环境，并提出了相互决定理论的概念。他认为环境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是单向的。相反，他提出行为、环境和个人因素（内部事件）在三元互动中相互影响（图7.1）。想象两个陌生人在酒吧喝酒。让我们关注A的行为，将B视为A环境的一部分。A听到B笑，转过头来看原因（环境影响了行为）。A有负面的自我形象，并把笑声解释为是针对他的（个人因素影响了对环境的感知）。他以威胁的方式走向B（个人因素影响了行为）。B的反应是站起来面对A （行为已经影响了环境）。A感到害怕（环境影响了个人因素）并退缩，结果对自己更糟（行为影响了个人因素）。通过引入内部认知事件的角色，相互决定理论是“软决定论”的一个版本——与华生和斯金纳偏爱的“硬决定论”相反——因为它允许一定程度的个人自主性。

[image: ]
图7.1 班杜拉的相互决定理论模型




进化、生物学和行为主义


行为主义者对生物因素作用的观点经常被误解。行为主义者立场的刻板印象是，生物因素是无关紧要的。每个孩子出生时都是一张白纸，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可以无限创作。事实上，在行为主义历史的早期，华生（1930）对环境因素的首要地位提出了一些挑衅性的，现在看来却是臭名昭著的观点：


给我十几个健康的婴儿，他们身体健康，我将采用我自己专门创造的环境来抚养他们。我保证随机挑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并训练他成为我可以选择的任何类型的专家——医生、律师、艺术家、商人，当然，甚至乞丐和小偷，而不管他的天赋、爱好、倾向、能力、职业和祖先的种族如何。


华生夸大了事实，他知道。在接下来的一句话中（这句话通常从引文中省略），他继续说道：“我超越了我的事实，但相反观点的倡导者也是如此，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几千年了。”虽然很少有行为主义者会赞同华生描述的极端环境主义，但这种形象依然存在。

斯金纳（1953、1974）认识到行为是在生物背景下发生的，他认为行为主义是进化论的逻辑延伸。学习能力本身就是一种适应性技能，是生物编码的，并通过自然选择传承下来。擅长设计灵活应对环境问题的生物比不擅长的生物表现得更好。此外，一个物种成员在环境中发现的奖励和惩罚的东西已经获得了这些特征，因为它们在进化上很重要。例如，人类进化成更喜欢某些食物，这些食物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因此有助于激发行为。对人类有益的食物和对熊猫有益的食物非常不同。在概念层面上，自然选择过程和学习过程也有相似之处。通过自然选择，物种内促进适应性增加的特征会提高出现频率。同样，通过学习，个体内促进适应性增加的行为会提高出现频率。因此，在个体一生中获得行为可以被比作一个微小的进化过程——没有任何优势的行为被抛弃，那些产生有利结果的行为被保留下来。

然而，斯金纳认为生物因素只提供了学习的能力。它们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生物体的实际行为取决于它们的环境经历。例如，人类天生就有攻击的能力，但是要想变得具有攻击性，个人需要学习攻击性行为。斯金纳还发现，人与人之间存在个体生物学差异。他将遗传学纳入行为科学的目标主要是基于实用的理由，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基因，所以关注通过环境手段改变行为更有成效。他写道：


即使可以证明行为的某些方面是由于出生季节、体型或遗传体质造成的，这一事实也是有限定条件的。这可能有助于我们预测行为，但在实验分析或实际控制中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这种情况在个体受孕后无法控制。最多可以说，对遗传因素的了解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利用其他因素。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人有某些固有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更明智地使用我们的控制技术，但是我们不能改变遗传因素。



（斯金纳，1953，第26页）



人格、心理障碍和行为主义


在前文中，我们讨论了行为主义者对短暂的内部事件如思想和感情的看法。行为主义者也反对在他们的分析中包含稳定的内部因素，如人格特质和心理障碍。对于行为主义者来说，特质和障碍仅仅是观察到的行为模式的描述性标签，它们不会导致他们所描述的行为。它们是假设的——不必要的——建构性的概念。它们是假设性的，因为我们看不到它们，只有它们的假设效果。因此，这些概念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它们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新的东西。它们的假定存在依赖于循环逻辑。我们知道某人有攻击性的特点，因为我们观察到他的行为带有攻击性。为什么他表现得咄咄逼人？因为他有攻击性，等等。行为主义者指出，我们即使省去整个假设结构的概念，也不会更糟。仅仅识别行为模式和它发生的环境才是必要的。

行为学家也不区分正常和所谓的病理行为。病理行为或者说问题行为是由与任何其他行为相同的学习过程引起的。在数量上而非质量上，它们不同于没有问题的行为。行为是否被标记为病态、异常、无序或功能失调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不是科学判断。

否认人格特质和精神病理学是行为的原因并不意味着行为学家认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他们发现人们有可预测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因人而异。每个人的学习历史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在某些方面有不同的行为潜力。例如，一些人因为他们特殊的成长经历，在更广泛的环境中表现得比其他人更积极。这样的人可能会被别人描述为好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侵略性的特质来解释他们的侵略性。行为主义者的立场是第五章概述的特异性模型。对于行为主义者来说，通常所说的人格特质实际上是在特定情境条件下表现出来的后天习惯的集合。在一个人身上引发攻击的东西可能不会对另一个人产生影响，而即使是一个以攻击著称的人也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具有攻击性的。行为分析的关键是识别引发特定人的特定行为的条件。因此，如图1.2所示，行为主义者明确承认历史和现实环境在犯罪中的重要性。


特定行为的聚焦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本书中涵盖的许多理论立场可以大致归为控制理论。控制理论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个人天生就有反社会行为的倾向，调节这些自然倾向是环境的工作。反社会行为本身被认为不需要什么技能就能完成。因为所有犯罪的根本原因都是诸如自私和恶意之类的普遍因素，所以罪犯在犯罪方面可能是表现多元的。强奸犯和盗窃犯在控制方面也有同样的基本缺陷。因此，没有必要对不同类型的犯罪做出不同的解释。

行为主义者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论点。他们认为出生时的个人是刑事中立的。所有犯罪行为必须在一个人一生中通过学习获得。学习犯罪行为也不是小事。班杜拉明确提到侵略行为，但提出了一个适用于所有犯罪的论点，他写道：


人并不是天生就有攻击行为的预成习惯。他们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学习它们。一些基本形式的攻击可以在最少的指导下得到完善，但是大多数攻击性活动——无论是用弹簧刀决斗、与对手对打、军事战斗还是报复式的嘲笑——都需要复杂的技能，需要广泛的学习。



（1976，第204
 ~205页）


此外，学习非常具体。教导一个人强奸的环境经历将不同于教导一个人偷窃的环境经历。因此，预计罪犯的罪行会有一定程度的专业化。一旦罪犯完善了作案手法，他们很可能会重犯。没有一般的普遍犯罪理论。解释犯罪需要分析导致特定犯罪行为的特定环境条件。

有三种主要的学习模型：经典条件反射、操作条件反射和社会学习。这些模型分别与华生、斯金纳和班杜拉有关。在以下各节中，我们将具体逐个描述这些模型，并研究它们如何对犯罪行为作出解释。

第二节 经典条件反射

行为主义的第一个正式模型——反映华生行为主义观点的模型，是经典条件反射。然而，经典条件反射的原理在20世纪初并不是由华生证明，而是由俄罗斯生理学家巴甫洛夫（Ivan Pavlov）首次证明。经典条件反射有时被称为应答条件反射，因为它关注生物体对环境的反应。回应行为是不自觉的反应，如流涎、出汗、眨眼、哭泣、打哈欠、性唤起、感觉恶心等。在第四章中我们讲过，非自愿行为是自主神经系统的产物。这些行为是对适当环境刺激的自然反应。例如，眼睛里的一股气流会导致不自觉地眨眼。这个过程被称为刺激—反应（S-R）模型。巴甫洛夫的革命性发现是，回应性行为也可以被学习。


经典条件反射的原理


巴甫洛夫的研究包括调节狗的唾液分泌反应。巴甫洛夫第一次展示了当狗被喂食时会流口水。食物是无条件的刺激（UCS），唾液分泌是无条件的反应（UCR）。食物和唾液都是无条件的，因为没有任何条件使这种关联发生。然后，巴甫洛夫提出了一个中性刺激——一个铃铛——没有引起流涎反应。接下来，巴甫洛夫同时展示了铃声和食物，狗一次又一次流口水。最后，经过多次试验，把铃铛和食物放在一起，巴甫洛夫让铃声响起。听到铃声，狗流口水了。通过反复的联想，铃铛已经呈现出食物的诱人特性。铃声变成了条件刺激（CS），流涎变成了条件反应（CR）。巴甫洛夫的实验如图7.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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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对铃声流唾液反应的经典条件化



华生后来证明：除了调节中性刺激与UCS产生积极的联系，调节也可以用来产生厌恶性的联系或微小的恐惧。在一项著名的研究中（华生和雷纳，1920），一个男婴——小阿尔伯特——习惯于害怕一只白老鼠。首先，小阿尔伯特被展示给老鼠（中性刺激），他对老鼠没有恐惧的迹象。UCS是锤子敲击小阿尔伯特脑后的铁栏杆的响亮声音。对这种噪声的UCR是一系列恐惧反应——哭泣、跳跃和摔倒。在六次试验中，白老鼠和大噪声配对，小阿尔伯特对白老鼠表现出恐惧反应。白老鼠现在是CS （见图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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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对看到白鼠的恐惧反应的经典条件化



与经典条件相关的三个重要原则是一般化、歧视和消失。概括来说，另一种类似于CS的中性刺激也成为CS。例如，在小阿尔伯特习惯于害怕白老鼠之后，他也对一只白兔和一件毛皮大衣表现出恐惧反应。歧视是指CS的特殊性。例如，巴甫洛夫的狗只对铃声“垂涎三尺”，而对其他噪声则不屑一顾。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区分CS和相关刺激。最后，消退指的是在没有UCS的情况下，CS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例如，巴甫洛夫的狗最终会停止对铃声“垂涎三尺”，除非偶尔有食物的“补充”。

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经典条件反射的例子。当听到你从抽屉里拿出开罐器时，你的猫会神奇地来到这里准备被喂食；薰衣草的味道让你想起了你的祖母，她总是用薰衣草熏东西；看到皮下注射针，你会出冷汗；你曾经因为吃鱼而食物中毒，现在鱼的味道让你感到恶心；你试图戒烟，但是每次看到有人叼着烟，你都渴望点燃它。记住，经典条件反射不依赖于任何中介认知过程。换句话说，你不需要有意识地知道为什么CS会在你身上引起某些反应。每当你听到某首音乐时，你可能会感到悲伤，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你第一次听到它时很沮丧，但后来忘记了）。华生开玩笑说：“小阿尔伯特在晚年，没有任何关于他参与调节实验的记忆，他可能会寻求心理治疗，以消除对大白鼠和兔子的奇怪厌恶。”华生想象弗洛伊德自信地宣称小阿尔伯特有一个未解决的恋母情结。

请注意，与所有行为方法一样，经典条件反射是行为获得和表现的模型。巴甫洛夫和华生表明，行为反应可能是有条件的，但CR也是情境依赖性的。一旦学会，一个反应（R）必须由环境中的相关刺激引发，否则它会保持休眠状态。因此，巴甫洛夫的狗只在听到铃声时才流口水，小阿尔伯特只在看到一只白兔时才哭。这表明有两种方法可以故意改变行为。第一种是通过非条件化来逆转错误的学习。巴甫洛夫可能已经通过将铃声与有害刺激配对来阻止狗对铃声“垂涎欲滴”；而华生可能通过将白色毛茸茸的动物与令人愉快的刺激配对来恢复小阿尔伯特对它们的感情［事实上，琼斯（Jones）， 1924，在一个类似于小阿尔伯特的案例中证明了这种技术的有效性］。临床上，这些技术用于治疗某些问题行为。在厌恶疗法中，治疗师为了消除习惯性行为，会制造一种轻微恐惧症。例如，一个有饮酒问题的人可能会被给予一种药物，这种药物会让他每次喝酒都感到恶心。另外，系统的脱敏被用来消除恐惧症。例如，一个害怕蛇的人可能会逐渐接触到蛇，同时被治疗师置于放松状态。

改变回应行为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刺激控制。刺激控制包括从直接环境中消除引发问题行为的刺激（即UCS或CS）。例如，一个试图坚持节食的人可能会被指示确保所有食物都放在橱柜里，不要因为可能引发饥饿感而被遗漏。使用刺激控制，问题行为不会从人的习惯中消除，但是它的表达会被抑制，这可能已经足够了。


经典条件反射与犯罪


华生声称所有的行为都可以用S-R理论来解释。然而，上一节描述的行为类型是低级反射和生理反应。那么，如何从这些微观行为转变为复杂的行为模式，如犯罪？华生提出，所有的行为都包括简单的S-R关系的长链，这种关系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一个有机体改变。这种解释被称为分子方法（不要与分子遗传学混淆）。在分子分析中，行为是逐时分解的，以便识别控制序列每个特定阶段的行为—环境关系。在实践中，重建这种序列的S-R是有问题的，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斯金纳和班杜拉等理论家放弃了分子方法。然而，在审查犯罪时，有一些相对简单的经典条件作用的例子。特别是，经典的条件作用对于解释涉及对环境刺激的自主生理反应的犯罪是有用的。这里有两个例子：性犯罪和暴力犯罪。


性犯罪


性唤起是由各种性刺激引发的回应行为。引发刺激可以是自然发生的UCS （如看到裸体）或已经与性刺激相关联的CS。拉赫曼（Rachman，1966）在一项试验中展示了产生性唤起CS的过程。他向男性被试展示了一系列裸女照片，中间点缀着黑色靴子的照片。他发现，经过多次试验后，这些被试仅仅看到靴子的照片就被激起了性欲。这项研究已经用各种中性刺激进行了复制，包括皮靴［拉赫曼和霍奇森（Hodgson），1968］、几何图形［麦康纳基（McConaghy），1967］和一个便士罐子［普劳德和马蒂尼（Plaud and Martini），1999］，正是通过与性唤起的自然关联，个人发现身体的某些部分（如头发）或特定的衣物（如内衣）正在引发唤起。在极端情况下，一个人可能会产生一种恋物癖，由此CS成为性刺激的主要来源。

恋物癖并不违法，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违法行为。例如，罪犯可能会从晾衣绳上偷内衣，或者为了满足特定的恋物癖而实施强奸。在与犯罪更直接的联系中，经典条件反射已经被用来解释性行为的发展，如偷窥、裸露癖和恋童癖。麦奎尔（McGuire）等人（1965）阐述了异常性兴趣发展的总体框架——性偏好假说。麦奎尔等人认为，某一特定行为与性唤起的早期机会配对，为个人提供了性幻想和手淫想象的素材，这有助于将该行为作为性偏好来巩固。例如，假设恋童癖者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可能与其他孩子有过一次或多次刺激的性经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经历的图像继续主导着他们的性幻想。然而，正如马歇尔等（1999）指出，虽然直觉上很吸引人，但事实上几乎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性偏好假设。

尽管现在不那么流行，基于经典条件反射的厌恶疗法已经被广泛用于治疗性侵犯者。这个过程通常包括将令人厌恶的刺激与目标性对象或行为的图像或幻想配对。令人厌恶的刺激包括恶心诱导药物、电击、恶臭和有害的秘密图像。劳斯（Laws）和马歇尔在研究性犯罪的行为治疗时的结论是，试图通过令人厌恶的技术来抑制不正常的性偏好已经显示出一些经验性的成功。然而，他们认为，在现代治疗方案中，改变性偏好只是康复综合方法的一部分，还包括建立替代性健康性关系的能力。

S-R理论表明性犯罪是由引起异常性反应的刺激引起的。例如，斯莫尔本等（2008）辩称：一些针对儿童的性犯罪者没有制订虐待儿童的计划，而只是在执行日常护理任务过程中被唤醒，如给儿童洗澡或把他抱上床。在预防复发治疗中，罪犯被教导识别和避免可能引发犯罪行为的情况［皮瑟斯（Pithers）等，1983］。


暴力犯罪


攻击性通常分为工具性和表达性。在工具性攻击中，个人故意实施暴力，以获得一些好处。在表达性攻击中，暴力是对某种环境暗示的冲动和内在反应。伯科威茨（Berkowitz）认为，表达性攻击可能是由刺激引起的，这些刺激通常被认为与暴力行为有关。为了证明这一原则，伯科威茨和利佩奇（LePage）（1967）对100名男性大学生进行了一项实验。参与者首先受到电击，其中一半受到1次电击（低唤醒状态），另一半受到7次电击（高唤醒状态）。然后，参与者有机会向那些对他们感到震惊的人表达震惊。在一些情况下，当反馈电击被传递时，在电击装置附近可以看到一把枪，而在其他情况下没有枪。最长也是最严重的报复电击是由暴露在枪下的被唤醒的参与者发出的。伯科威茨和利佩奇假设，通过他们与暴力的频繁联系，武器具有条件刺激的作用，仅仅看到武器就能引起攻击性的反应。这种现象被称为武器效应。

武器效应已经被重复了很多次，但是在被试中也发现了这种效应的可变性［特纳（Turner）等，1977］。有人认为，这种效应的强度取决于每个人将武器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的程度，这又是个人学习历史的一个变量（伯科威茨，1990）。巴塞洛（Bartholow）等（2005）比较了武器对猎人和非猎人的启动效果。他们发现狩猎枪的照片相比猎人更有可能引发非猎人的攻击性想法和行为，而枪的照片相比非猎人更有可能引发猎人的攻击性想法和行为。在解释这些发现时，研究人员认为，对于猎人来说，狩猎枪支与积极的经历（如友情）相关，而与人际暴力无关。

然而，因为猎人比非猎人更了解枪支，他们也更了解枪和杀人之间的联系。虽然大多数实证研究都集中在枪支的攻击引发效应上，但武器效应显然具有更广泛的含义。枪支只是许多可能的攻击情境线索之一。卡尔森（Carlson）等（1990）对23项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研究了攻击线索的影响，这些线索包括枪、刀以及与暴力图像配对的人的名字、攻击性语言、复仇主题的保险杠贴纸、攻击性电影和拳击电影。攻击线索和攻击态度或行为表达之间相关系数为0.38（中等）。当攻击性反应的目标是地位较低或者是外部团体成员时，效果更强。

第三节 操作性条件反射

操作性条件反射与斯金纳的工作联系最紧密。操作性条件反射也称为工具性条件反射，因为它适用于为实现某种目标而进行的行为。根据操作性条件反射模型，行为是由其产生的后果决定的。行为的后果可能是奖励（即强化）或不愉快（即惩罚）。受到奖励的行为将会重复，而受到惩罚的行为将会避免再出现。斯金纳没有拒绝经典条件反射，但他认为它在学习中起着相对有限的作用。经典条件反射将行为解释为对环境的反应，而操作性条件反射将行为解释为对环境的行动或操作；经典条件反射与行为之前的事情有关，而操作性条件反射主要与行为之后的事情有关；经典条件反射与非自主反射和生理反应有关，而操作性条件反射与意志行为有关；经典条件反射将生物体描绘成学习的被动接受者，而操作性条件反射将生物体视为学习的积极参与者。


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原理


斯金纳在一系列涉及鸽子和老鼠的实验中展示了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原理。研究行为强化的一般程序如下：一只鸽子被放在一个箱子里——有时被称为斯金纳箱——里面装着一个圆盘，当它被啄时，会从下面的斜槽中送出食物。通过偶尔啄食圆盘，鸽子最终知道，每次啄圆盘时，它都会得到食物。行为反应产生了有益的刺激。接下来，红灯/绿灯被引入斯金纳箱。现在，只有当圆盘被按下并且灯是红色的时候，食物才会被运送。红灯表示有报酬。最终鸽子知道，当灯光为绿色时啄食光盘是徒劳的，它会限制自己对光线为红色时的反应。红灯是一种识别性刺激（SD）的例子，这种刺激帮助生物体区分某一特定行为是适当的还是不适当的。图7.4（a）显示了强化行为的操作模型。

实验设计的变化被用来证明惩罚对行为的影响。这一次，斯金纳箱的一半地板通电了。当带电部分被激活时，放在斯金纳箱里的一只老鼠很快学会了通过移动到非带电部分来躲避电击。下一步是教老鼠在电击发生前避免被电击。在地板通电之前，箱子里的灯会打开。光线是SD信号，表示惩罚刺激（SP）即将释放，老鼠学会移动到笼子的另一边，以避免被电击。惩罚的操作模式如图7.4（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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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鸽子啄食反应和大鼠回避反应的操作条件化



如图7.4所示，操作性条件反射中的刺激可能是反应前的先行刺激（SD），也可能是反应后的偶然刺激（SR或SP）。因此，操作性条件反射不是经典的条件反射模型，而是由S-R-S模型来描述。然而，在操作性条件反射下，先前的刺激不会触发反射反应，而是预示着偶然刺激的性质。是偶然的刺激，通过加强或惩罚反应，导致了行为的获得；先行刺激决定了行为何时进行。

强化和惩罚有两种形式——积极和消极。积极强化包括应用奖励结果，而消极强化包括消除惩罚结果。斯金纳箱里给鸽子的食物是积极强化的一个例子，去看牙医以消除牙痛是消极强化的一个例子。请注意，强化总是鼓励行为，而负面强化不是惩罚。同样，积极的惩罚是应用厌恶性刺激，而消极的惩罚是去除奖励性刺激。斯金纳箱里的电动地板是积极惩罚的一个例子，剥夺特权来惩罚孩子是消极惩罚的一个例子。就像经典条件反射一样，如果在一段时间后，当行为被执行时，奖惩不再发生，最终学习的行为将会消失。

积极的刺激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表施加。在持续强化（CRF）时间表中，每次执行时行为都会得到加强。每当狗表演把戏时，都给它一次强化，这是CRF表的一个例子。行为也可能会间歇性增强。间歇性增强有四种类型。在固定比例（FR）时间表中，取决于对设定数量的响应。例如，采摘水果的人每摘一篮子水果，可能会得到一定的报酬。在可变比率（VR）时间表中，强化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变化。老虎机的付款就在VR时间表上。按照固定的时间间隔（FT）计划，奖筹会按照可预测的时间周期交付。每周的薪金是时间间隔的强化剂。最后，在可变间隔（VI）时间表中，根据不可预测的时间段来施加强化。例如，狮子捕食猎物会在随机的时间间隔内遇到可能的食物。一般来说，基于响应的时间表（FR和VR）比基于间隔的时间表（FT和RT）会产生更高的响应率，因为行为和结果之间有更密切的关系。VR时间表产生了抵抗消失的特别有效的学习方法。这是因为生物体很难区分强化物的退出和强化物之间相隔特别长的间隙。因此，VR时间表与赌博等持续存在的问题行为相关联。VR时间表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会保持虐待关系不消失，这种关系是由虐待者偶尔做出的忏悔和积极的应对来维持的。

斯金纳（1953、1974）认为，作为改变行为的一种手段，强化通常比惩罚更可取。当它是持续的且直接的时，惩罚是最有效的。不幸的是，在现实世界中，这些条件经常得不到满足。一个人可能只因为他的一小部分不当行为而受到惩罚，惩罚可能会在不当行为发生后很久才实施。当惩罚被用来改变行为时，重要的是，它要与加强其他适当的行为结合起来。


操作性条件反射与犯罪


当经典条件反射采用分子方法进行行为分析时，操作性条件反射采用“摩尔方法”。在摩尔分析中，行为及其原因被综合处理。一种延伸的行为模式——如犯罪——可以被视为一种单一的行为，并由一系列因素来解释，而不是一系列各自有其原因离散的微观行为［鲍姆（Baum），2002］。采用摩尔方法，很容易看出犯罪行为是如何符合作案条件的。大多数犯罪都是目标导向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奖励，因此本质上是强化的——偷窃被偷窃所得的商品积极强化，强奸被获得的性满足积极强化，谋杀被消除不愉快的人消极强化（无论如何，就犯罪者而言）。另外，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犯罪，因为处罚——罚款、监禁、家人和朋友的谴责等——都与被抓有关。

然而，很少有实证研究直接考察犯罪行为的作案条件。尽管斯金纳和其他激进的行为主义者被认为是主要的经验主义者，但是在人类操作性条件实验中，包括创造问题习惯的实验显然有困难。事实上，斯金纳并不认为这样的实验是必要的。他相信学习的原则是普遍的，因此对人类的应用可以从动物实验中推断出来。对犯罪的大多数行为分析都涉及在作案条件框架内重新解释已知的犯罪原因。

和经典条件反射一样，操作性条件反射与行为的获得和导致行为发生的环境有关。罪犯被认为有学习历史，这些历史已经在他们身上建立了犯罪习惯，作为他们行为习惯的一部分。虽然学习的原则是普遍性的，但是每个习惯都是单独学习的。因此，汽车偷盗者必须学会偷汽车，夜盗者必须学会破门而入，袭击者必须学会袭击他人，等等。让我们以入室盗窃为例进行推测，许多窃贼从小就开始偷窃，可能偷偷溜进他们父母的房间，拿走零钱或其他物品。这种行为会因所采取的措施而得到自然的回报，随着每一次的成功，这种习惯都会得到加强。也许他们偷了很多次而没有被抓到，或者如果他们被抓到，他们会受到父母无效且不一致的惩罚。戈特弗雷德森和赫斯基（1990）称之为不良的自我控制（见第6章），激进行为学家将之解释为未能了解自我满足行为和惩罚后果之间的偶然关系。“自我控制”不是一种普遍的个性特征，而是可以在生活的某些领域中行使，而不是在其他领域，这取决于这些领域中不同的强化历史。

从父母那里偷东西很可能是普遍现象。罪犯可能会转移到其他目标，可能会闯入邻居的房子，然后再转移到更远的地方去盗窃陌生人的房子。一路上，他们需要磨炼自己的技术技能。他们将会了解哪里是进入房子的最佳入口，如何撬开窗户，如何关闭警报器或在必要时安抚看门狗，如何快速高效地在房子里找到贵重物品，如何在不被人看见的情况下逃跑，以及如何处置他们偷盗的物品。这些技能将通过一个被称为塑造的连续近似过程中的反复尝试来学习。他们最初的努力会很笨拙，但是随着每一次成功的尝试，他们会更接近最佳反应。随着他们越来越多地犯罪，他们也开始认识到识别性刺激，这将引导他们加深强化和减少潜在的惩罚。例如，他们会了解到，报纸堆积在房前草坪上，意味着房主可能不在，房子没有人看守；而房子里的灯亮着，表明有人在家，应该避开房子。在许多房子里，他们可能没有发现什么价值，但偶尔他们会得到不同的强化计划的奖励，这将鼓励他们坚持不懈。他们可能会实施许多未被发现的盗窃行为，因此不会受到惩罚。如果他们因犯罪而被捕，那么从犯罪到接受正式刑事司法系统制裁之间的延迟可能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这实际上切断了他们犯罪行为的学习联系。

可以为所有犯罪行为设计类似的场景。然而，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行为主义者对行为的历史根源不太感兴趣，而对应用行为技术改变问题行为的当下任务更感兴趣。他们反对流行的观点，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传统，即你必须知道问题的原因才能解决问题。一个人如何成为罪犯并不重要，同样的行为改变技术可以被应用于与病因学无关的领域。从行为分析中，重要的是要知道目前决定目标行为表现的奖励和惩罚结构，因为为了改变这种行为，需要改变这些应急安排。

如果对犯罪行为的获得和表现没有直接的研究，那么对犯罪行为的改变的研究就不能这样说。行为主义者已经开发了一系列基于操作条件的治疗技术。我们没有空间在这里详细回顾这些［见布鲁克曼和菲克森（Braukmann and Fixsen），1975；戴维森和塞德曼（Davidson and Seidman），1974；皮尔森（Pearson）等，2002］。但作为一项普遍性原则，这些技术旨在创造亲社会的习惯，消除反社会的习惯。这是通过加强亲社会行为和奖励结果之间的联系以及反社会行为和惩罚结果之间的联系来实现的。有这样一种技术是对不当行为进行惩罚和对约定的行为进行坚持的奖励，以具体的条款进行规定，就像一份书面合同。斯图亚特（Stuart，1971）描述了一个16岁的犯罪女孩和她的父母之间制定的合同，其中特权（如每周外出一个晚上）取决于具体责任的履行情况（如在所有年级保持B分的平均分）。一项类似的原则已经以代币形式应用于体制层面。在代币情形中，居民因特定的亲社会行为（例如，保持房间清洁）而得到奖励，他们可以积累积分并交换特权或待遇［菲利普斯（Phillips）等，1971］。

第四节 社会学习

社会学习，也称观察性学习，代表了行为主义的一个更温和、不太极端的方面。与社会学习理论联系最紧密的人是班杜拉。班杜拉（1977）认为，许多人类行为不是像经典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论者所暗示的那样，通过直接经验学习，而是通过建模过程替代地学习。也就是说，他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他人、模仿或远离他们的行为来学习。我们不在繁忙的高速公路上被人撞倒，就是知道不要在车流面前跳出去。如果人类要通过学习，那么他们必须具备预测他们尚未表现出的行为后果的能力。这种展望未来的能力暗示了认知过程中行为的作用，即思想、信仰和感知。认识到内部事件的中介作用，社会学习理论被描述为刺激—有机体—反应（S-O-R）模型。社会学习不是经典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的替代理论，而是行为传统的延伸。请注意，在最近的理论中，班杜拉（1986、2001）越来越强调认知过程，并重新将他的方法称为社会认知理论。我们将在本章中主要讨论该理论的观察学习方面，并在下一章中讨论更明确的认知方面的理论。


社会学习原理


班杜拉（1977）认为，人的大多数行为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学习的，尤其是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学习。模型为人们提供了指导他们自己行为的信息。建模过程有四个组成部分。首先，人们必须关注模型。密切关注的模型——例如，因为他们经常被观察，他们很有趣，或者他们有很高的地位——将比没有引起观察者注意的模型更容易被模仿。其次，人们必须将模型化的信息保存在记忆中。这要求个人将观察到的事件转化为内部对话（自我对话）或图像形式的象征性认知表现。再次，认知编码的信息必须转化为行为。观察到的行为，特别是复杂的行为，很少在第一次被正确再现，但必须加以实践和完善。最后，模仿行为的表现受动机因素的影响。人们通过观察获得了无数的行为，但是他们对这些行为的表现是有高度选择性的，这取决于在特定环境中行为的适当性和有效性。人们模仿行为是为了增强而不是增强的结果。

班杜拉将社会学习分为三个阶段：习得、启动和维持。班杜拉（1965；班杜拉等，1961、1963a、1963b）在一系列经典研究中展示了通过建模获得行为，这些研究涉及一个大型充气洋娃娃。在原型研究中（班杜拉等，1961），儿童观察到一个成人模型与洋娃娃互动。在一种情况下，成年人对洋娃娃表现得不积极；在另一种情况下，成年人会对洋娃娃进行口头和身体攻击。在研究的一个变体中（班杜拉等，1963），孩子们观看了一部关于这次研究的电影。在这两项研究中，儿童模仿模型的行为——观察到攻击性模型的儿童对洋娃娃的攻击性是观察到非攻击性模型或没有攻击的儿童的两倍。孩子们在没有得到任何直接帮助的情况下学会了攻击性的反应。

模型不仅涉及行为的获取，还涉及对行为应该在哪里、在何时进行的指导。因此，模型也可以或多或少地引发即时模仿。然而，社交暗示并不是一个自动的“无意识”过程，因为它是在操作条件下呈现的。建模线索必须被解释，个人会对模仿模型的可能好处做出判断。模型促进行为的程度取决于观察者对模型作为可靠信息源的看法。莱夫科维茨（Lefkowitz）等（1955）发现，如果模特穿着高级服装（商务套装），人们更有可能跟随他闯红灯，反之则不会。

在操作性条件反射下，行为由其产生的后果来维持。一个人是否在他们的认知中保留了一种习得行为，取决于它是被强化还是被惩罚。班杜拉同意行为会受到直接的强化和惩罚。然而，他也认为同样的操作过程可以进行替代观察性学习。也就是说，可以从模型的经验中得出强化规则。这一原则在洋娃娃实验的进一步扩展中得到证明（班杜拉，1965；班杜拉等，1963）。在这些实验中，成人模型对洋娃娃表现出攻击性，随后要么得到奖励（糖果、饮料和口头表扬），要么受到惩罚（打屁股和口头谴责），要么没有后果。然后孩子们和洋娃娃互动。与其他两种情况下的孩子相比，那些观察到惩罚条件的孩子对洋娃娃的攻击性要小得多（班杜拉，1965）。在给所有的孩子都展示了攻击性行为后，孩子们的攻击性行为的表现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在这三种情况下的孩子都学会了攻击行为；在成人模型被惩罚的情况下，这组孩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也学到了与实施攻击行为相关的惩罚后果。班杜拉称此为替代性条件反射。

除了替代性条件反射，班杜拉 （1977）还以另外两种方式扩展了行为维持的操作原则。首先，他认为行为的一些最有力的后果不是操作性条件反射中强调的有形的奖励和惩罚，而是社会和地位的奖励和惩罚，表现为来自重要的其他人的认可或反对。举例来说，孩子们会寻求赢得父母的认可，但却没有得到实际回报的承诺。同样，被一个有价值的人物训诫可能比有形的惩罚更痛苦。在社会层面上，荣誉称号、奖项、奖章和其他提高公众地位的形式会受到高度重视。其次，班杜拉认为行为可以进行自我奖励和自我惩罚。人类正在对自己的表现进行评估，根据个人行为标准，以自我陈述（与自己交谈）的形式来判断自己是否合格。根据这一评估的结果，个人会在认知上对自己的行为表示祝贺或谴责。我们在第八章中将更详细地探讨强化的认知方面。


社会学习与犯罪


社会学习理论是被广泛引用的犯罪心理学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也见于社会犯罪学——如萨瑟兰（Sutherland，1947）的差异联想理论——尽管社会学版本缺乏详细的行为框架和心理学方法的实验基础。埃科斯试图将社会学习的社会学和心理学传统结合在他的差异联想强化理论中。班杜拉（1977）提出，观察学习的模式有三个主要来源：家庭、同伴（亚文化群体）和大众媒体。


家庭


正如第六章所指出的，在虐待家庭中长大的儿童比在非虐待家庭中长大的儿童有更大的犯罪风险。从社会学习的角度来看，人们预计个人所犯罪行的种类会反映他们小时候所经历的具体行为种类。有经验证据支持代际传递假说。费尔森和莱恩（Felson and Lane， 2009）分析了对近14000名囚犯的采访，重点是他们的童年经历和目前的犯罪模式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曾遭受身体虐待的罪犯最有可能犯下暴力罪行，曾遭受性虐待的罪犯最有可能犯下性犯罪。同样，提格等（2008）发现，身体虐待的严重程度预测了自我报告的暴力犯罪，但与财产犯罪的关联很小，不具预测性。许多研究报告了儿童性虐待的受害者和后来的犯罪者之间的联系［康诺利和伍伦斯（Connolly and Woollons），2008；格拉瑟（Glasser）等，2001；保卢奇（Paolucci）等，2001］。斯蒂斯（Stith）等（2000）对39项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研究了儿童的家庭经历和随后的配偶间虐待。他们发现，个体在一个以家庭虐待为特征的家庭中长大和成为家庭虐待的实施者（0.18）和受害者（0.17）之间的相关性是由弱至中等的。


同伴（亚文化群体）


第六章也报告了有犯罪朋友和参与犯罪活动之间的关系。社会学习理论已经被广泛用于解释犯罪和有违法同伙之间的联系［埃科斯和延森（Jensen），2006］。初犯有机会观察经验更丰富的朋友的犯罪行为，从他们那里，他学到了关于犯罪的“正常信念（犯罪是可以的）”和犯罪所需的技术技能。他也可能因为参与犯罪而获得同龄人的认可，这在强化方面可能比他们犯罪行为带来的有形回报更重要。

社会学习理论家对犯罪团伙中的犯罪行为特别感兴趣。研究人员发现帮派成员的犯罪率是只有犯罪朋友的青少年的两倍。帮派的紧密社会结构增加了社会学习的机会。温弗雷（Winfree）等（1994）检验了97名被监禁的男女少年犯的数据，这些数据涉及自我报告的犯罪、帮派成员、帮派成员朋友的数量、帮派成员朋友的认可程度以及他们对帮派价值观的接受程度。他们发现，帮派成员的朋友也更有可能是帮派成员，他们的行为得到朋友的认可，他们也更容易接受帮派价值观。


大众媒体


模仿模型不必以本身的状态出现，而是可以通过大众媒体用文字和图像象征性地表现出来（班杜拉，2001）。这一领域的大多数研究都验证了媒体暴力的影响，包括性暴力。文献中有许多例子表明伴随着公开的犯罪的“复制猫”现象。费尔森（1996）讲述了一个案例，在播放了一个关于自杀的电视画面后，有一名女孩被绑架并被迫用汽油浇自己。在大众电视节目中描绘自杀之后，自杀数量立即增加。菲利普斯（1983）发现，在主要以拳击比赛的电视转播后的几天里，犯罪杀人案件有所增加。作为模仿的结果，这种增加只适用于输掉的拳击手和凶杀的受害者属于同一类型的情况。

研究人员区分了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短期影响包括行为的即时但突然的变化（煽动），长期影响导致行为的稳定和长期变化（习得）。被调查的媒体包括电视、电子游戏、电影和漫画书，结果变量包括攻击行为、攻击思想和生理唤醒。布什曼和休斯曼（Bushman and Huesmann）发现，暴力行为的平均效应大小从0.19到生理唤醒的0.26不等，对成人的短期影响更大，对儿童的长期影响更大。作者将这一发现解释为儿童和成人有不同的心理机制。对于儿童来说，社会学习理论预测，符号模型参与了暴力反应的构建。儿童现有的学习暴力反应较少，这些反应可能会干扰媒体对新信息的吸收。然而，对于成年人来说，暴力媒体具有启动效应，根据S-R理论描述的过程，引发已经编码的暴力反应，而不是创造新的反应。

色情制品的使用和性犯罪之间的关系尤其有争议［见巴瑟曼（Bauserman）的评论，1996年；塞托（Seto）等，2001］。虽然一些研究报告了性犯罪者大量使用色情制品［伯克和埃尔南德斯（Bourke and Hernandez），2009；金 斯 顿（Kingston）等，2008；马 歇 尔， 1988］，其他人没有［贝克和斯坦（Becker and Stein）, 1991；斯莫尔本和沃特利，2000］。此外，因为这些研究是相关的，所以不清楚关联是因为色情导致性犯罪还是色情吸引了性侵犯者。为了克服这一限制，研究人员已经对色情制品的短期心理和行为影响进行了实验研究。艾伦等（1995）对30项实验室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研究暴露于色情和攻击性增加之间的联系（例如，向其他参与者传递电击的意愿）。他们发现，侵犯行为的增加取决于色情的类型和观察者的情绪状态。单纯涉及裸体的色情作品实际上减少了攻击性；涉及非暴力性和暴力性的色情制品都增加了攻击性，尽管暴力性的增加更大。在观看非暴力和暴力色情之前感到愤怒的被试在观看之后变得更具攻击性，而没有感到愤怒的被试则没有；在观看裸体之后，这两组人都有所下降。男性和女性的研究结果相似。观看后攻击的目标也没有性别影响。也就是说，尽管色情作品中的攻击目标绝大多数是女性，但观看后的攻击表现出了对男性和女性受害者的攻击。这些发现表明，对于性侵犯来说，唤醒比色情的实际内容更重要。观众似乎不会模仿他们观看到的色情图像中的特殊元素，相反，他们的反应取决于他们对色情作品的情感反应。这一发现反映了布什曼和休斯曼（2006）对暴力媒体的短期影响观点。

总之，接触暴力和色情媒体似乎会对一些观众产生有害的心理和行为影响。然而，效果通常不大，并且研究发现之间存在不一致和矛盾。此外，模仿的作用在习得阶段最为明显，而短期的刺激效应更可能与唤醒启动有关。

第五节 结论和评价

行为理论提供了一种与其他心理学理论截然不同的理解犯罪的方法。在行为主义方法中，焦点从生物社会的角度转移到将环境置于分析的中心。环境的作用是从犯罪中立的起点创造犯罪行为，而不是控制固有的、普遍的犯罪冲动。行为不是围绕基于生物学的特征来组织的，而是在特定情况下被唤起的离散的习惯。鉴于这些出发点，行为理论似乎对本书的综合使命提出了一些概念性的挑战。然而，行为主义的一些“激进”方面被夸大了，对这种方法的看法往往基于近一百年前提出的想法。例如，斯金纳没有否认生物因素在行为中的作用，但他确实质疑将它们纳入行为解释的效用。这是对生物社会观点的实际反对，而不是理论上的反对。行为主义的最新版本——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在它们对行为的解释中更进一步明确地包含了个人变量。

此外，行为方法大大加深了我们对犯罪的理解，解决了其他理论中所忽略的问题。行为方法的贡献是阐明学习行为的精确机制以及行为的实施条件。所有信仰该理论的行为主义者都承诺会进行严格和系统的实证研究。通过科学方法的应用，他们发现了因果关系，这使得强大的行为法则得以发展。根据这些法律，行为主义者开发了一系列的干预措施来修改和预防犯罪。学习和行为表现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行为主义者是第一批情景主义者，理解为什么个人会养成犯罪习惯是一回事，同样重要或更重要的是理解他们为什么犯罪。

行为主义最初是对19世纪精神分析理论的回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年来，通过社会学习理论将认知过程纳入行为框架，行为主义方法得到了振兴，而社会学习理论已经发展成为社会认知理论。我们现在转向认知在犯罪中的作用。


第八章 认知

正如第七章所概述的，心理学始于19世纪末，是对心理过程的研究，但是20世纪上半叶行为主义观点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心理学研究放弃将认知视为具有现实性的概念。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末，许多研究人员越来越不满激进行为主义的局限性。有人认为，行为主义模式没有考虑到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创造性。更具体地说，它没有抓住让我们成为人类的本质，即我们思考的能力。

认知在心理学有多个研究领域，主要的研究领域是认知心理学。认知心理学是研究人类如何感知、解释、编码、存储和回忆信息的学科。认知心理学家研究心理活动，如注意力、记忆、语言、解决问题、推理和决策。除了认知心理学的核心领域，认知过程也被纳入心理学的其他领域。在前一章中，我们看到许多心理学家并没有抛弃行为主义，而是将认知引入学习理论，产生了社会学习理论，后来成为社会认知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家对思维和感知在学习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特别感兴趣。认知也在社会心理学中找到了一个落脚点（我们将在第九章中看到更多）。社会认知虽然在名称上与社会认知理论相似，但社会认知更具体地涉及态度、价值观、刻板印象和模式发展的群体和事件方面的社会认知。本章首先概述认知方法的主要特征和假设，然后考察理解罪犯认知的三种方式——作为社会认知学习的中介过程，作为理性的决策过程，以及作为自动的、图式驱动的过程。

第一节 认知革命

认知心理学的复兴通常被固定在1956年，当时举行了两次有影响力的认知会议，一次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另一次在达特茅斯学院［加德纳（Gardner），1985；奈瑟（Neisser），1988］。麻省理工学院会议聚集了对感知、记忆和语言发展感兴趣的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人员；达特茅斯会议由计算机科学这个新兴领域的研究人员参加，重点关注新技术对理解人类智力的影响。尽管当时可能还不明显，但这些会议被认为预示了认知革命，并设定了认知心理学未来几年的理论方向。


认知的需要


像斯金纳这样的激进行为主义者认为，所有的行为都可以不用依靠内部事件来解释，比如认知。斯金纳（1957）出版了一本关于语言习得的书，对这一说法提出了严峻挑战。斯金纳认为，语言是通过强化逐渐习得的，就像任何其他行为一样。当一个孩子说出他的第一句话——例如，正确地识别一个物体时，父母会用表扬和鼓励来加强回应。然后，孩子学会把单词和所讨论的物体联系起来，这样就建立了词汇和句子目录。然而，许多研究人员认为斯金纳已经超越了行为主义的解释范围。最值得注意的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59） （他参加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研讨会）以一种毁灭性的批评回应道，一个人能够产生的无穷无尽的新奇句子根本无法以机械的方式学习。即使当孩子们第一次学习说话时，他们也会说出他们从未听过的句子——通常包含错误（例如，“Me not like doggie.”）。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创造潜力必须有认知作基础。他提出，人脑配备了一个硬连线语言习得装置（LAD），允许个人根据一组有限的先天语法规则来操纵他们听到的单词，来创造新的句子。许多人认为乔姆斯基的批判是激进行为主义的卓越性下降和认知心理学影响力增加的转折点［拉赫曼（Lachman）等， 1979］。


计算机隐喻


在心理学家重新发现认知的时候，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随着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复杂，研究人员开始对计算机信息处理能力和人类思维之间的相似性感兴趣。人工智能（AI）一词是在达特茅斯会议上创造的，用来描述程序员试图在计算机上模拟人类的分析技能。能够打败大多数人类玩家的电脑象棋游戏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个例子。在另一个方向上，计算机为认知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黑匣子”中发生的事情的模型。

以计算机为隐喻，信息处理模式成为认知心理学的主流视角（拉赫曼等，1979）。这个模型认为，人类通过一系列阶段来处理信息。像计算机一样，大脑接收以符号形式编码的输入，可以存储并检索这些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操作和转换。精神活动中使用的数据涉及环境信息的内部表征，而人类是这些数据的活跃操纵者。信息处理模型区分了大脑的物理结构和心理过程，这种区别与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区别大致相似（虽然不是完美的）。不同的软件程序代表不同类型的心理活动。

虽然计算机模拟作为一种描述性的工具很有用，但不应该走得太远。大脑和电脑之间有显著的区别。最重要的是，计算机有一个中央处理器，它以串行方式一次一个地快速执行任务。相比之下，大脑可以同时执行不同的任务，但速度较慢，需要利用整个大脑的神经网络。这种认知模式被称为并行分布式处理。大脑和电脑也有不同的优点和缺点。在某些功能领域，计算机的表现优于大脑。例如，根据定义，计算机不容易出现人为错误。另外，尽管人工智能有所进步，大脑在执行概念任务方面仍然优于计算机，如根据一些潜在的性质将物体分类。


意识


意识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概念，但通常被认为与我们的主观经验和意识有关［布洛克（Block），1995；克里格尔（Kriegel），2007］。虽然我们喜欢相信一点：我们的行为受我们意识思维的控制，但事实上大多数认知都发生在现象意识的水平之下。考虑一下大多数司机的共同经历：你正沿着一条熟悉的路线开车回家，突然一辆车停在你面前。你猛踩刹车，险些酿成事故。只有到那时，你才意识到，你已经不记得回家的路程了，直到你被颠簸回意识状态。你的驾驶行为似乎是在“自动驾驶”上表现出来的。

这个场景说明了自动过程和非自动（或受控）过程之间的区别［穆尔斯和德胡威尔（Moors and De Houwer），2006］。一个自动的过程是一个没有意图就被激活的过程，发生迅速，并且在没有意识的关注下运行。相比之下，非自动过程是一个有意识启动的过程，相对缓慢，需要有意识的关注。自动过程通常随着实践而发展。开始需要非自动处理的许多任务最终可以由自动处理来执行。在上面的场景中，当你第一次开始学习驾驶时，你意识到了你需要执行的每一项任务——扫描道路、转动方向盘、刹车等。只有在获得丰富的经验之后，你才能切换到自动驾驶。阅读也是另一个例子。当孩子们学习阅读时，他们费力地读出每个单词。最终，他们读得很流利，没有意识到读出的每一个字。类似地，当人们学习一项新运动时，他们会专注于他们技术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直到他们的行为变得自动化。

这一分析表明意识和注意力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里，一个人可以处理的事情都是有限的，因此也有有限的非自动过程可以同时进行。由于自动过程是在极少关注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它们被视为人类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处理资源的一种方式。然而，正如下一节所探讨的，意识思维的确切性质及其服务的目的仍然有争议。


身心问题


如前几节所述，认知心理学是对心理过程的研究，而不是对大脑的研究。虽然这种区别似乎足够明显，但它涉及一个被称为身心问题的数百年的哲学难题。这个问题涉及心灵的本质。构成头脑的心理活动——思想、想法、想象——是无形的现象。我们看不见也摸不到它们，它们也不是由原子甚至能量组成的。然而，如果头脑是一个非物理实体，那么它如何被包含在指定的物理空间（即头骨）中呢？此外，在不违反物理学基本定律的情况下，非物理头脑如何对物理身体产生因果影响？

身心问题涉及两种主要的哲学方法——二元论和唯物主义［福德尔（Fodor），1981］。二元论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在17世纪提出的。笛卡儿认为身和心是独立的实体，但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然而，二元论一直以来的弱点是任何支持者都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这种身心互动是如何发生的。然而，历史上的二元论对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有着强大的影响，是大多数人直觉理解思维的方式。唯物主义认为，所有的精神活动在大脑中都有物理关联，因此不存在独立的大脑。身心问题消失了，因为身心是一体的。像华生和斯金纳这样的激进行为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但是许多认知心理学家也是。他们认为，从理论上来说，所有的认知最终都有可能被描述为潜在的神经过程（即使这种可能性极小）。然而，唯物主义受到了批评，理由已经被讨论过了。对于许多人来说，越来越明显的是，如果不为精神活动调用一个单独的角色，人类的行为是无法解释的。

可以观察到身心问题和自由意志/决定论争论之间的相似之处。二元论意味着人类拥有某种程度的自由意志。它描绘了一个独立的大脑的存在，它位于身体大脑之外，作为一个调节者，监督和指导我们的行动。二元论的批评者有时会将这与大脑中有一个小人物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的荒谬形象相比较。另外，唯物主义与决定论是一致的。精神过程与大脑紧密相连，因此也受到塑造大脑物理特征的相同生物和环境因果过程的影响。

关于身心关系的争论仍在继续，看不到明显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得出结论，问题本质上是不可解决的［麦吉恩（McGinn）， 1989］。尽管涉及的哲学问题非常深刻，但在实践中，大多数认知心理学家并没有受到争议的限制。他们满足于、专注于认知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并把身心问题（以及关于这个问题的自由意志/决定论争论）搁置一边。

第二节 社会认知理论

正如已经讨论过的，社会认知理论是从社会学习理论发展而来的。社会认知理论与基本的操作性条件反射一致，但是假设了一系列介于环境输入（刺激S）和行为输出（反应R）之间的认知过程。行为是对环境认知表征（刺激—有机体—反应或S-O-R模型）的反应，而不是对环境本身的反应。认知过程又会受到偏见、错误和扭曲的影响。因此，环境的认知表征可能涉及功能失调的感知和对导致功能失调行为的事件的解释。大脑内部的世界甚至完全可以是自主产生的，不需要与当时发生的任何特定事件相关。例如，性幻想可以产生类似于实际性体验所产生的情感和生理反应。请注意，概念上相似的认知行为疗法（CBT）是伴随着社会认知理论发展起来的，尽管传统上略有不同。CBT源于行为和认知技术的治疗应用，并与阿尔伯特·艾利斯、亚伦·贝克（Aaron Beck）和阿诺德·拉扎鲁斯（Arnold Lazarus）等临床研究人员有联系。当传统行为疗法试图通过改变环境的某些方面来改变行为时，CBT旨在通过改变个人对环境的内部表现来改变行为，这种技术被称为认知重组。

这一部分描述了许多认知中介过程，分别是预期、归因、控制点、挫折—攻击、自我效能感、自我强化和道德脱离。


预期


根据操作性条件反射，人们可能会表现出他们以前得到回报的行为。根据社会认知理论，要做到这一点，个人必须对这一行为抱有回报的期望，这意味着他们拥有想象未来事件的认知能力。预期是一种记忆结构，它告知个体目标驱动行为的可能结果。根据他们的预期，罪犯会犯下预期有回报的罪行。研究人员调查了大学生中强奸行为的预期。呈现给参与者的强奸可能导致的后果包括享受性爱、感到羞耻、名声不好、被判有罪和感染性病。对强奸结果的积极（或不太消极）看法与自我报告的过去卷入程度较高和预测的未来卷入强迫性行为有关。

酒精对行为影响的研究最清楚地表明了预期认知基础的重要性。酒精消费和攻击性之间的联系已经很清楚了（见第三章）。然而，从这种关联中不能立即清楚的是酒精或酒精预期的药理作用需要什么程度的联结才可以引发。根据预期观点，人们喝酒后可能变得好斗，因为这正是他们所预期的酒精效果。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朗（Lang）等（1975）设计了一个创新的实验来控制酒精的药理作用。被试被引导相信他们正在参与一项测试酒精对运动协调性影响的研究。一半的被试被给予含有伏特加的开胃水，另一半被给予开胃水。预测试验表明，滋补水有效掩盖了伏特加的味道。此外，研究还提出了两种不同的预期。对于这两种情况，一半的被试被引导相信他们的饮料含有酒精，而另一半被引导相信他们喝的是开胃水。被试喝完分配的饮料后，他们被要求在实验的学习阶段向另一个被试（实际上是实验者的同伴）传递电击。（事实上，这些电击是模拟的）那些认为自己饮酒的被试——不管他们是否饮酒——比那些认为自己没有饮酒的被试给被电击者带来了更长时间和更严重的折磨。实际上，饮酒对攻击性没有影响，也没有交互作用。被电击者认为他们饮酒已经成为一种独立于客观现实的认知现实。假设他们已经喝了酒，被电击者表现出他们对酒精的期望，就像他们已经喝了酒一样。

酒精预期随后成为解释酒精对暴力和其他犯罪行为影响的重要部分。奎格利和列奥纳多（Quigley and Leonard，2006）对酒精预期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他们得出结论，酒精对攻击行为的预期有助于攻击行为的表现，尽管酒精的药理作用也与攻击的情境线索一起发挥作用。然而，更广泛的一点是，各种预期都是主观的。


归因


归因是指个人对事件发生的原因或对他人动机和倾向的推断［海德（Heider），1958；凯利（Kelley），1972］。人类被理解和预测世界以及控制事件的需要所驱使。归因论者认为人类是“天真的科学家”，他们不断分析和解释环境信息，得出逻辑上的结论（尽管不总是准确的）。根据韦纳（Weiner）的理论（1986），归因是沿着三个维度进行的——“事件是由环境因素（外部）还是人的因素（内部）引起的”“原因是长期的（稳定的）还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原因是有意的（可控的）还是意外的（不可控的）”。一个人对某一事件的归因可能会深刻影响他对该事件的反应以及随后的行为。例如，被判断为故意的有害行为会引起观察者（或受害者）与被判断为无意的相同行为截然不同的反应。因此，根据社会认知学习的原则，引起行为的不是环境事件，而是对事件的解释。

然而，人类远没有那么完美，演绎科学家和属性分析受到许多常见错误和偏见的影响。例如，基本归因错误是指个人倾向于将他人行为的原因过度归因于性格因素，并相应地低估环境因素的作用［琼斯， 1979；罗斯（Ross），1977］。特别是，我们喜欢将消极的结果归咎于他人，即使客观上他们没有过错。然而，我们对自己不适用同样的规则。当解释我们自己的行为时，我们准备将环境因素赋予更大的角色（尤其是在消极行为的情况下）。这种差异被称为演员—观察者偏见［琼斯和尼斯比特（Nisbett），1971］。

对原因的误解经常与暴力行为有关。敌意归因偏见是指当他人的意图实际上是良性的时，个体曲解了社会暗示并推断他人具有攻击性动机的倾向（伯科威茨，1990）。在将对方的意图解释为敌意之后，个人可能会以令暴力升级的方式做出反应。在酒吧中的打架就是因为有人以“错误的方式”看着别人。研究一致表明，在假设的情况下，好斗的人比非好斗的人更有可能错误地描述敌意。例如，贝利和奥斯特罗夫（Bailey and Ostrov，2008）发现，自我报告的攻击程度与将含糊不清的挑衅行为（例如，有人向你泼饮料）解释为敌对行为的倾向相关。詹姆斯和西格（James and Seager，2006）同样发现，对暴力的刑事定罪与做出敌意归因的倾向相关。


控制点


控制点是指个人认为他们能控制自己生活事件的程度［罗特（Rotter）、1954、1975］。拥有内部控制点的个人认为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和努力的结果；拥有外部控制点的个人认为，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是因为命运、运气或强大的他人的行为。对控制的信念是一种因果归因，但与主要关注规范感知的归因理论不同，控制点关注感知的个体差异。在社会认知理论中，控制点很重要，因为它对预期有调节作用。也就是说，控制点影响个人感知行为强化的方式。例如，将考试成绩归因于内部因素（如学习强度）的学生将被鼓励努力学习，将自己的表现归因于外部因素（如考试的公平性）的学生则不会。在大多数情况下，内部控制点被认为是可取的，并为健康的心理调节提供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预测犯罪将与外部控制点相关联。有人建议，通过将犯罪归因于外部因素，罪犯能够避免可能阻止他们犯罪的自责。

心理控制点通常用几种心理测量量表中的一种来测量。尽管控制点与犯罪有着理论上的相关性，但对犯罪人的直接实证研究并不广泛。已经进行的研究往往侧重于暴力罪犯和儿童性侵犯者并普遍支持罪犯有外部控制点的预测。就暴力犯罪而言，一些研究报告了性别差异，男性的外部控制点和暴力之间的联系比女性更强［哈洛伦（Halloran）等，1999；奥斯特曼（Österman）等，1999］。


挫折
 —攻击


挫折是当一个人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受挫时产生的情绪状态。根据挫折—攻击假说［多拉德（Dollard）等，1939］，当阻止动物进行期望的行为时，动物会自动体验到生理唤醒水平的提高，它试图通过某种形式的攻击性反应（咆哮、抓挠、撕咬等）来驱散生理唤醒。当应用于人类时，多拉德等人面临理论的许多挑战和改进。最初的理论，特别是沮丧和侵略之间有着不变的关系的观点已经被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挫折并不总是会产生侵略性。一些人通过富有成效地努力克服令人沮丧的局面来回应沮丧，而另一些人则只是屈服于失败。伯科威茨（1989）对挫折—攻击假说进行了重新表述，以使其符合社会认知原则，他认为环境中令人沮丧的刺激的存在增加了一个人变得愤怒和采取积极行动的可能性，但不一定保证会有攻击。伯科威茨强调，一个事件被视为令人沮丧的是不够的，它还必须被解释为令人厌恶的。如果人们认为他们不会被蓄意伤害，或者他们认为目标被阻止是公平和合法的，那么他们可以容忍挫折。对挫折的反应的确切形式取决于个人对学习历史的、对事件的认知解释和现有的行为习惯。

研究强调了在各种情况下挫折和反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哈丁（ Harding）等（1998）发现道路暴怒事件与交通拥堵相关，并由一些因素引发，如遇到慢速司机、其他司机插队以及争夺停车位等。工作中的挫折也被发现与工作环境被破坏和怠工的增加有关。霍梅尔（Homel）和克拉克（1994）发现夜总会暴力与顾客厌倦程度、缺少座位、没有食物和保安人员的挑衅行为有关。


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在社会认知理论中占据中心位置（班杜拉，1997）。它指的是一个人在完成指定类型的任务时对自己能力的评估。一个人如果去做他擅长的事或者是他认为通过努力就可以完成的事，那么他会获得高度的自我效能感。一个人的自我效能感将强烈影响他设定的目标，以及他将致力于实现这些目标的努力和承诺。例如，数学自我效能感高的学生可能会在数学考试中争取高分，并努力学习以获得高分。数学自我效能低的学生可能会认为学习毫无意义，因为自己注定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得不到好成绩。此外，自我效能感会对绩效质量产生影响。科林斯（1982）指出，当数学能力相同的儿童被给予难以解决的数学问题时，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儿童比自我效能感较低的儿童更不慌乱、更有毅力，解决的问题也更多。

自我效能感听起来可能与自尊相似，但是二者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区分。第一，当自尊是一种普遍性的衡量标准时，自我效能感是特定于任务的。如果说某人有很高的自我效能感，而没有具体说明自我效能感在哪些方面适用，那是没有意义的。第二，当自尊是一个与自我价值信念相关的抽象概念时，自我效能感是基于行为和一个人对自己能做什么的信念。

在犯罪的背景下，研究通常集中在亲社会行为中自我效能感的保护作用上。认为自己有可能实现亲社会目标的人更有可能尝试并成功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行为。有人认为，罪犯认为他们缺乏帮助他们避免犯罪的技能，这反映在他们做出的选择和他们的行为质量上。例如，一些研究调查了自我效能感在个体抵制同伴影响中参与危险活动的压力，并寻求对诸如“你能在多大程度上抵制同伴使用药物的压力”等项目的回应［班杜拉等，2003；卡普拉拉（Caprara）等，1998、 2002；赛格尔斯（Jagers），2007］。高自我效能感与较低的自我报告暴力和违法行为率相关。情绪控制的高度自我效能感（班杜拉等，2003）和学习成就的高自我效能感［同上；仲和伊利亚斯（Chung and Elias），1996］也被证明可以防止犯罪。


自我强化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班杜拉，1977），除了确实的社会性奖励和惩罚，人类还有能力自我强化和自我惩罚。我们的行为受到我们对其适当性判断的强烈影响。我们有个人的标准来评估自己的行为。根据自我评估，我们可以通过自我祝贺来强化自己的行为——“我做得很好”——或者通过谴责性的自我陈述惩罚行为——“我做得不好”。通过这种方式，我们鼓励自己重复好的行为，改进表现，或者从我们的行为列表中删除不好的行为。

谈论对犯罪行为的积极自我评估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是犯罪行为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骄傲，这种骄傲会自我强化。西格莫德等对141名被监禁的男性罪犯进行了犯罪自豪感（PID）测量。他们发现PID分数与定罪数量、不同罪行数量、监禁数量、记录在案的习以为常的不当行为数量、重新逮捕和重新监禁数量呈正相关，非暴力罪犯的相关性通常高于暴力罪犯。对于涉及某种技能或能力的犯罪，人们可能会感到骄傲。许多研究已经确定了偷车贼对他们闯入汽车的能力感到自豪［科普斯（Copes），2003；莱特（Light）等， 1993；奥康纳和凯利（O’Connor and Kelly），2006］。电脑黑客是另一种犯罪，需要技术技能，并能使行为人产生自我满足感［巴伯，2001；拉马斯（Thomas），2005；威布尔（Wible），2003］。同样，涂鸦者可能会认为涂鸦是可以引以为豪的艺术作品［多鲁亚南（Docuyanan）， 2000；霍尔西和杨（Halsey and Young），2006；拉赫曼（Lachmann）， 1988］。最后，一些人从他们在身体对抗中战胜和羞辱对手的能力中获得了增强的阳刚之感［鲍迈斯特（Baumeister）等，1996；麦克穆兰（McMurran），2010］。


道德脱离


虽然一些罪犯可能会为他们的犯罪行为感到骄傲，并为他们的聪明和大胆而庆幸，但证据表明，大多数罪犯并不会积极评价自己的犯罪行为。大多数人，包括罪犯，都吸收了他们生活的社会的广泛价值观，并且知道犯罪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应该期待大多数罪犯会对他们的犯罪行为进行自我谴责。犯罪学家赛克斯（Sykes）和马茨阿（1957）认识到了这一悖论。如果罪犯不认为犯罪是对的，那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犯罪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赛克斯和马茨阿提出了中立理论。根据中立理论，许多罪犯没有积极的反社会价值观，而是通过定期将他们的行为重新定义为非犯罪行为来进行“漂移”。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继续犯罪，而不会自我感觉不好。班杜拉（1976、1977）采用了同样的基本理念，并在社会认知框架内提出了道德脱离的概念。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看，当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负面的自我评估时，他们可能会通过认知重新定义事件来避免自我惩罚，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的罪责感。简单地说，中立化和道德脱离是罪犯说服自己不要为罪行负责的借口。

赛克斯和马茨阿提出了五种具体的中立化技术，班杜拉（1976、1977）提供了十种道德脱离的技术。班杜拉进一步提出，这些技术可分为四大类：

（1）最小化行为的道德不合法性；

（2）旨在最小化个人对行为的负责程度；

（3）旨在尽量减少行为的负面影响；

（4）旨在最小化受害者的价值或无可指责性。

表8.1显示了两组技术及伴随的认知扭曲的例子。

有大量关于罪犯编造借口的实证研究（中立化和道德脱离）。研究既有定量研究，涉及调查问卷，包括罪犯认可特定罪行的各种借口；也有定性研究，包括罪犯说明他们的罪行，并评估他们寻求开脱罪责的程度。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都提供了大量的经验证据，证明罪犯利用了中立化和道德脱离技术。重要的是要注意，借口是针对具体罪行的，也就是说，罪犯原谅他们自己的罪行，而不是其他罪行。例如，沃特利（1986）研究了被判谋杀、强奸或盗窃的罪犯的借口。与其他两项罪行相比，罪犯更有可能为他们犯下的罪行辩护。


表8.1 赛克斯和马茨阿与班杜拉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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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立化和道德脱离在概念上相似，但这两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论基础。班杜拉把道德脱离描绘成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人的道德标准逐渐被侵蚀的过程。另外，中立化被认为是个人道德现状的暂时释放。然而，释放的概念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中立化是发生在犯罪之前还是之后——它们是允许罪犯通过提前释放良心来犯罪，还是仅仅是让罪犯在犯罪后感觉更好的一种手段？如果是事先发生，犯罪者如何知道他会对自己没有做的事情感到内疚？如果事后发生，那么解释中立化有助于犯罪吗？中立化理论对这些问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社会认知理论表明，脱离在犯罪发生之前和之后都是存在的，是一个渐进的脱敏过程（班杜拉，1976）。起初，道德脱离可能是对自己表现出不赞成的行为的反应。如果脱离成功地减少了这种情况下的自我惩罚，那么在未来的情况下，自我谴责的预期将会减少，从而增加了这种行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随着行为的每一次连续表现，预期的自我谴责会逐渐减少。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被个人视为道德上应受谴责的行为可以凭着简单的良心进行。

第三节 罪犯决策

决策是在可能的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我们每天都在不断地做出选择。有些决策微不足道，结果也没什么影响——“我应该买哪双袜子？”——有些决策是严肃的，结果会改变生活——“我应该选择哪种职业？”一些决策很简单，结果很明显——“我应该避开这辆迎面驶来的车吗？”——其他决策很难做出，结果也不确定——“我应该购买哪些股票才能获得最大回报？”在本节中，我们将罪犯视为积极的决策者，并研究他们在犯罪过程中做出选择的方式。


理性主义模型


认知心理学中对决策过程的经典描述是期望效用模型。期望效用模型假设人们寻求最大限度地增加快乐，最大限度地减少痛苦，因此，他们基于对现有备选方案的评估做出合理的决策，以实现这些目标。决策是沿着两个维度做出的——结果的价值和结果发生的概率。该模型作为一个直接的数学公式：期望效用等于概率乘以回报。例如，有50%的可能性赢得100美元和75%的可能性赢得80美元，你会选择哪个？每个赌注的期望效用分别是50美元（0.5×100）和60美元（0.75×80），因此理性上应该选择第二个选项。然而，人们不像数学家那样做决策。即使有客观上最好的选择，我们也会经常偏离预期的效用公式。期望效用模型提供了一个标准的基准——最佳策略——可以评估决策的合理性。

当然，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做出的决策不涉及客观的价值和概率，是主观的。在现实世界的决策中，我们需要一个结果对我们来说有价值，以及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实现这个结果的可能性做出个人判断。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实际上为了做出决策而给主观概率和回报分配数字。我们的决策要非正式得多。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1957）认为人类在决策中既不是完全理性，也不是非理性。实际上，人类表现出有限的理性。有限理性的概念承认我们做出理性决策的能力有限。这些限制包括我们的认知能力，我们掌握的相关信息的数量，以及我们必须做出决定的时间。

西蒙形容人类使用的决策策略是“令人满意”。期望效用模型建议我们检查所有可能的替代方案，然后选择具有最高（主观）期望效用的方案。在“令人满意”的决策过程中，我们会逐一检查备选方案，直到找到符合最低标准的方案。在大多数情况下，检查所有选项是不现实的。没有人买房子有时间去看市场上的每栋房子。相反，购房者一直在寻找，直到找到一栋令人满意的房子。基于满意策略的决策本质上往往不是最优的，但它们足够好。


理性选择观点


犯罪学中最著名的决策模型是科尼什和克拉克（1986、2008）的理性选择观点。理性选择观点是对期望效用模型的一种改编，但也受到控制理论、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模型和西蒙的满意决策模型的影响。理性选择的观点认为罪犯是效用最大化者，他们在决定是否犯罪时权衡犯罪行为的主观成本和利益。当犯罪行为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犯罪就会发生。理性选择观点与18世纪贝卡利亚和边沁等经典犯罪学家提出的威慑理论有相似之处。然而，当威慑理论侧重于刑事司法系统的惩罚管理时，科尼什和克拉克强调，罪犯用来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大部分信息都位于潜在犯罪现场的直接环境中。犯罪的好处包括得到的有形回报（金钱、毒品、商品，朋友的认可，兴奋，等等）；成本包括实施犯罪所涉及的努力（如锁、栅栏和其他安全装置）和被抓住的风险（如防盗警报器和监视设备的作用）。

科尼什和克拉克（2008）确定了支持理性选择方法的六个核心概念。

第一，犯罪行为是有目的的。罪犯故意犯罪，目的是得到某种结果。理性选择的观点拒绝将犯罪视为不可抗拒的冲动、失控或隐藏的心理力量的产物。犯罪的工具性对于财产犯罪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即使是媒体和许多心理学家和犯罪学家经常描述为毫无意义、病态或冲动的犯罪——故意破坏、流氓行为、攻击、强奸——也涉及犯罪者的选择和回报，表现为兴奋、报复、控制和性满足。

第二，犯罪行为是合理的。犯罪人犯罪不仅是为了获得利益，从犯罪人的角度来看，犯罪以获得这种利益的决策是最佳的选择。从罪犯的动机和目标来看，他们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这并不意味着罪犯表现出完美的理性。相反，他们的理性是有限的，受限于他们的背景、技能以及许多犯罪现场的不确定性和压力。当别人评判他们的决策时，这些决策很可能是糟糕的，但是当考虑到罪犯做出决策的条件时，他们又能理解。

第三，犯罪决策是特定于犯罪的。每一项犯罪都有不同的动机和回报。强奸所涉及的选择和决策不同于偷窃汽车或传递坏支票所涉及的选择和决策。犯罪类别之间也存在差异。职业偷车贼的动机、决策过程和犯罪策略都不同于偷车以兜风的人。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理解犯罪需要详细分析罪犯希望达到的目标。

第四，可以区分事件决策和参与决策。事件决策是关于特定犯罪的——选择目标，选择地点，决定作案方式，等等。参与决策的时间范围更长，涉及罪犯的犯罪生涯，与特定类型的犯罪有关——决定开始实施该类型的犯罪，继续实施该犯罪，停止实施该犯罪。

第五，参与决策包含不同的阶段。如上所述，“参与”包括三个主要阶段：开始、习惯化和停止。每一个阶段都涉及不同的动机和决策。想想吸毒者的吸毒生涯。一个人开始吸毒的原因（好奇心、同伴压力、形象、厌倦）不同于他继续吸毒的原因（习惯、享受、生活方式），也不同于最终促使他放弃的原因（被逮捕、对健康的担忧、成本、人际关系的破坏）。

第六，犯罪事件也有不同的阶段。犯罪在犯罪学研究中通常被视为单一的数据点。一瞬间的思考将显示犯罪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并且涉及详细的计划和复杂的作案手法。犯罪事件有开始、进行和结束，并且以动态的方式展开。犯罪并不涉及一个决策，在犯罪进行的整个过程中，当新的紧急情况出现时，许多决策点也随之出现了。我们将在本章最后一节更详细地研究犯罪的各个阶段。

理性选择的观点呈现了罪犯的一个简化的心理模型，这种方法只把罪犯当作此时此地的决策者，没有考虑罪犯的背景和其独特的心理特征。罪犯被假定进入犯罪现场时已经有犯罪动机，没有任何道德顾虑或情感缺陷（这可能会妨碍他做出合理的选择）。当然，科尼什和克拉克不认为这种简单化的描述是对罪犯心理的准确描述。他们的目的是提出罪犯决策的最简约（未删节）的模式。他们形容这是“足够好的理论”。

事实上，科尼什和克拉克根本不把理性选择的观点视为一种理论（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地不把它称为理性选择理论）。相反，它是一种“探索式的方法或概念性的工具”（科尼什和克拉克，2008，第24页）。他们的目标是提出一种犯罪模型，这种模型最重要的是对警察和其他实际处理罪犯的刑事司法从业人员有用和方便。理性选择的观点在制定情境策略、预防犯罪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如果罪犯犯罪是因为回报会超过成本，那么以增加犯罪相对成本的方式重新设计环境——使犯罪更危险、回报更少、更难实施——有可能减少犯罪（克拉克，2008）。这种策略通常被称为“机会减少”，我们将在第九章中回到这个话题。


罪犯决策研究


关于罪犯决策的信息主要是通过访谈获得的。在访谈中，罪犯被询问其作案手法背后的原因，或者通过模拟，罪犯对潜在犯罪机会的场景或照片做出反应。其中包括对盗窃犯的决策进行的实证研究［班尼特（Bennett）和怀特，1984；伯纳特科和尼乌韦贝尔塔（Bernasco and Nieuwbeerta），2005；克伦威尔（Cromwell）等，1991；加西亚-雷塔梅罗和达米（Garcia-Retamero and Dhami）， 2009；霍奇斯泰勒（Hochstetler），2001；霍夫（Hough），1987；尼和米纳汉（Nee and Meenaghan），2006；沃尔什，1986；怀特等， 1995］，对抢劫犯决策进行的实证研究［菲尼（Feeny），1986；霍奇斯泰勒，2001；英德默尔（Indermaur），1996；卢肯比尔（Luckenbill）， 1982；沃尔什，1986］,对商店扒手决策进行的实证研究（卡罗尔和韦弗，1986年），对袭击者决策进行的实证研究［班尼特和布鲁克曼（Brookman），2009年；特德斯基和费尔森（Tedeschi and Felson）， 1994］，对儿童性犯罪者决策进行的实证研究［（康特等，1989；埃利奥特（Elliott）等，1995；斯莫尔本和沃特利，2000］，对强奸犯决策进行的实证研究［巴赫曼等，1992；波尔德和勒克莱尔（Boured and Leclerc），2007］和对吸毒者决策进行的实证研究（班尼特，1986）。为了说明起见，我们将针对财产犯罪（入室盗窃）、暴力犯罪（抢劫）和性犯罪（儿童性犯罪）来研究罪犯的决策。


盗窃


财产犯罪的理性选择相当容易，因为罪犯的潜在利益是不言而喻的。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对财产犯罪进行最详细的实证分析要数对盗窃犯罪的研究。研究特别关注盗窃者的搜索策略和目标选择，比如，他们为什么选择某些房子来进行入室盗窃，而不是其他的房子。在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班尼特和怀特（1984）采访了316名惯窃犯，并向他们展示了期望目标的视频和照片。盗窃者可分为三类：

（1）机会主义者（7%），不熟练的窃贼，或多或少是一时冲动而实施盗窃。

（2）策划者（10%），高度熟练的窃贼，他们事先计划好想要盗窃的财产。

（3）搜索者（76%），具有中等技能的窃贼，他们依次排除房屋，直到遇到可能的目标。

所有群体，尤其是搜索者，在选择一个目标时，都会寻找视觉线索：房子是否可能含有贵重物品，房子是否被占用，他们是否可以在无人看到的情况下入室盗窃，房子是否容易进入以及是否有安全保护。窃贼们正在做出理性的决策，尽管是有限的决策，他们选择的房子会带给他们最大的回报，但风险最小。

随后的研究证实并进一步阐明了班尼特和怀特的发现。研究的大部分都试图确定盗窃者会利用什么线索来做出他们的决策。虽然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理性选择的观点，但调查结果表明盗窃者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尤其是当有经验的盗窃者与没有经验的盗窃者进行比较时），没有一种线索被一致认为是永恒的威慑因素或吸引因素（班尼特和怀特，1984；加西亚-雷塔梅罗和达米，2009；霍夫， 1987；尼和米纳汉，2006；尼和泰勒，1988）。人们普遍认为富裕程度是一个重要的吸引因素，可通过房屋的装饰和一般维护、任何可见的昂贵物品以及居民拥有的汽车类型来判断。占用的迹象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威慑，并通过车道是否有车或者车灯是否亮起来判断。然而，一些罪犯更希望目标房屋里有人，只要他们睡着了，因为这增加了钱包和其他个人物品在房子里的可能性。当他们盗窃时，主人也不会来打扰他们。人们普遍认为重要的还有房子的布局和周围环境的性质。盗窃者更喜欢那些能窥探的位置（灌木和栅栏）并从中找到掩护，以及能提供良好逃生路线的目标（在十字路口或有后巷）。也许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研究发现锁、狗、警报器和其他安全装置的威慑作用最小。大多数罪犯似乎认为这些是他们可以克服的职业障碍。


抢劫


抢劫是指通过使用恐吓或武力，违背受害者的意愿，从受害者手中夺走物品。抢劫期间使用的实际暴力或威胁暴力可能被视为工具性攻击，旨在强迫受害者服从强盗的要求。研究将抢劫视为一系列理性选择，研究人员已经研究了为什么强盗会决定抢劫，他们如何选择受害者，以及他们如何使用武力来获得服从。

菲尼（1986）采访了113名被定罪的抢劫犯，超过一半的人说他们的犯罪没有任何计划，只有5%的人制订了详细的计划。60%的人表示，在犯罪之前，他们没有考虑被抓的可能性；57%的人受到金钱或商品的激励；24%的人受到其他因素的激励，如兴奋或给朋友留下深刻印象；19%的人“意外”卷入其中（比如，他们在入室盗窃中被打断）。抢劫是罪犯选择的，相比于入室盗窃等其他犯罪，抢劫的速度更快、回报率更高。特定的个人或机构被选为受害者是因为他们便于被抢，他们看起来可能有钱，或者抢劫看起来似乎没有风险。由于普遍缺乏规划，很少有罪犯离开他们当地的街区或城镇去犯罪。约80%的劫匪使用武器进行恐吓，但其中约三分之一涉及无子弹或使用玩具枪。那些使用模拟武器的人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在抢劫过程中对受害者造成意外伤害，或者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被抓到，他们会得到减刑。受害者如果确实受到了伤害，通常与他们的抵抗有关。尽管菲尼调查的许多抢劫犯没有展示出详细的计划，但他们在犯罪前和犯罪中做出的决策仍然显示出有目的和理性的决策。

英德默尔（1996）详细阐述了抢劫使用武力的情况，特别是暴力是如何随着受害者和犯罪者的互动而进行的。英德默尔在与88名被定罪的抢劫犯的互动中发现，抢劫的进展方式取决于受害者的反应。强盗们谈到需要迅速营造一种恐吓的气氛，因此许多罪犯在索要钱财之前都有策略地使用暴力。如果受害者反抗，暴力就会升级。为了完成抢劫，罪犯不仅需要重申他们的权威，而且受害者的蔑视被认为是一种侮辱，罪犯对此的反应是愤怒升级。


儿童性侵犯


性犯罪者，特别是那些侵犯儿童的人，被普遍认为具有病态的长期动机。他们的侵犯在很大程度上被描述为内部驱动，是不可抗拒的性冲动的结果。然而，近年来，一些研究挑战了关于儿童性侵犯者“非理性”的立体典型假设。现在很明显，许多罪犯直到相对较大的年龄才开始进行性侵犯，斯莫尔本和沃特利（2004b）报告的平均发生年龄为32岁，大约是男性通过儿童保育职责和作为青年组织志愿者更容易接触儿童的年龄。此外，儿童性侵犯的累犯率相对较低——根据汉森等 （1998）的荟萃分析，五年后的累犯率约为13%——远远低于不可抗拒地被驱使犯罪的个人的预期。似乎后果足以震慑绝大多数罪犯。尽管我们可能会发现儿童性侵犯者的行为令人厌恶，但在合理的选择框架内，这是“可以解释”的。儿童性侵犯是有目的的，在犯罪者的职权范围内是“可以解释”的。

康特等（1989）采访了20名对儿童有性冒犯行为的成年男性。参与者正在接受治疗，大多数（17人）是惯犯，受害者多达40人。

罪犯对他们所针对的受害者类型表示了明确的偏好。虽然他们喜欢的一些特征是与他们认为身体上有吸引力的事情有关——比如，孩子很漂亮，或者他们穿着某种类型的衣服——但最重要的考虑是找到一个顺从的孩子，他不太可能告诉别人这种违法行为。他们特别寻找能够信任、脆弱、安静、孤僻和缺乏自信的孩子，来自不幸家庭或朋友少的孩子被视为可能的目标。他们通常选择年幼的孩子，不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更有吸引力，而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更容易操纵，更不容易说话。有经验的儿童性侵犯者不会随意进行侵犯。相反，他们会仔细挑选反抗能力最弱、带来风险最小的弱势儿童。

罪犯为获得受害者依从性而使用的策略——通常被称为修饰——同样显示出是理性的决策，有时也显示出经过耐心的计划。斯莫尔本和沃特利（2000）采访了182名被定罪的儿童性侵犯者，询问了他们的作案手法。罪犯使用公开胁迫或暴力手段来获得依从的情况非常罕见，罪犯通常在进行性接触之前与受害者建立非性的情感联系。大多数犯罪者投入大量时间与孩子在一起，抚摸他（67%），给予他很多关注（65%），和他一起玩耍（57%）。在大多数情况下，性接触是逐渐引入的。犯罪者说了一些关于孩子的好话（51%），越来越多地与他进行性接触（49%），并且亲切地和他交谈（45%）。同样，罪犯依靠与孩子建立的情感纽带来防止虐待行为的暴露。最常用的不让孩子说出去的方法是，如果孩子把事情告诉任何人（61%），他（罪犯）会坐牢或陷入麻烦，他们依靠孩子不希望因为他提供了“爱”而失去他（36%）。

第四节 图式和脚本

基于效用的决策模型，甚至那些认识到理性的有限性的模型，如理性选择的观点，都将决策描述为一个考虑的过程，包括有意识地权衡各种选择。然而，对我们生活中必须做出的每一个决定进行这种有意识的审议将是费力、低效和耗时的。前文已经对自动和非自动认知过程进行了区分。决策是一个非自动过程，当做出涉及不熟悉数据的新决策时，这种过程最有可能发生。当做出我们以前多次做出的例行判断和决策时，我们很可能会使用一个自动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被称为图式和脚本的认知结构。［见奥古斯蒂诺斯（Augoustinos）等，2006；菲斯克（Fiske）和泰勒，1991］


什么是图式


图式是基于内容的认知结构，包含特定领域的学习信息。图式包括我们对社会类别的假设和期望。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那个人、那个团体或那个事件的一般知识存储，帮助我们有效地处理涉及那个人、那个团体或那个事件的新情况。利用现有的模式，我们可以快速解释熟悉的社会刺激，填补任何空白，做出预测和判断，而不需要诉诸深思熟虑的决策。除非我们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我们先前的假设变得不可思议，否则图式将成为我们后续行为的默认基础。

图式有不同的类型。人的图式是指我们对特定个体的心理理解。我们对我们认识的人的先入为主的想法帮助我们推断出他们行为的动机，并形成对他们在新情况下行为的预期。自我图式包含我们对自己的假设，为我们提供了自我概念和认同感。角色图式包含我们根据人们的社会地位或类别对他们的期望。有些角色是由人来完成的。我们期望医生、士兵和教师都有特定的特点和行为方式。其他角色被赋予人。我们有各种社会类别的角色图式，如基于性别（男性/女性）、种族（黑人/白人）和年龄（老年人/年轻人）的角色图式。角色图式的消极面是刻板印象和偏见。

人们对自己和世界的所有累积假设都被收集并组织成图式。如果这些图式涉及扭曲的假设，它们可能会导致犯罪行为。例如，包含诸如“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性欲”等信念的自我图式，以及包含诸如“女性真的喜欢强迫性行为”等信念的性别图式，可能会促进强奸犯的行为。此外，图式的概念表明，有经验的罪犯的许多决定都是“不切实际”的，而不是有意识的理性选择。例如，研究表明，经验丰富的窃贼——与新手窃贼、警察、房主和学生相比——会对哪些房子适合进行入室盗窃做出非常迅速、高效和一致的判断［加西亚-雷塔梅罗和达米，2009；洛基（Logie）等， 1992；尼和米纳汉，2006；尼和泰勒，2000；泰勒和尼，1988；怀特等，1995］。通过实践，窃贼开发了一种“适合入室盗窃”的图式，指导他们选择目标。同样，经验丰富的强奸犯会有“合适的强奸受害者”图式，强盗会有“合适的抢劫受害者”图式，依此类推。


犯罪脚本


脚本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图式，称为事件图式。事件图式包含日常活动所需的适当行为顺序。事件图式最常引用的例子是餐馆脚本［斯珊克和艾贝尔森（Schank and Abelson），1977］。自然地，我们知道在餐馆吃饭需要我们进入餐馆，等待入座，从菜单上点菜，等待食物，吃食物，付账，然后离开。科尼什（1994）采用了事件图式的概念，并用它来描述犯罪事件的不同阶段。正如科尼什和克拉克所描述的：


犯罪脚本是对罪犯实施特定犯罪的程序的逐步描述。犯罪脚本旨在帮助识别犯罪实施过程的每个阶段，每个阶段必须做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以及在每个步骤采取有效行动所需的资源——如犯罪演员、道具和适合的位置。通过提供一个模板，概述任何成功犯罪的必要步骤，犯罪脚本可以揭示表面上“毫无意义”的犯罪的合理性，甚至简单犯罪的复杂性。



（2008，第31~32页）


脚本来自不同的抽象层次。从最一般到最具体，这些级别是元脚本、原型脚本、脚本和脚本轨道［艾贝尔森，1981；科尼什， 1994；乔亚和普尔（Gioia and Poole），1984］。例如，一般犯罪分类中，包括财产犯罪，有一个包含很少具体细节的元描述；进入下一个特定级别是一个特定类别的财产犯罪，如汽车盗窃，包括一个原型，概括了该类别犯罪的一般模型。一种特定类型的汽车盗窃，例如，临时使用汽车（而不是以零件出售），有一个脚本详细列出了罪犯需要采取的精确步骤。最后，临时使用汽车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如在深夜使用汽车从城市回家（而不是兜风），是一个包含不同动机和方法的脚本轨道。随着层次结构的每一步，脚本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像俄罗斯套娃一样，等级中的每一级都包含下一级。

犯罪脚本在犯罪学中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但是多种类型的犯罪已经开发了原型脚本，包括用偷来的车兜风（科尼什，1994）、入室盗窃（科尼什和克拉克，2008）、儿童性犯罪（勒克莱尔等，出版中）、恐怖主义（克拉克和纽曼，2006）、有组织犯罪［汉考克和莱科克（Hancock and Laycock），2010］、职业汽车盗窃［莫塞利和罗伊（Morselli and Roy），2008；特克莱（Tremblay）等，2001］、对陌生人的性侵犯［布尔热（Bourge）等，2007］、故意破坏（科尼什，1994）和欺诈［拉考斯特（Lacoste）和特伦布莱，2003］。举例来说，科尼什和克拉克（2008）为入室盗窃开发的原型脚本如图8.1所示。当然，特定罪犯采用的精确脚本将比原型脚本更详细，并且脚本可能因罪犯而异。

[image: ]
图8.1 抢劫的原型脚本

资料来源：科尼什和克拉克（2008）



按照脚本进行的犯罪可以被视为“无意识的”常规行为。罪犯在特定犯罪中的实践越多，他在不同阶段需要做的决策就越不自觉。例如，尼和米纳汉（2006）报告说，四分之三的经验丰富的窃贼在描述他们的入室盗窃策略时实际上使用了“自动”“例行”“第二天性”和“本能”等术语。同样，英德默尔（1996）研究中的抢劫犯谈到抢劫时不会进行思考，而是凭直觉行事。对于认知心理学家来说，理论上感兴趣的是脚本的自动性质。对于犯罪学家来说，犯罪脚本是可以帮助他们设计方案来扰乱犯罪的常规性质的工具。通过列出犯罪过程中的所有步骤，犯罪脚本为预防犯罪的从业人员提供了多点干预。破坏脚本中的任何一点都会改变常规的行为顺序，在最好的情况下，犯罪可能会被阻止。

第五节 结论和评价

心理学被定义为针对行为和心理过程的科学研究。从20世纪开始的五十多年里，人们很少关注这个定义中的“心理过程”部分。毫无疑问，人们对认知重新燃起兴趣使心理学重新充满生机，也丰富了我们对人类如何行为的理解。我们对罪犯的部分理解必须包括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及他们的思维在犯罪中的作用。

这并不是说认知带来的棘手的理论和哲学问题已经完全得到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导致早期行为主义者抛弃了这个概念。精神过程是否作为独立于大脑中的电活动和神经递质分泌物的现象存在，这是一个持续争论的问题。与此相关，有意识的心理活动在多大程度上与行为发生着因果作用，也是有争议的。

但是撇开这些问题不谈，将认知作为描述性行为模式的一部分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认知过程能够深刻影响行为，它提供了对个体当前心理机能的认识。只有通过个人的认知，我们才能了解他感知和解释世界的方式。在治疗方面，认知使临床医生能够接触刺激行为链中的直接因素。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人们可能会发展出错误的行为模式。然而，一个人当前对事件的思考方式可以改变这些行为模式。基于这一原则，认知行为疗法已经成为临床心理学和罪犯选择治疗的主导模型。在预防犯罪的背景下，罪犯对犯罪做出决定的方式为旨在影响他们做出的选择的情景干预提供了基础。通过系统地研究个人决定进行犯罪的原因，为什么他们选择某些犯罪目标而不是其他目标，以及他们采用的特定作案方式，潜在的犯罪现场可以通过使犯罪变得更加困难或更加有风险的方式被重新设计。

我们对罪犯认知的研究使我们进入了犯罪现场。第九章将继续关注犯罪现场情境因素在犯罪中的作用。


第九章 情境

犯罪学被定义为对犯罪和罪犯的研究科学。大多数传统犯罪学理论都涉及对罪犯的研究。他们试图解释生物因素、发展经历和社会力量是如何造成犯罪的。犯罪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罪犯越轨行为的表现，这可能和多年前发生的遥远事件有关。一旦犯罪被解释，许多理论家便认为理论任务已经完成。罪犯不可避免地会犯罪，我们只需要等待他们这样做。相比之下，本书强调犯罪行为必须从人与环境的互动角度来理解。犯罪可能由没有根深蒂固的犯罪倾向的个人实施，即使罪犯可能被视为“真正的”罪犯，他们也不会随意犯罪，他们会在特定情境下犯下特定的罪行。我们不仅需要有关犯罪行为的理论，还需要解释罪犯何时何地会进行犯罪的理论。这需要将研究视角从对犯罪的远端原因的关注转向对犯罪的近端原因的关注。

前文已经开始研究情境对犯罪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罪犯的视角来观察的，也就是说，我们考察了个人对其私人环境的理解和反应方式。基于个人的特定学习历史和认知风格，犯罪的情境因素往往是只针对个人的。在这一章中，我们从情境因素入手，考察其对个人的影响。情境理论倾向于关注直接环境对人们的影响，而不是关注个体差异化的情境效应。两种心理学观点——社会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致力于研究直接环境对行为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关注社会环境，研究他人的存在对个人的心理影响。环境心理学关注物理环境，研究与建筑和自然环境相关的因素对个人的心理影响。第三种观点——来自犯罪学，也与情境分析相关，重点在于机会问题。机会理论——可能会考察社会和物理环境因素——简单地断言犯罪发生在可能发生的地方。这一原则概括在众所周知的谚语“机会造就小偷”中。在研究这三个观点之前，我们先更仔细地了解什么是“情境”。

第一节 什么是情境

情境是行为发生的环境。情境既有空间维度，也有时间维度：它们是特定时间点的特定位置。情境因素包括有形的因素，如周围环境的物理方面和在场人员的行为。不太明显的是，情境也可以指某一时刻的事态或一系列情况。举例来说，葬礼和婚礼都可能会让朋友和亲戚聚集在教堂里，但是各自的聚会行为会根据当时的情况而定。通过研究情境在心理学和犯罪学研究中的运用方式，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它。


情境分析的层次


研究人员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定义一个情境的开始和结束？也就是说，它有多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布莱丁汉（Brantingham， 1991）提出了一种直接环境类型，包括三个层次的分析：宏观、中观和微观。

宏观层面的分析是指高度聚集的实体，如整个城市，甚至县、州和国家。犯罪学中最早的一些研究考察了宏观环境对犯罪的影响。在19世纪20年代后期，盖里（Andre-Michel Guerry）和奎特莱特（Adolphe Quetelet）独立地对法国的犯罪统计数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贝尔尼（Beirne），1993］。他们制作了第一批可识别的犯罪地图，描绘了法国各省的犯罪率。盖里和奎特莱特发现，犯罪在全国范围内分布不均，而且分布情况因所涉犯罪而异。暴力犯罪发生率在贫困的农村地区最高，而财产犯罪多集中在富裕的工业化地区。根据这些发现，他们推断财产犯罪不是由贫困造成的，富裕省份有更多的财产犯罪，因为那里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偷。也就是说，犯罪率的变化可以用不同地区的环境特征来解释。无论一个人住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将成为他潜在犯罪可能性的宏观环境影响因素。

中观环境指的是城市的分区，从郊区到各个街道和地址。犯罪从来不是均匀地分布在一个特定的城市，而是集中在某些郊区、街道和房屋周围的“热点地区”。犯罪集中是二八原则的一个例子，如少数酒吧是大多数酒吧发生的地方。犯罪率也随着一天、一周中的几天以及一年中的不同时间而变化。在酒吧暴力事件中，高峰出现在周五和周六晚上（菲尼，2004）。不同类型的犯罪模式会有所不同，酒吧暴力犯罪的热点地区显然同于入室盗窃的热点地区。中观分析涉及确定热点地区的地理和社会人口特征，这些特征是造成这些热点地区在特定犯罪中所占比例过高的原因。犯罪热点地区是指警务和预防犯罪资源的合乎逻辑的地方。

微观环境是指进行行为的场所的特征。在这一层次的分析中，重点是眼前环境中的具体因素与个人的具体决定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心理学家对微观环境在行为中的作用特别感兴趣。许多心理学家对行为分析采取了一种被称为还原论的方法，还原论通过将复杂系统分解成更小的组成部分来分析复杂系统。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识别的情境影响越具体越好。导致巴甫洛夫的狗流涎的铃铛就是微观环境因素的一个例子。就犯罪而言，微观环境因素包括“建筑类型及其布局、景观和照明、内部形式和安全硬件”（布莱丁汉，1991，第21~22页）。杰弗里（C. Ray Jeffery，1971）因其开创性著作《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 Design ），被认为是第一位全面阐述微观环境如何影响犯罪的理论家。杰弗里认为，控制犯罪的关键是通过重新设计容易犯罪的环境，系统地消除犯罪特征。


情境效应的概念化方法


没有一种理论能描述情境对行为的影响。许多心理学观点概述了情境因素扮演的显性或隐性角色，以及不同的理论观点以不同的方式定义了情境的作用。本节将总结解释情境—行为关系的各种理论模型。


作为社会影响来源的情境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是通过进化设计生活在小的、有凝聚力的社会群体中的。在祖先社群生活中，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接受对于个体的生存至关重要。进化使人类具备利他倾向，鼓励与群体成员进行合作。在我们与本物种其他成员的互动和联系过程中，我们受到了他人对我们的期望和要求的深刻影响。他人的意见和反应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可以通过责任感和忠诚来实施行为（包括犯罪），融入并赢得认可，保持和谐，以及避免冒犯他人。同样，人类社会群体中也具有竞争性和等级性。成员们会为团体中的权力和地位而斗争。侮辱和其他对身份的威胁，特别是对于男性来说，需要他们进行行为反应——可能涉及暴力——这将恢复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


作为道德指引来源的情境


人类的良知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对行为所处的物质和社会环境非常敏感。在可能的情况下，普通人往往能够表现出强烈的残暴性。虽然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受到固定的道德准则的指引，但事实上，我们经常依靠环境的反馈来指导行为。情境因素会模糊个人行为与其负面结果之间的联系，从而促进道德脱离。情境因素有助于保护个人免受其行为的全部后果影响。行动离其后果越远，后果就越容易被忽视或忽略。从心理上来说，想象从飞机上向一个村庄投掷炸弹比想象亲自屠杀每个村民更容易。此外，情境可以帮助个人最大限度地减少他们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个人可能会将他们的行为归咎于酒精、环境或社会制度。纳粹战犯艾希曼在审判中提出的辩护之一是，尽管他组织了将犹太人带到集中营的交通运输，但他并没有亲自杀死任何人。他只是杀人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作为行为启动源的情境


启动是指情绪、思想或行为的环境刺激引起的无意识激活。启动效应在经典条件反射和认知心理学中都有所描述。根据经典条件反射原理，环境线索——条件或非条件刺激——会引发不自觉的反射反应。例如，观看露骨的性形象会增强性唤起，这就激发了个人的性行为（有时还会引发性侵犯）。认知模型从认知结构（如图式）的自动激活来解释启动（菲斯克和泰勒，1991）。例如，武器效应被解释为经典条件反射的产物（伯科威茨和利佩奇，1967）和认知过程（安德森等，1998）。根据认知方法，暴露在武器和其他暴力符号下会增加人们对与侵略相关的思想的接触，这些思想被储存在长期记忆中，并为个人的暴力行为提供可能。


作为令人厌恶的生理唤醒的来源的情境


情境可能是挫折、挑衅和压力的来源，威胁到个人的福祉，并增加他的生理唤醒。令人厌恶的唤起体验包括挫败、约束、侮辱、威胁、烦恼、不知所措和不安。生理唤醒使个体为逃跑或战斗反应做好准备，作为管理或适应有害条件和事件的手段。令人厌恶的生理唤醒可能伴随着情绪反应，如易怒、焦虑和抑郁，以及行为反应，如攻击、退缩和自杀。厌恶性情境体验对个人的影响程度由个人对情境的评价来调节。一个人认为有压力的事件可能被认为对另一个人没有压力。同样，即使当一个事件被判断为压力性时，一些人拥有比其他人更有效的方法来应对由此产生的压力。


作为预期后果来源的情境


情境为个人提供了关于他行为的可能结果的信息。正是这种观点支撑了操作性条件反射、社会认知理论和理性选择观点。虽然它们在基本操作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行为是目标导向的。人们做出某种行为是为了获得奖励，不做某种行为是为了避免惩罚。即时环境包含个人在会带来奖励或惩罚结果的行为之间进行选择所需的数据，无论这些数据被解释为歧视性刺激、预期暗示还是期望效用，人们都认为行为受其预期后果的支配。


诱发和促进情境


反观上面概述的各种情境可能影响行为的方式，可以发现两种广泛的情境力量（沃特利，2001、2008）。有些情境会通过诱发行动影响行为，情境积极诱导个体做出他们可能没有考虑到的行为。其他情境通过促进行动影响行为。诱发性环境鼓励或允许个人进行他们倾向于表现的行为。

想象一个年轻人的例子——让我们称他为吉姆——他打算在当地一家夜总会和他的朋友一起进行消遣。他兴高采烈地来到夜总会，期待着一个愉快的夜晚。然而，当他到达前门时，看门人对他态度粗暴，争执一番后才允许他进去。当他进入夜总会时，发现里面挤满了人。在穿过人群后，他终于找到了朋友。然而没有桌子和椅子了，他们被迫站在角落里，被周围的人推搡。音乐音量很大，并且不间断地持续播放，使得谈话无法继续。空调无法满足需要，房间里又热又暗，令人压抑。吉姆和他的朋友们正常饮酒。然而，去吧台是一场磨难，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得到服务。当吉姆艰难地从吧台拿着酒回来时，一位顾客撞了他，并把酒打翻在他身上。吉姆的朋友挑唆他报复并殴打那个人。

吉姆正在考虑进行攻击，这是突发事件累积的结果。自从他来到夜总会，他经历了一系列的压力和挫折事件，这些事件让他准备好了进行攻击。更糟糕的是，他的酒精摄入量降低了他的抑制力，社会压力迫使他不要在朋友面前退缩。溢出的酒是最后的导火索。如果这些事件没有发生，那么吉姆与这名顾客的对抗就不会发生。然而，吉姆现在是否继续攻击取决于不同的情境因素考虑。也许吉姆瞥见了一名保安，并认为打架太冒险了；或者目标顾客可能比吉姆高大得多；或者被目标顾客的朋友包围，吉姆认为他在身体接触后会表现得更糟。吉姆最终是否实施攻击取决于他是否判断自己能够安全地实施攻击。

诱发和促进因素在两个主要方面有所不同。首先，诱发事件发生在预期行为之前，情境的诱发特征涉及可能遵循预期行为的事件（见图9.1）。吉姆经历的压力是行动的前兆，如果保安人员出手，他是否会突然出手的考虑与那次行动的后果有关。其次，诱发事件提供或强化了行为动机。在一个人已经被激励去行动之后，诱发的考虑则是有意义的。吉姆变得好斗是他夜总会相关会经历的直接结果，对是否继续攻击的评估只有在攻击动机出现后才会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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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诱发情境、促进情境与犯罪的关系示意图



我们现在来考察三个主要与情境因素在行为中的作用有关的理论：社会心理学、环境心理学和机会理论。社会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主要关注诱发事件的作用，机会理论侧重于促进情境的作用。

第二节 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人们如何相互影响的学科。我们的很多行为都是由即时的社会环境所控制的。在有别人陪伴的情况下，我们的行为与独处时不同。犯罪的社会心理学特别关注干扰道德判断并允许好人做坏事的社会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路西法效应（津巴多， 2007），典故是上帝最喜欢的天使路西法变成了魔鬼。在这一部分中，我们研究了个人遵守群体规范、服从权威人士的指示、遵从或蔑视要求和有说服力的论点，以及将自己的身份淹没在群体中的趋势等现象。


从众


从众是群体中的个人采用群体规范和行为标准的趋势，即使这些规范和标准与个人持有的信念和价值观相矛盾。阿希（Asch， 1955）提供了从众现象的经典实验室演示。他设计了一个实验，将被试嵌入7~9个由主试事先安排的被试组中。该组被展示了两张卡片，一张上面画了三条不同长度的线，另一张上面画了一条与三条线中的一条长度相等的线。被试被要求识别第一张卡片上的匹配线，并向小组公开自己的判断。对其他被试的预测试验表明，正确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实验条件下，所有主试安排的被试首先公开给出了错误的答案。阿希发现超过四分之三的真正的被试顺从小组成员，给出了明显不正确的回答。

在实验的一个变体中，真正的被试被允许在听到其他被试的错误答案后写下他的回答，从众率下降到了12.5%。阿希得出结论：有两个因素导致了从众。第一个是社会信息影响：一些被试实际上认为小组答案是正确的，他们的看法肯定是错误的。第二个是更有力的因素是规范的社会影响，即大多数给出错误答案的被试这样做是因为害怕受到该团体的指责或嘲笑。顺便说一下，从众不同于模仿。在模仿中，个人自愿模仿他人的行为；然而在从众中，个人感受到了压力因此与他人保持一致。

从众效应表明，罪犯可能会犯罪，以避免群体不满，并获得群体认可。尤其是，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集体性的，而同龄人遵守亚文化规范的压力通常被认为是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汉金斯和迪克森（Harkins and Dixon），2010；麦格朗和皮奎罗，2009；沃尔，2002；沃尔和斯塔福德（Stafford），1991］。帮派内部的一致性特别强，可以通过使用帮派徽章［奎因和福赛思（Quinn and Forsyth），2009］以及明确的恐吓和暴力来加强内部一致性［德克尔（Decker），1996；帕迪利亚（Padilla），1995］。从众也可能导致守法成年人做法非法行为。例如，进入腐败行为普遍存在的组织的新员工，面临来自同事的社会压力，被要求也参与这些行为，可能会接受这些行为为正常行为［阿泰德（Altheide）等，1978；克拉克和霍林格（Hollinger），1983；霍宁（Horning），1970；贾斯潘（Jaspan），1974］。


服从


服从是被认为拥有权力的人发出的直接命令的后续结果。在一系列经典的研究中，米尔格莱姆（Milgram）探索了个人是否愿意服从命令去伤害他人的现象。在研究中，一名被试被绑在电椅上，而在隔壁房间，另一名被试被安排在电击发生器前。第二名被试被告知，实验的目的是探究惩罚对学习的影响，并被指示在第一名被试回答错误时，实施电击作为惩罚。事实上，电椅上的被试故意给出错误答案，而电击发生器也是假的。即使当电椅上的被试尖叫着求饶时，几乎三分之二的真正被试仍在继续实验，并不断加大电击程度。

米尔格莱姆对最初的研究进行了一些改进。他发现服从可以通过改变情境条件来操纵。服从的程度因主体和受害者之间的心理亲密程度而异。例如，如果被试来到受害者旁边，他们的服从行为就会减少。如果受害者保持沉默、不尖叫，被试的服从行为就会增加。服从也因实验者传达的权威程度而异：当实验者站在被试旁边时，他施加了更大的影响，更有可能让实验者服从。

服从权威被广泛用于解释军事政权犯下的暴行，如纳粹灭绝犹太人（米尔格莱姆，1974）和越战期间美国士兵的屠杀行为［凯尔曼（Kelman）和汉密尔顿，1989］。然而，不适当的服从也可能在平民犯罪中起作用。官僚机构中的腐败往往涉及下属，这些下属出于对组织的错误忠诚，按照上级的命令非法行事。根据博和巴克利（Beau and Buckley，2004）的研究，领导者可以鼓励下属服从，将违法行为作为道德上正当的行为，从而帮助下属做出道德脱离。权力犯罪的例子包括政府滥用权力（凯尔曼和汉密尔顿，1989）、公司犯罪（同上）、警察腐败［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1989］和监狱官员暴行［内格尔（Nagle），1978］。


顺从和反抗


顺从是指默许他人的直接请求。顺从和服从相似，因为顺从的个体被诱导去做他不愿做的事情。然而，顺从通常涉及说服性沟通在诱导行为改变方面的作用，而不是来源于直接的压力。许多技术可以用来提高顺从性。当人们觉得他们对规则的制定做出了贡献时，对规则的遵守就会增加。例如，斯奈德（Snyder）等（1991）发现，当向员工提问哪些行为构成合法和非法使用公司商品时，公司内的盗窃行为减少了。同样，当人们积极认可某项规则时，顺从性也会提高。研究者还发现，当露营者被要求签署一份反对乱抛垃圾的请愿书时，乱抛垃圾的行为数量减少了。通常来说，对此，个体亲自提出的请求比一般性的请求更有效［奥利弗（Oliver）等，1985］。

鼓励顺从是潜在罪犯和官方监护人（如警察、保安、夜总会人群控制员和管教人员）面对面交流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人员不能仅仅依靠他们的权威来确保顺从，而是必须利用他们的个人合法性和人际交往技能。如果请求和命令被认为是公平、一致和合法的，它们更有可能被遵循［博顿斯（Bottoms）等，1995；隆巴多（Lombardo），1989；斯帕克斯（Sparks）等，1996］。

顺从的另一面是反抗。根据布雷姆（Brehm，1966）的反抗理论，当人们感觉自己被操纵或被迫顺从时，他们可能会做出相反的反应。反抗是当人们认为他们的选择自由受到限制时所经历的心理状态，反抗的行为恢复了他们的个人自由感。因此，当控制行为的企图被视为高压、非法或操纵行为时，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导致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包括反社会和违法行为的表现。破坏禁止某些行为的公共标志是反抗的典型例子。


去个性化


作为一个群体中的一员，个体会产生一种自我意识降低的感觉，并引发一种心理上去个性的状态，称为去个性化。去个性化干扰了两个层次的自我意识——公众自我意识和私人自我意识。公众自我意识是指个体承认自己是一个社会对象。作为人群中的一员，个体被赋予一定程度的匿名性，并且变得不太关心他人的意见和可能的责难。在这种去个性化的程度上，人们可能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对遭受任何负面后果的期望降低了。津巴多（1970）做了一项实验：在纽约抛弃一辆汽车，在帕罗奥图抛弃了另一辆汽车（帕罗奥图市人口约为55000），纽约的汽车很快被抢劫者洗劫一空，而帕罗奥图的汽车没有遭受劫难。

津巴多认为,纽约人的行为可以用他们在大城市生活时的匿名性以及这种匿名性带来的相对自由来解释。最近，西尔克（Silke， 2003）分析了北爱尔兰人际攻击的动态情况。他发现，当肇事者戴上掩盖身份的面具时，袭击中使用的暴力程度会升级。

个人自我意识是指专注于自己的想法、感受和价值观的能力。当个人沉浸在一个群体中时，他的身份被淹没，他体验到自我监控的能力下降。在这种状态下，他的自我调节能力受到了根本损害。个人对环境压力特别敏感，可能会允许自己参与集体行为，而这种集体行为是他们从未考虑过的。这种程度的去个性化最有可能发生在具有高度凝聚力和高度觉醒的群体中，如“私刑暴徒”成员表现出的群体心态和疯狂行为［科尔曼（Colman），1991；利德（Leader）等，2007；邓恩（Prentice-Dunn）和斯皮韦Spivey），1986］。

或许最著名的去个性化实证研究是斯坦福监狱研究［黑尼（Haney）等，1973；黑尼和津巴多，1998；津巴多，2004］。这项研究在斯坦福大学地下室建立了一个模拟监狱，男性大学生志愿者被招募来扮演囚犯和警卫的角色。参与者被筛选以确保他们没有预先存在的心理问题，他们被分配到囚犯或狱警的角色是随机的。津巴多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在实验开始后不久，两组人都开始表现出病态行为。狱警骚扰囚犯，剥夺他们的睡眠，用灭火器袭击他们，强迫他们做俯卧撑（有时站在囚犯的背上），并将持不同意见者单独监禁。囚犯们变得卑躬屈膝，表现出心理痛苦的迹象。这项计划进行两周的研究，由于担心参与者的心理健康，并在囚犯开始计划大规模越狱后，进行六天而被放弃。狱警的制服包括反光太阳镜，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伪装，有助于掩盖他们的个性，促进群体凝聚力和集体认同感。相比之下，囚犯的制服是侮辱性的；他们被以数字而不是姓名来代表，剥夺了个人身份；囚犯依赖狱警来满足自己的日常需要，这正在助长他们的无助感。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结果被用来解释2003年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发生的滥用权力行为［兰克福德（Lankford），2009；津巴多， 2007］。看守监狱的美国士兵对被看守者实施拳打脚踢、性虐待、撒尿、威胁和折磨等行为，并强迫被看守者做出有辱人格的行为，比如在头上穿女性内衣、相互进行模拟性行为，以及像狗一样行动。津巴多 （2007）认为，士兵的行为不能从个体病理学的角度来理解，是监狱的物理和社会动态促进了去个性化的结果。阿布格莱布的暴行不是几个烂苹果造成的，是装苹果的桶腐烂了。

第三节 环境心理学

环境心理学是“对行为和经验与建筑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贝尔（Bell）等，1990，第7页］。环境心理学家关注地理和气候变量对人的心理影响，如温度、阳光、风和湿度；以及城市化的意外后果，包括高密度生活、工作场所噪声、人工照明和室内设计的影响。许多可能导致犯罪的环境有害影响在环境压力模型中得到解释（鲍姆等，1981）。单独来看，环境压力可能只不过是背景刺激；然而，总体而言，环境有害刺激会严重影响人的心理机能，特别是导致暴力反应。环境心理学主要包含三个要素：大气条件、拥挤程度和领土性。


大气条件


行为和大气条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环境心理学家的主要兴趣。从宏观分析来看，用良好气候的好处来解释文明的发展［亨廷顿（Huntington），1915］，或者解释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变化［米尔斯（Mills），1934］，有着悠久的传统。在更直接的分析中，天气状况和季节变化也被用来解释特定人群行为的变化。

温度对行为的影响特别令人感兴趣。实验室研究表明，随着温度越来越令人不舒服，一些功能变量（人的警惕性、记忆力、认知任务等）会有所减弱［法恩和科布里克（Fine and Kobrick），1987；赖利和科克伦（Riley and Cochran），1984］。对于一些社会行为，研究已经发现温度和攻击性之间存在曲线关系［巴伦和贝尔（Baron and Bell），1975；贝尔，2005；科恩和罗顿（Cohn and Rotton）， 1997、2005；希普（Hipp）等，2004］。中度温暖和中度寒冷似乎会增加人的攻击性，但是极度炎热和极度寒冷会降低人的攻击性。因此，在临界温度范围内，攻击行为变得容易实施。这一发现的一个解释是，当温度变得令人不舒服时，人们变得更加易怒，但在某个时候，热量会削弱人的能力，而寒冷会降低人的唤醒程度。

这些实验室发现得到了温度和犯罪率之间关系的研究的支持。许多研究报告了外界温度和暴力犯罪之间的关系［安德森，1987；安德森等，1997；科顿（Cotton），1986；哈里斯和斯塔德勒（Harries and Stadler），1988］。戈兰森和金（Goranson and King，1970）的研究表明，热浪条件更有可能引发骚乱。埃特拉斯（Atlas）（1984）报告说，与没有提供高温缓解措施的地区相比，空调区和易于淋浴的地区的监狱中的袭击率较低。

除了温度，研究还检测了其他条件。勒博（LeBeau，1994）报告了家庭纠纷和温湿度指数之间的关系，班辛格和欧文斯（Banzinger and Owens，1978）发现风速和犯罪之间存在关联，罗顿和弗雷（Frey， 1985）报告了空气污染水平和暴力犯罪之间的联系，在一项实地观察研究中，霍梅尔（Homel）和克拉克（1994）发现夜总会暴力与一系列恶化的环境特征相关，如吸烟量、缺乏通风和照明不良。

根据环境压力模型，关于大气条件影响的早期研究大多基于气候变量对心理功能的直接影响的假设。最近的研究探讨了间接影响。根据这项研究，天气和季节的变化会引起社会活动的变化，这也是反社会行为增加的原因。例如，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入室盗窃最有可能发生在宜人的天气中（科恩和罗顿，2000；希普等， 2004）。有人认为，当天气好的时候，人们更有可能离家外出旅游，这使得家庭住宅无人看管，容易被盗。同样，麦克莱恩（McLean， 2007）发现，随着每日最高气温和日照时数的增加，性侵犯的发生率也在增加。根据麦克莱恩的说法，这些发现最有可能的解释是，阳光充足的漫长日子提高了社交水平，因此也增加了性侵犯的机会。


拥挤程度


拥挤程度研究关注高密度条件下的心理后果。有关拥挤有害影响的基本证据来自动物研究。在自然环境和实验室环境中，许多动物物种被发现具有种群集中的临界上限。在一项经典的研究中，卡尔霍恩（Calhoun，1962）研究了被限制在固定大小环境中的老鼠的行为，但是这些老鼠被提供了无限的资源（食物、水和筑巢材料）。随着老鼠数量的增加，社会秩序瓦解，许多生理和行为问题（流产、幼崽死亡、遗弃幼崽、侵略、吃掉同类、肿瘤）出现。

在考虑人口密度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时，需要做出一些重要的区分。

首先，外部密度可以与内部密度区分开来。外部密度指的是广泛的人口趋势（如每英亩中的人口数），而内部密度通常与主要居住区（如每户人口数）有关。对外部密度的研究产生了一些不一致的发现，但是一般来说，高密度的城市环境被发现与犯罪率的上升有关［布斯等，1976；加勒（Galle）等，1972；戈夫（Gove）等， 1977；雷戈齐（Regoeczi），2002，2003；朗克，1981；希科（Shichor）等，1979］。关于内部密度的研究已经调查了与特定拥挤环境如家庭住宅相关的人的身体、心理和行为问题（雷戈齐，2003；朗克， 1981），还包括对大学宿舍［鲍姆和瓦林斯（Valins），1977］、夜总会［格雷厄姆（Graham)等，2006；麦金太尔（Macintyre）和霍梅尔， 1997］、海军舰艇［迪恩（Dean）等，1978］和监狱［考克斯（Cox）等， 1984；拉姆（Lahm），2008；保罗斯（Paulus），1988；斯坦纳和伍德莱德（Steiner and Wooldredge），2009］等的研究。一般来说，内部密度效应比外部密度效应更明显。

其次，可以区分空间密度（即每个人的空间量）和社会密度（即给定空间中的人数）。减少人口密度可以包括增加给定人数的可用空间——减少空间密度，或者减少给定空间的人数——减少社会密度。当夜总会和类似的场所限制顾客数量时，就是在操纵社会密度；当监狱管理者建造更多的监狱来缓解过度拥挤时，也是正在操纵空间密度。社会密度可以在不改变空间密度的情况下改变。例如，一个有100人的500平方米房间的空间密度与一个有10人的50平方米房间的空间密度相同，但其社交密度更大。一般来说，高社会密度比高空间密度更能带来压力（鲍姆和瓦林斯，1977；考克斯等，1984）。

最后，拥挤可以与密度区分开来。密度是空间限制的客观量度（特定地区的人）；拥挤是空间限制的主观体验。在不改变密度的情况下，通过有效利用颜色、照明、窗户、隔断、室内设计等，在建筑上改变对宽敞的观感［麦金太尔和霍梅尔，1997；马雷罗（Marrero）， 1977；纳西（Nacci）等，1977；保罗斯和纳加尔（Nagar），1989］。例如，麦金太尔和霍梅尔（1997）指出，夜总会暴力与低效的楼层规划有关，因为去酒吧的人的路径与去厕所的人的路径交叉，导致顾客之间发生推挤。


领土性


领土性是指与感知的物理空间所有权相关的行为和心理状态。“领土行为”包括防御入侵者。大量的动物研究显示了许多物种的“领土行为”，包括鸟类、哺乳动物、爬行动物甚至昆虫［埃德尼（Edney），1974；赫迪杰（Hediger），1950］。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类的领土性成为环境心理学的热门话题［阿特曼（Altman）， 1975；埃德尼，1974］。正如动物可以标记自己的领地一样，人类也可以展示领地标记——栅栏、大门、标志、个人财产——以表明所有权，阻止外来者。

领土性对“领土拥有者”和潜在的“领土入侵者”的行为都有影响。就“领土拥有者”而言，研究提出了领土性和反社会行为之间的直接关系。所有权感与可能产生两种相反结果的心理状态相关联。一方面，“拥有领土”可以阻止侵略，促进亲社会行为。“家庭草坪”是一个人们可以放松并感觉掌控自己生活的地方。阿特曼（1975）的研究表明，人们需要藏身之所，以便减少过度人际接触带来的压力和刺激。奥尼尔和帕勒克（O’Neill and Paluck，1973）报告说，当智力障碍男孩被给予可识别的“领土”作为自己的所有物，他们的攻击性水平下降了。人们会对他们所拥有的财产感到更大的责任。当租户更多地参与管理事务时，他们会更加关心房子［福斯特和霍普（Foster and Hope），1993；鲍尔（Power），1994］。同样，故意破坏行为也可以通过让住户在个人化的环境中自由地使用图片、个人物品或个人家具来提高他们对生活区域的占有欲来减少［韦纳和奥尔森（Olsen），1980；朱潘（Zupan），1991］。另外，正因为所有权受到高度重视，“入侵领土”可能会引起“领土拥有者”的强烈反应。在宏观层面上，帮派斗争通常是由对“领土入侵”的集体反应引起的［雷和希布里斯基（Ley and Cybriwsky），1974］。同样，对狱警的攻击很大一部分发生在囚犯生活区［埃特拉斯，1983；莱特， 1991；希尔维斯特（Sylvester）等，1977］，这表明当囚犯感到他们的私人领地被侵犯时，他们会变得特别敌对。

在“领土入侵”的情况下，“领土拥有”会对犯罪行为产生威慑作用。这一论点主要是通过建筑师奥斯卡·纽曼（1972）在其开创性著作《防卫空间：通过城市设计预防犯罪》（ Defensible Space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Urban Design）中引入犯罪学的。纽曼使用领土性作为他的防卫空间概念的基础，他将防卫空间定义为“一系列机制的替代术语——真实和象征性的障碍、明确界定的影响领域以及更好的监视机会——这些机制结合在一起，将环境置于居民的控制之下”（同上，第3页）。纽曼认为，潜在的罪犯对环境线索很敏感，这些线索表明一个地区不受控制，并有犯罪机会。鼓励居民对其领域内的私人和半公共区域拥有更大的所有权，并在识别和阻止外来者方面更加警惕。根据纽曼的方法，领土性间接影响罪犯的行为。环境设计旨在改变居民的行为，然后通过提高警惕，阻止潜在的罪犯。

纽曼（1972）对防卫空间在减少犯罪中的有效性的最初见解是基于实地观察。然而，他引用的研究通常只不过是说明性的案例研究。例如，他注意到有真实和象征性障碍的高层住宅区的例子——将建筑物与街道区分开来，他指出，与没有此类障碍的类似建筑物相比，它们受到的破坏较少。后来的研究更加系统化［布朗和阿特曼，1983；布朗和本特利（Bentley）, 1993；布朗等，2004；福斯特等，出版中；海姆-罗伯顿（Ham-Rowbottom）等，1999；麦克唐纳和吉福德（McDonald and Gifford）, 1989；珀金斯（Perkins）等，1992；珀金斯等，1993；沃特利和麦克法兰（McFarlane），2009］。例如，布朗和阿特曼（1983）使用结构化评级表来比较306所被入室盗窃和未被入室盗窃房屋的特征。他们发现，未被盗窃的房屋更有可能有一系列的地域特征，包括象征性的所有权标志，如拥有者姓名的标志；实际障碍，如栅栏和上锁的门；当前职业的标志，如散落在前草坪上的玩具。在一次实地实验中，沃特利和麦克法兰（2009）检查了留在图书馆书桌上的影印卡被盗的情况。这项研究采用了2×2的设计——卡片要么是签名的，要么是未签名的；要么放在图书馆的书旁边，要么在书上。在每种情况下，经过500分钟的观察，有18张未被签名和没放在书上的影印卡被偷偷拿走，而有签名和放在书上的影印卡只有两张被偷偷拿走。

第四节 机会理论

社会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与直接环境对心理机能的直接影响有关，对我们来说，这种直接影响对从事暴力或反社会行为的动机尤为重要。然而，我们在上一节中看到，这条规则有例外。天气状况可能会影响社会活动的模式，这反过来又会使犯罪变得更容易或更难。同样，居民可以通过加强监视来阻止潜在的入侵者。这些是机会在犯罪中所起作用的例子。机会理论的出发点是假设罪犯已经有犯罪动机。机会理论考察了情境因素——包括社会和物质因素——有助于动机驱动的罪犯实施他们预期的犯罪。我们考察了两种新的理论——日常活动方法和犯罪模型理论——并进一步考察了理性选择观点的情境含义，这在前一章已经介绍过。这三种方法分别提供了对犯罪中情境因素作用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分析。


日常活动方法


日常活动方法从宏观层面分析了广泛的社会趋势对犯罪分布的影响。科恩和费尔森 （1979）提出了日常活动方法，以尽可能简洁地描述犯罪。科恩和费尔森认为，对犯罪的解释可以归结为三个基本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巧合：（1）有动机的罪犯；（2）合适的目标；（3）缺乏针对违法行为的有能力的监视（同上，第589页）。例如，当有动机的窃贼遇到包含目标物品无人看管的场所时，就会进行入室盗窃。如果窃贼没有经过房子，物品受到保护，或者它没有什么价值，那么入室盗窃就不太可能发生。这种方法并没有试图解释为什么罪犯可能会有犯罪动机。

日常活动方法是一个看似简单的想法，但它有很大的解释力。日常活动方法的核心是提出犯罪的三个要素是由日常生活的自然节奏决定的，从而产生可预测的犯罪模型。科恩和费尔森最初试图解释一个明显的悖论，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犯罪率在经济状况改善的同时也有所上升。根据将犯罪与贫困联系起来的传统犯罪学理论，在此期间犯罪率可能会下降。科恩和费尔森认为，高犯罪率可以用伴随经济繁荣而来的人们日常活动的变化来解释。经济状况的改善附带地使犯罪的三个要素协调一致。

例如，随着妇女越来越多地加入劳动力队伍，白天无人照管的房屋数量也随之增加。与此同时，日益富裕和技术进步意味着有更多小的、有价值的个人物品可能被偷窃。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日间住宅盗窃率在1960年至1975年间翻了一番。

我们在本章前面已经遇到了日常活动方法的例子。入室盗窃更有可能发生在宜人的天气中，因为房主不在家（科恩和罗顿，2000；希普等，2004）；强奸的发生率随着日照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因为人们在温暖的天气中社交更频繁（麦克莱恩，2007），这是日常活动方法的解释。还有许多其他案件，犯罪模型受到受害者和罪犯各自生活方式的影响。年轻男性遭受身体伤害的概率最高，因为他们有危险的生活方式，包括去危险地区的酒吧、深夜外出、和其他受酒精影响的年轻人混在一起［延森和布朗菲尔德（Brownfield），1986］；青少年暴力高峰出现在放学后的1个小时左右，那时大量的年轻人——潜在的罪犯和受害者——涌上街头（斯奈德等，1996）；多条街道的房屋入室盗窃率最高，因为这样的布局增加了过往的交通流量［比冯（Beavon），1985，引用自费尔森，1987］。日常活动方法的一个吸引人的特点是，它可以解释明显违背直觉的犯罪模型。例如，费尔森（2002）指出，研究表明，有兼职工作的年轻人比没有工作的年轻人犯罪更多。正如费尔森解释的那样，一份工作允许年轻人采取一种相对危险的生活方式（就犯罪机会而言），这种生活方式可能包括吸毒、喝酒、逛商场和随意驾车。


犯罪模型理论


在日常活动方法的基础上，布兰丁汉（1984、1991、2008）发展了犯罪模型理论，作为罪犯在时间和空间上移动的中观描述。日常活动方法主要关注社会趋势和生活方式模式对犯罪的影响，而犯罪模型理论关注犯罪和城市景观之间的关系。犯罪与社区中关键活动的分布和罪犯对环境的熟悉程度有关。

研究人员确定了构成个人日常活动模式的两个关键环境因素——节点和路径。节点是个人在日常活动中经常访问的位置，它们包括一个人居住的地方、工作或上学的地方、购物的地方，以及他经常去的娱乐场所。路径是人从一个节点移动到另一个节点的路线。节点和路径一起决定了个人的感知空间。这是个人非常熟悉的城市环境的一部分，在这里他感到舒适。例如，大多数人都有一套去工作或上学的出行方式，他们对道路上的环境非常熟悉。然而，他们可能对环境知之甚少，只有一两条街道超出了他们通常的路线，如果他们偏离他们的感知空间太远，他们会感到迷失方向。

大量的犯罪发生在犯罪机会和罪犯意识空间交汇的可预测的地方。特别是，犯罪机会聚集在被称为犯罪启动因素和犯罪吸引因素的某些节点周围。犯罪启动因素是体育场馆和交通枢纽等场所，大型人群会被吸引到这些场所进行合法的非犯罪活动。这么多人的出现提供了许多犯罪机会，这可能会吸引潜在的罪犯。犯罪吸引因素是基于犯罪的特定目的吸引潜在罪犯的特定区域或场所，包括某些酒吧、红灯区、毒品市场和无安全措施的停车场。犯罪吸引因素特别可能位于高速公路出口和公共交通枢纽附近，这为进出提供了便利因素。犯罪发生因素和吸引因素可能是犯罪的重要因素。

犯罪模型理论的一个预测是，罪犯通常不会为了犯罪而远离他们的关键个人节点——他们的家、工作或学校。这种预测可能看起来违背直觉——我们可能会想象罪犯会远离他们通常出没的地方，以掩盖他们的行踪，寻找最理想的目标——但这与日常活动方法是一致的。犯罪最有可能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去到的地方。所谓的“犯罪之旅”研究证实了犯罪频率随着罪犯离家的距离增加而衰减的预测。例如，斯努克（Snook，2004）检查了41份连环盗窃案的数据。他发现入室盗窃的中间距离为1.7公里，85%的盗窃案发生在窃贼家5公里以内，33%的入室盗窃地点在离家1公里以内，25%在1至2公里之间，15%在2至3公里之间。此外，伦格特和瓦西尔奇克（Rengert and Wasilchick，1985）研究了盗窃场所相对于窃贼住宅的空间方位。他们发现，超过75%的入室盗窃地点位于窃贼家和工作地点之间的45度弧内，而57%的入室盗窃地点位于窃贼家和娱乐地点之间的45度弧内。


理性选择观点——对情境的影响


根据理性选择的观点（科尼什和克拉克，1986、2008），犯罪发生在犯罪的感知利益大于感知成本的时候。克拉克（1992）使用理性选择的观点作为分析助长犯罪的微观环境因素的基础。有利于犯罪的环境是指罪犯有很多机会使自己受益的环境。克拉克概述了机会判断的三个维度：感知的努力、感知的风险和感知的回报。这些维度是他情景犯罪预防模型中减少机会策略的基础（加大努力、增加风险和减少回报）。


努力


执行行为所需的努力程度是个人的成本。罪犯通常会犯下最不费力的罪行，他们可能会因为犯罪行为易于实施而进行冲动犯罪。乍看之下，努力似乎是对犯罪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威慑，请参考以下研究。克拉克和梅休（Mayhew）（1988）研究了英国的自杀模式。他们指出，从历史上来说，用煤气自杀（例如，将头放入烤箱并打开煤气）是最常见的自杀方式，占所有自杀案例的40%。传统的家庭煤气来源是煤，煤气有毒。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英国逐渐从使用煤气转向使用无毒的天然气。1958年到1977年，随着转变的发生，自杀从5298起下降到3944起。这一下降几乎完全归因于毒气自杀方式的减少，从2637人下降到了2人。利用煤气是一种相对方便和简单的自杀方法。大多数英国家庭都有现成的供应渠道，而煤气供应几乎不需要什么技能或计划。似乎当煤气选择被拒绝时，很大一部分潜在的自杀受害者放弃了他们的自杀企图，而不是寻找其他不太方便的方法。即使是在绝望和动机深刻的行为中，如自杀，机会也起着重要作用。

越来越多的努力是预防犯罪策略的理由，这些策略使罪犯更难犯罪。最著名的策略是目标强化，其中潜在的犯罪目标受到屏障的保护。例如，韦伯（1997）发现，德国、英国和美国为汽车引入转向锁，使得即时和长期的汽车盗窃数量减少。类似地，在银行和邮局弹出的反强盗屏幕可以将柜台抢劫数量减少40% ［克拉克等，1991；埃克布洛姆（Ekblom），1988］。另一个例子是，使潜在罪犯更难获得犯罪中要使用的工具和武器。例如，减少获得枪支的机会可以减少与枪支有关的犯罪［贝克和麦克费德兰（Baker and McPhedran），2007；库克和路德维格（Cook and Ludwig），2004；朱斯（Gius），2009；路德维格，2005］。


风险


情境可以为罪犯提供重要线索，让他们了解逃脱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当被发现和被惩罚的机会减少时，犯罪率会急剧上升。这一事实可以通过在警察罢工（纳金，1978）、暴乱［罗森菲尔德（Rosenfeld），1997］、停电［木赫林（Muhlin）等，1981］和自然灾害［勒博，2002；德莱尼（Delaney），2008］期间法律和秩序崩溃时发生的事情来证明。例如，勒博（2002）报告说，雨果飓风袭击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那天，入室盗窃率飙升，在接下来的三天里，由于警务资源仍然无法满足要求，入室盗窃率居高不下。

常识告诉我们，受到保护或监视的潜在犯罪地点比没有受到保护或监视的地点更不容易发生犯罪。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设。闭路电视摄像机的安装可以减少各种场合的犯罪，包括停车场［波伊纳（Poyner），1992］、城镇中心（希朗，1996）和公交车上（波伊纳，1988）。改进的街道照明可将盗窃、故意破坏和车辆犯罪率减少多达45%［佩因特（Painter）和法林顿，1999］。使用雷达检测超速驾驶已经导致撞车事故减少了30%［卡梅隆（Cameron）和德莱尼，2008；芒廷（Mountain）等，2005；诺瓦（Novoa）等， 2010］；而对随机呼吸测试预防效果的荟萃分析显示，撞车事故减少了至少17% ［埃克（Erke）等，2009］。


回报


当有现成的回报给犯罪人准备好时，人们可能会受到其侵犯。德米特里（Demetriou）和西尔克 （2003）为非法诱惑的引诱提供了清晰的经验证据。他们建立了一个网站，提供免费的合法共享软件下载。如果人们搜索“共享软件”“免费软件”“免费”“免费游戏”，就会被引导到网站上。然而，一旦访问者点进该网站，他们就会得到一系列软件选项的链接——合法共享软件、黑客入侵的商业游戏、黑客入侵的商业软件、软调色情、硬调色情和被盗密码等（与非法网站的链接当然是虚假的）。德米特里和西尔克发现，硬调色情链接是最受欢迎的（803名访问者中有483名点击了该链接），其次是软调色情链接（358次点击）、非法软件链接（338次点击）、非法游戏链接（302次点击）、非法密码链接（297次点击）和合法共享软件链接（268次点击）。对访问者访问网站时使用的搜索词的调查证实，大多数人（745名访问者）正在积极搜索合法共享软件。然而，一旦访问者到达网站，合法共享软件是最不受欢迎的链接。获得免费非法软件的机会出乎意料，显然守法的人抓住了机会。

减少诱惑可以预防犯罪。这样做的一个方法是隐藏或移除潜在的犯罪目标。例如，把贵重物品放在停放的汽车里，会引起盗窃。出于这个原因，许多汽车的CD播放器都带有可拆卸的面板，当便携式汽车卫星导航设备关闭时，它们通常会提醒司机随身携带该设备。同样，许多自助商店将特别有价值、可隐藏的物品放在柜子里或服务柜台后面。犯罪目标如果被盗，也会变得毫无价值。如果电子产品、汽车部件和牲畜被盗，由于被清楚标记，它们将很难被出售。还有另一种策略，一些服装店使用墨水标签，如果标签被不正当地移除，那么它们会损坏衣服。


机会会导致犯罪吗


虽然机会决定了犯罪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机会不仅仅是重新分配现有的犯罪活动量，它们还刺激犯罪活动的净增长。犯罪机会越多，犯罪就越多。简言之，机会是犯罪的原因。蒂利（Tilley）和莱科克（Laycock）提出的以下“思想实验”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2002年，第31页）。想象一下，当人们出门时，突然停止锁门；司机没有锁好他们停放的汽车，钥匙还在启动开关中；顾客从无人照管的商店拿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并将钱留在柜台上。犯罪会增加吗？当然会。

上述情况的逻辑反面是，减少机会将减少犯罪。犯罪越危险，回报越少；越努力，犯罪就越少。这就是就地预防犯罪的基本原理。尽管如此，对情境预防的一个长期批评是，情境预防并不能预防犯罪，只是取代了犯罪。也就是说，人们经常争辩说，如果一个地方的犯罪机会减少了，罪犯只会搬到另一个更有利的地方去犯罪。乍看之下，这种批评似乎在直觉上是可信的，但它低估了机会在导致行为方面的作用，是根本性归因错误的一个例子。

以减少机会来减少犯罪的结论不仅得到理论支持，也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盖莱特和鲍尔斯（Guerette and Bowers，2009）调查了102项研究，研究了情境干预后犯罪的转移。只有26%的干预措施下发生犯罪转移的现象。此外，在确实发生转移的情况下，转移的犯罪数量通常少于预防的数量。也就是说，减少机会导致了犯罪的净减少。

第五节 人与情境的互动

从前面的讨论中不应得出结论，即情境方法假设所有罪犯都是情境的不幸受害者，安排无关紧要。正如本书所强调的，犯罪是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不同的人对同一情境的反应不同，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犯罪情境的影响。个人的反社会承诺越强，犯罪行为发生所需的情境压力就越小，反之亦然。当高犯罪率的个人进入高犯罪率的情境时，犯罪尤其可能发生。这种交互作用如图9.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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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假设的罪犯与环境交互作用



为了澄清罪犯安排和情境之间的关系，科尼什和克拉克（2003）提出了一种基于罪犯犯罪承诺强度和周围环境性质的罪犯类型。提出了三种罪犯类型：反社会罪犯、普通罪犯和激情犯罪罪犯。

反社会的罪犯是典型的计划型罪犯。他们有根深蒂固的犯罪倾向，罪行涉及预谋和至少一些初步的计划。他们是局势的积极操纵者，犯罪的障碍是需要克服的挑战。他们带着犯罪的动机进入犯罪现场，他们的犯罪是故意和有目的的。他们犯罪的动机来自他们的所犯罪行本质上是有回报的。他们可能专门从事某一特定类型的犯罪，也可能具有犯罪的多类别性，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已经具有“足够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和努力，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回报”（同上，第57页）。

普通罪犯在犯罪承诺上是灵活的，在犯罪方面是机会主义的。他们偶尔会从事低水平的犯罪活动，可能会有普遍的冲动控制问题，只需极少的预先考虑就能犯罪。像上一种罪犯一样，他们试图从自己的罪行中获得利益，但是他们在顺从方面有更强的倾向，因此他们的行为受到更强的个人和社会约束。然而，这些制约因素不时减弱，普通罪犯容易引发涉及其犯罪动机的突发事件。特别是，为了便利他们进行道德上被禁止的行为，他们可能会对自己的罪行进行中立化，特别是在情境因素掩盖个人责任的情况下。

激情犯罪罪犯对一系列特定的环境做出反应——环境挫折、愤怒、社会压力等——这些环境促使他们犯下了原本不会犯下的罪行。他们的罪行包括“在最激烈的时刻爆发的暴力罪行；或因诱惑而犯下冲动行为，或暂时失去自我控制”（同上，第70页）。激情犯罪罪犯可能有传统的价值体系，过着守法的生活。他们参与犯罪可能代表了一种偏差，如果没有突发事件，这种偏差是不会发生的。

要注意，科尼什和克拉克并不是说随着个人犯罪的增加，情境变得不那么重要，而是说情境在犯罪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对于反社会罪犯来说，情境提供了做出关于犯罪的计划决策所需的数据。他们是机会寻求者，必要时也是机会创造者。通过使他们更难犯罪，他们的犯罪率可能会大大降低。对于普通罪犯来说，情境提供了被抓住的诱惑。他们是机会的接受者。由于普通罪犯的道德矛盾心理，在缺乏简单机会的情况下，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动机去寻找犯罪目标。对于激情犯罪罪犯来说，情境会导致犯罪。它们是即时环境的反应堆。他们参与犯罪需要一个刺激，缓解突发状况可能防止犯罪。

请注意，在所有情况下，反社会类型的罪犯都是最容易犯罪的罪犯，他们不仅是犯下掠夺性罪行。遵循人与情境互动的原则，反社会类型的罪犯（作为高犯罪率罪犯）比普通罪犯和激情犯罪的罪犯更有可能抓住容易的诱惑，对情境（两者都是高犯罪率情况）做出反应。

第六节 结论和评价

在许多对犯罪行为的解释中，情境都是一个被忽略的因素，往往被视为罪犯实施犯罪的一个偶然因素。更糟糕的是，批评家们经常认为强调情境因素是错误的，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犯罪“根源”的注意力。但是正如本章所展示的，犯罪中情境因素的重要性得到了心理学和犯罪学理论和研究的坚实支持。像所有物种一样，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人类是最容易被理解的，因为人类与其周围环境有着密切而动态的关系。犯罪行为的表现不可避免地取决于情境。情境因素决定了罪犯犯罪的时间和地点。罪犯在每一项犯罪中都扮演着一定角色。有些情况下，守法的公民会变成罪犯。但是在职业罪犯的犯罪过程中，情境的影响也同样重要，他们犯罪的频率和他们选择的精确目标都取决于情境条件。情境研究的方法不忽视犯罪的根源，情境很有可能是犯罪的根源。

本章中的研究揭示了影响行为的各种情境变量，以及理解情境及其影响的各种方式。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一些方法用普遍性术语来定义情境因素（如城市拥挤），而其他方法则试图将情境分解成精确的要素（如特定的地域标记）。情境可能涉及物理和社会变量，情境的力量可以指可观察到的具体刺激的影响（如建筑特征）以及人际交往过程中发生的影响（如从众）。最后，情境会对行为产生诱发和促进作用；一些情境会产生犯罪动机，而另一些情境则使得有动机的罪犯很容易实现他们的犯罪意图。

情境方法并不否认安排的重要性。个人不能条件一致地进入犯罪情境。他们带有不同的生物组成和发展历史。情境对犯罪行为的影响是第一章描述的综合模型中概述的最后一个要素，总结于图1.2。在本书的下一章，也是最后一章，我们将回顾生物、发展和环境的影响是如何结合在一起产生犯罪行为的。


注意


在后续的出版物中（克拉克，2008；科尼什和克拉克，2003），克拉克在他的情境犯罪预防模型中增加了两个维度——消除借口和减少挑衅。这里不讨论借口和挑衅，因为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机会维度，而且，它们已经在前文中讨论过了（借口制造、挑衅）。


第十章 结论

第一节 简单地说明论点

犯罪的人是多种多样的。几乎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不时会犯下一些微不足道的罪行。偶尔，一个通常守法的人会犯下严重、孤立的罪行，如谋杀、欺诈或性侵犯。一些人在相对短暂的一生中——通常是在青春期——从事过几次犯罪活动，然后就停止了。另外，一些人从小就开始与权威发生冲突，一生中经常犯下严重的罪行。罪犯可能专门进行一种类型的犯罪，可能进行多种类型的犯罪。他们可能单独或与他人一起犯罪。一些罪犯精心策划他们的罪行，而另一些罪犯则冲动行事。

导致个人犯罪的途径也同样多样。犯罪行为的发生可能有许多原因，具体原因因人而异。一些原因涉及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心理过程，这也是所有人犯罪的潜在原因。其他原因包括生物因素和环境经历，这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会成为罪犯，而其他人不会。这些原因可以由远及近临时排列。

第一层级涉及出生时存在的因素。每个人天生就有基因编码的倾向，这增加或减少了他们犯罪的风险。这些倾向有两种：一种是作为人类一部分的普遍特征，分散在整个物种中；另一种是个人特征，因人而异，在家庭中流传下来。例如，对侮辱和侮辱性对待做出积极回应的倾向是人性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攻击在人类进化的某个阶段是一种适应性行为，有助于个体在群体中保持地位；现在，用身体暴力来应对感知到的侮辱是一种刑事犯罪。然而，人类也有不同程度的攻击倾向。举例来说，控制多巴胺的基因多态性与攻击行为水平的差异有关。

第二层级涉及个人一生中出现的因素。人一生都处在变化中，其中一些变化是不正常的——它们是人正常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遇到。例如，青春期普遍是身体、心理和社会性快速变化的时期。尤其是男性，在青春期开始后的一年左右，比他们一生中的任何其他时期都更有可能犯罪；其他发展变化依赖于经验。人们不同的发展经历创造了不同的犯罪潜能。犯罪的发展风险因素包括在破碎的家庭中成长、经历被虐待、受到严厉的父母管教、在学校体验失败、有犯罪的同龄伙伴以及未能与伴侣形成稳定的关系。环境体验反映在大脑的身体生长和结构中，它们有助于形成个性特征，它们可以影响一个人在发展阶段的成长，它们决定一个人学习的行为，它们塑造他思考世界的方式。由于不利的发展经历，一个人可能会有犯罪倾向或无法控制我们所有人内在的自私行为倾向。

第三层级涉及犯罪时周围环境中存在的因素。所有行为都是由它发生的环境决定的。情境会产生社会性的影响，模糊人的道德洞察力，引发行为反应，引发生理唤醒，并预示行为的可能结果。情境决定了犯罪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即使犯罪已经发生。犯罪情节通常会诱使守法的个人犯下他们本来不会犯的罪行，并让老练的罪犯犯下比他们本来会犯的更多的罪行。有些情况通过刺激犯罪动机来加速犯罪，而其他情况通过使罪犯能够犯罪或鼓励罪犯根据犯罪动机行事来促进犯罪。

因果因素不仅在一个允许多种犯罪途径的时间序列中联系在一起，而且在个人从一个层级转移到下一个层级时，原因之间也有相互作用，提供了额外的复杂性。从第一层级转移到第二层级可能涉及影响稳定性格和习惯发展的基因—环境相互作用。根据基因构成，不同的个体对相同的发育经历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一些人在面对不良治疗时很有复原力，而另一些人则深受负面影响。一个人可能有发展某些犯罪相关特征的遗传风险，但是这些特征只有在“适当”的环境下才能发展。

从第二层级转移到第三层级可能涉及人与环境的互动，影响稳定性格和习惯的行为表现。根据个人特点，不同的人在相同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不同的行为。一些人会抓住犯罪机会或屈服于犯罪压力，而另一些人则会抵制这种影响。当个人进入高度犯罪化的情境时，他做出犯罪行为的风险是巨大的。同样，大多数时候，即使是掠夺性犯罪者也不会犯罪。


没有一种犯罪心理学理论涵盖了上述各种因果因素，这一点也不奇怪。在心理学中，理论家通常会关注一个相当狭窄的心理学领域。然而，这种专业化可能会导致整体情况变得支离破碎。本书中因果因素的顺序安排旨在提供一个综合模型来厘清理论之间的关系，以便更好地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犯罪行为的变化。这些理论一起提供了比每一个理论单独提供的犯罪和犯罪行为更完整的描述。

第二节 整合的优势和局限性

从广义上说，犯罪行为是由生物因素、发展因素和环境因素综合造成的这一观点似乎基本上是不矛盾的。然而，当在这个广泛的框架内结合各个理论时，事情变得棘手。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人们谨慎地使用了术语“综合模型”，而不是综合理论。本书所呈现的绝不是将理论无缝编织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值得记住的是，支持各种理论的理论家们经常激烈地进行争论。例如，学习理论是作为对大脑研究的明确回应而发展起来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成为激进的行为主义者和认知心理学家。“模型”一词被用来暗示理论之间的联系和共同点，不过是一个通用而灵活的框架。

尽管理论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它们仍有许多共同点和互补性。理论之间至少存在三种关系来允许它们含有某种程度的联系。第一，一些理论是天生的“双胞胎”。它们基于相似的哲学和理论假设，尽管它们可能考察不同的心理学领域。进化理论和学习理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两种理论都关注生物体适应环境的方式，尽管时间跨度大不相同。被证明有用的特征或行为将被保留，没有优势的则不会。在它们各自对适应的解释中，进化理论和学习理论都坚持这样的基本观点，即人类是由个人控制之外的环境力量塑造的复杂动物。

第二，一些理论平衡了其他理论。虽然它们可能基于不同的哲学和理论假设，但它们并不直接相互矛盾。他们为不同的问题提供答案，并且可能会有一种隐含的或明确的认识，即需要多种理论来完成更大的图景。注重基因的方法和注重环境的方法之间的关系说明了这种关系。没有一个遗传学家会否认生命体验在发展中的至关重要性行为，正如很少关注环境的心理学家会否认行为的遗传基础一样。例如，很有可能接受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原则，同时也接受基于基因的个体差异。即使是主要的环境决定论者斯金纳也承认生物因素在行为中起着作用，尽管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他认为把精力集中在环境因素的作用上更有成效。

第三，一些理论可能会填补其他理论中的空白。它们基于不同的哲学和理论假设，对同一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然而，个别地，每个理论在某些方面可能被认为是不完整的或有缺陷的。理论的结合被认为提供了更好的解释，但是这可能需要对原始理论进行修改。在这个层次上，需要真正的理论整合。社会认知理论的发展证明了这一原则。操作性条件反射否认认知过程的因果作用；认知理论缺乏一个阐明学习原则的总体框架。社会认知理论结合了认知在学习框架中的作用——工作。从这种融合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论，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每一种贡献理论。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与父母理论相关的人必然欢迎新后代的到来。

然而，采取综合办法会带来风险，必须谨慎行事。有两个潜在的风险需要防范。第一，整合可能违反“奥卡姆剃刀定律”。从14世纪开始，奥卡姆剃刀定律就是一种广泛应用于科学的逻辑原理。根据奥卡姆剃刀定律，在两种同样有效的理论之间进行选择，做出最少假设、最吝啬的理论是首选的。此外，当一种理论足以解释一种现象时，不应不必要地添加其他理论。因此，虽然集成的吸引力在于复杂性的增加，但在科学中，简单而非复杂性是一个好解释的标志。然而，爱因斯坦在对奥卡姆剃刀定律的重述中引入了一个微妙的变化。所谓的爱因斯坦剃刀断言：“事情应该尽可能简单，但不能简单。”换句话说，简单本身并不是一种“美德”，复杂程度应该由做这项工作所需的条件来决定。如果所用理论的结合增加了个人贡献理论的解释力，那么整合是合理的。

整合的第二个潜在问题是乐观主义。综合方法有时也被称为折中主义。折中主义被定义为“从不同的来源，有时从不相容的理论和系统中选择和有序组合相容的特征……变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因此，整合不是随意或无系统地应用理论的借口，也不是人为地将不相容的理论黏合在一起的借口。在已经提出的一些理论中，仍然存在一些基本上相互矛盾和不可调和的立场。罪犯的合理性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是正如进化心理学家所断言的那样，犯罪动机隐藏在远离意识控制的大脑回路深处？还是像一些认知心理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犯罪的决定是基于理性（尽管是有限理性）？最后，读者必须选择哪一套解释对他们最有意义。在做出这一选择时，他们必须保持一致的总体理论取向，以指导整合过程。

第三节 对实践的影响

理论的最终目的是为实践提供信息。理论是解释观察到的现象的方法，提供了可以推广到其他环境的原则和规则。在心理学中，理论服务于两个主要的实践目的。第一，理论被应用于预测个人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第二，理论为如何防止某一行为确立或一旦确立就不再改变提供了指导。在本书里，关于理论的应用没有说太多——这不是它的目的。然而，从犯罪的角度来看，包括生物、发展环境因素，对预测和预防的双重努力具有重要影响。详述犯罪因果关系的复杂性突出了直接干预罪犯的从业人员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预测被定罪罪犯样本中哪些人可能再次犯罪为例，这是一项由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在法庭上作证或向假释委员会和类似机构撰写报告的例行任务。传统上，关于再次犯罪的预测涉及临床判断。临床预测是基于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对罪犯进行的个性评估和临床诊断，由专业人员的特殊心理方法提供信息。最近，精算仪器已经被建造出来，试图提供一种更客观、更科学的预测方法。精算预测涉及利用犯罪和人口特征之间的已知关系，将个体归入风险类别。例如，如果显示单身罪犯比已婚罪犯更有可能再次犯罪，那么单身会被认为是个案中的一个风险因素。在精算预测中，甚至没有必要采访罪犯，只要所有相关的人口统计数据风险因素是已知的就可以。

精算预测通常优于临床预测［邦塔（Bonta）等，1998；格罗夫等，2000；汉森和莫顿-布尔贡（Morton-Bourgon），2007］。但是，鉴于刑事司法系统对预测的重视程度以及错误预测的后果，临床和精算预测的准确率都很低，令人担忧。利兹（Lizd）等（1993）发现临床预测并不比扔硬币的结果好多少。就精算预测而言，预测效用的主张似乎很有希望，但如果仔细研究，就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了。例如，汉森和桑顿（2000）研究了三种精算工具的性能，这三种工具旨在评估性侵犯者的累犯率。表现最好的是一种叫作Static-99的量表。该量表成功地显著区分了低风险和高风险累犯。得分为6分甚至更多的罪犯（样本的前12% ）在15年监禁释放后因新的性犯罪再次被捕的可能性是零分的罪犯（样本的后10%）的4倍。然而，在高分组中，只有52%的人再次犯罪（相比之下，低分组为13%）。总的来说，量表分数和累犯率之间的相关性为0.3，中等强度。

为什么会这样？这当然不是因为缺乏努力——风险预测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数百个学术文章和书籍。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风险预测依赖于对罪犯犯罪行为的评估，无论是临床评估还是从人口统计学变量推断。这项任务仅限于预测有风险的个人。然而，我们知道行为的跨情境一致性是有限度的。根据特异性模型，处置方式的差异仅在特定情况下才有意义。因此，评估性格只能提供做出预测所需的一半信息，我们还需要知道一个有风险的人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情况。一些精算工具努力包括更有活力的生态测量。西尔弗等（1999）发现，通过研究邻里的特征（具体来说，如贫困的集中程度），可以提高风险预测的准确性。然而，这些生态因素是生硬的情境测量。在某种程度上，微观情境因素能够作为预测指标的程度有限。我们如何以任何精细的方式预测个人在未来某个时候可能会遇到的犯罪机会和情境压力？情境理论表明，不管致力于风险预测的研究工作如何，准确率将不可避免地达到一个上限。

更乐观地说，一个跨越生物因素、发展因素和情境因素的因果模型扩大了预防犯罪行为的选项。借鉴公共卫生模型，预防方案可以被划分为三种类型之一。初级预防包括针对整个社区的干预措施，以在问题出现之前预防问题。脊髓灰质炎的大规模接种，以及鼓励人们多锻炼和吃更健康的饮食的广告宣传，都是公共卫生初级预防举措的例子。二级预防涉及干预措施，以防止特定风险群体出现问题。针对进行静脉注射的吸毒者和同性恋社区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帮助计划，以及专门针对吸烟者或超重者发布的健康信息，是二级预防措施。三级预防包括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干预。针对癌症患者或心脏病患者的医疗措施就是个例子。

像医学专业一样，心理学家传统上认为预防是三级预防。预防犯罪行为的任务重点是提供旨在防止已知罪犯再次犯罪的康复服务。研究的大量精力已经投入设计治疗性犯罪、暴力、物质滥用和其他反社会行为的项目中。最常见的方法是认知行为疗法，在这种疗法中，罪犯被教导改变支持他们问题行为的不正常思维。康复工作取得了微小但有价值的回报。对康复项目效果的荟萃分析报告了累犯率下降了12%［雷东多 （Redondo）等，1999］，14%［唐（Tong）和法林顿，2006］，25%［兰登伯格和利普西（Landenberger and Lipsey），2005］。不管成功率如何，康复作为一种预防战略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只有当罪犯犯罪并造成损害时，康复才能发挥作用。此外，只有少数因犯罪而被捕和定罪的人才能获得康复。即便如此，仍有一小部分被定罪的罪犯实际上正在接受治疗。

与旨在康复的努力相比，犯罪行为的初级和二级预防受到相对忽视。对犯罪因果关系的更广泛的看法为预防犯罪提供了可能性。两种替代预防方法是发展预防和情境预防。这些方法可能包括主要预防或次要预防，这取决于干预措施是广泛应用于整个社区还是针对特定的风险群体或地点。

发展预防基于理解和操纵与犯罪和犯罪倾向形成相关的因素。预防包括加强保护因素和减少个人发展道路上犯罪的风险因素。除本章前面概述的不良育儿习惯和消极的社交经历外，风险因素还包括对神经发育有不利影响的环境事件。这些问题包括出生并发症、母亲怀孕期间滥用药物、饮食不良和接触毒素。虽然发展预防在理想情况下应尽早实施，但干预可能发生在一个人生命中的任何一个节点。成功的发展预防犯罪方案包括对年轻单身母亲的家访和提供社会支持［奥尔兹（Olds），2002］、丰富的学前教育［霍梅尔等， 2006；施威哈特（Schweinhart），2004］和有效的育儿方案［霍金斯（Hawkins）等，1999；特伦布莱（Tremblay）等，1995］。法林顿和威尔斯（Welsh）（2003）对40个基于家庭的犯罪预防项目进行了荟萃分析，报告目标群体中的犯罪减少了16%。

情境预防犯罪不同于其他心理干预，因为它不直接针对或试图改变罪犯的犯罪倾向。相反，它通过改变潜在犯罪现场周围的动态情况来影响罪犯的直接动机或犯罪能力。目标是务实和适度的——仅仅是为了阻止特定环境下发生的犯罪。没有人声称潜在的罪犯会以任何永久性的方式被改变。科尼什和克拉克（2003）确定了五个广泛的情境策略：减少对犯罪的感知回报，增加对犯罪的感知努力，增加感知到的犯罪风险，减少对犯罪的挑衅，消除犯罪的借口。现在有数百项研究表明了情境预防犯罪的有效性（见克拉克，1997，案例研究集；威尔斯和法林顿，2000）。

迄今为止，干预措施的重点是环境因素在积极预防犯罪中的作用。基因在预防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还有待探索。一想到这一点，许多读者可能会感到恐惧，联想到纳粹式的优生学。这里并没有建议应该考虑选择性生育方案。然而，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发现——即个体对某些环境的反应比对其他环境的反应更好——提出了有趣的可能性，即根据个体的基因特征，将个体匹配到最合适的干预措施中。在这个后基因组时代，将基因信息纳入对罪犯和潜在罪犯的干预可能是寻求预防犯罪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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